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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转折

在17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的半个世纪里，大西洋世界经历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尽管到1620年，基本上仍然是伊比利亚人（Iberians）独自占领着美洲的土地，在非洲建立起桥头堡，进行跨大西洋的贸易，与土著人交战或相安无事。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英格兰人、法兰西人与荷兰人加入了他们。尽管墨西哥、秘鲁和巴西一直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新世界（New World）的活动中心，这些新来者却在小安的列斯群岛（Lesser Antilles）和北美洲建立了繁荣的定居点。如果说制造黄金是西属美洲的经济基础，那么种植经济作物就成了北欧人建立殖民地的经济基础。随着奴隶制在新殖民地的发展，非洲被更深入地拉扯进了大西洋世界。荷兰人在这场巨大的转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和贸易港。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荷兰人在17世纪中叶很少靠自己种植作物，而是作为商人无处不在，他们贩卖商品和奴隶，购买农产品，跨疆界发放贷款。荷兰人的触角就这样深入其他大西洋帝国，以至于他们的活动推动了英格兰《航海法案》（English Navigation Acts）的颁行、葡萄牙跨大西洋舰队系统的建立、法属加勒比制糖经济的兴起，还有瑞典人和丹麦人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交易非洲俘虏和离散的犹太人活动的开始。荷兰对大西洋世界发展的影响表明，人们仅关注荷兰本身并不能充分了解荷兰历史，因为每个殖民王国都以各种方式与他国相联系。尽管文化影响、战争与边境冲突会将相邻的殖民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对美洲许多地方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荷兰人踏上非洲和美洲的土地，对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荷兰人提供的枪支使易洛魁联盟（Iroquois）击败了他们的敌人。同样地，荷兰人对贝壳串珠的需求（他们卖给北美土著人的一种贝壳珠子，这种珠子被北美的土著人用作外交目的，他们把这种物品当作显赫尊贵的财产，并赋予它们以极大的精神意义）导致本地制造商的产量呈指数级增长。这场生产力革命是美洲印第安人的经济体从自给自足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个方面。而在非洲西南部，荷兰人的活动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对罗安达（Luanda）港口的占领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状况，并把在这里俘获的非洲人送上了欧洲人的奴隶船。1


本书讲述的是大西洋历史上的“荷兰时刻”（The Dutch Moment）——17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在这期间，荷兰人在广阔的大西洋世界留下了前所未有的印记。转折可能注定会发生，但是如果没有荷兰人，这个进程可能会推迟并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尽管一些美国历史学家承认荷兰人在大西洋世界发挥的重要作用，但由于缺乏深入的了解，他们经常低估或夸大荷兰人的影响。相比之下，大西洋世界的荷兰学者一直以来都被过去在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工作过的同人们看作海外历史系学生而遭受忽视。此外，这些学者一直偏爱研究某一时期的单个殖民地，忽略了整个大西洋世界的背景。因此，尚无作品讨论荷兰在大西洋世界所特有的影响力，这正是我希望通过本书来填补的空白。

在历史学家的解读下，大西洋上的荷兰人经常被夹在缝隙之间。人们对其他国家势力的关注使荷兰人在其间变得微不足道——他们唯一值得一提的角色是闯入者，是住在近海的局外人。我希望能够纠正这一错误，不是通过为大西洋历史增加另一个帝国层面的内容，而是帮助我们更充分地理解整个17世纪的大西洋世界。显然，荷兰人在殖民非洲和美洲时带去了他们自己的制度、法律实践和文化传统。他们建立殖民地的方式也不同于他们的欧洲竞争对手们——这些国家以一种即兴的方式构建起了他们的大西洋帝国，荷兰人却是精心策划的。西班牙临时入侵阿兹特克（Aztec）帝国、葡萄牙人偶然发现巴西，同样偶然的是英格兰人在百慕大和新英格兰（New England）的殖民以及法兰西人在加勒比海的私人行动，这些事件的偶然发生均与荷兰人对其伟大计划的精心策划形成鲜明的对比。在 1621年之后的几年里，军事目标居于最高地位。荷兰人在谨慎备战后攻克了埃尔米纳（Elmina）、库拉索岛（Curaçao）这样的重要基地，更不用说巴西。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荷兰并非特例。西班牙的大西洋帝国早期就已经是一个领土型帝国（territorial empire），因为它是建立在充足的本土劳动力基础上的，而葡萄牙和英格兰的大西洋帝国在最终成为领土型帝国之前，数代人都是靠海而生的。这种转变发生于荷兰的目标从贸易控制转向商品生产管控之时。葡萄牙在巴西的崛起，伴随着领土扩张，是在17世纪逐渐完成的，英格兰则是直到18世纪中叶才达到相同的阶段。尽管历史学家对荷兰海洋帝国的印象总是“海运的”或是“商业的”，西印度公司（West India Company，WIC，于1621年之后统治荷属大西洋的股份制公司）对于荷兰建立领土型帝国也起了作用。在美洲取代西班牙的梦想——这驱使一些荷兰的探险者前往新世界——关键是征服了位于上秘鲁、深入南美洲内陆的波托西（Potosí）矿业中心。并且，拥有波托西与建立拥有土地的帝国息息相关。尽管没有成功占领波托西，但是在入侵巴西后，荷兰人对领土的欲望重新显露。面对世界上最大的产糖区域，荷兰人屈服于创建帝国的诱惑。在东印度群岛（East Indies）也同样如此，在那里，香料诱使荷兰人占领了香料生产地区并控制了那里的土地。

荷兰在大西洋上的帝国是在战场上建立起来的。为打赢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独立战争，荷兰人在海外部署军队耗时数十年——有时是毫无预兆的。人们很难估计荷兰人和伊比利亚人之间的海外战争的规模，在这些战争中，荷兰人起初士气满满，后来逐渐衰退。在巴西的战争是17世纪大西洋沿岸发生的规模最大的帝国间的冲突，而这一战争却被历史学家们低估了。吸引历史学家眼球的是1689年至1815年的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最近他们对“七年战争”的兴致勃勃也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大西洋帝国之间早期发生的对抗却很少受到关注。因此，“和平是常态，战争是例外”这一值得商榷的观点始终存在。

与西班牙的战争是17世纪大西洋世界众多牵涉荷兰的战争之一。事实上，葡萄牙在与西班牙联合时，在海洋上和陆地上都是荷兰战争的受害者。然而，在葡萄牙人起义并获得独立之后，一切都没有改变。荷兰人占领了葡萄牙在非洲和巴西的殖民地，引发了另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同时，在第二次、第三次英荷战争期间，出于商业竞争的主要目的，大西洋再次成为主战场。荷属美洲殖民地濒临毁灭但得以幸存，可是它在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与法兰西战争期间并没有进一步扩张，因为大西洋世界的战争更多了。

牵涉荷兰的众多起武装冲突表明，在大西洋世界，17世纪中叶并不只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而且是一个持续战争的时期。像荷兰人一样，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也开始在新世界殖民，并在西非建立奴隶贸易基地，但他们到达大洋彼岸的方式是相对和平的。荷兰人的出现则伴随着无穷的暴力。人们对荷兰人的关注揭示了这一点，即新世界的17世纪中叶远非一个和平殖民的时代——尤其是来自不列颠群岛（British Isles）的殖民——而是充斥着鲜血的时代。是暴力促成了大变革。

从某种意义上讲，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军事规模特别引人注目，捍卫和扩张帝国边界的士兵和水手的比例远超其他帝国。在非洲沿岸的荷兰贸易中心不存在殖民地人口，在美洲的人口规模也从未扩大。然而，无论荷兰人在美洲的定居点多么简陋，他们仍然难以养活自己。为了生计，他们仍旧依赖于共和国的物资供应，而这些物资供应往往需要很久才能拿到。除了日常缺少食物，驻军士兵们还遭受着其他方面的剥夺。尽管驻军士兵对于荷兰海洋帝国十分重要，但是殖民地政府、西印度公司和联省议会（States General）总是事后才会想到这些士兵。他们的疏忽最终导致士兵拒绝战斗，从而丧失了部分殖民地。

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多数移民来自城市，而且他们缺乏农业技能。在失去巴西和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之后，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承认，正如巴巴多斯最近的转型所表明的那样，与英格兰移民不同，荷兰人并不适合当殖民地的农夫。2
 但是，正如董事们所强调的那样，荷兰人是一流的商人。如果说帝国是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支柱之一，那么贸易的确是另一支柱。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贸易于16世纪后期开始兴起，在17世纪最初的10年衰退到中等水平，然后被置于西印度公司的保护之下。与其更著名的对手——东印度公司不同，东印度公司在存续期间始终保持着主要垄断地位，而西印度公司由于商业表现欠佳，很快就被迫放弃了大部分垄断。作为在巴西的殖民冒险的意外结果，西印度公司在17世纪中叶确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奴隶贸易公司。荷属巴西殖民地的终结并没有减缓荷兰人在非洲的贸易进程，与之相反，尽管贸易目的地逐渐向新世界以外扩张，荷兰人实际上扩大了在非洲的贸易。的确，荷兰人在大西洋世界的贸易量远远超过了在荷兰人占领的港口和要塞的贸易量。荷兰人在西语、法语和美洲英语区的交易规模十分出众，在一些地方，商人的数量经常超过各个首府的商人数量。因此，进入荷兰市场（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市场）的经济作物产自美洲的所有地区。此外，由荷兰人的奴隶贩卖船运送的奴隶常常是在荷兰人管辖之外的非洲海岸的港口和要塞装载的。

如果外国人是在荷兰人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在大西洋的势力范围，那么，同样地，荷兰人建立自己在大西洋的势力范围也离不开其他人的帮助。他们的舰队和军队里有大量的外国人，这些人主要来自欧洲西北部的国家。在荷属殖民地定居的人难以计数，有时能多达当地所有人口的一半，他们都出生于欧洲或者新世界等外国地区。尤其特别的是，在荷属美洲殖民地有很大比例的犹太移民，他们的经济开发能力对于在殖民地生存下来非常关键。这些犹太移民和他们的家人通常出生于葡萄牙或法兰西。他们或在阿姆斯特丹，或在其他荷属殖民地，重新过上了正宗犹太式的生活。美洲犹太教也因此在荷兰发展起来。

如果没有他们在巴西、圭亚那［亦称“狂野海岸”（Wild Coast）］、新尼德兰、安哥拉和黄金海岸精心维系的本土同盟，荷兰人也无法取得军事胜利。事实上，荷兰在大西洋上的帝国是一个典型的跨帝国、跨国家、多种族的国家。同时，它还是一个旨在造福联合省的帝国。由于战争是西印度公司存在的首要原因，因此许多潜在的投资者不愿意购买公司股票，从而推迟了第一批军事远征队的出发时间。更多有冒险精神的人更喜欢战争而不是贸易，因为他们能从中更快地积累财富。在“荷兰时刻”的大多数时候，私掠船利润丰厚，银器是首选的战利品——至少在西班牙还是敌人的时候是这样。当只剩下葡萄牙是伊比利亚唯一的敌人时，运送巴西糖料的船就成了主要目标。

美洲土著在荷兰海洋帝国的战略目标中被视为理想盟友。因为西班牙与各地的美洲印第安人交战，所以人们推测美洲印第安人将会与荷兰人结成同盟。但实际并非如此，荷兰人与美洲土著建立关系很是困难。淘金热、随意攻击和不时地奴役让荷兰人并没有讨得当地人的喜欢。不过，商业往来仍然将他们联系了起来，并且在个人层面建立了许多可靠的持久的联系。宗教基本无法成为一个好的切入点。即使牧师们带着传播福音和引入文明的双重目标而来，还是很少有当地人转为信仰加尔文教（Calvinism），他们向当地或新世界的非洲人传教的努力也收效甚微。起初，黑人没有被迫沦为奴隶，但巴西对强制劳动的需求使殖民地的荷兰人改变了主意。不论在布道还是出版作品中对奴隶制提出的任何异议都因此被搁置一边。

殖民地的神职人员需要在宗教场所中履行职责，而宗教场所还尚未准备好。抛去阿姆斯特丹这一有名的特例，宗教信仰自由在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其实并不常见，却成为大多数殖民地的典范。信仰自由是为美洲殖民地最初的行政架构所确立的一项原则，被普遍认为对于殖民地未来至关重要的宗教组织甚至也被赋予了信仰自由的权利，从而保障了社会的稳定。无论如何，荷兰人没有兑现其原本所允诺的信仰自由，将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高昂的。

“荷兰时刻”，不仅使荷兰人成为大西洋世界的中间人，而且本身就是大西洋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它联通了17世纪以前以伊比利亚人的扩张为主导的时代与第二次百年战争。尽管“荷兰时刻”可能有些短暂，但它以多种方式在更广阔的大西洋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就像荷兰人以学徒身份从早期的海洋探险一步步开始一样，其他人也很快从荷兰人所精通的航海、制图、种植和奴隶贸易方面有所借鉴与收获。荷兰的商业援助使英格兰和法兰西尚在初期的殖民地与已臻成熟的西属殖民地都能得以维持。相比之下，荷兰的军事运动则给伊比利亚半岛殖民地的许多地区以及后来的法属和英属殖民地的居民带去了一系列的伤亡与挥之不去的恐惧。这种权力的展示最终在17世纪70年代末走向终结。荷兰人并没有从大西洋世界中消失，而是在新的、被削弱的、非武装的西印度公司的辅助下开启了殖民历史的新篇章。他们在大西洋沿岸仅存的埃尔米纳、库拉索岛和苏里南等殖民地在没有军事介入的情况下仍然完好无损。而荷兰人在此时的角色也发生了逆转：他们从进攻者变成了防御者。

尽管历史学家多年来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17世纪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存在，但近几十年来它已成为一个被众人研究的领域。通过亨克·登海耶（Henk den Heijer）对西印度公司机构历史的研究、吉斯·赞德弗利特（Kees Zandvliet）对西印度公司使用地图的研究以及亚历山大·比克（Alexander Bick）从微观历史学角度对1645年的西印度公司的审视，为研究西印度公司提供了新视角。本杰明·施密特（Benjamin Schmidt）说明了美洲在荷兰意识中的重要性，丹尼·诺兰德（Danny Noorlander）发表了大量关于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神职人员的论文，马克·莫伊维塞（Mark Meuwese）探索了荷兰人与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商业和军事联系。与美洲印第安人的相互关系也是洛德韦克·胡尔斯曼（Lodewijk Hulsman）关于圭亚那的论文的研究主题。亚普·雅各布斯（Jaap Jacobs）的专著、威廉·弗里霍夫（Willem Frijhoff）关于埃维特·威廉姆斯（Evert Willemsz）的传记、唐娜·默威克（Donna Merwick）和保罗·奥托（Paul Otto）关于荷兰人与当地人关系的著作，以及苏珊娜·肖·罗姆尼（Susanah Shaw Romney）关于荷兰人与非白人互动的讨论等都引领了对新尼德兰的研究。埃瓦尔多·卡布拉尔·德梅洛（Evaldo Cabral de Mello）和米希尔·范格罗森（Michiel van Groesen）的出版物丰富了关于荷属巴西殖民地的文献，克拉斯·拉特尔班德（Klaas Ratelband）几十年前出版的手稿也细述了安哥拉和圣多美的荷兰殖民时期。还有，菲利帕·里贝罗·达席尔瓦（Filipa Ribeiro da Silva）对于荷兰人横跨西非西海岸的活动有了新的阐述。3
 然而，我们仍然缺少一本书，它可以提供荷兰人在大西洋世界的概述，探讨荷兰在海外殖民地的创建，跨越帝国边界的经济贸易目标以及对建立某种帝国的追寻。

另外一个必要的修正是应当将巴西置于荷兰在大西洋势力范围的首要和中心位置。令人惊讶的是，在历史学家和外行人眼中，新尼德兰是17世纪荷兰最著名的殖民地，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同一时期巴西的大部分地区也处于荷兰人的统治之下。从整个北美尤其是纽约的角度来看，对新尼德兰的关注很容易理解。但是，花时间在西印度公司和联省议会档案馆或研究当代小册子类文献的历史学家很快发现，对于荷兰而言，新尼德兰并没有那么重要，反而是未被研究的荷属巴西殖民地非常关键。在许多（如果不是全部）荷兰政客和商界精英看来，巴西是荷兰在西半球的重要殖民地，为此他们愿意发动由成千上万士兵和水手参加的长期的、有时似乎是永无休止的战争。在军事人员方面，巴西使所有其他荷兰殖民地和贸易站显得微不足道。从西印度公司决心占领葡萄牙在非洲的两个主要据点（埃尔米纳和罗安达）以控制非洲奴隶贸易的输出从而使巴西获益的决定中，人们也可以推断出巴西在当时受重视的程度。很能说明问题的这两次入侵都不是从共和国而是从巴西发动的。

荷属巴西殖民地尽管只存续了短短30年，却对大西洋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征服伯南布哥（Pernambuco）之后，荷兰人首次系统化地参与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到1803年，荷兰船运送了超过50万名非洲人到达新世界。同时，荷属巴西殖民地为在美洲的犹太人能够正常生活铺平了道路。在美洲的第一批犹太教堂在累西腓（Recife）正式打开大门之后，其他荷属和英属殖民地也纷纷效仿。并且，最早搬去那些殖民地的犹太人通常是来自巴西的定居者。他们由此也成为加勒比和北美的犹太社区的开拓者。

在巴西进行的军事冒险活动高昂的开支，无疑导致了西印度公司的破产。在巴西国库已经见底的情况下，西印度公司还在巴西进行殖民扩张。在拿骚-锡根（Nassau-Siegen）的约翰·毛里茨（Johan Maurits，1604—1676）总督统治荷属巴西殖民地时期，西印度公司永远失去了恢复财务稳健的机会。在西印度公司解散之前，荷属巴西投降了，这一事件引起了联合省对曾经一度繁荣的殖民地的怀念，该殖民地正是人们认为约翰·毛里茨“伟大”的体现。在荷兰殖民巴西的后期，约翰·毛里茨被公认为公正与仁慈的王子，在他治下做出的所有负面的政策决定都被归咎于他那些无用的顾问们。4
 在荷兰投降之后，巴西殖民地经济的发展还成为荷兰和其他国家参考的范式。比如，荷属苏里南的发展归功于前种植园殖民地，而在巴西一度繁荣的制糖业为法属和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也带来了启发。5


因为在加勒比海地区建立外国殖民地发生在17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也是在这一时期，爆发了荷兰与西班牙争夺巴西的战争，所以我们可能会想，后者是否为前者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因为直到1640年葡萄牙独立之前，荷兰在巴西的对手是哈布斯堡帝国。尽管西班牙皇室并没有派遣大量船只或士兵前往巴西（这些军备本来只是为了保护小安的列斯群岛免受外国入侵），但西班牙在荷兰入侵巴伊亚（Bahia）和累西腓之前就饱受帝国的过度扩张之苦。因此，在巴西的战争必然只会加剧其财政困境。6


荷兰海洋帝国规模之大在巴西明显地展现出来，这在本书的前四章表现得更加具体化。在第一章中，我提供了对早期荷兰海洋帝国和帝国间活动的调查；在第二章中，我详细介绍了从17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荷兰在非洲和美洲的迅速崛起。在第三章中，我讲述了荷兰海洋帝国势力的逐渐衰落。一路走来，荷兰在大西洋的地位既因战争而崛起，也因战争而衰败。尽管荷兰人希望对标的是葡萄牙（而非西班牙）的船只、殖民地和贸易站，但是他们成为伊丽莎白时代（the Elizabethans）的继承者。没有大西洋的视角就无法理解17世纪的联省战争。尽管与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在非洲和美洲的军事对抗是欧洲战争的对外延伸，但在第二次英荷战争和与独立的葡萄牙的战争中，殖民问题在荷兰国内仍然是突出的问题。在第四章中，我将对士兵和水手的生活进行全面的论述，他们在大西洋这个熔炉中建立与保护荷兰海洋帝国的征程中应占中心位置。

荷兰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是本书余下各章的主题。随着供求关系轨迹的变化，荷兰商人穿行于整个大西洋以寻找商品和市场。在此过程中，他们成为最主要的奴隶贩子，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所揭示的那样。与这些商人的流动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荷兰人对移民美洲的抵制（第六章），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荷属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其他国家的欧洲移民或非加尔文教徒的欧洲裔美洲人。宗教宽容政策的引入是为了对宗教多样性的管理，但这一原则总是受到归正教会（Reformed Church）牧师们的挑战，有时还会受到世俗权威的限制或禁止，因为他们害怕人民的分裂甚至是“第五纵队”（Fifth Column，反对派，间谍集团）的形成。尽管荷兰人也开始依赖非白人（参见第七章），但他们普遍的观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不符合文明的标准，热衷于将他们商品化也是如此，从而导致了歧视、奴役和流血事件。正如我在本书结尾强调的那样，暴力已经以传统和非传统的方式成为殖民地生活的主题。尽管17世纪的荷兰人与外国的土地和人民建立了许多友好的关系，但“荷兰时刻”确实是暴力时刻。


第一章 猛狮出闸

宗教法庭的威胁

荷兰在大西洋世界贸易的开端

发动战争

1599年8月25日，麦哲伦海峡上一支荷兰舰队的6名指挥官在旷日持久的艰辛中筋疲力尽，于是他们决定组建“猛狮出闸兄弟会”。他们宣誓，任何危险、不可避免的情况或对死亡的恐惧都不能让他们做出损害祖国繁荣或当前航行的行为。他们的目标始终是尽可能地打击“世代的敌人”，让荷兰军队在美洲各地布防，因为那里是西班牙国王以前积累财富以支持其持久对战荷兰的地方。这6名军官将他们的名字刻在一块纪念牌上，这块纪念牌被嵌在高高的柱子上，以便之后过往船只上的人们能看见并将他们的故事口口相传。 1


“猛狮出闸”正是对尼德兰北部地区的恰当刻画。该地区于16世纪后期开始活跃，之前荷兰船还仅在欧洲水域活动，从那以后荷兰人开始探索更广阔的世界。这一向外的驱动力来自荷兰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荷兰最终获得了独立。在荷兰扩张到帝国级的规模之前，荷兰人首先以突袭者和商人的身份进入大西洋世界。这正是大西洋历史上的“荷兰时刻”的史前史。

与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一样，荷兰人也是大西洋上的后来者。他们凭借私掠船横跨大西洋，在政府授权下攻击敌方船只，又以商人的身份试图强行进入原有的伊比利亚半岛的贸易路线，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夺取领土。这种扩张直到16世纪90年代才开始成功，到1620年，荷兰人已经侵占了不少领土。在16世纪，只是少数荷兰人在整个大西洋四处游荡，但是当时西班牙人将他们称为“弗拉门科人”（Flamencos），这一称呼通常用来代表从北到南的所有荷兰人。

荷兰政体是在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才出现的后发产物。最终组成荷兰共和国的7个省最初是勃艮第（Burgundy）公爵领地的一部分，之后国王查理五世从统治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那里继承了这些土地。来自尼德兰的朝臣们是查理的父亲勃艮第公爵腓力四世的部分随从。腓力于1502年远行经过西班牙，也就是他未来的王国时，这些侍从就伴其左右了。在旅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位曾在西印度群岛担任行政长官的船长。虽然随行的侍从所编写的报告里没有提及这位船长的姓名，但他一定是哥伦布本人。2
 荷兰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偶遇，还有私人信件、印刷书籍、地图、手稿以及亲身的经历了解了新世界。在贫穷、冒险、传教热情或道听途说的驱使下，他们从伊比利亚半岛被殖民开始时就想移居新世界。第一批弗拉门科人最早在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时代就抵达了墨西哥，而其他人则去了秘鲁和巴西。雅克·德奥兰达（Jaques de Olanda）、佩德罗·德奥兰达·德阿尔瓦（Pedro de Olanda de Alva）和“来自德意志的荷兰人”外科医生梅斯特·琼（Maestre Joan）都参与了秘鲁内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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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兰，约1600年。
[1]



关于1621年之前移居美洲的荷兰人的情况很难一概而论，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几乎所有人都是男性，他们通常在20出头的年纪第一次到达美洲，随后大多数人留了下来。荷兰人喜欢住在城市里，但他们并不只在那些主要的城市中心定居。在1607年，位于图库曼辖区（今天的阿根廷西北部）的偏远小镇，即新里奥哈建成16年后，就有两名来自哈勒姆（Haarlem）的人居住在这里。4
 汉斯·范德武赫特（Hans van der Vucht）开始居住在圣多明各（town of Santo Domingo）镇，后来去了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北部的巴亚哈（Bayaha），之后又于1590年前后移居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成了拉丁语学校的副校长。5
 在西属美洲殖民地定居的一些荷兰人曾经是囚犯，例如杜威·西布兰兹（Douwe Sijbrandtz）。他是哈灵根（Harlingen）的一名修桶匠，与一艘荷兰船的其他船员于1599年一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捕。几年后，杜威和他的西班牙裔妻子一起搬到巴拉圭的亚松森（Asunción）居住。6


由于在大洋上乘船往返难度很大，因此很少发生上述情况。首先，根据1504年2月15日的王室规定，外国人不得与西属美洲有贸易往来，这一规定暗中针对的是卡斯蒂尔（Castile）的对手法兰西人，尤其是佛兰德人（Flemish）。7
 自这一天起，获得移居西属美洲资格的最佳途径就是归化。但这个途径很难实现，因为它要求必须与卡斯蒂尔妇女结婚、建立家庭，在西班牙居住超过10年以及拥有相当数量的商品。8
 对于没有选择“归化”这个方式的人而言，他们依然有可能获得贸易许可，但是在南美定居的大多数外国人可能都不愿意进行合规注册。数十名逃离西班牙舰队的士兵和海员里包括来自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的人，这些人经常为这些远洋运输船只所雇用。9
 例如，来自格鲁特布鲁克（Grootebroek）的科内利斯·扬森（Cornelis Jansen）曾是一艘荷兰船的船长，他曾服役于1566年成功将法兰西人驱逐出佛罗里达的西班牙舰队。10


抵达美洲后，许多荷兰人开始从事商业活动，特别是在墨西哥城。许多弗拉门科商人住在中心广场旁的一条街道上，这条街道因此被称为“佛兰德人的街”。11
 其他人则供职于天主教会。大多数荷兰牧师都来自南部省份，也有几位耶稣会牧师（Jesuit Priests）来自北部省份。其中的若昂·巴普蒂斯塔（João Baptista）出生于1542年，于1577年前往巴西伯南布哥，并于1599年在去往伊列乌斯（Ilhéus）的途中因沉船而丧生。当时他是那里的男修道院的院长。12


宗教法庭的威胁

在荷兰北部省份与哈布斯堡王朝开战之后，跨大西洋的航行对于荷兰北部的居民而言变得更加危险。1566年激进的宗教改革导致了双方的敌对，各行各业的人们到天主教会发泄他们空前的怒火。这场起义像荒地大火一样在整个荷兰境内蔓延开来。在这条毁灭之路上，数十座罗马天主教教堂的内部被砸得粉碎。为了消灭异教徒，国王腓力二世派出一支由阿尔巴公爵（Duke of Alba）带领的军队去镇压起义的省份。阿尔巴公爵受命采取强硬措施，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叛国罪或信仰异教罪给近9,000名荷兰人定了罪，其中有1,000多人被处决，成千上万的人被迫流亡。阿尔巴公爵还对房地产和出售个人财产征收永久税。此举造成了商人们和各省官僚的反感，也将许多人推向起义军的阵营。13


1568年，在强有力的领袖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德意志拿骚伯爵和奥兰治亲王（法兰西南部一个公国的）——的领导下，起义军开始对占领者发动战争。为了镇压起义军，奥兰治亲王的对手阿尔巴公爵下令屠杀纳尔登镇（town of Naarden）的男女老幼。但是这场血洗适得其反，更坚定了其对手的决心，起义军开始取得军事胜利。阿尔巴公爵继续控制南部各省，其中4个省于1579年1月加入阿拉斯联盟（Union of Arras），与腓力二世和解，并宣布罗马天主教为唯一的宗教。17天后，荷兰、泽兰（Zeeland）和乌得勒支（Utrecht）三省联合弗里斯兰（Friesland）、佛兰德（Flanders）和布拉班特（Brabant）等省的城镇以及格罗宁根省（Province of Groningen）的农村地区一起组建了乌得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约定了财政和军事合作的政治协议成为尼德兰联合诸省（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的开国宪法。荷兰北部也顺其自然地成为起义军的中心。建立荷兰共和国的种子就此播下。

阿尔巴公爵在没有完成使命的情况下离开了荷兰，战争则继续进行。1580年后还统治着葡萄牙的腓力二世引入经济禁令作为战争手段。多年来，荷兰人往返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在安达卢西亚（Andalusia）采盐，并在塞维利亚（Seville）和里斯本（Lisbon）采购各种各样的外国货，如丁香、胡椒、肉豆蔻、糖、黄金和白银。1591年之后，荷兰人在里斯本不再受欢迎（至少在官方层面），他们只能通过在荷兰港口的葡萄牙经销商的代理商购买香料，于是引起进口量下滑、价格上涨。1595年，为了打击荷兰航运，西班牙官员扣留了400～500艘荷兰船长达数月，但是影响最大的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于1598年颁布的新的禁运令，禁止所有伊比利亚港口的荷兰船将巴西的糖运输到阿姆斯特丹和米德尔堡（Middelburg）。尽管在1603年至1604年，腓力三世部分地废除了这一禁令，但他在1605年又命令所有居住在葡属殖民地的外国人返回欧洲，并驱逐了所有生于北部起义省份的荷兰人以及所有在那里有亲戚的佛兰德人。14


在战争的背景下，各个西班牙宗教法庭以信仰异教为由逮捕了大量从事海运的荷兰人。许多在西属美洲的荷兰移民是作为加尔文教教徒被抚养长大的，他们从未完全接受过天主教。在低地国家，对天主教会的冷淡态度从来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甚至在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开始之前，所谓信仰异教的荷兰人在荷兰从没有像在西班牙那样被攻击过。而且，尽管有传言说腓力二世意欲在荷兰设立宗教裁判所，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15
 然而，在海外的伊比利亚各省一直严格保持着宗教信仰的正统性。1548年，一名弗拉门科人被利马的宗教法庭（Holy Office）活活烧死。16
 10年后，雅克·德黑内（Jacques de Haene），一位显赫的安特卫普商人家庭之子，与巴西宗教法庭取得了联系；17
 1569年，恩里克·德霍兰达（Enrique de Holanda），一位出生在荷兰的尤卡坦（Yucatán）鞋匠，因发表异教言论而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18
 曾在巴西两家制糖厂工作过的哈勒姆人阿尔韦托·雅各布（Alberto Jacob）由于异端言论也在萨尔瓦多（Salvador）宗教法庭遭到了谴责。尽管被反复讯问了3年，阿尔韦托一直没有认罪，但是宗教法庭仍然强令他进行忏悔。19
 虽然17世纪此类案件的发生频率已经有所降低，但像这样的例子依然不胜枚举。

大约在17世纪初，荷兰人、德意志人和佛兰德人群体成了墨西哥宗教法庭的目标。20
 一个主要嫌疑人是德意志人，来自不来梅的泽博·范登贝克（Zegbo Vanderbec），他自称为西蒙·德圣地亚哥（Simón de Santiago）。西蒙是荷兰反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战争的退伍军人，战时服役于毛里茨——荷兰省总督、奥兰治的威廉之子——的军队。他被指控亵渎了欧洲的教堂与修道院以及信仰加尔文教，但是在审讯期间他否认一切指控。为了给自己开罪，西蒙供出了在墨西哥的荷兰人的名字，于是被逮捕的人数也相应增加。21


科内利斯·阿德里安斯·德凯泽（Cornelio Adrián César），以其印刷工的身份而出名。他生于哈勒姆，2岁时成了孤儿，从小就在荷兰军队做侍从。在十几岁时，他成了莱顿（Leiden）著名印刷商克里斯托弗·普兰汀（Christoffel Plantijn）的学徒。大概是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生活，他于1595年参军，成了西班牙驶往墨西哥的舰队里的一名炮兵。在墨西哥城，他在一家印刷店工作得很好，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之后搬去库奥蒂特兰（Cuatitlán）成了他致命的错误决定。他的同乡，吉列尔莫·恩里克斯（Guillermo Enríquez），向宗教法庭揭发他信仰路德教。他曾因服役于加尔文教派军队被判有罪，但由于当时他仅仅还是个孩子而得以从轻处罚。此次他被判要公开声明放弃异教信仰，养成忏悔的习惯，并服3年徒刑。在监禁期间，他可以继续做印刷工作。刑满释放后，他回到了印刷厂继续其事业。直到1620年，他的名字都出现在印刷品的扉页上。22


这些年来，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的宗教法庭也同样活跃。16世纪90年代，英格兰人、佛兰德人、德意志人和法兰西人中的几十人成了宗教法庭的目标。在1597年的一次宗教法庭审判中，6名荷兰人被判定为异教徒：雅克·班克雷斯姆（Jaques Banqueresme），来自费勒（Veere），弗利辛恩［Vlissingen，法拉盛（Flushing），是荷兰语的英语音译，原指位于荷兰西南部的一座城市。后在荷兰殖民美洲时被用于命名新阿姆斯特丹（即今天的纽约）的一个区，即今天纽约市皇后区内的法拉盛区域。——译者注］居民，被遣送到西班牙的一座修道院，并永远被禁止踏上异教徒的土地；23
 其他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里卡多·曼森（Ricardo Mansen），一位水手长，被处2年监禁并没收财产；罗克·科林森（Roque Corinsen）被处4年徒刑；商人佩德罗·塞巴斯蒂安（Pedro Sebastian）和吉拉尔多·胡戈（Giraldo Hugo）均被处拘留2年；加斯帕·尼古拉斯·克莱森（Gaspar Nicolas Claysen）被判处1年徒刑。克莱森可能被告知过永远不要再出现，所以当他于1611年以“佛兰德号”船长的身份返回加那利群岛时再次被捕。尽管荷兰外交官迪尔克·罗登堡（Dirk Rodenburg）与腓力三世就克莱森的刑罚问题进行了交谈，他提醒国王，正是宗教法庭的严酷惩罚导致了荷兰起义（Dutch Revolt）的爆发，但克莱森最终也没能得救。24
 1612年1月，克莱森再次被指控信仰新教，1614年2月22日，他被活活烧死。1年后，来自弗利辛恩、住在加那利的加拉奇科（Garachico）的托比亚斯·洛伦佐（Tobias Lorenzo）也被同样对待。25


弗利辛恩的雅克·马森（Jaques Marsen）、多德雷赫特（Dordrecht）的康拉多·雅各布（Conrado Jacobo）和佛兰德人汉斯·汉森（Hans Hansen）三位船长就比克莱森要幸运一些，或者说他们没有克莱森那么天真。26
 对他们的审判始于1593年3月，直到1597年11月才结束。汉森被判定为异教徒并被判处于修道院监禁2年，他的货物被没收，并被禁止再次踏上信仰异教的土地。如果汉森有悔罪表现（这可能有助于他得到轻判），那么他的形象可能已经消失了，因为他是1608年在圣堂举行的宗教法庭上被焚毁的3幅画像的原型之一。像马森和雅各布（他们是画像中描述的另外2个）一样，汉森足够明智，他再也没有返回群岛。

1600年前后对荷兰新教教徒的迫害浪潮并非未来的先兆。在17世纪，涉及荷兰人的宗教裁判程序仅为特例。其间只出现了少数案件，其中包括墨西哥对被认为是来自代尔夫特（Delft）的胡安·布特（Juan Boot）的旷日持久的审判。他被指控为异教徒，该审判于1638年结束。针对这位58岁工程师的案件被暂缓审理，但他不得离开新西班牙（New Spain）总督辖区。27
 1648年，西班牙与荷兰共和国签署了和约，荷兰船长胡安·费德里科（Juan Federico）因公开承认他信仰加尔文教而被卡塔赫纳的宗教法庭逮捕，但他成功逃脱。28
 30年后，另一名胡安·费德里科被判入狱。 1679年，4名证人在卡塔赫纳指证名叫胡安·费德里科·普雷（Juan Federico Preys）的28岁的铜匠（莱顿人）信奉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在承认自己信仰加尔文教之后，普雷被流放到西班牙，其财产也被没收。29


荷兰在大西洋世界贸易的开端

虽然腓力二世的贸易禁令本身并没有促使荷兰商人们去探索大西洋世界，即使他们确实为荷兰的跨大西洋扩张做出了贡献。从经济角度讲，释放这头荷兰雄狮的是荷兰内战导致的变化。荷兰南部的混乱、苦难，使许多人流离失所，逃到荷兰的北部，并带去了他们的专业知识，从而扩展了荷兰的经济基础。在安特卫普港被西班牙军队占领后，北部起义军封锁了斯海尔德河（river Scheldt）河道，将安特卫普隔绝于外。这一举措影响深远，因为安特卫普一向是从欧洲南部与伊比利亚半岛进口再分销商品的中心。阿姆斯特丹在哈布斯堡王朝贸易体系中的作用相对有限。波罗的海（Baltic）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a）是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商品的主要起运地和目的地，那里交易的唯一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商品是盐。来自欧洲北部和东部海岸的货物经由阿姆斯特丹被运往荷兰其他地区，而装载货物的回程船则以相反的方向通过阿姆斯特丹。30


在西班牙军队占领安特卫普的1585年，这一切都改变了。来自荷兰和泽兰两省的个体商人和商人协会试图通过与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港口建立直接的商业联系来填补这一空白。南北之间的突然分裂使阿姆斯特丹的贸易量急剧增长，阿姆斯特丹的发展不仅损害了安特卫普港的利益，而且也损害了泽兰港的利益。在16世纪90年代荷兰商业扩张起飞之前已经活跃起来的绝大多数阿姆斯特丹商人继续投身于传统贸易，进口波罗的海的谷物，或与挪威和德意志做生意。但是一些老商人想要冒险与新兴的市场进行交易。31
 作为北方远途贸易的开拓者，两拨外来者加入进来：荷兰南部的商人和“葡萄牙民族的男人们”，主要由新基督徒（New Christian）组成的群体。来自安特卫普和南部邻近地区的商人，在荷兰南部运转良好的国家间的贸易网中像齿轮一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些人存在的意义还在于，他们中的一些商业银行家在赋予阿姆斯特丹以重要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地位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32


在16世纪90年代，当地的荷兰商人和来自荷兰南部的商人与俄罗斯、意大利和地中海东部港口建立了贸易联系，尽管与西班牙、葡萄牙还处于敌对的战争状态，荷兰还是与它们建立了贸易联系。到1600年，阿姆斯特丹和泽兰港口在从葡萄牙进口盐和向其出口谷物的相关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33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荷兰人驾驶自己的船进入了印度洋和大西洋。引人注目的是，早期前往巴西、安哥拉和加勒比海的航行组织者属于控制了荷兰与俄罗斯贸易的那些佛兰德家族，包括默尼克斯（Meunicx）、杜·穆兰（du Moulin）以及范德克霍芬（van de Kerckhoven）家族。34


荷兰人受到葡萄牙人的鼓舞。葡萄牙的面积、人口和航海经验与荷兰相当，却在西非、巴西和印度洋上建立起了欧洲强国。许多荷兰人借助其水手的经验而登上了葡萄牙船进行学习与借鉴，而其他荷兰人则在印度——通常在果阿（Goa，葡萄牙在东方的神经中枢）为葡萄牙人工作。35
 还有一些荷兰人在被葡萄牙人囚禁或在巴西停留期间收集信息以了解当地经济的具体情况。迪里克·鲁伊特斯（Dierick Ruyters）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618年在里约热内卢被葡萄牙人拘留，然后被转移到伯南布哥。在逃离那里两年半之后，鲁伊特斯汇集了各种葡萄牙与荷兰的信息，出版了一本颇具影响力的指南手册——《海轮的火炬》（Toortse der Zeevaert，1623）。他的主要资料来源于葡萄牙的航海审查员曼努埃尔·德菲格雷多（Manuel de Figueredo）出版的指南，该书分别于1609年和1614年出版。鲁伊特斯对德菲格雷多的作品进行了大量注释，并添加了自己以及其他熟悉大西洋的荷兰水手的观察结果。

在贸易方面，荷兰的扩张也以葡萄牙为其发展的原型。尽管荷兰商人在大西洋扩张的第一阶段就通过自己的船只进行贸易，但他们还是很快就开始在非洲和美洲的战略要地建立了贸易站。黄金海岸的穆里堡（Fort Mouree）、哈得孙河（Hudson River）上的新阿姆斯特丹以及圭亚那的许多小型贸易站都建立在工厂的基础上，它们在葡萄牙对印度洋的贸易中至关重要，相比依赖商船进行贸易更具有决定性优势。船只不再需要为了等待货物装满船舱而停泊数月，取而代之的是，当地的代理商在腹地与本地人进行易货贸易，以便抵港的船只很快就能装好货物离开。36


荷兰人在大西洋世界扩张的过程中，不仅受到了葡萄牙人的启发，他们还追随英格兰人的脚步——非常欣赏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私掠船队。一些水手参加了英格兰的跨大西洋远征，其中包括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和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的探险。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的著作详细记录了西班牙的防御工事、人口数字和商业机会等，这些为荷兰人在更广阔天地中的贸易和战争计划提供了详细信息。在横渡大西洋和好望角海域的首次航行中，荷兰人还偏爱经验丰富的英格兰向导。37
 但是，英格兰人无法为荷兰人提供海洋强国的模式。西班牙可能拥有可以明确复制的模式，但它从来没有对荷兰人产生吸引力——西班牙帝国坐拥广袤领土，这显然不是一个人口和资源短缺的国家能够效仿的。

迪里克·鲁伊特斯是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都在巴西港口度过的许多荷兰人之一，是葡萄牙-尼德兰网络的成员。佛兰德人于15世纪初开始抵达里斯本，但直到1580年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他们在葡萄牙首府的殖民地才开始扩张，并且以惊人的方式达到了目的。里斯本是丁香、胡椒和肉豆蔻等亚洲香料以及巴西货物在欧洲的集散地，与里斯本的特殊联系是安特卫普在16世纪能发展成为欧洲北部主要的贸易和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

16世纪60年代后，随着安特卫普、里斯本和巴西之间的三角贸易的发展，来自葡萄牙殖民地的糖和其他商品开始进入低地国家的商业渠道。西班牙军队征服安特卫普后，许多商人向北迁移，荷兰北部和巴西之间的贸易便开始了，持续已久的三角贸易格局因此被打破。葡萄牙的快帆船很难抵御英格兰的私掠船和海盗的袭击，并且载货量很小。相比之下，荷兰船更有优势，能携带大量的糖从巴西返回葡萄牙。只要指定一名葡萄牙人为担保人，里斯本当局便允许外国船只前往巴西。该附加条款旨在确保船只能够返回葡萄牙。38
 一个典型的航行实例是鲍维尔·格里森（Pauwel Gerritsen）的航行。他于1593年从泽兰乘船航行到里斯本，船在那里停泊了15周，又出发前往萨尔瓦多，之后驶往伯南布哥。返航时格里森带回500箱糖和一批巴西木材。39
 如此大量的巴西木材被用来交换奢侈品。从1599年开始，将这种木材磨碎以获得染料是被拘留在阿姆斯特丹感化院（欧洲大陆首个感化院）的乞丐和小偷的标准劳动。同年，“Bresilien hout”（巴西木材）、“Bresilien verwe”（巴西染料）和“Bresilien peper”（巴西胡椒）首次被收入了一本荷兰语词典中。40


作为巴西贸易中的船只之一，“维特·杭德号”（Witte Hond）运载着大量的巴西木材和糖，该船于1587年被英格兰的私掠船俘获。该船的行程日志披露了多个不同国籍的人参与了与巴西的贸易的事实。该船的所有者是来自霍伦（Hoorn）的荷兰人，每次从但泽（Danzig）载着不确定的货物航行到里斯本，在那里，一位荷兰商人租借这艘船以便经加那利群岛前往巴西。41
 汉堡是其回程的目的地。小雅斯帕·巴西利尔斯（Jaspar Basiliers Jr.）的活动也证明了这种贸易的国际性质，其家族成员居住在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里斯本。1600年4月，当巴西利尔斯家族同意搬到萨尔瓦多时，他们根据里斯本的科内利斯·斯内林克斯（Cornelis Snellincx）和杰罗尼姆·德维德（Jerônimo de Vadder）、安特卫普的文森特·范霍弗（Vincent van Hove）、鹿特丹的亨德里克·乌伦斯（Hendrik Uylens）和几位阿姆斯特丹商人的命令行事。由于1605年的禁令明确禁止外国人出现在殖民地，巴西利尔斯家族可能是移居巴西的最后一批商人家族之一。从此以后，所有欧洲公司都不得不依靠葡萄牙的对接人，因此，有家人在葡萄牙可能会对其有所帮助。以汉斯·德肖特（Hans de Schot）为例，他是来自荷兰南部的商人，常驻阿姆斯特丹，与安特卫普和里斯本的安塞尔莫人（Anselmos）有联系。在1595年至1597年间，他与他在里斯本的姐夫，安东尼奥·安塞尔莫（Antônio Anselmo）合作，以萨尔瓦多和伯南布哥为目的地运送了6艘荷兰船的货物。42
 荷兰南部的另一位本地人，颇有事业心的商业银行家约翰·范德维肯（Johan van der Veken）于1597年移居鹿特丹并开始与巴西进行贸易，人们不清楚他的葡萄牙联络人是谁。他帮助运输货物的船只之一，“古登·劳号”（Gouden Leeuw），于1597年离开鹿特丹前往葡萄牙的维亚纳（Viana，当地商人在此装船）。船舱里任何空间都会被鹿特丹人充分利用，他们供应的货物包括纺织品、锡制品和钉子。1599年年末，这艘船载着巴西的糖和木材返回了鹿特丹。43


因此，把这种以荷兰船和货物为主导的与巴西之间的贸易称为荷兰贸易是不准确的，它是一种多国参与的贸易。这在当时并非学术问题——荷兰海军装备的私掠船经常查扣载有来自巴西产品的船只。在1600年前后，联省议会允许了这种查扣，其前提是，无论是荷兰船还是外国船运载的货物，主要受益者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44


在与巴西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居住在荷兰北部和南部地区的人（荷兰人和佛兰德人）以多种方式密切合作。前往巴西的荷兰船长们希望聘请佛兰德水手，因为他们在宗教问题上不那么多疑，更熟悉葡萄牙语，并且对新世界海岸情况拥有更丰富的经验。所以，在16世纪90年代往返伯南布哥的航线上，荷兰船经常在加那利群岛、加的斯（Cádiz）或马德拉（Madeira）雇用佛兰德人。45
 加那利群岛作为荷兰航运的重要枢纽，吸引了荷兰的纺织品和粮食，也许部分会再出口到美洲殖民地。46
 荷兰船还利用大西洋群岛来逃避通过波尔图（Oporto）和里斯本所要缴纳的关税，并在从巴西回联合省的返程中带走未登记的巴西糖和巴西木材。47
 另外，荷兰人也使用德意志船来运送货物以避免麻烦。在1600年前后，在巴西登记为德意志船的大多是伪装的荷兰船。48


西属美洲的财富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引得众多来自荷兰和泽兰二省的船主到那里寻宝。49
 他们通常会利用其在桑卢卡尔（Sanlúcar，在安达卢西亚）和附近塞维利亚的佛兰德联系人，西班牙的舰队和大帆船就是从这些港口驶往新世界的。荷兰人在塞维利亚的买卖所得被用来购买商品以运往西属美洲进行秘密交易，为安全起见，他们通常会以其西班牙的朋友和同事的名字进行交易。通过这种方式，在16世纪末，20万～40万达克特（ducat，旧时欧洲各种金币或银币名，尤指在意大利或荷兰使用的硬币。——编者注）作为荷兰人供应货物的回款进入了荷兰商人的口袋。50
 荷兰人早期冒险进入西班牙殖民地的一个例子是，“财富号”（Fortuijn）于1593年从阿内迈登（Arnemuiden）航行到圣多明各。这艘船是由哈勒姆的约翰尼斯·亨里克斯（Johannes Henricus）装备的，他和他的女婿于16世纪70年代在塞维利亚定居。该船的主要船员是荷兰人，但为了隐瞒船只属于荷兰人的事实，驾驶员和其他几名船员都是西班牙人。51
 亨里克斯之前的冒险活动是把货物运送给佩德罗·奥尔托·桑多瓦尔（Pedro Orto Sandoval），他是圣多明各法院的法官，也是岛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52
 这种私人关系对于这类非法贸易而言是无价的。

上文提到的巴西商人约翰·范德维肯也率先绕开了塞维利亚，直接与西属殖民地进行贸易。1597年，他被授权带领2艘船，船上“载有荷兰人与其他外国人，前往几内亚（Guinea）、秘鲁和西印度群岛海岸”，与那里的土著居民“进行贸易和讨价还价”。53
 另一个打开美洲市场的商人是巴尔塔萨·德穆谢隆（Balthasar de Moucheron）。1595年，泽兰省政府准予他护送货物到西属印度群岛的自由，目的地也许是玛格丽塔（Margarita）。54
 德穆谢隆无疑非常熟悉委内瑞拉海岸上的采珠场，尤其是玛格丽塔海岸的采珠场。几年来，通过易货贸易或盗窃，荷兰船获得了大量珍珠，以至于这些珍珠不再作为当地货币被使用。55
 其他荷兰船载着烟草从加勒比海返回，这些烟草是通过与库马纳（Cumaná）的当地居民以及特立尼达（Trinidad）的西班牙定居者进行易货贸易而获得的。56
 最后，大约在16世纪初的几年时间里，20艘荷兰船上的1,500名工人参与了在圣多明各和古巴购买兽皮的行动，促进了阿姆斯特丹皮革产业的发展。57
 对于来自联合省的先驱商人们来说，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充满了风险。很少有人了解海风、洋流、浅滩和海岸线的常识以及当地岸上人们的需求。在没有建立常规联系之前，许多船只都没有售出货物就返回了荷兰的港口。58


在与巴西和西属加勒比地区的贸易中，荷兰人倾向于逐渐退出他们曾参与的跨国网络，他们与北美的贸易也是如此。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这项交易始于亨利·赫德森（Henry Hudson）于1609年进行的探索性航行，但在那之前荷兰商人就已经被北美所吸引。59
 在16世纪90年代（确切时间未知），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再从英格兰的普利茅斯（Plymouth）和达特茅斯（Dartmouth）港口购买纽芬兰（Newfoundland）鳕鱼，转而直接将船从阿姆斯特丹开到纽芬兰，用荷兰商品来交换鳕鱼，然后在南欧的港口出售，例如阿利坎特（Alicante）、加的斯、热那亚（Genoa）、来航（Leghorn）和马赛（Marseilles）。在17世纪初的几十年中，这种贸易量与贸易额相当有限。60
 同样，在16世纪的最后几年，也就是赫德森出航的前几年，皮草贸易首次将荷兰商人吸引到北美。到1605年，由阿姆斯特丹商人组成的商会希望与新法兰西进行为期6个月的独占贸易权的请求被拒绝，因为这是一项“已知贸易”。61
 1年后，法兰西驻海牙（Hague）特使代表法王控诉一群荷兰走私者从加拿大“大河”捕获海狸和其他毛皮动物。62
 然而，大多数荷兰人在如今的加拿大地区的活动都集中在纽芬兰鳕鱼的进口上，这些鳕鱼之后会在地中海被出售。这是一项跨国贸易，涉及从布列塔尼（Brittany）、诺曼底（Normandy）或葡萄牙向纽芬兰运送渔民，以及从当地的英格兰和法兰西渔民手中购买鳕鱼。63


联省议会决定为垄断公司颁发有权探索北美新航道、港口、国家或地区的执照后，4家从北美东部进口毛皮的公司于1614年10月合并。为这家新命名为“新尼德兰公司”（New Netherland Company）工作的商人们获得了“能够驶向新发现的位于美洲新法兰西和弗吉尼亚（Virginia）之间的土地（其海岸位于北纬40度～45度之间，现称为‘新尼德兰’）”的独家许可。该公司在哈得孙河上建立了一座贸易站，并将其命名为“拿骚堡”。64
 在新尼德兰公司成立的9个月前，另一家以北大西洋为中心的公司——诺德谢公司（Noordsche Compagnie）成立，该公司到1642年之前都垄断了荷兰的捕鲸产业。许多在新尼德兰贸易中相当活跃的商人也作为诺德谢公司的运输商或区域主管参与其中。65


荷兰人最初航行到西非的具体时间，目前人们尚不明确，但我认为肯定是在1592年9月，当时雅各布·弗洛里斯·范朗格伦（Jacob Floris van Langen）为他的地球仪申请了专利。他声称，这种仪器能够帮助他的同胞前往伯南布哥和几内亚湾（Gulf of Guinea）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São Tomé and Príncipe）。66
 在伯纳德斯·帕鲁达努斯（Bernardus Paludanus）于1596年写的一本书中，他结合葡萄牙与荷兰的第一手资料，介绍了非洲沿岸及岛屿的贸易和航运数据。帕鲁达努斯的介绍依据的是荷兰运输商们提供的一些情报，而对于其他地区，如刚果到安哥拉沿岸的数据，他则参照了穿越刚果的葡萄牙探险家杜阿尔特·洛佩斯（Duarte Lopez）基于其探险经历而于1591年出版的作品，该书的荷兰语版本于1596年出版。67


根据学术界普遍的说法，荷兰与非洲的贸易开始于一位来自梅登布利克（Medemblik）的名叫巴伦特·埃里克斯（Barent Ericksz）的船长。在被关押在圣多美岛期间，他从法兰西囚犯那里了解了在葡萄牙圣乔治堡所进行的黄金贸易。他出狱后立刻回到荷兰，说服荷兰的金融家们投资黄金海岸的贸易，这些投资大获成功，也令那些抓捕他的人付出了代价。68
 不久之后，大量的荷兰船涌入了整个西非海岸，四处采购黄金和象牙。据估计，1592年至1607年间，共有200艘船完成了非洲之旅。到1615年时，每年有60艘船到达非洲，每艘船平均载有20万埃尔（ell，旧时量布的长度单位，1埃尔=115厘米）的纺织品、4万磅（Pound，英制质量单位，1磅≈0.45千克）的铜制品、10万磅的串珠以及其他商品。69
 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通知葡萄牙总督，荷兰与米纳（Mina）和几内亚之间的贸易所获利润丰厚，能够为他们在印度群岛的船队和企业提供经济基础。70


荷兰船开始时并没有进入洛佩斯角（Cape Lopez，今天的加蓬）以南的海岸。强烈的南风使得船队从每年5月到次年1月都很难渡过几内亚湾，洛佩斯角附近的强气流让航行变得更加危险。一旦洛佩斯角被气流包围，在到达非洲西南海岸之前，等待着船队的就是无休止的大风与强气流。71
 到17世纪早期，荷兰人积累了在上述海域航行的经验。先驱者彼得·勃兰特（Pieter Brandt）带领着他们将贸易范围扩大到非洲的西南海岸，在那里象牙是热门的出口商品。勃兰特代表其委托人杰拉德·赖恩斯特（Gerard Reijnst，阿姆斯特丹商人，后成为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总督），与刚果河（Congo River）及卢安果（Loango）海岸的非洲人进行了数次商业往来。有赖于他的不懈努力，荷兰船出现在位于刚果河河口附近的姆平达（Mpinda）的没有防御的葡萄牙人的工厂，国王腓力三世于1609年决定在那里建造一座堡垒。72
 3年后，荷兰人从当地同盟中受益。1612年9月，荷兰的1艘船、1艘游艇与从罗安达出发的4艘载有300名船员的葡萄牙大帆船在海上交战。如果没有桑霍（Sonho）勇士的干预，这场战斗的结局原本显而易见。但是桑霍人和荷兰人的联盟成功击退了葡萄牙人。73
 6年前，桑霍伯爵向联省议会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促成双方之间签订贸易协议的积极态度。他可能希望借此机会获得荷兰军队的帮助，以抵御他想要脱离的刚果王国（而不是抵御葡萄牙人）。74


对于荷兰人来说，在非洲贸易很棘手。尽管荷兰各省通过免除船只出港出境税来刺激贸易，但在伊比利亚人统治的地区进行贸易是没有海军保护的。因此，这种贸易既有利可图，又充满了风险，究竟获利多少人们尚不可知。但据估计，在17世纪的前20年里，荷兰人每年在非洲的黄金和象牙贸易额为120万～150万荷兰盾。75
 17世纪的前10年，来自阿姆斯特丹和米德尔堡的商人们联合了一些被称为几内亚公司的力量，从而巩固了荷兰的商业利益。76
 这些公司经常在没有签署任何正式协议的情况下进行合作，以试图应对当多艘船只出现在海岸上时非洲商人伺机抬价的行为。77


发动战争

战争和贸易并不泾渭分明。私掠船是从非洲和美洲获取财富的另一种手段，商船船长也会毫不犹豫地扣留敌船。1600年前7个月里，在大西洋上航行的77艘荷兰船中有27艘是私掠船，78
 这些船紧随伊丽莎白时期著名的私掠船船长们，如弗朗西斯·德雷克和约翰·霍金斯的脚步。

1585年开始，荷兰人自然而然地与其英格兰邻居建立了联系，当时在英吉利海峡另一侧的西班牙—荷兰战争开始引起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担忧。此前一年，奥兰治的威廉被西班牙国王所雇的法兰西杀手暗害，西班牙从而控制了荷兰的海港。所有英格兰船在西班牙的港口被扣押后，伊丽莎白女王决定于1585年8月与荷兰联省议会签署“非此类条约”。女王承诺提供广泛的军事支援，作为交换，荷兰人要在所有军事支援到位后交出泽兰港的布里尔（Brill）以及弗利辛恩和拉梅肯斯（Rammekens）。并且，条约还约定由英格兰的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担任荷兰总督，两名英格兰人获得省议会议员的席位。79


1585年至1604年，荷兰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赢得了英格兰的援助，其中一半的援助来自私掠船所得。80
 对此，西班牙的主要反应就是在1588年派出无敌舰队（Gran Armada），其目的不仅是征服英格兰，而且要重新征服荷兰，但是除非英格兰被彻底击败，否则这一目的根本无法实现。81
 无敌舰队的失败只能进一步加强英荷同盟。

最初，荷兰人在经验丰富的英格兰私掠船的庇护下采取行动——这些私掠船已经骚扰西班牙的船只和殖民地数十年。但是荷兰战争本身在16世纪90年代也受到大西洋的影响。哈布斯堡王朝的敌人们于1596年在西班牙所属大西洋沿岸加的斯港的封锁中联手。1.2万名英格兰士兵和1.5万名荷兰士兵在英方指挥下参与了这场突袭。加的斯港遭到洗劫，但西班牙的商船队（越来越多地使用该港口而不是塞维利亚的港口）运往美洲的货物安然无恙。尽管这场突袭给西班牙人带来了明显的恐慌，但英荷并没有获得任何经济上的成功。这次行动也没能阻止西班牙人组织第二支舰队，但是由于天气因素和技术上的不足，这支舰队无法到达北海（North Sea）。82


1597年后，荷兰的海上作战通过以下海军部进行统筹协调：阿姆斯特丹、梅兹（Maze，位于鹿特丹）、泽兰（米德尔堡）、弗里斯兰［多克姆（Dokkum）和后来的哈灵根］以及西弗里斯兰（West-Friesland）和诺德克瓦蒂埃［（Noorderkwartier，恩克赫伊曾（Enkhuizen）和霍伦交替使用］。在联省议会的监督与管理下，这些区域性的机构在战争中建立、获得财政支持、装配军舰，并参与对抗敌人的战斗。在战斗中，荷兰人在突袭加的斯后开始独立行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英格兰没有对西班牙采取军事行动，而在1604年，即伊丽莎白女王去世1年后，英格兰王国与腓力三世签署了和平条约。与此同时，由于巴尔塔萨·德穆谢隆的2艘船于1596年攻击了控制黄金海岸的要塞——葡萄牙的圣乔治堡，大西洋战争继续进行，这次袭击以失败告终。2年之后，巴尔塔萨的部下在普林西比岛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一小批葡萄牙定居者在那里经营着有非洲奴隶工作的甘蔗种植园，埃里克斯正是在那里被捕的。这一次袭击成功了，农民和工匠们正要将这块土地变为他们新的殖民地。然而，在荷兰的援军到达之前，由于意见分歧以及伴随雨季而来的热病，这批新殖民者放弃了这座岛。83


德穆谢隆也参与了当时最雄心勃勃的一场行动。联省议会授权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 van Oldenbarnevelt，荷兰省行政长官，仅次于总督的主要官员）代表他们于1599年3月与德穆谢隆以及彼得·范德哈根（Pieter van der Hagen，另一位来自佛兰德的富有的难民商人）签署一份私密合约。他们奉命组建一支舰队并在接下来的2年内进入伊比利亚港口，俘获尽可能多的敌舰，袭击敌方岛屿、城镇和港口并将其占领。他们任命来自莱顿的经历过与西班牙的战争的彼得·范德杜斯（Pieter van der Does）为舰队指挥官。他因在11年前俘获了1艘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帆船而闻名。5月15日，有73艘船从弗利辛恩起航，其目的是像切断安特卫普与海洋的联系那样封锁里斯本。当荷兰人错过了从东印度群岛驶来的葡萄牙舰队时，范德杜斯命令部分舰队像弗朗西斯·德雷克当年一样前往加那利群岛。尽管荷兰人征服了拉斯帕尔马斯（Las Palmas），摧毁了多艘敌船，但西班牙人还是进行了顽强的反击并击退了对手。84
 之后不久，在10月中旬，荷兰人轻易地占领了葡萄牙的糖岛圣多美，也就是这次航行的最终目的地。85
 在葡萄牙文件中被称为“低地德意志联邦的路德宗”的这些荷兰入侵者之后遭遇了一连串的坏运气。当下雨时，粮食供应减少，热带疾病像野火一样蔓延。至少有15名军官和1,800名士兵死亡，其中一部分死在了岛上，另外一部分死在了离港的船上，其中就有海军上将范德杜斯。86
 在他去世后，一支小分队越过海洋袭击了巴西首府萨尔瓦多，但已为时太晚。除了对圣多美造成巨大破坏（荷兰入侵者烧毁了城市以及他们经过的每一座教堂和制糖厂）外，这次远征的主要用意在于让西班牙人知道荷兰人也有能力组织一支庞大的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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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长达2年的私掠远征后，荷兰船于1605年从巴西返回。［亨德里克·弗罗姆（Hendrick Vroom）作品，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这场巨大的金融危机使荷兰当局对新的商业冒险进行了反思。在大规模航行中唯一可以预期的利润是在途中俘获的敌舰。尽管私掠船有时会影响远征航行的速度，但海军部和联省议会依然支持这种做法，认为私掠船的战利品至少能部分弥补船长们付出的代价。在1606年至1607年，在东印度公司的财政支持下，荷兰海军部向伊比利亚半岛分别派出了3支不同的舰队，以期俘获往返于葡属东印度群岛的舰队。虽然后勤问题阻碍了这些行动的成功，但在第三次与成功擦肩而过之后，在直布罗陀（Gibraltar）袭击西班牙舰队的绝佳机会出现了——这一次，荷兰人终于成功。在与哈布斯堡王朝的长期战争中，西班牙舰队的溃败作为荷兰海战的重要功绩之一被载入史册。87


荷兰人也将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带到了美洲。私掠船队大量涌入美洲水域，在16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由私人组织的2支船队离开荷兰港口以寻求通向东亚的更快的贸易路线，并且打击南美西海岸的西班牙势力。88
 尽管他们照搬了英格兰人通过麦哲伦海峡的做法，俘获了几艘西班牙船，并短暂占领了智利南部沿海奇洛埃岛（Chiloé）上的一个小镇，但并未造成持久的破坏。不仅如此，荷兰人还损失了大量的船员。89
 这次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在秘鲁的西班牙守军提前采取了预防措施，他们的总督早已预料到了荷兰远征军的到来。

在17世纪初期，频频组建的荷兰海军令哈布斯堡王朝感到恐慌。尼德兰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阿尔贝特大公（Archduke Albert），在 1606年写给腓力三世的信中提到，荷兰计划组建由七八十艘船组成的共载6,000人的舰队，以袭击西班牙海岸的波多贝罗（Portobello）和卡塔赫纳（Cartagena）港口并占领哈瓦那。90
 但联省议会在当时实际派出的远征船队的规模要小得多，仅由3艘船和1艘游艇组成，目的地是巴西。这支船队没能攻占堡垒，他们在遭受严重损失后返回了家园。91
 哈布斯堡的担心还涉及荷兰人与西班牙人的联系。有这样一个例子。在圣多明各的拉亚瓜纳（La Yaguana）停留的荷兰指挥官宣布了一份来自总督毛里茨亲王（Prince Maurits）的声明，该声明承诺向岛民提供保护和军事援助，只要他们放弃效忠西班牙国王与他们的罗马天主教信仰。92
 荷兰对古巴也发出了宗教方面的威胁，至少在那里的西班牙地方长官是这样说的。他声称，外国的海盗和海盗船（可能是荷兰人的）散发了一些小册子，里面充斥着翻译为当地语言的异教邪说。93
 由于不再容忍外国人与西班牙居民的往来，西班牙印度群岛议会（Spanish Council of the Indies）最终决定开始减少2个地区的人口：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北部海岸（圣多明各）和委内瑞拉东部的新埃奇亚（Nueva Ecija）。一个转移古巴2个城镇的人口的计划最终没有实施。94


1600年与智利的美洲土著相遇时，荷兰人发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美洲印第安人是潜在的盟友。荷兰舰队抵达智利时，恰巧在马普切（Mapuche）发生了大规模反抗西班牙统治的事件，最终导致了维尔迪维亚镇（town of Valdivia）的毁灭和许多居民的死亡。当荷兰人到达时，他们可能被误认为是西班牙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有50名荷兰人被当地人所杀。95
 尽管如此，双方还是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班牙。新世界其他地方的美洲印第安人也希望能与荷兰人组成对抗西班牙的统一战线。1613年，荷兰私掠船和来自圭亚那的加勒比弓箭手联合发起进攻，重创了在特立尼达定居的西班牙人。96
 同样，特立尼达的一名尼普乔（Nipujoe）土著男子定期参加打击西班牙的荷兰远征队。作为从被奴役或被强制劳动中逃出来的人，他显然有理由进行报复。97
 圣达菲（Santa Fé，即今天的哥伦比亚）宗教法庭的主席对荷兰人与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感到惊讶：“印第安人欢迎荷兰人的到来，是因为荷兰人尊重他们原始的生活方式。”此外，荷兰人“允许他们拥有充分的自由，而不用承受任何税负、强制劳动、宗教以及思想带来的约束”。98


荷兰人还把伊比利亚半岛殖民地上被奴役的黑人视为可能的盟友。在17世纪20年代（见本章下文）出航的拿骚舰队成员显然相信秘鲁的黑人是“第五纵队”。总督声称，荷兰人为殖民地奴隶带来了解放的希望和大箱武器。并且，舰队的一部分人还前往皮斯科（Pisco）去煽动那里的奴隶起义。99
 当地奴隶与荷兰人之间潜在的同盟关系并没有消失。1637年，西班牙殖民当局报告称，1艘来自古巴的船抵达邻国圣多明各，并带去了惊人的情报——由80艘船组成的舰队正要从荷兰共和国起航。据称，此次出航是对殖民地的黑人和混血儿给奥兰治王子写的一封信的回应，信中称只要荷兰派500人驶往他们所在的岛，他们就向荷兰人投降并交出该岛。最终，这一切传言均被证明不属实。100


西班牙守军最终将荷兰人赶出了圣多明各和古巴。1605年，在古巴南部，六七艘西班牙帆船和其他30艘（其中有24艘船属于荷兰）参与违禁贸易的欧洲船发生海战。这场海战对荷兰指挥官亚伯拉罕·杜瓦恩（Abraham du Varne）以及船上的全部船员都造成了致命打击。101
 西班牙当局在圣多明各同样毫不妥协，来自鹿特丹的一艘船上的5名男子于1607年付出了代价之后，荷兰人才知道这一点。当他们在一个被疏散的城镇附近上岸时，一名中士和他的士兵突袭了他们。3名荷兰人被判处死刑，另外2个未成年人被送往西班牙的皇家战舰上服役。102
 西班牙也在阿拉亚（Araya）的咸水湖（荷兰人自1599年以来一直在此免费采盐）对荷兰人进行了猛烈的反击。1605年，由18艘船组成的载有2,500名船员的西班牙舰队致使许多盐商丧生。103


在大西洋沿岸的非洲，从事海运的荷兰人还试图从伊比利亚人手中抢夺殖民地。继远征圣乔治堡失败、短暂占领普林西比之后，征服圣乔治堡的机会再度出现——1606年，1名葡萄牙逃兵从要塞逃跑后被埃富图（Efutu）的当地人抓获，然后被带给了阿克拉（Accra）的荷兰商人。商人们将他带到荷兰。在荷兰，这个士兵告诉商人们城堡内补给不足，士气低落。荷兰人认为征服的时机已经成熟，几名商人联手于1606年夏末组织6艘军舰出航远征。然而，葡萄牙人对荷兰人也非常了解。荷兰军队到达阿塞布（Asebu）的穆里时，一支由米纳黑人组成的葡萄牙军队已等候多时，数十名荷兰人惨遭杀害。104
 尽管停战以后在穆里的葡萄牙军舰有所增加，但 6年后，受萨布（Sabu）国王的邀请，荷兰人毫不畏惧地返回了穆里。根据联省议会的命令，一座堡垒（不久后被称为拿骚堡）即将建立以保护利润丰厚的黄金贸易。荷兰因此在非洲建立了他们的立足点。105


尽管荷兰人和伊比利亚人在海外的战争毫无缓和的迹象，但国内却陷入停滞状态。荷兰共和国国内的舆论分为两个阵营：主战派与主和派。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作为主和派的领导人力主休战，而总督毛里茨则站到了主战派一方。主战一方得到了忠实的加尔文派教徒以及对私掠船和战时贸易怀有莫大兴趣的人们的支持。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成功说服了总督和城镇议会——我们需要停火——他赢得了这场争论。

在1606年开始的谈判中，西班牙提出荷兰抢先到达东、西印度群岛的问题。面对西班牙的异议，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本考虑放弃征伐，但之后他决定维持原本的决定，否则恐会激起荷兰国内大规模的抗议。的确，荷兰代表团高度重视与印度群岛的贸易往来，为此他们甚至拒绝接受西班牙作为承认荷兰主权而在1608年2月提出的唯一交换条件——撤离印度群岛。尽管一位西班牙谈判代表向西班牙国王报告时称他确信荷兰人会放弃前往印度群岛的航道，但从没有明文记录下这一点。106
 经过漫长的谈判，双方终于在1609年达成了停战12年的协定，西班牙国王承认起义7省为“自由的土地、州和省”，不受西班牙国王的统治。只要达成停战，现有的领土边界就不会改变，至少自西班牙于1585年征服安特卫普以来就形成的南荷兰与北荷兰之间的边界因此得以继续维持。

停战期间，荷兰人的一项主要行动就是1614年对南美西海岸的远征。在迅速驶向太平洋之后，由经验丰富的航海家约里斯·范斯皮尔伯格（Joris van Spilbergen）指挥的由5艘船组成的舰队遭遇了西班牙的由6艘船组成的舰队，后者虽然士兵众多但是火力一般。随后发生的卡涅特之战（Battle of Cañete）以范斯皮尔伯格一方取得巨大的胜利而告终，他们用损失40名士兵的代价击沉了西班牙海军上将的船只，西班牙方面则损失了至少400人。接下来，荷兰人威胁要进攻卡亚俄（Callao），但由秘鲁总督指挥修建起的防御墙骗过了范斯皮尔伯格，让他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当荷兰舰队最终向西航行时，西班牙当局肯定松了一口气。107


与此同时，荷兰共和国本身也处于内战的边缘。2名大学教授关于神学的争论引发了矛盾，使得支持建立尽可能多地接纳新教徒观点的广泛教会的人——抗辩派（Remonstrants）和阿民念派（Arminians）——与提倡对加尔文主义教义进行正统改革的人（反抗辩派）对立起来。在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领导下，荷兰的城市治安官同意设立一个宽容的教会，以保护抗辩派的牧师免受另一方的攻击。反抗辩派的支持者中有许多本来就是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地方官的对立方，他们更是趁此机会强烈反对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一方。原本潜藏在战争之下的国内紧张局势被激化，他们把宗教争议变成了不同群体集结起来的国家层面的问题。108


一场内战即将来临，毛里茨支持反抗辩派，并于1618年发动了政变。他利用他的新权力清除了荷兰省的市镇议会中的阿民念派。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中，归正教会的代表们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以解决有关阿民念派的争议。参会者们明确谴责示威者为异教徒，是他们让国家和教会陷入了混乱。大约在同一时间，联省议会判定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犯叛国罪，并公开处决了他。这样一来，恢复对西班牙战争的障碍已彻底清除。尽管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渴望实现长久的和平，但在1621年休战期结束后，主战派仍决心要再次投入到战争中去。而那时的荷兰人终于成为他们自己的主人，他们在1616年履行完对盟友所负的财政义务。那些曾被交出去的城镇最终回到了荷兰人的统治之下。109


尽管1609年的停战协议和1616年对英格兰的最终履约使荷兰共和国实现了自治，但联合省的居民们在16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商业活动。阿姆斯特丹和其他港口的商人们利用战争带来的机遇及随后安特卫普的没落，与地中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众多港口都建立了直接的贸易联系。在非洲，尽管荷兰人成功地挑战了葡萄牙人，但他们仍然是巴西贸易中的新人，在与西属美洲利润丰厚的贸易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在停战之前和停战期间制订的建立西印度公司的计划，就是为了让荷兰人在大西洋世界的商业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与伊比利亚人的战争正是使荷兰这头雄狮咆哮的关键。



【注释】



[1]
 本书地图系原书插附地图。已报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审批，审图号：GS（2021）6457号。



第二章 帝国扩张

西印度公司

私掠和海军行动

重获动力

先入为主之见

殖民化

在巴西和非洲的扩张

1630年2月14日晚，迪德里克·范瓦尔登堡（Diederick van Waerdenburg）无法入睡。这名荷兰中校要确保在巴西伯南布哥海岸附近的进攻部队在船上做好准备。1
 范瓦尔登堡首先独自祈祷，然后与牧师一起在船上祈祷，之后他又叫醒他的军官们与他们一起祈祷。最后，范瓦尔登堡让300名士兵按8～10人一组陆续登船。他用西班牙葡萄酒敦促他们勇敢大胆地行动。2
 这些士兵要与准备进攻的舰队上的其他人员一起严格遵照命令采取行动，确保荷兰人得以在巴西立足。

荷兰殖民历史上重要的一页就此展开。在接下来的12年中，荷属巴西殖民地飞速发展，一直到西印度公司控制了原葡萄牙船长的一半。1645年起义爆发后，荷兰人取得的所有胜利几乎都被扭转，但他们直到1654年都始终控制着首府累西腓。荷兰及其他各国在巴西的驻军多于它们在美洲其他任何一地的驻军。因此，荷属巴西成为年轻的荷兰共和国雄心和军事实力的象征。与此同时，在巴西的收益令人失望，多劳而少得也是荷兰人在大西洋世界的典型特点。荷兰海洋帝国的扩张取决于巴西，但并不局限于巴西。在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荷兰舰队和军队遍布整个大西洋世界，在其庇护之下，新世界的殖民地和非洲贸易站得以建立，荷兰人以此与非洲、美洲的土著建立了联系。

西印度公司

1621年，战争重新爆发，荷兰人与伊比利亚人的争斗明显成了大西洋世界的重头戏。6月3日，与西班牙的休战期满还不到2个月，荷兰西印度公司被特许成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旗鼓相当的一方，利用战争抢夺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的控制权，它是印度洋未来的商业巨头。凭借印度洋贸易可能带来利益的第一手信息，阿姆斯特丹的政治精英们为成立西印度公司而游说，并紧盯着管理职位，想从大西洋贸易中分得一杯羹。3
 他们最终可能会感到失望。西印度公司的章程规定，5个部门（或商会）的主管可得到从敌人处所获战利品总价值的1%、所有进出货物价值的1%以及所获金银的0.5%。4
 尽管这些条款不容忽视，但西印度公司的主管们一定是在公司垄断背后继续努力发展他们的私人贸易。

佛兰德的加尔文主义者威廉·于塞尔林克斯（Willem Usselincx，1567—1647）也支持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成立。他于1591年以宗教难民的身份抵达联合省。他花了25年的时间积极地向联省议会谏言，但当东印度公司的替代品成立时机成熟之时，于塞尔林克斯发现自己是许多支持者中的一员。尽管他的建议没能成为蓝图，但他关于建立西班牙式的印度群岛议会的提议确实影响了西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构成方式。5
 随着“十二年停战”（Twelve Years’ Truce）期限的临近，所有省份都支持成立一家专门针对大西洋世界的特许公司。6
 西印度公司具有混合属性——私营企业履行政府公职——政府对投资的快速回报并不感兴趣，只要与西班牙战争相关的战略目标能够实现，就无所谓等待。而商人们并不是这种想法，他们只想赚钱，而且越早越好。由于不依赖任何特定的投资者群体，特许公司仍然保证了长期投资。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可以抵御各种危机和风险，并负责完成各种高成本的工作，例如日常运输货物到殖民地以及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建造堡垒和仓库。7


事实上，政府与商业利益团体之间的密切合作并不新鲜，它是由热那亚和威尼斯于中世纪晚期首创的。8
 但是，这种地域规模程度的合作是以往没有的。西印度公司有权垄断贸易、统治、司法、与各亲王缔结条约以及维持军队和舰队的开支。尽管西印度公司设立的目标原本是与非洲和西印度群岛（即美洲）进行贸易，9
 但公司董事们显然更倾向于战争而不是贸易，他们的理由是伊比利亚移民的存在使得他们在加勒比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大陆几乎都无法进行贸易。与美洲印第安人的贸易，或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尚未居住的地区（例如圭亚那）的缓慢教化很难给联合省带来福利，也不能让他们的“宿敌”走向毁灭。相反，荷兰人不得不从哈布斯堡王朝及其人民手中夺取船只和财产，占领定居点。西印度公司的支持者们意识到，瞄准美洲并非易事，需要持续地努力。这项任务比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所要完成的任何任务都更加艰巨。人文主义者阿诺尔德斯·布切里乌斯（Arnoldus Buchelius）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亚洲只是西班牙的“情妇”，美洲才是它真正的“妻子”。他还补充道，但是西班牙人是出了名的善妒。10


西印度公司是当时世界状态的反映。与法兰西和英格兰通过集中权力和消解地方权力和特权来加强地位相比，乌得勒支同盟，由荷兰共和国的宪法责成各省维持所有签署方的特权和自由。由于国家政府是以省议会和镇议会为基础的，其权力和权威严重去中心化。11
 尽管西印度公司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公司的日常业务并不像其联邦式架构所暗示的那样烦琐，因为一些省份（尤其是荷兰省或更确切地说是阿姆斯特丹的城镇）的地位实际上要高于其他省份，这也是在分配法典中明确规定的事实。这项规章既规定了各部门或商会的相对权力，又规定了每个部门或商会为装备船只与其他公司活动所必须达到的业绩。其中规定，阿姆斯特丹的业绩占比为总业绩的九分之四，泽兰为九分之二，其他三方，即梅兹、诺德克瓦蒂埃和斯坦德恩兰德（Stad en Lande，或格罗宁根）各占九分之一。12


西印度公司的最高董事会，即“十九人委员会”（the Heren XIX，“Gentlemen Nineteen”），每年召开2～3次会议，随着殖民地的发展，会议的持续时间越来越长。董事会尽管名义上为19人，但实际人数多于19人。他们中有18位是来自5个商会的代表，第19个席位保留给联省议会的代表。但在1623年，原来的规定修改为增设2名首席投资董事（阿姆斯特丹和泽兰各占1名）。这些人向他们各自负责的特定投资者们汇报。除了代表共和国的从事传统海外贸易的投资者以外，西印度公司还希望能吸引来自新的投资团体的投资者们。13


从一开始，西印度公司就与联省议会联系紧密，后者就大量事务与西印度公司的十九人委员会沟通，并帮助其协调海外军事事务。此外，各省还为其提供100万荷兰盾的资助。然而，尽管这家新成立的公司一直在努力争取国内外的投资者，但他们还是花了2年多的时间才具备了偿付能力。14
 1602年之前在东印度群岛做贸易的商人与1621年之前活跃于大西洋世界的商人之间形成明显的对比，前者强烈希望投资给东印度公司，后者则拒绝接受西印度公司。15
 一些潜在的投资者认为西印度公司是一个旨在搞裙带关系的骗局，是董事们为他们有需求的穷朋友提供工作的工具。一些人担心公司的职位将被那些徒有野心而非真正有能力的人占据，其他人则对东印度公司这一先例心有余悸，据称该公司经常采取与股东利益相冲突的专断政策。16
 更概括地说，投资者们的犹疑来自对西印度公司好战的本质以及将伊比利亚半岛的海外财产设为目标，他们许多人都认为伊比利亚半岛的海外财产是无可非议的。17
 后来有一本小册子的作者解释说，向这家新公司投钱的主要动机不是赚钱，而是打击敌人。换句话说，西印度公司的支持者们可能不是聪明的投资者，他们只是虔诚的爱国者。18
 从对投资者有利的角度来看，投资西印度公司等于购买爱国彩票。19


莱顿、乌得勒支、哈勒姆、代芬特尔（Deventer）等内陆城市吸引了相当多的投资，这些城市的市议会都是为西印度公司进行宣传的加尔文主义的拥护者。据说，门诺派教徒（Mennonites）拒绝了西印度公司的股份，因为他们希望该公司在商业活动的掩护下实施暴力行为，而罗马天主教教徒则根本没有投资，尽管他们最富有。20


战争情绪将会转化为积极的应对政策。1623年8月，十九人委员会在西印度之家大楼（West-Indisch Huis，该公司在阿姆斯特丹租借并增建的极其宏伟的一栋建筑物）召开了一次重要的董事会会议。21
 联省议会认为近期在荷兰恢复的敌对行动不足以使战争圆满结束，而十九人委员会听从了联省议会的意见。正如一位董事所说，有必要“切断西班牙国王年收入的神经和血管，血液和充满生机的灵魂正是通过神经和血管在其庞大身躯中流淌”。22
 换句话说，战争必须延伸到美洲——为哈布斯堡王朝战争机器加油的白银之源。所以，必须开辟新的战线。西班牙人同样渴望恢复战争。他们并不指望收复曾经失去的省份，因为那已经不再可能，他们希望通过战争确保更好的和平。23


尽管西班牙当局打算重新发动战争，但他们对荷兰人向西扩张的计划感到害怕。他们草拟了一份需要荷兰人做出主要让步的新的停战协议，其中之一就是阻止荷兰人成立西印度公司并且退出美洲。24
 荷兰人对于西班牙官方禁止他们在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进行航行和贸易的决定并不惊讶。一位撰写小册子的作者在1630年写道：“西班牙国王不了解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大部分地区，那么西班牙人有什么权利禁止荷兰人在那里进行贸易、贩运和航行呢？”他接着写道，即便诉诸教宗也无济于事，因为教宗“对此事拥有的权利就像他骑的驴子或厨房里资历最浅的男孩拥有的权利一样少”。25


地理制图学的发展是荷兰扩张的基础。重要的制图活动解释了16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政治和经济变化，特别是安特卫普的没落和荷兰北部国际贸易市场的重新定位。荷兰人对全球各地都有很深入的了解，他们很快就会成为最主要的地图制作者。皮特鲁斯·普兰修斯（Petrus Plancius，1552—1622，制图师、航海检验官、加尔文教派牧师）就是这场转变的象征。他与来自安特卫普的难民同伴巴尔塔萨·德穆谢龙一起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试图找到通往亚洲的东北航线。26


17世纪荷兰最杰出的制图师是才华横溢的赫塞尔·格瑞茨（Hessel Gerritsz，1580/1581—1632）。他是地图和印刷品的刻版师、几部作品的作者，同时还是出版商、印刷商及书商。格瑞茨曾在阿姆斯特丹海军部任职，在被任命为西印度公司的“水文办公室主任”之前，他曾是东印度公司的制图师。此后，所有在航行到西印度公司控制范围内的船上制作的日志、地图和图纸都必须送交给格瑞茨。陪伴约翰尼斯·德拉埃特（Johannes de Laet，1581—1649）的《新世界》（Nieuwe Wereldt，1625）是格瑞茨的作品。27
 通过船舶日志、沿海景观以及与去过不同地方的船长和当地居民们的对话，格瑞茨建立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数据库，他试图使其与葡萄牙同事制作的地图相吻合。他还于1628年至1629年乘坐由经验丰富的阿德里安·扬斯·佩特（Adriaen Jansz Pater）率领的船队航行了14个月，探索了南美的北海岸和东海岸及加勒比群岛。西印度公司泽兰商会还为他提供了日志和侦察图，其前提条件是不可泄露机密。28


在西印度公司开始运营之前，东印度公司在西南美洲发起了一次新的远征。这次出航的舰队由荷兰政府资助，并且由于（拿骚的）毛里茨总督积极参与舰队的准备工作而被命名为“拿骚舰队”。舰队包含11艘船，载有1,637名水手和士兵，成为荷兰派往太平洋的最大舰队。29
 这次远征并没有使在秘鲁的西班牙领导人感到惊讶。自范斯皮尔伯格时代起，总督就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特别注意保卫利马的港口城市卡亚俄。30


荷兰进攻者们计划劫持巴拿马海岸的白银运输船以打击西班牙人，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发动一场战争，最终征服智利北部的阿里卡港（port of Arica），在土著的帮助下占领上秘鲁的波托西（南美洲白银的主要产地）。31
 可是这些目标均未实现。荷兰人天真地认为阿里卡和波托西是无法用武器进行防御的地方，但他们很快发现那里是坚固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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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荷兰人确实摧毁了卡亚俄、瓜亚基尔（Guayaquil）和阿卡普尔科（Acapulco）的敌方船只和港口设施，但他们拦截向巴拿马运送白银的运输船的计划流产了。他们的劫掠行为导致的意外后果是，在波托韦洛（Portobelo）的交易会因缺少秘鲁商品而无法举办——秘鲁商品必须经由卡亚俄运送。因此向欧洲运输白银以及西班牙士兵的军饷也被推迟。33


西班牙的新国王，腓力四世于1621年3月31日继承了已故父亲腓力三世的王位，他决定组建一支舰队以保护太平洋海岸，所需资金将来自南美。于是神职人员被指派完成这项任务以使得人们愿意心甘情愿地出钱——毕竟这笔钱将被用于打击异教徒。王室命令奥古斯丁教团教士（Augustinians）、多明我会修士（Dominicans）、方济各会修士（Franciscans）、慈悲社教徒（Mercedarians）和耶稣会会士（Jesuits）都去筹款。然而，仰仗精神力量并未筹到足够的款项。舰队计划破产，所募集资金被投入到低地国家的战争。34


秘鲁并不是唯一一个生活在对荷兰起义军的恐惧中的国家。在古巴的西班牙人也视荷兰舰队为敌。1621年，国王警告古巴总督说荷兰人打算在马坦萨斯港（port of Matanzas）建一座堡垒。第二年，由50名水手组成的荷兰舰队要在岛上建造一座堡垒的传言就流传开来。在其中的一个版本中，毛里茨本人就是舰队的指挥官——拿骚舰队被怀疑对古巴有企图是毫不奇怪的。西班牙的情报是正确的，荷兰当局确实考虑过袭击哈瓦那或占领古巴的要塞，但这些计划都没有得以具体执行。35


直到拿骚舰队离开荷兰海岸，西印度公司才具有了偿债能力。董事们聚集在阿姆斯特丹参加重要的董事会会议，他们商议的结果就是理论上可行的大西洋世界的“大战略”。在该计划的第一阶段，一支舰队将征服巴西的萨尔瓦多，而另一支舰队将征服葡萄牙在非洲的主要奴隶贸易港口——罗安达。董事们想要的是糖，占领萨尔瓦多就可以占领巴西东北部的产糖区，而在罗安达的主导地位将确保非洲人平稳地移居到种植园工作。但是，该项目在执行时尚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征服巴西的计划是由包括扬·安德里斯·莫尔贝克（Jan Andriesz Moerbeeck）在内的几名男子散播的。莫尔贝克是一位出生在阿姆斯特丹的再洗礼派信徒（Anabaptist），他在西印度公司成立之初就非常活跃。毫无疑问，他是1622年9月交到联省议会的一份匿名咨询报告的作者。莫尔贝克认为，根据他的计算，每年仅糖业交易就可以获利530万荷兰盾，因此巴西非常值得关注。总净收益将不低于500万荷兰盾，这是一笔可以在未来20年中用于陆上和海上防御的非常可观的资金。36
 尽管荷兰人主要是作为承运人，但他们对巴西的糖业贸易并不陌生。能够直接进行贸易的前景是诱人的。一旦荷兰人结束其辅助角色并完全掌控在巴西的贸易，其利润将会更高，巴西方面的供应价也将更便宜。

莫尔贝克关于光明未来的描绘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因为西印度公司第一批董事中的部分人也参与了与巴西的贸易。彼得·贝尔特根斯（Pieter Beltgens）作为商业中介在巴西生活了6年，而亨德里克·布罗恩（Hendrick Broen）在停战期间就开始与巴西进行贸易。37
 西印度公司很快就开始准备大规模入侵巴西首府萨尔瓦多。一些荷兰人盲目乐观地以为能轻松取胜，其他人也一样天真，他们将希望寄托于在巴西居住的葡萄牙人身上，以为葡萄牙人在“西班牙之轭”（Spanish Yoke）下，所以一定会与他们结成统一战线。38
 此时，哈布斯堡家族意识到，尽管伯南布哥（而非萨尔瓦多）是最可能被荷兰人入侵的地方，但整个巴西都可能会被列入荷兰人的目标清单里。39
 当地人也是这样想的。在这片盛产糖料的北部地区，1座守卫累西腓村庄的堡垒被全面翻新，还建造了2座小堡垒以保护附近的奥林达镇（town of Olinda）。同时，总共约有8,000人可以服兵役，但只有八分之一的人拥有合适的武器。相比之下，萨尔瓦多异常安静，多年来虚张声势的威胁使得居民们感觉疲惫与厌烦，以至于他们很少关注有关荷兰舰队正在逼近的说法。40


荷兰人秘密地准备了这次远征。为了商业目的而装备了12艘船的谣言四处蔓延。事实上，由23艘船组成的舰队早已准备就绪，船上共载有1,700名士兵和1,600名水手，并由海军上将雅各布·威利肯斯（Jacob Willekens，1564—1649）和海军中将皮特·彼得松·海恩（Piet Pieterszoon Heyn，1577—1629）指挥。舰队于1623年12月21日出发，1624年5月8日到达目的地——万圣湾（All Saints’Bay）。第二天，皮特·海恩命令部队向萨尔瓦多附近的重型炮台开火，开启了为期2天的激烈战斗，这场战斗在5月10日以荷兰人占领了这座几乎被所有居民抛弃的城市而告终。41
 主教马科斯·特谢拉（Bishop Marcos Teixeira）以及3,000名士兵和大多数居民于5月9日晚的离开加速了荷兰人在这场战役中的胜利。42


50名荷兰人在这场入侵中丧生，不久之后约翰·范多思（Johan van Dorth）也去世了。范多思拥有超过30年的作战经验，刚担任在萨尔瓦多的荷兰总督和陆军司令时，对方的军队就出现在海湾北部，对荷兰人进行小规模的攻击，43
 范多思亲自带领200名士兵正面迎战，但他们遭到葡裔巴西人、土著图皮人和黑人组成的联军的伏击，他们将荷兰人引入了游击战。这是巴西军队主要的交战形式，其特点是在对方控制的领土上，以机动小组的形式采取对自己有利的打了就跑的战术。范多思在这场战役中丧生。他的同胞们先是找到了他的被射满了箭的战马，然后从土著人手中夺回了他的尸体。还有一种说法称，范多思身首异处，他的鼻子、耳朵和手都被割了下来，四肢被获胜的葡萄牙人带走，而身体的其他部位被美洲印第安人吃掉了。44


萨尔瓦多的陷落导致在葡萄牙的修道院和教堂参加宗教活动和布道以寻求宗教保护的需求急剧增加，但消息传到荷兰海岸的速度却很缓慢。45
 直到8月26日，在荷兰人进攻成功3个月后，即萨尔瓦多被攻陷的消息传到里斯本1个月后，玛丽亚·范雷格斯伯奇（Maria van Reigersberch）在写给她在巴黎的丈夫、伟大的法学家胡戈·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的信中谨慎措辞，告知了丈夫“来自西印度群岛舰队的非常好的消息”，但补充道，“尚未得到证实”。那个星期的晚些时候，消息被确认属实，各个城镇甚至在宣布公共节假日之前就开始了自发的庆祝活动。46
 荷兰南部的人们对北方的欢腾庆祝感到怀疑。在那里，第一份真正的报纸传播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有关萨尔瓦多沦陷的新闻并不属实，实际发生的只是荷兰入侵者对一些教堂的掠夺。47


荷兰人对萨尔瓦多的控制是短暂的，部分原因是西印度公司董事们的疏忽。海军上将威利肯斯获准起航，仅在当地留下1,600人。48
 尽管另一支荷兰舰队已装备好了，但伊比利亚人率先做出反应，他们带着56艘船和至少12,463人出海，这是18世纪中叶以前横渡大西洋的最大规模舰队。49
 舰队的规模反映了伊比利亚当局对巴西其他地区和西属殖民地，尤其是白银资源丰富的秘鲁处于危险之中的担心。50
 舰队中的许多人是从北非撤离的葡萄牙驻军，而其他人则拥有高贵的血统，他们被皇家的特许和特权的承诺吸引而来。舰队由阿尔巴公爵的亲戚，唐法德里克·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奥索里奥（Don Fadrique álvarez de Toledo Osorio）上将指挥。1625年3月下旬，当他的舰队抵达万圣湾时，针对伊比利亚人的海上封锁与围困行动便开始了。与此同时，荷兰人深受内乱之害。范多思的继任者，总督威廉·斯豪滕（Willem Schouten）并没有受到自己士兵的尊敬，他被免职了。士兵们选择了继任者汉斯·基夫（Hans Kijff）并向其施压，要求与德托莱多进行谈判。经过4天的斗争和谈判，基夫与舰队签署了一项协议，荷属萨尔瓦多的时代就这样于1625年4月30日结束。51


收复萨尔瓦多的消息引发了伊比利亚半岛上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在那里，好消息已经成为非常稀缺的商品。人们不仅在里斯本组织了一次有礼炮与焰火表演的大型游行，而且在胡安·包蒂斯塔·马伊诺（Juan Bautista Maino）即将成名的油画和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的戏剧中也描绘了这场胜利。52
 荷兰共和国国内的不同气氛是可以理解的。为何会如此之快地失去新的殖民地？军队怎么能甘愿投降，放弃了270门大炮以及充足的武器弹药库？53
 政府的调查将责任归咎于殖民地议会成员，他们被认为缺乏勇气，在维持秩序上失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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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名官员被判处死刑——无一执行——他们在最后关头因索尔姆斯（Solms）的阿马利娅（Amalia）的请求而获赦免——她当时刚成为新总督弗雷德里克·亨利（Frederick Henry）的配偶。55


尽管征服萨尔瓦多的行动最终失败了，但“大战略”仍然有效。作为“大战略”第一阶段的第二步，萨尔瓦多被占领期间的第二指挥官皮特·海恩在威利肯斯担任7艘军舰指挥官的1周后离开了巴西，他此行的目的是控制安哥拉的罗安达港口。在海恩到达前不久，菲利普斯·范祖伊伦（Filips van Zuylen）率领的一支中队试图占领该港口，但是失败了。因此，当海恩的战舰出现时，防御者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此外，荷兰人对当地情况的分析再一次被证明过于乐观。海恩本指望来自刚果的盟军，但由于这个非洲王国正面临国内问题，他们没有出现。皮特·海恩意识到自己此行注定失败，他只能满足于起航去追逐敌舰。56


“大战略”的第二阶段始于去往萨尔瓦多的舰队的离开。在舰队分头前往加勒比和非洲之前，荷兰在当地据点的力量有待加强。尽管34艘船的舰队规模是合适的，但缓慢的准备工作和恶劣的天气导致舰队离开荷兰时已经太晚，以至于舰队上的人们无法在萨尔瓦多完成任何任务。直到5月26日，即舰队恢复的3周之后，荷兰的增援部队才在爱达姆镇（town of Edam）镇长鲍德温·亨德里克斯（Boudewijn Hendricksz）的带领下看到了万圣湾。57


在疾病夺去巴西700名士兵的生命之后，作为“大战略”的第二阶段的执行者，亨德里克斯带领18艘船驶入加勒比海。58
 其中有3艘船在飓风中失踪，其他船也遭受了严重破坏，但荷兰人还是到达了波多黎各。波多黎各总督退出了首府圣胡安（San Juan），荷兰人开始了对城镇和教堂的掠夺。但是，他们无法击败驻军。亨德里克斯未能在此次加勒比远征中幸存下来，他的继任者同样没有打败西班牙人便离开了。更不幸的是，在亨德里克斯之后展开的另一次远征中，荷兰人发现萨尔瓦多再度回到了敌人手中，荷兰人以失败而告终。在入侵波多黎各时未增援亨德里克斯的船队参加了对西非的圣乔治堡（葡萄牙人的“神经中枢”）的袭击。尽管荷兰入侵部队的规模在与扬·德克斯·拉姆（Jan Dircksz Lam）率领的另一支荷兰舰队偶遇后有所扩大，但合并后的部队仍无法与葡萄牙守军及其当地盟友相匹敌，后者于1625年10月25日伏击了荷兰人。1,200名荷兰人中有441人丧生，其中有许多人丧命于黑人战士之手——这些黑人战士渴望借此得到葡萄牙人所承诺的经济报酬。59


在萨尔瓦多与圣乔治堡的惨败，以及在罗安达与波多黎各远征的挫败终结了“大战略”。雄心勃勃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失败的原因不在于缺乏士气或战斗力，而是因为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过于冒进。如果消除侥幸心理才是成功关键的话，那么“大战略”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私掠和海军行动

萨尔瓦多的陷落让西印度公司的批评家们一下子都冒了出来。一位撰写小册子的作者写道，“在我们的土地上”最明智的人曾预言对巴西的征服将会流产。他进一步补充说，毕竟，巴西是西班牙王室的重要部分，西班牙必然要竭尽全力保住巴西，因此，征服萨尔瓦多等城市是行不通的。荷兰人应该像1596年在加的斯一样，直接以劫掠的方式对付萨尔瓦多。60


尽管发生在陆地上的劫掠并不像在海上那样多，抢劫伊比利亚人财产的事情的确还是发生了。在1621年之后，对战的双方都依赖劫掠船，战争因而呈现出明显的海事性质。最初，联省议会只是鼓励缴获伊比利亚战舰和私掠船，但是从1625年开始，所有敌方船只都可以被扣押。61
 而且俘获大多数西班牙或葡萄牙的船只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因为这些船只通常较少武装。62
 尽管大多数敌军船只是被西印度公司和其他专门的私掠船扣押的，但许多荷兰的运货商和乘客也参与私掠活动。例如，一艘于1628年将移民运送到多巴哥的荷兰船击败了里斯本附近一艘满载货物的葡萄牙运糖船。63
 在整个大西洋上，掠夺伊比利亚战利品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事。乘坐第一艘游艇或帆船以获得战利品的水手砸碎了箱子，拿走一切他们喜欢的物品。64
 葡萄牙船是荷兰人最喜欢的劫掠目标，并非所有荷兰人都待在家门口，一些人祈祷能在非洲西海岸的洛佩斯-贡萨尔维斯角（Cape Lopez Gonçalves）附近遇到从贝宁（Benin）、卡拉巴尔（Calabar）和阿德拉（Ardra）返回圣多美的葡萄牙船。65


葡萄牙和巴西之间的航运因私掠船而损失惨重，仅在1625年至1626年间，那些私掠船就俘获了80艘与巴西做贸易的葡萄牙船。接下来的一年，皮特·海恩和他的西印度公司舰队在巴西沿海水域掠夺了38件战利品。66
 这些行动严重打击了巴伊亚的糖业经济，致使糖料的运费翻了1番，葡萄牙因国库空虚而无法缴纳关税。67
 葡萄牙的奴隶贸易也受到了私掠船的影响，仅在1625年，私掠船就从圣多美的奴隶贸易中获得了约100万雷亚尔的收入。在此期间，西属美洲奴隶贸易的主要来源——安哥拉的贸易也受到了影响。根据登记，沿三角贸易航线驶往安哥拉的船只数量从1628年的15艘减少到1629年的3艘，之后才在1630年小幅增加到8艘。68


据当代西印度公司编年史专家，约翰尼斯·德拉埃特估计，从1623年到1636年，西印度公司军舰对伊比利亚敌人造成的直接损失为3,700万荷兰盾。在此期间，荷兰人扣押了547艘西班牙和葡萄牙船。69
 一位撰写小册子的作者1651年在回顾历史时写道，在这些年里，几乎每个月都会看到荷兰共和国水域上代表胜利和喜悦的旗帜，以及挥舞敌旗的船只，全国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胜利的歌声和欢呼声。70
 私掠船在大西洋上开展大规模活动有一个弊端：靠近家园，船和船员短缺以及危及荷兰的海上防御。71


1621年停战协议的结束，也见证了哈布斯堡王朝领导人对海洋战争的新承诺。实际上，重大的政策变化发生了——西班牙王室不再倾向于使用大型的攻击舰队，而是指望利用小规模的私掠行动来进行商战。72
 在腓力二世统治期间，西班牙的私掠船几乎消失了，但是在1588年无敌舰队的灾难性远征之后，当局寄希望于通过私掠船保卫西班牙的海岸。73
 从1621年开始，西班牙建造了数十艘新船。荷兰船在前往法兰西的途中遭到袭击，尤其是遭到了全然不顾法兰西中立立场的驻波尔多（Bordeaux）的西班牙私掠船的袭击。74
 最有效的创新是整修西属尼德兰的敦刻尔克港（port of Dunkirk），西班牙人建造了一座配备有200门指向海面的大炮且防御良好的堡垒，这对于荷兰人而言无异于灭顶之灾。在随后的25年中，为西班牙服务的私掠船押着大约3,000艘荷兰船驶入敦刻尔克港，使所有荷兰海关的收入化为乌有。75
 尽管在欧洲的荷兰航运是敦刻尔克海盗的主要目标，但其他从大西洋彼岸返回的船员和他们的船主也因这些随时会追上他们的海盗而苦恼。76
 他们不只是担心自己的船和货物的损失，还害怕知道有荷兰水手被绞死或溺亡。77
 当然，海战也是危险的。西印度公司的“上艾瑟尔号”（Overijssel）船在1630年从巴西返回时，与3艘敦刻尔克船（2艘大船和1艘小船）交战，最终导致31名船员丧生，45人受伤。78
 5年后，刚刚在加勒比地区俘获了11艘西班牙船的海军英雄科内利斯·约尔（Cornelis Jol，1597—1641）指挥的载着数千比索（Peso，主要在西属殖民地使用的货币单位。——编者注）的船被敦刻尔克人击沉。约尔本人被判入狱。79
 敦刻尔克造成的威胁最终在1646年被法兰西人解除，由梅尔滕·特隆普（Maerten Tromp）指挥波兰、乌克兰士兵以及10艘荷兰船发起了围攻，西班牙人终于撤离。80


虽然“大战略”不再具备可行性，但荷兰人还是没有放弃作为“大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海上战争。他们将目光聚焦在俘获西班牙的白银运输船上。荷兰人意识到，白银对于哈布斯堡王朝意义非凡。夺取白银既能削弱敌人，又会增强荷兰人的士气与供给。除了控制美洲商品中心以外，最好的选择就是劫掠运输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荷兰人企图在秘鲁海岸附近劫持运输船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在加勒比海的潜在战利品甚至更多，因为从墨西哥和秘鲁返回的舰队不得不经由那里前往西班牙。尽管西班牙的防御系统而全面，有海军护航横跨大西洋的舰队和防御工事来保护加勒比海的主要港口，但西印度公司并不认为俘获归国的西班牙舰队的行为过于鲁莽。众所周知，在波多黎各的攻陷行动失败之后，由于缺乏纪律，鲍德温·亨德里克斯的船队错失了一次俘获宝藏舰队的绝好机会。81
 多年来，荷兰人一直在研究构成西班牙大西洋帝国生命线的墨西哥舰队和秘鲁帆船的动向。他们充分的准备工作终于在1628年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海军上将皮特·海恩和他的部下在一场激战中，在从韦拉克鲁斯（Veracruz）到塞维利亚的途中俘获了满载财宝的墨西哥舰队。

在古巴的马坦萨斯湾，由2,300名水手和1,000名士兵组成的荷兰舰队制服了西班牙“弗洛塔号”（Flota）舰队，并控制了包括贵金属、靛蓝植物、胭脂虫、烟草和染料木在内的货物，收益总额估计为1,150万荷兰盾。82
 西班牙人没有遭受更大的损失，因为大多数黄金和部分白银在装船时并未被登记——这些贵金属都进了官员和士兵的口袋里。83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班牙目击者简述了战败者的悲惨遭遇。在荷兰人控制了西班牙船后，船上有2,000人上了岸。他们或者只穿衬衫，或者赤着脚，在躲避流弹和无情暴雨的过程中在群山之间迷失。许多人整夜整夜地徘徊，有人不断地哭泣，还有人止不住地叹气或愤怒地咒骂。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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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海恩（前方）率领的荷兰舰队在古巴马坦萨斯湾突袭西班牙宝藏舰队（后方）。（新闻地图，1628年，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那天晚上，皮特·海恩和其部下进入西班牙舰队第三重要的“安提瓜岛号”（La Antigua）船，船长仍留在船上。海恩提到这次行动时说，此次并非他的最佳表现，他在巴西海岸的功绩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西班牙船长不同意，他说海恩还没意识到他得到了什么样的宝藏。85
 然而，海恩的任务尚未完成。只有绕开了27艘敦刻尔克私掠船之后，舰队和掳获的财宝才能回到他们的家园。86
 直到今天，海牙、莱顿、哈勒姆和阿姆斯特丹的人们依然敬仰皮特·海恩并视其为英雄。一位当代历史学家写道，从来没有这么多财富进入联合省。87
 海恩的“丰功伟绩”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当时涌现出无数诗歌，鼓舞年轻人放弃学徒生涯，报名加入西印度公司。88
 征服白银舰队也许是西印度公司的最大成就，当然这也是其永远珍惜的时刻。在接下来的几年，董事会会议都将在一个房间里举行，房间里不仅摆满了墨西哥羽毛、中国书画和被拔下来的非洲象牙，还放着几面西班牙海军“弗洛塔号”舰旗和画框上镀有来自西班牙舰队的白银的大型画作。89


海恩在马坦萨斯之战后不久就去世了。他在战后离开了西印度公司，以海军少将的身份服役于荷兰海军。在针对敦刻尔克人的首次任务中，他在追捕一群奥斯坦德（Ostend）海盗时被子弹击中，死在船的甲板上。90
 他的对手唐胡安·德贝纳维德斯·巴桑（Don Juan de Benavides Bazán）的寿命要长一些，但是也没有活太久。经济崩溃和国家声誉受损的双重打击让腓力四世倍感愤怒，他毫不同情西班牙跨大西洋贸易史上唯一一位放弃舰队并因此导致其癫痫病发作的海军上将巴桑。1634年春天，塞维利亚的绞刑架结束了巴桑的一生。91


重获动力

白银存放于阿姆斯特丹西印度之家大楼的地下室后，会作为铸造货币用于交易，或者在外汇银行卖出以赚取现金。92
 十九人委员会随后将其轻松得到的收益净利润的50%慷慨地给了投资者，这一决定此后将一直困扰他们，因为这意味着只有150万荷兰盾进入了西印度公司的金库。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公司董事会只想要好好庆祝一番，联省议会的议员们也非常高兴。他们高兴的是，因为担心荷兰人会再度发动袭击，西班牙在印度群岛上的议会立即将大炮和火药送到加勒比海港口，以便从欧洲战区转移作战资源。再则，下一支准备从秘鲁总督港返航的西班牙舰队也被拦截，致使身在荷兰的哈布斯堡王朝士兵的军饷不得不被推迟支付，而联省军队则从中受益。93
 荷兰军队还从皮特·海恩的战果中直接获益。部分白银被用来资助对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的成功围攻，从而结束了西班牙人对这一南部城市的控制，挫败了腓力四世对尼德兰北部地区的进攻策略。

此外，宝藏舰队的损失给哈布斯堡宫廷带来了一种不确定感，谣言因此而开始流传。例如在1629年6月，有传言称荷兰人正准备征服整个西班牙殖民帝国。一支舰队将夺取西属西印度群岛，而另一支舰队将攻占葡属东印度群岛。在另外一些传言中，英格兰和法兰西支持荷兰，考虑到英格兰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状态（1625—1630），这一传言倒是并不牵强。不管这些谣言是否可信，1个月后，西班牙王室装备了由36艘船组成的超大型舰队，舰队被命名为“加利弗洛塔号”（galiflota），这使得指挥官德托莱多控制了加的斯——他曾使萨尔瓦多在1625年重新回到了西班牙的统治之下。这支新舰队有多个目标：对抗遇到的荷兰舰队，追捕来自西属加勒比海的尼维斯岛（Nevis）和圣克里斯托弗岛（St. Christopher）的外国移民，并将下一批宝藏舰队安全护送回国。94
 德托莱多达成了上述全部目标。

西班牙在17世纪第二个25年里（尤其是在马坦萨斯战争之后）的主要关注点是保护跨大西洋的白银运输，这是迄今为止西班牙从新世界获得的最重要的商品。自16世纪60年代以后，西班牙官员通过组建2支装备精良的舰队，建立起了西班牙的跨大西洋贸易体系——Carrera de Indias——在理想的情况下，这2支舰队能每年出航以护卫白银运输，并抵御海盗和海盗船的袭击。如果西班牙想保证上述跨大西洋贸易体系的继续存在，仅仅保护宝藏舰队并不够，整个加勒比世界的港口都必须得到保护以免遭受外来入侵。荷兰人大胆的行动和有关即将发生入侵的谣言促使西班牙努力加强加勒比海主要港口的防御工事，尽管实际的建筑活动规模非常小。可能与荷兰的威胁以及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入侵带来的教训有关的是1626年4月19日的一项皇家法令，该法令下令在卡塔赫纳建造大规模的防御工事，由此建造了圣克鲁斯大城堡（Castillo Grande de Santa Cruz）。95
 在圣胡安，许多长久居住于此的居民感到绝望。如果关于驻军少、防御力差的不满被置若罔闻，他们甚至打算离开该岛。96
 他们的担忧以及岛上行政长官们的看法催生出各种各样的倡议，但最终，一切都保持原样。因此，主城堡依然没有得到保护。97


有关大西洋上敌军谣言的四处传播确实在1629年给新西班牙的韦拉克鲁斯敲响了警钟，总督塞拉尔沃侯爵（Marquis of Cerralvo）开始组织防御。他下令市议会购买400支步枪和火器、6门铜制火炮以及火药和铅弹。根据这些命令，人们分别在1633年和1634年建造起2座小堡垒。98
 相比之下，作为宝藏舰队的重要停靠港口，哈瓦那没有做出任何改变。即使在马坦萨斯战之后，也没有增加驻军，这座城镇亟须维修（1633年的一次检查时记载）的主要堡垒也直到17世纪40年代才得以重建。99


尽管这个大都市无所作为，西属印度群岛依然撑了过去。100
 鉴于荷兰人的野心和美洲防御力量的不足，西班牙人对荷兰私掠船的恐惧不无道理。在1629年至1640年间，荷兰人又进行了4次劫掠西班牙宝藏舰队的尝试，但由于荷兰方面的沟通不畅以及西班牙的巧妙应对，所有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101
 但是，并非所有荷兰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1631年10月，运载了2年贵重金属的墨西哥宝藏舰队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惨败——在往返加勒比海上的荷兰舰队将开航日期推迟到飓风季节来临后，宝藏舰队几乎被摧毁。102


马坦萨斯事件是持续赠予荷兰人的礼物。一方面，西印度公司已经开始依赖各省的补贴，这些补贴能帮助西印度公司支付士兵军饷、船只和俘获船只的奖金。但是，各省一直拒绝达到配额要求——到1628年秋季，他们拖欠了总计869,379荷兰盾。103
 另一方面，俘获“弗洛塔号”舰队增加了公司恢复财务稳健的信心，促使公司决定返回巴西。现在的重点是拥有150个糖料种植园并且每年向葡萄牙派出120艘船的北部的伯南布哥。104
 西印度公司提交的一份报告称，荷兰人比葡萄牙人更有优势进行糖料贸易，因为他们可以以较低的价格提供欧洲商品，并且免收交通费和什一税。此外，入侵和占领伯南布哥并不难。105
 由于皮特·海恩不再供职于西印度公司（并且于最近被杀），亨德里克·科内利斯·隆克（Hendrick Cornelisz Loncq，1568—1634）被任命为荷兰舰队的队长。隆克是一位在大西洋水域有着丰富经验的航海家，早在1606年他就在纽芬兰俘获了2艘伊比利亚船。106
 最近，他还担任海恩远征西班牙宝藏舰队的第二指挥官。1629年5月至6月，由67艘船和游艇组成的荷兰舰队分3批起航，引发了前述的荷兰人袭击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传闻。8月23日一大早，在大加那利岛（Gran Canaria）和特内里费岛（Tenerife）之间，8艘荷兰船和游艇突然被唐法德里克·德托莱多的“加利弗洛塔号”舰队包围。尽管遭受了猛烈的炮火袭击，荷兰方面仅损失了几人，但是有7艘船被德托莱多俘获。107
 为什么他们的大多数船仍能幸免于难？这还有待解释。

在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其中之一的圣文森特岛（St. Vincent）停泊时，隆克的船队得到了荷兰方面的增援，他率领由52艘船和13艘单桅帆船组成的船队前往伯南布哥。接下来的2月15日发生了一起经过演练的袭击。正如荷兰人入侵萨尔瓦多（1624年和1627年）、罗安达（1624年）、波多黎各的圣胡安（1625年）和圣乔治堡（1625年）时所做的那样，隆克决定突袭。他的目的是将商船从锚地引开，让荷兰船靠岸，再让大批士兵登陆以占领堡垒。108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设想是失败的，在伯南布哥，士兵进攻比预期花了更长的时间。紧闭的港口入口阻碍了荷兰人的进攻，葡萄牙人在其中的一个入口处放置了2列共计8艘船。荷兰士兵在通往2个敌方堡垒的地方挖好战壕并搭起炮台之后，才开始对其中的1个堡垒进行炮击，堡垒的墙壁迅速倒塌并裂开缺口。第二天，葡萄牙的指挥官举起了白旗。109
 荷兰人因此控制了累西腓的港口和小镇，此后，累西腓成了荷属巴西的总部。110
 荷兰军队原本更青睐其于不久前征服的伯南布哥首府、面积更大的奥林达。111
 与在山丘上建造的奥林达相反，累西腓的地势与海平面持平，因此有可能建造起一座更令人熟悉的荷兰小镇（与位于不同海拔的萨尔瓦多不同）。112
 征服奥林达和累西腓的消息在荷兰国内激起了人们的狂喜。荷兰政府于5月1日组织了一次官方的感恩日，隆克和远征队的其他指挥官们于7月23日返回阿姆斯特丹时还接受了大规模游艇的致敬。他们甫一上岸，人们就拥挤着上前热烈欢迎他们的归来，以至于这些英雄们很难抵达西印度之家大楼。113


没有被提到的是，讲图皮语的巴西波蒂瓜（Potiguar）土著在那天对荷兰入侵所做的一切。自16世纪中叶开始对葡萄牙人发动战争之后，他们于1625年抓住机会与荷兰人站在一边。那时鲍德温·亨德里克斯的舰队抵达帕拉伊巴（Paraíba），徒劳地驶向萨尔瓦多——那里荷兰的国旗刚刚被降下。巴西北部的荷兰—波蒂瓜联盟是短暂的。当舰队离开时，亨德里克斯只允许一小群波蒂瓜男人随同他们一起驶往加勒比海。最终有13名美洲印第安人到达联合省，他们在那里学习了当地语言并加入了归正教会。他们还为西印度公司提供了有关巴西的重要图表和经济情报。114


面对荷兰对巴西的入侵，哈布斯堡王朝领导人没有选择派遣恢复了元气的新舰队。第二年，他们确实装备了舰队，该舰队在经验丰富的海军上将安东尼奥·德奥肯多（Antonio de Oquendo）的指挥下带着物资和增援部队（其中包括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的男人们）前往萨尔瓦多。奥林达的陷落使得萨尔瓦多处于弱势，但是德奥肯多的此次出航非常成功。舰队顺利地抵达萨尔瓦多，还在1631年9月12日的海战中重创荷属巴西的海军。众多荷兰士兵因此丧生，荷兰海军上将阿德里安·扬斯·佩特也身着重甲溺亡。115
 尽管这场争端似乎以平局告终，但死伤人数无从确认。然而，德奥肯多胜利返回里斯本，四处传播敌军有2,000名士兵死亡的消息。荷兰人则将他们失去的士兵人数厘定为350，他们认为伊比利亚人的死亡人数要高得多——有1,500人死亡。这位男子指出，在这艘被征服的西班牙舰上发现了太多的人体残肢和鲜血，只能用扫帚来清扫。即使这样，荷兰人很显然没有全部履行完他们的职责。特别是荷兰船的5名船长，他们由于未遵守命令登上西班牙船而被定罪。116


德奥肯多到达萨尔瓦多后急需援军。在荷兰入侵后的18个月中，伊比利亚方面只有580名雇佣来的职业战士。尽管如此，雇佣军队并没有单独面对荷兰人。历史学家埃瓦尔多·卡布拉尔·德梅洛估计，伊比利亚人可以在伯南布哥动员多达1.9万名男子：8,000名白人、8,000名黑人奴隶和3,000名美洲印第安人。到1631年10月，荷兰的官方统计数据为4,477名士兵和2,240名水手。117
 哈布斯堡王朝新部队的到来并没有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因为他们还得交维持费。这种征费行为引发了人们极大的不满，1633年3月，伯南布哥的三四个地区都发生了起义。118


荷兰在巴西的军费由母国承担，在新殖民地代价昂贵的冒险活动很快成为国内批评的对象。1632年，即入侵伯南布哥仅2年后，西印度公司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公司董事们向联省议会寻求帮助，要求立即拨款50万荷兰盾，之后每年持续拨款70万荷兰盾。119
 1年后，在与荷兰南部的和平谈判中，巴西成为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在谈判桌上的南部代表团明确表示：在任何情况下，荷兰人都不能保留伯南布哥，西印度公司也不能继续存在。120
 西印度公司代表因此不得不进行辩护，以反击那些认为他们阻碍了和平之路的荷兰人。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自豪地强调他们于1629年向共和国提供了其急需的帮助——当时的共和国受到了严重威胁。除了势不可当的德意志军队入侵荷兰，荷兰人还必须应对哈布斯堡王朝在费吕沃（Veluwe）的进攻。121
 西印度公司泽兰商会已同意派遣士兵，梅兹商会也已派出100名火枪手乘马车前往阿纳姆（Arnhem），另有1,100名士兵被派往乌得勒支和哈特姆（Hattem）。122
 所有这些人早已经准备好随隆克的舰队前往伯南布哥，但现在计划已中断了3个月，因此，西印度公司董事们的观点的说服力值得怀疑。毕竟，在荷兰军队2.4万名士兵和4,000名骑兵的总兵力面前，西印度公司部队的总人数稍显单薄。123
 此外，西印度公司军队对国内战争的实际贡献也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许多士兵发现自己必须在野战部队中服役后就纷纷逃走了。124


西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商会称，与哈布斯堡王朝新的停战协议将是该公司的“死亡之吻”。西印度公司实质上就是一台为荷兰提供服务的战争机器，也是数以千计的士兵和水手的雇主，以及食品的消费者、进口商和出口商。125
 由于西印度公司的资金不足以资助持续的战争行动，因此西印度公司必须得到各省的财政支持。在巴西，该公司已准备好在宣布胜利之前进行最后一搏。十九人委员会复述了莫尔贝克的估算，他们声称巴西将产生的利润约为500万荷兰盾。126
 他们估计需要70万佛兰德镑来确保整个巴西的安全，这与西印度公司每年为荷兰国民经济所贡献的700万佛兰德镑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反驳了这些说法，他们指出西印度公司仅为国民经济贡献了250万佛兰德镑，而不是700万佛兰德镑。十九人委员会没有把9,000名西印度公司水手的薪水、口粮以及舰队的装修费用计算在内。127
 阿姆斯特丹市的官员们不认为有必要支持在巴西的战争，他们甚至不相信战争有存在的必要，他们命令参加荷兰省议会的代表团同意撤离巴西。鹿特丹和多德雷赫特（荷兰省政府代表的18个城市中的2个），与阿姆斯特丹一样希望“结束这场痛苦而沉重的战争”，但哈勒姆、莱顿、豪达（Gouda）、霍伦和恩克赫伊曾的代表对此表示反对。128


1633年，荷兰人既没有与西班牙签订和平协议，也没有从巴西撤军。伯南布哥的战事因此而延长，结果是导致人口减少——战前该地区的人口为9.5万人，其中包括4万名白人、4万名黑人奴隶和1.5万名美洲印第安人。129
 那些活下来的人都体格强壮，足以参加游击战——他们更倾向于这种对战方式。荷兰人起初不太熟悉这种打法，但是他们学得很快，并且很快就成为伏击专家。130
 这片土地遭受了战乱的摧残——双方都从制糖厂抢夺糖料，并且荷兰人烧了许多葡萄牙人控制地区的糖料种植园。

为了满足荷兰和西班牙军队在低地国家作战的条件，在葡属巴西总督马蒂亚斯·德阿尔布开克（Matias de Albuquerque）的倡议下，在低地国家交战的双方——荷兰与西班牙——于1633年在巴西签署了所谓的人道主义协议。但是——就像总督发现的那样——这一协议违反了西班牙战争委员会的意愿。131
 该协议规定，不得在教堂纵火或毁坏雕像，遵守规定的士兵应被赦免——该规定的适用对象是被监禁的士兵和水手。132
 尽管如此，在随后的几年中双方都有暴力行为。为了明确响应哈布斯堡的类似命令，荷属巴西总督约翰·毛里茨在1640年下令其部队不再放过敌方士兵。直到1年后，荷兰人和他们在巴西的敌人签署了新的条约以赦免遵守规定的士兵与平民。133
 然而，在美洲其他地区，对荷兰人的虐待仍在继续。在一封寄往阿姆斯特丹的信里写道，在哈瓦那和加勒比海的其他西班牙人控制的港口，荷兰囚犯的待遇连狗都不如。他们靠救济活着，不得不像奴隶一样辛苦劳作。134
 十九人委员会于是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指示巴西执政委员会必须将所有敌方囚犯绑起来，迫使他们像奴隶一样工作，以此来看看“这群卡斯蒂利亚人（Castilians）是否能因为此报复手段而恢复理智”。135


在西属加勒比的地牢中苦苦挣扎的荷兰人通常来自私掠船。从理论上讲，那些没有反抗就投降的人可以随身携带背囊和必要的口粮自由通行，那些反抗者按照战争规则也可以被释放，但不能携带任何财物。唯一受过严刑惩罚的是那些在战斗中试图利用自己的船逃跑的人——他们将被处以绞刑。136
 但是西班牙人有时也会不遵守规则。1636年，当地的海盗劫持了要离开弗利辛恩的商船后，船上的18名船员不得不在哈瓦那服刑4年。137
 在荷兰人方面，他们有时等待很长时间才释放西班牙囚犯。在宝藏舰队被劫持18个月后，许多西班牙海员仍被关押在荷兰共和国。138
 然而，荷兰人从来没有像他们在1624年6月在秘鲁海岸所做的那样过分。那时的秘鲁总督拒绝用2名荷兰逃兵交换2名西班牙战俘，荷兰人枪杀了21名西班牙战俘以示报复。139


先入为主之见

当第一批荷兰海外探险队离开欧洲水域时，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还只是抽象的存在，人们只是在他们身上投射希望、恐惧和幻想。即使在建立了第一批海外殖民地之后，许多荷兰人也不大可能区分清楚遥远大陆上的本地人。广为人知的编年史家范瓦塞纳（Van Wassenaer）断言，东印度群岛的居民主要是“摩尔人”——该术语原本只适用于黑人。140
 同样，1649年的一本小册子作者在指责新尼德兰的管理者威廉·基夫特（Willem Kieft）屠杀了“1,500名可怜的非洲人”时，将非洲人与美洲印第安人混为一谈。141
 像欧洲其他地方的收藏家一样，一些荷兰人搜集了各种各样的物品以试图掌握那个世界的情况。组成奇珍异宝（Kunstkammern，“奇物柜”）的物品越晦涩难懂，其价值就越高。收藏家们并未清楚地区分来自美洲的物品和源自其他遥远地区的物品。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的公共剧院展示了来自俄罗斯和暹罗（Siam）的鞋子、埃及的木乃伊以及北美土著使用过的锤子。142


人们对欧洲以外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充满未知，那些地方到处都是奇观异象。西印度公司的董事约翰尼斯·德拉埃特出版了一部有关新世界历史的权威著作，还将一些珍奇之物寄给了医学教授与古物学家戴恩·奥勒·沃尔姆（Dane Ole Worm），在他1646年写的一封信中附带了一个小盒子，信中写道：“在所有东西里，我想你会喜欢一具手骨和一些美人鱼的肋骨。它们是在安哥拉沿海水域被发现的。葡萄牙人用他们的语言称呼她为……‘海妖’。我从一位葡萄牙学者那里听闻，从肋骨上发现的球状物非常适合用于止血。我希望能尽快看到活物的照片。”143


在被归为属于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所有奇异特质中，“食人”可能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这一点一直以来都被众多欧洲出版物以及自称是目击者的证人们不断地重复与强化。144
 这种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1622年，一艘荷兰船停靠在阿德拉（今天的贝宁）并受当地土著邀请去进行贸易时，船员们认为当地人是食人魔而拒绝了邀请。145
 2年后，拿骚舰队进入了合恩角（Cape Horn）以北的海湾，当时他们正在寻找淡水和压舱物。年轻的维特·德维特（Witte de With，1599—1658）是其中一艘船的船长。他注意到荷兰人遇到了一群野蛮人，这些野蛮人杀死并吃掉了17名荷兰人。146
 与此同时，尼古拉斯·范瓦塞纳（Nicolaes van Wassenaer）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足够的信息以便对“食人族”进行分类：来自巴西的“食人族”吞食人体的任何部位，几内亚和非洲西南部的土著人更喜欢人体的手和脚，那些来自东印度群岛的科贝罗（Combelo）的人们则很喜欢人体的大脑和肌肉。147
 尽管很明显的是，荷兰人通常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在和“食人族”打交道，148
 但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的部落几乎无法区分是以狩猎动物为食，还是对人类发动战争。149
 其他人则同类相食，吃掉了部落成员。那些指控当地居民吃人的荷兰人没有表达他们自己的先入之见。土著人的观念也在荷兰人的脑海中留下了烙印。例如，在西非，当地人习惯性地把那些因其破坏力强而令人感到恐惧的群体称为“食人族”。150


像其他欧洲人一样，荷兰人不认为同类相食是一种种族特征，而是异教或环境的产物。151
 “食人族”的概念源自中世纪的神话和古典作家，欧洲人有时以此来表达对非洲大陆以及北美和南美大陆的见解。152
 来自泽兰省纽波特镇（town of Nieupoort）的洛伦斯·洛伦什（Lourens Lourensz）遇到了后者，至少他是这样报道的。1618年，他所乘的仅重24吨的小船在开往亚马孙河的途中失事。20多名船员中约有一半丧生，有3名船员逃了出来，并在10天后受到阿拉库罗（Aracouro）当地人的欢迎，他们的村庄位于今天的苏里南卡西波拉河（Cassipora River）上。他们中有2个人死于痢疾，洛伦斯成为唯一的幸存者。在接下来的8年中，在被另一艘泽兰船发现之前，洛伦斯不情愿地加入“食人族”，并目睹了敌军部落的一名成员被捕：“他身形矮胖，在应该是脖子的地方只看到一头长长的黑发。他的胸部中间是鼻子，眼距很宽，没有耳垂，耳道狭小到几乎看不到，这一切看上去都很恐怖。”153
 还有，这不是一个欧洲人将熟悉的概念投射到未知土地上的直接案例。洛伦斯的描述与当地关于怪异的“种族”的形象相吻合，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早前对圭亚那的描述中就已经体现了这一点。154


这些所谓怪异种族的存在证明了土著人的另类。早在荷兰人第一次到达美洲之前，关于极其长寿的马克罗比（Macrobii）地区的人们的经典故事就已经传播到了美洲。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已经写过美洲印第安人活到150岁才去世。在荷兰服役的一名德意志士兵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在日记中写道，可能崇拜魔鬼的巴西食人土著最多可以活到100～150岁。同样，详尽描写巴西帕拉伊巴的荷兰作家也提到“食人族”可以活到200岁。155


“食人罪”的指控使欧洲观察家们很容易给美洲印第安人贴上“未开化的人”的标签。野蛮人生活的其他特征是异教徒、（近乎）赤裸、缺乏政治集权和商业才能。156
 荷兰语中形容美洲土著的常用术语是“wilden”，通常翻译为“野蛮人”，但是我认为译为“野人”一词更准确。荷兰人将美洲印第安人与一直居住在人们想象出来的古老世界［自《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和《奥德赛史诗》（Odyssey）以来］的野人联系在一起。在中世纪的民间传统中，这些未曾耕种土地或没有使用任何工具的森林居民因与文明社会相分离而变得野蛮。157


一些作家则通过赞美土著文化而走向相反的方向。画家卡雷尔·范曼德（Karel van Mander）于1604年提出，真正的野人住在古老的世界，在欧洲贵族身上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158
 不止一个荷兰知识分子以当地居民作为反衬来批评荷兰共和国的当代生活。弗朗西斯库斯·范登恩登（Franciscus van den Enden）在他的《自由政治论》（Vrije Politijke Stellingen，1655）一书中将北美的土著社会视为荷兰共和国的对立面。美洲印第安人生活在民主政体中，他们拥有绝对的平等，不需要司法权威。男人们爱好和平，但在保护妇女和儿童时英勇善战且坚定果敢。159
 《关于圭亚那的描述》（Pertinente beschrijvinge van Guiana，1676）一书的作者指出，加勒比人的社会生活是欧洲“王子、国家和君主制”的典范。欧洲人的风俗是对所提供的服务进行奖赏，而加勒比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根据功绩进行奖励，并适当惩处邪恶”。160
 对未开化的族群大加赞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世纪就不乏文明的崇拜者，他们称赞野蛮人拥有自认为已经失去的纯真。在他们迈向文明的过程中，一些美好的品德被丢弃了。161


随着西班牙战争的发展流行起来的一种观念是，新世界的土著是出色的天然的盟友。正如本杰明·施密特所表明的那样，美洲是荷兰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战争中的重要工具，这是荷兰独立主义者们书写自己与西班牙“暴政”进行斗争的另一种方式。荷兰人介绍了哈布斯堡王朝在荷兰的计划，这让人想起了西班牙在美洲的统治，荷兰人在其中扮演了受害者的角色，与美洲印第安人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由著名的多米尼加（Dominican）僧人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de Las Casas）宣传的《黑色传奇》（Black Legend）的荷兰语版本发行量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版本，该书称美洲印第安人一直是野蛮的西班牙人的受害者。尽管德拉斯卡萨斯并没有明确说明，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西班牙之轭”下劳作的土著居民正在等待荷兰人发起的复仇行动。162


荷兰人在巴西遇到的塔普亚（Tapuya）土著表现出了他们与荷兰人祖先相同的风俗，人文主义者卡斯珀·巴莱乌斯（Caspar Barlaeus，1584—1648）是这样认为的。他还认为他们的习俗与古代人的习俗很像。163
 包括巴莱乌斯在内的欧洲作家们在比较更先进的土著社会与古希腊和罗马常见的政体时受到了美洲历史信息匮乏的影响，只强调了它们在建筑、神灵和墓葬习俗方面的相似之处。164


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问题是共和国一些思想家们着重关注的问题。17世纪40年代，约翰尼斯·德拉埃特和胡戈·格劳秀斯之间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辩论，格劳秀斯是著名的法学家和神学家，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De iure belli ac pacis）奠定了国际和现代自然法的基础，从而使他久负盛名。在与德拉埃特的交流中，格劳秀斯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除了尤卡坦的人民以外（格劳秀斯认为根据尤卡坦人割礼的习俗，他们是埃塞俄比亚基督教教徒的后代），所有北美的土著都是斯堪的纳维亚航海家们的后代。格劳秀斯认为，南美土著人的祖先是印度尼西亚和南太平洋的移民。毕竟，这两个地方的人都是使用字符和自上而下的方式写字的。

德拉埃特重申了曾在秘鲁以耶稣会传教士身份工作的西班牙历史学家何塞·德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在1589年提出的论点，他认为来自东北亚地区的人们穿过白令海峡来到了美洲，而美洲印第安人就是他们的后裔。德拉埃特并没有将巴拿马地峡南部和北部的美洲印第安人区分开来，并且他推翻了格劳秀斯对秘鲁人的中国血统的推测。他认为，中国工匠们的手艺比秘鲁工匠要高超得多，儒学和印加人的宗教并不类似，不懂笔墨纸砚的人所说的语言也不能和拥有字典的中国的语言相提并论。165


殖民化

亚历山大·范德卡佩伦（Alexander van der Capellen，约1594—1656）在联省议会代表海尔德兰省（province of Gelderland），也充任总督弗雷德里克·亨利的顾问。这位贵族致力于西印度公司的成功（他的父亲和兄弟都投资了西印度公司），但当他在1645年有机会担任巴西执政的高级议会（High Council）空缺的主席一职时，他拒绝了。166
 他的一位后代出版了他的笔记，该笔记读来十分有趣。在1624年8月，他提到一艘游艇带着令人欣喜的消息到达了荷兰的泰瑟岛（island of Texel）：该公司的船队已经占领了萨尔瓦多。他继续写道：“船从弗吉尼亚出发的几天前，我们就已经代表联合省占领了那里。”167
 至此，新尼德兰的殖民化进程开始了。

新尼德兰，位于北美洲东部纬度40～45度之间的区域，早在10年前就被这样命名了。那时商人们探索着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之间的地区。荷兰人声称占领的依据是英格兰人亨利·赫德森于1609年代表东印度公司进行的航海行动。赫德森没有完成寻找通往中国西北方通道的任务，但他发现了那条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河。在随后的几年里，经常光顾该地区并对皮草感兴趣的商业公司，于1614年合并为新尼德兰公司，几乎所有发起人都是专门从事捕鲸业务的诺德谢公司的董事。168
 西印度公司在1623年接管新尼德兰公司的业务时，董事们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允许殖民者迁入该地区，这为皮草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年，第一批殖民者定居。1624年，更多的殖民者分别在以下地方登陆：近奥兰治堡［Fort Orange，奥尔巴尼（Albany）］，诺瑟尼亚［“Noteneiland”，今天的总督岛（Governor’s Island）］对面的曼哈顿岛（Manhattan），以及特拉华河（Delaware River）上的霍格岛［Hooghe Eylandt，今天的伯灵顿岛（Burlington Island）］。十九人委员会的目的是以此方式明确殖民地的北部、东部和南部边界。169
 因此，荷兰人支持他们对该地的合法占有，以反对英格兰人的主张，后者强调其合理主张源于占领，而不仅仅因为贸易站的存在。170
 直到1625年夏天，在曼哈顿岛的南端才建起了一座小堡垒。不久，它成为新阿姆斯特丹的殖民地。

像新法兰西和新英格兰一样，新尼德兰也远离西班牙和葡属美洲。并且，当北欧人移居美洲其他地区时，他们倾向于定居在伊比利亚半岛殖民地的边缘地带、小安的列斯群岛和美洲大陆的无人居住区，特别是圭亚那。但是即使在那里，北方人也冒着伊比利亚人入侵的风险。在17世纪初期，荷兰人首次尝试住在圭亚那碰运气。泽兰的土著在亚马孙河上航行，并定居在那里生产烟草。171
 在当地的村庄有过一些易货贸易，但大多数贸易站与荷兰人的定居点一样都只存在了短暂的时间。1625年，亚马孙河上的一些贸易站遭到了葡萄牙军队的突袭。172


西班牙在圭亚那的主要定居点虽然规模很小，是奥里诺科河（Orinoco River）两岸的“圣多美”。它始建于1595年，在1618年一度被英格兰人摧毁，然后又由以种植烟草为生的当地居民重建。1629年12月11日，当地人目睹了阿德里安·扬斯·佩特的到来，他急切地希望利用他的九舰中队搞破坏活动。由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自己，居民们烧了自己的房屋，逃到了树林中。剩下的几所房子则被荷兰士兵拆除。173


尽管花了8年的时间，居民们还是进行了报复，在加勒比地区的多巴哥，他们的复仇行动开始了。1628年弗利辛恩市市长扬·德穆尔（Jan de Moor）派遣了一艘载有68名泽兰人的船来到此地，荷兰的殖民统治由此开始。尽管2年后他们放弃了最初的定居点，但新一批的200名殖民者于1633年到达。174
 特立尼达的新领袖迭戈·洛佩斯·德埃斯科巴尔（Diego López de Escobar）认为荷兰人将袭击他的岛屿，于是组织探险队赶走了荷兰人。由特立尼达和圣多美的士兵组成的一支西班牙军队迫使荷兰人（其中大多数是种植者及其家人）投降，随后双方签署了协议，约定战败方可以保有自由和财产。尽管如此，德埃斯科巴尔还是将数十名囚犯运到玛格丽塔。那里的首领没有将囚犯们送往西班牙，而是绞死了44名成年男性。175
 这一举动令人联想到西班牙于1635年对英属托尔图加（Tortuga，海地北部）殖民地发起的袭击。176
 在一些方济各会修士的干预下，20名16岁以下的男孩得以幸免。他们被运送到特立尼达，在那里他们受到天主教信仰的教导，与美洲印第安人和被俘虏的黑人一起成为奴隶，被迫种植烟草和粮食。177
 尽管西班牙王室试图封锁该事件的有关消息以防止报复行为，但荷兰人还是进行了报复。178
 埃塞奎博［Essequibo，圭亚那西部的荷兰殖民地。在这里的科内利斯·德穆尔（Cornelis de Moor）非常活跃，他的儿子是被奴役的男孩之一］的定居者们在来自加勒比、阿拉瓦克（Arawak）和瓦劳（Warao）的武装者的协助下，于1638年7月沿奥里诺科河航行。他们计划摧毁佩特9年前选择的那座城镇——负责突袭多巴哥的一些人来自那里。在另一个地方重建的圣多美确实被破坏了。荷兰掠夺者逗留了3个月，然后才在特立尼达的圣约瑟·德奥鲁尼亚（San Joseph de Oruña）实施新的破坏行为，该城镇距离被奴役的男孩们所在的地方不远。许多当地的勇士最终都为支持荷兰人付出了代价——被俘并作为奴隶被贩卖。179


西班牙士兵不仅被雇来摧毁荷兰人的殖民地，他们还受命破坏荷兰人在西班牙宣称拥有主权的地区的采盐点。盐的问题给荷兰共和国带来了打击，因为西班牙的禁运措施切断了伊比利亚半岛盐运的传统路线。由于对波罗的海的供应下降，荷兰在谷物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减少，因此盐的短缺产生了严重的商业后果。1599年至1605年间，在十二年停战之前，数百艘荷兰船在委内瑞拉附近的阿拉亚角（Punta de Araya）的天然盐潟湖采集盐。如前所述，一支西班牙舰队赶来杀死了许多采盐人，之后荷兰人再没有回来。停战结束后，有些人确实再次进行尝试，但他们遭到了西班牙舰队的驱逐。剩下的工作是建造西班牙堡。180


1624年，荷兰人在委内瑞拉附近的托尔图加岛（或被称为“托尔图加斯盐池”）发现了盐田，他们所受的打击因此有所缓解。荷兰人很快便成了该岛的常客。为了采盐，他们截断了盐田周遭的溪流和运河，将水引到田里。1631年，西班牙人摧毁并焚烧了码头，却发现荷兰人第二年又返了回来。在接下来的6年中，荷兰人在和平环境下装载盐，直至一支由当地弓箭手武装起来的西班牙军队袭击了荷兰的要塞，并杀死了40名驻军士兵。最后一次袭击发生在1640年，当时淡水正被引入盐田以在两天内洗盐。181
 荷兰人还在库马纳以西的乌纳雷河（Unare River）中采盐，那里的盐与阿拉亚的盐拥有一样的高品质。他们建造了堡垒，并与一群起义的美洲印第安人结盟。但是荷兰人在这里也遭遇了不幸。100名持火绳枪的西班牙人和200名本土弓箭手摧毁了堡垒，杀死了上百名荷兰人。1640年，荷兰人返回并开始搭建木栅栏，但西班牙军队还是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他们。182


荷兰船长们装载大量盐的另一个地点是加勒比海的圣马丁岛（island of St. Martin），该岛上盐的质量被认为比阿拉亚的还要好。93名欧洲人（包括2名妇女）居住在荷属殖民地。该殖民地是由1631年7月驶往伯南布哥的舰队留在该岛的驻军建立起来的。他们居住在一座有石屋、教堂和医院的村庄里，有30名黑奴和1名本地仆人可供他们使唤。1633年6月24日，殖民地正处于危险之中——由53艘船组成的“弗洛塔号”舰队突然出现。荷兰驻军无法与西班牙军队相抗衡。在8天的围困之后，守军投降了，胜利者留下驻军以阻止荷兰人返回。183


在失去圣马丁岛之后，荷兰人将注意力转移到委内瑞拉海岸附近的库拉索岛和博奈尔岛（island of Bonaire）。这两座岛靠近有盐田的委内瑞拉海岸，荷兰的商人们至少自1625年以来就已经知道了这片盐田。当十九人委员会决定占领库拉索岛（然后是邻近的博奈尔岛）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因此带来的私掠机会压倒了经济上的考量。在约翰尼斯·范沃尔贝克（Johannes van Walbeeck，拿骚舰队的资深将领、巴西执政委员会前成员、荷属巴西的西印度舰队的前海军上将）的指挥下，一支由6艘船组成的舰队于1634年5月4日离开共和国，在6月6日抵达上述岛屿。184
 最初的尝试失败后，舰队中的5艘船于7月28日进入圣安娜湾（St. Anna’s Bay），开始了一场耗时较久的征服行动。西班牙方面只有20名成年人和12名孩童在大约500名土著的帮助下进行防御。尽管防守方只有3把火枪，但225名荷兰士兵的行动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所携带的武器更差。当荷兰人最终占领岛屿时，除了他们决定留下来当作仆人的75名美洲印第安人，余下的全部西班牙人和他们在当地的盟友都被运送到大陆。185


尽管西班牙王室的措施似乎并未表明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失去库拉索岛可能会影响宝藏舰队的航行。186
 委内瑞拉总督于1639年采取了驱逐入侵者的唯一举措，他开始征召士兵。即便如此，远征队在接下来的3年里也没有离开。这支临时部队确实征服了博奈尔岛（不久又被废弃），但并没有征服库拉索岛——荷兰人在那里用了8年之久的时间以巩固其殖民地。187


尽管库拉索岛从来没有回到西班牙人的控制之下，但历史学家误以为西班牙—葡萄牙联合舰队于1636年夺回了该岛。188
 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当年在西班牙流传的一个谣言——是不可胜数的谣言之一，影响了欧洲人对新世界的看法，尽管其转瞬即逝。发生在联合省的例子不胜枚举，海牙的一名老师在1624年10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荷兰人被驱逐出萨尔瓦多。这一描述比实际情况早了7个月。1个月后，这本日记中提到了1个错误的消息：拿骚舰队占领了秘鲁的阿里卡和利马镇。同样，在1630年的另一本日记中，我们发现了对荷兰舰队功绩的记录：他们不仅攻占了伯南布哥（此记录为真），还击败了西班牙舰队（此记录为假）。189
 1638年，关于荷兰人占领萨尔瓦多的虚假消息传到了欧洲，胡戈·格劳秀斯对此高兴不已。190
 12年前，关于荷兰人占领波多黎各的传闻也曾从荷兰共和国传到了欧洲其他地区，甚至联省议会的议员们都信以为真，威尼斯驻法兰西大使也对此深信不疑。191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相信这些传言。例如，奥斯曼帝国（Ottoman）的高官们就对皮特·海恩在1628年俘获了整个“弗洛塔号”舰队的消息表示怀疑。192
 这听起来太不可能了。

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助长了西班牙重新征服库拉索岛的谣言。17世纪30年代，从加勒比传来的好消息对于西班牙而言是件稀罕事。当时荷兰人在大西洋上持续迅速地发动袭击，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殖民者纷纷迁往曾经属于西班牙的加勒比海地区。在得知关于多米尼克（Dominica）、玛丽-加朗特岛（Marie-Galante）、瓜德罗普（Guadeloupe）、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以及其他与圣克里斯托弗岛和尼维斯岛保持联系的岛屿被外国人接管后，波多黎各总督于1636年发出了警告。在上述提及的后两座岛上，宝藏舰队曾经常常来获取饮用水，而这些“敌人”的存在使饮水变得更加困难。193
 许多西班牙官员并没有在北欧人之间进行区分，尽管胡安·德帕拉福斯（Juan de Palafox），这位后来以普埃布拉（Puebla，墨西哥）主教名声远扬的人，单独挑出了荷兰人。德帕拉福斯在1635年给西班牙首相、政治家奥利瓦雷斯伯-公爵（Count-Duke of Olivares）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必须用火和剑与他们作战，因为所有法律都是针对这些异教徒、反叛者和海盗的。”194


在西印度群岛，荷兰人的到来不仅引起了西班牙人的不满，也引起了英格兰人的不满。就像在北美一样，荷兰人定居在已经被英格兰人宣称占有的地区，无视英格兰人的不满——英格兰人没有有效占领。所以，尽管皇家正式授予卡莱尔伯爵（Earl of Carlisle）为巴巴多斯和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小安的列斯群岛北部（the nofthern Lesser Antilles）］的所有人，仍有50名荷兰人在1636年定居在空旷的圣尤斯特歇斯岛（island of St. Eustatius）上。195
 不过，这些年来，英荷关系通常是和平的，有时甚至是友好的。约翰尼斯·德拉埃特甚至在1641年建议英格兰议会成立英格兰西印度公司，尽管荷兰人对合资公司并不感兴趣。196
 这两个邻居没有结成过对抗西班牙的联盟，甚至在1625至1630年的英西战争期间也没有这样做。197


几个加勒比殖民地的建立，以及非洲贸易站的扩大，使得荷兰人更容易与大西洋世界进行交流和往来。所有往来信件被装在密封的袋子中，由西印度公司的船只进行运输。198
 在荷属大西洋的动荡时期，广阔的海洋使通信成为一项持续的挑战。荷兰人在欧洲的交流和往来也是如此，无数荷兰船在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之间来回穿梭。随着时间的流逝，荷兰人为了邮政通信便利建起两个通信中继站，其中之一在丹麦的埃尔西诺［Elsinore，今天的赫尔辛格（Helsingør）］，另一个在法兰西大西洋沿岸的拉罗谢尔（La Rochelle）。船长拿到阿姆斯特丹和其他港口的船东或租船人的信件，他们在信中更新了原始的航行指令。199


当荷兰人的活动仍仅限于穆里堡时，临时中继站出现在西非。洛佩斯角是几内亚贸易船常用的取水场所，是荷兰在大西洋世界内部传递新信息的地点。例如，在1623年，拿骚舰队的军官由此得知过去几周内有哪些欧洲船停泊在那里。据一位目击者说，这些信息是“在挂着信件的光秃秃的树上”被发现的。在他们发现的信件中，有一封是来自一艘驶往东印度群岛的荷兰船，还有一封来自从东印度群岛返航的船只。200
 西印度公司在1625年告知舰队上将扬·德克斯·拉姆，他可以在位于沙漠中的佛得角上的圣文森特岛找到前往黄金海岸探险的进一步指示。在通常的饮水地点，一堆石头下面的罐子或火枪里可以找到这些指示。201


位于今天海地的蒂伯龙角（Cape Tiburon）在美洲充当了类似的中继站。1629年，指挥官扬·扬斯·范霍恩（Jan Jansz van Hoorn）和一支西印度公司的小规模舰队到达那里时，发现了11天前离开的泽兰船留下的信件。202
 有时，信息被留在某些标志物上。在经过3个月的充满困难和匮乏的海上航行之后，一艘小船抵达西非的科里斯科岛（island of Corisco），船员们立起了一块写着船东、理事（记录和记账保管员）、队长名字的牌子。记录人事后写道，万一他们出了事故，那块牌子将告诉所有人他们所到之处。203
 有些标志不是用来给荷兰人看的，他们的目的是宣示荷兰人占有该地。比如，把牌子挂在树上，后来这棵树所在的位置被称为康涅狄格的塞布鲁克角（Saybrook Point）。标牌上展示了联省议会军队的武器，旨在表明这个地方归荷兰人所有。204


在巴西和非洲的扩张

1623年，克日什托夫·阿尔奇谢夫斯基（Krzysztof Arciszewski，1592—1656）和一个兄弟杀死了家族的一个敌人后被驱逐出了家乡波兰。阿尔奇谢夫斯基是一位信仰加尔文教的贵族，在波兰对抗鞑靼人（Tatars）以及奥斯曼人的战争中积累了军事经验，他定居在荷兰共和国，在莱顿大学求学。在服役于占领了拉罗谢尔的黎塞留（Richelieu）军队之后，他担任了西印度公司的上尉，并被派往伯南布哥。在征服巴西伊塔马拉卡岛（island of Itamaracá）时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使他被任命为少校。在1633年对荷兰短暂访问期间，阿尔奇谢夫斯基被任命为荷属巴西军队的总司令，但这一决定很快被地方当局取消了，后者更喜欢他的同胞，来自下西里西亚（Lower Silesia）的约瑟夫·齐格蒙特·什科普（Józef Zygmunt Szkop，1600—1670）——更为人知的是他的荷兰语名字：西格斯蒙德·冯·朔佩（Sigismund von Schoppe）——担任那个职务，他曾于前一年率领过征服了伊塔马拉卡岛的军队。但阿尔奇谢夫斯基并不气馁，最终他成为炮兵上将与荷属巴西的海军上将。205


1635年11月4日，阿尔奇谢夫斯基写信给十九人委员会，请求将荷属巴西的统治范围扩大到圣弗朗西斯科河（São Francisco River）以南。206
 近年来，荷兰人取得了一系列军事成就，征服了帕拉伊巴和里奥格兰德（Rio Grande）。他们俘虏了太多的战俘，以至于军官们不知道要把他们送到哪里去。仅在1635年，军舰就把380名敌军送到加勒比海的巴布达岛（island of Barbuda），而另外700名战俘被留在委内瑞拉海岸附近的阿拉亚角，此举使在库拉索岛附近的荷兰总督感到沮丧。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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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属巴西，1625—1654。

阿尔奇谢夫斯基认为，将荷兰的势力进一步扩展到南部既可以获取矿产资源，又可以确保自己免受游击队的袭击。但他的请求得到的是荷属巴西参政会无关痛痒的回应。因为殖民地的统治机构权力分散，所以阿尔奇谢夫斯基希望十九人委员会能够任命一位拥有更大权力的总督。西印度公司意识到必须由一位不凡之人来统治殖民地，于是任命约翰·毛里茨·范拿骚-锡根（即前文称“拿骚-锡根的约翰·毛里茨”、“约翰·毛里茨”）担任荷属巴西的总督、船长和海军上将。约翰·毛里茨因在荷兰与西班牙的战争中再度夺回申肯尚斯而在欧洲声名远扬。是什么促使他接受这一任命尚不得而知，但他极有可能是被这个利润丰厚的职位前景所吸引的。208


约翰·毛里茨担任陆军和海军的最高指挥官之后，由西印度公司提名并经共和国执政批准的高级秘密委员会三人组为其提供协助，帮助他制定殖民政策。209
 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弟弟之孙约翰·毛里茨，无疑是来到荷属美洲最杰出的官员。毛里茨非常富有魅力，荷兰人称他为“王子”或“伯爵”；他有着令人佩服的军功；他能流利地讲好几种语言，尽管据说在讲葡萄牙语时他的舌头总是打结；他还热爱诗歌、科学、建筑和绘画。由于约翰·毛里茨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喜好付诸实践并且在金钱上十分慷慨，他在殖民地留下了自己的烙印。然而，受他的传记作者卡斯珀·巴莱乌斯的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都夸大了约翰·毛里茨在历史上的作用。他的军事短板和他对阿尔奇谢夫斯基的嫉妒被掩盖了：他奢侈的生活方式（作为已有数百万欠款公司的代表）被淡化了。约翰·毛里茨的业余生活表现似乎弥补了他的缺点。

这位伯爵说服了40位学者、科学家、艺术家和手工业者离开了舒适的家乡尼德兰来到了巴西，在那里他为他们指派了许多工作。在先期到达的6位画家中，有2位格外显眼：弗兰斯·波斯特（Frans Post， 1612—1680），一位天才的风景画家，后来被称为“巴西的卡纳莱托”；阿尔贝特·埃克豪特（Albert Eckhout，约1607—1665/1666），主要画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的生活，还画了大量的动植物素描和油画。210
 威廉·皮索（Willem Piso，1611—1678）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后来被埋葬在阿姆斯特丹西教堂（Amsterdam’s Westerkerk），就在伦勃朗（Rembrandt）的墓旁，他和约翰·毛里茨的私人医生兼巴西医疗服务部负责人是一起来的。威廉·皮索对热带病的系统性研究为他赢得了声望，其研究成果在19世纪依然被奉为权威。1644年从巴西返回后，他就巴西柠檬的药用特性出版了一本书。他认为，临床测试已经证明，苦柠檬和小柠檬比甜柠檬和橙子更能有效地抵御坏血病。此后，医学界证实了他的发现。211


来自萨克森（Saxony）的格奥尔格·马克格拉夫（Georg Marcgraf，1610—1644）在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完成了皮索对热带疾病的研究。马克格拉夫提到的大多数巴西动植物物种在过去从未被描述过。约翰·毛里茨建造的植物园和动物园为其工作提供了方便，马克格拉夫还在总督新建的天文观测台进行了观测。约翰·毛里茨甚至在累西腓附近的安东尼奥-瓦斯岛（island of Antônio Vaz）上建起了一座新城。几年之内，毛里茨城［Mauritsstad，或称“莫里西亚”（Mauricia）］成为一座有685名居民的城镇，城门、正面有装饰的房屋、商店招牌和总督的两座宅邸都是其显著标志。212
 约翰·毛里茨因此单独创造了一种可以与西属美洲逐渐成熟的先进文化相媲美的城市文化。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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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西腓与毛里茨城——“双子城”。（海牙，皇家图书馆）

约翰·毛里茨在1637年1月首次抵达累西腓，2个月后，他收到了西印度公司的一系列新指示。这位伯爵需要执行一项旧计划：征服非洲黄金海岸的圣乔治堡。那里不仅仅是黄金交易的中心，而且自1482年以来，它一直是葡萄牙人在几内亚的大本营。一旦拥有它，荷兰人就有望参与非洲的奴隶贸易。约翰·毛里茨并未亲自出航，而是派上校汉斯·范科因（Hans van Koin）指挥一支由9艘船组成的舰队前往。该舰队中有800名士兵和400名水手，经过为期2个月的航行，于8月23日抵达目的地。

自打圣乔治堡惨败以来的12年间，荷兰人改变了战术。他们认为，单凭军事实力还不够。事实证明，与非洲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对于取得胜利很有必要。214
 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618年，在黄金海岸的荷兰火枪手们就在反击“科罗曼蒂号”（Coromantee）的战役中作为萨布统治者的雇佣军出战。215
 与1625年的袭击不同的是，拿骚堡的指挥官尼古拉斯·范伊佩伦（Nicolaes van IJperen）在荷兰舰队抵达之前的几周内试图煽动埃尔米纳、科门达（Komenda）和埃富图等非洲国家反抗葡萄牙人。在得到本地人支持的保证下，荷兰人处于攻击城堡守军的有利地位。当守军尚未完全占领圣乔治堡对面的山丘时，荷兰人的胜利指日可待。整整4天，荷兰人的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城堡上，葡萄牙人在粮食短缺和得知伊比利亚半岛不会派遣任何救援部队之后意志消沉，于是宣布投降。在被葡萄牙占领155年后，埃尔米纳自1637年8月29日起被荷兰人统治。216


在巴西，荷兰人通过在圣弗朗西斯科河以北消灭游击战士，并吞并塞阿拉（Ceará）地区而大力推进扩张，这意味着巴西有一半地区掌握在荷兰人手中。约翰·毛里茨认为现在对葡属巴西的首府萨尔瓦多发动袭击是合适的。为此，他带领31艘船和近5,000名人员（其中包括至少800名盟友）于1638年4月6日出海。部队从离镇上1.5英里（mile，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1.61千米）的地方上岸并占领了一些葡萄牙要塞后，萨尔瓦多战役打响了。葡萄牙守军的战斗力出乎意料地强，荷兰人没有取得很大进展，战事僵持不下。40天后，这场围城战最终以荷兰人的失败而告终。当时约翰·毛里茨下令炮击以掩护士兵占领城镇。就在炮击之前，400名士兵遭遇了隐藏在灌木丛中的同等数量的敌军的伏击，这并未阻止荷兰人试图炮击掩体。几个小时里，双方开始人盯人的战斗，但是荷兰人仍然无法继续推进。据葡萄牙方消息人士称，只有237名荷兰人得以幸存。荷兰人的士气受到沉重打击。217


荷兰的其他损失发生在1636年至1639年间的公海上，那是西班牙私掠船在公海上的辉煌年代。但是，这一趋势在1639年10月的唐斯战役（Battle of the Downs）中被逆转，这一重大时刻标志着西班牙海军开始衰落。218
 当天，在英格兰的南部海岸，由德奥肯多指挥的85艘船、1.3万名士兵和8,000名水手组成的西班牙舰队（被称为“第二无敌舰队”），与海军上将梅尔滕·特隆普和维特·德维特中将率领的由95艘船组成的荷兰舰队之间展开了激战。尽管荷兰方面损失惨重（总计有10艘船毁损和1,000人死亡），但西班牙海军遭受了更为严重的毁灭性损失：至少损失了32艘船，有9,000～10,000人丧生，其中包括几乎全体军官。219
 这些损失在美洲引起了强烈反响。至此，西班牙永久地失去了海上霸权，对秘鲁的控制也陡然处于危险之中。秘鲁总督于1640年1月1日写信给其国王，称荷兰人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就到达卡亚俄。因此，当地居民和他们的家人们带着贵重物品从利马逃进了山里。220


荷兰当时在巴西的统治是稳固的吗？伊比利亚人拒绝这样认为。多年以来，西班牙王室的最高官员一直致力于向巴西派遣另一支联合舰队，但新的无敌舰队始终没有组建起来。葡萄牙人对奥利瓦雷斯伯-公爵为将自己的国家更充分地融入西班牙所做出的努力感到怀疑，并谴责荷兰对葡萄牙和西班牙联盟统治的巴西的征服行动，但是葡萄牙人并没有为促成新的巴西战争而采取任何行动。由于缺少人员和船只，被再次选为舰队司令的唐法德里克·德托莱多拒绝接受这一任命。随后与奥利瓦雷斯伯-公爵的激烈争吵导致德托莱多从高官位置跌落，奥利瓦雷斯下令将他送入了牢狱，几个月后他在狱中去世。221


终于，在1638年，一支由40艘船组成的西班牙—葡萄牙联合舰队成立，指挥官是孔德·达托雷（Conde da Torre）和费尔南多·德马什卡雷尼亚什（Fernando de Mascarenhas），雄心勃勃地想要重新夺回巴西被荷兰控制的区域。现在感到恐慌的是荷兰人。殖民者到处埋藏现金，特别是西班牙银币。222
 他们不知道的是，伊比利亚舰队上人员的死亡率如此之高，以至于不得不推迟军事对抗。达托雷于1639年11月带领87艘船以及4,000名水手和5,000名士兵从巴伊亚出海。次年1月，荷兰海军上将威廉·科内利斯·鲁斯（Willem Cornelisz Loos）发起了进攻，引发了一场持续数日的海战。尽管鲁斯差点毙命，但荷兰人还是炮击了敌人整整1周，直到他们面对恼人的海风和炙热的高温饥渴交加，最终消失在视线内为止。此一役，荷兰方面只损失了2艘船，死亡不超过80人。223


上述战役使西班牙无法在与联合省的对抗中扭转局势，西班牙失去了海上的霸主地位，西印度公司也已经在大西洋上失去了动力。1640年之后，长久以来司空见惯的大型荷兰私掠船几乎完全从加勒比海地区消失了。最后一次有一定规模的远征是，科内利斯·约尔［绰号“霍特宾”（Houtebeen）、“假腿”（Pegleg）］想要拦截一支宝藏舰队。他带着36艘船出现在哈瓦那附近，但是1640年9月11日的飓风使他有心无力，几艘大型船被摧毁，仅1艘船上就有63人死亡，大约200名荷兰人沦为囚犯并被遣送至西班牙。224
 尽管宝藏舰队可以安全前往西班牙，但对于哈布斯堡王朝来说，这一年的结局并不好。虽然荷兰人在海上经历了2次重大失败，但其对伊比利亚半岛造成了巨大影响，导致出现了葡萄牙人决定摆脱“西班牙之轭”的思潮。225
 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导者们一直关注着与葡萄牙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不惜付出巨大努力守卫巴西。奥利瓦雷斯伯-公爵甚至把归还巴西作为与荷兰共和国和谈的前提条件。226
 但这种姿态不能阻止起义。1640年12月1日，葡萄牙革命爆发，西班牙无法遏制这场革命，部分原因是加泰罗尼亚的另一次起义。布拉干扎公爵（Duke of Braganza）即位成为国王约翰四世，而且立即被葡萄牙各地承认。

在联合省与荷属殖民地，从里斯本传来的消息令人百感交集。一方面，荷兰人对伊比利亚人之间的决裂非常满意，因为他们认为这将削弱西班牙人的实力；另一方面，荷兰人卷入了与葡萄牙人的殖民战争，因此伊比利亚半岛上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之间的分裂为荷兰人赢得胜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227
 显然，放弃巴西或埃尔米纳是不可能的。相反，荷兰人认为，这是在与新独立的国家签署停战协议之前从葡萄牙夺取尽可能多领土的时机。至少，这是十九人委员会的逻辑，而荷兰的政治精英们并不完全赞同。228
 缺乏统一意见并没有阻止十九人委员会在4月写信给约翰·毛里茨，他们在信中建议他迅速增加一些征服行动（萨尔瓦多尤其合适），但是约翰·毛里茨已经按照自己的意愿出发，他成功占领了塞尔希培-德雷伊（Sergípe del Rey）地区。229


下一步（计划）包含更多内容。经过充分辩论之后，巴西议会决定占领葡属殖民地安哥拉的罗安达港，力争在非洲西南部再创4年前在埃尔米纳取得的成就，其主要目标是为荷属巴西获取奴隶，同时打击西班牙帝国。荷兰人断言，没有安哥拉的奴隶，秘鲁和墨西哥的银矿就无法运作。230
 这是自西印度公司成立以来，人们经常听到的一个主题的变体：我们必须将战争带到大西洋，让银色的溪流干涸，从而破坏哈布斯堡战争机器的引擎。

就像入侵埃尔米纳的舰队一样，出征罗安达的舰队从累西腓出发。在海军上将科内利斯·约尔的率领下，有21艘船运送了240名巴西土著和2,717名欧洲人（1,866名士兵和851名海员）。他们通过向非洲国家赠送礼物和其他途径来劝说其加入对抗葡萄牙人的战争之中，他们希望从非洲国家那里获得军事援助。231
 在非洲的这一地区，当地人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敌人，是荷兰人的朋友，这样的说法一点都不牵强。1612年，那里的桑霍部队曾帮助荷兰人抵御了葡萄牙军队的进攻。此外，17世纪20年代初期刚果国王和桑霍伯爵都曾就对抗葡萄牙人的军事同盟问题与荷兰人接洽。232
 西印度公司一位对非洲西南部有深入了解的官员撰写的一份报告称，刚果的新国王加西亚二世可以被认为是强大的潜在盟友。这份充满了罗安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局势信息的报告很快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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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年征服罗安达和圣多美。印刷品，1649—1651。（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入侵者总是出其不意的。多年来，葡萄牙人一直认为荷兰人会进攻，但他们不再这样想了。此外，荷兰军队基于被监禁的西班牙舵手提供的情报制订的作战计划，包括在2座炮台之间登陆的作战方案，被守军一方认为是不可能的。因此，8月25日至26日的实际战斗是短暂的，对双方造成的人员伤亡很少。但是，胜利来得容易，巩固胜利还是非常困难的。葡萄牙人认为他们的敌人最感兴趣的是抢劫和奴隶，因此他们对荷兰人的接管做出的反应是逃到内陆，以阻止荷兰人控制当地充满活力的经济，并将外国人引向游击战。234


约尔和他的部下还需要执行另一项任务。9月17日，他们离开罗安达，攻占了圣多美岛——40年前荷兰人曾短暂占领的位于几内亚湾的岛屿。他们的计划是使圣多美岛成为连接安哥拉新殖民地和几内亚贸易站的桥梁。这位海军上将带着664名士兵（被分为5个欧洲连队和3个巴西连队）以及400名水手于10月2日到达该地。经过2周的战斗，荷兰方面的人数持续减少，城堡最终被攻下，这使得葡萄牙人无须开火就可以征服该岛。像在安哥拉一样，居民逃往内陆，荷兰军队只能在首府苦苦挣扎。黄热病夺走了欧洲人和巴西人的生命，约尔自己也没能幸免。235
 当40名士兵投奔葡萄牙时，荷兰人的营地中只剩下80名士兵（其中许多人已经患病）——入侵者对首府的控制注定要失败。1642年11月，葡萄牙人再次进入罗安达，而荷兰人则离开了。荷兰人唯一的希望是葡萄牙人也容易染病，这样就无法追上离开的荷兰人。236


1642年，大西洋上的荷兰海洋帝国到达巅峰。除罗安达和圣多美外，1641年11月25日，荷兰人还从葡萄牙人手中抢夺了巴西北部的马拉尼昂（Maranhão）；1641年12月21日，夺取罗安达以南600千米的安哥拉港口本格拉（Benguela）；1642年1月9日夺取西非的阿克西姆（Axim）。这一切都以荷兰与葡萄牙之间没有停战协议（停战协议已经于1641年4月12日在海牙签署），或者停战协议未获承认，或未收到承认停战协议的确认函为借口。237
 在1642年，荷兰海洋帝国依旧雄心勃勃。除了建议吞并马拉尼昂以外，西印度公司泽兰商会还提议对萨尔瓦多发动袭击——自从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士兵撤离后该地防御力量有所削弱——以及远征里约热内卢、阿拉亚、圣马丁岛、波多黎各和伊斯帕尼奥拉岛。238
 虽然这些计划都只是停留在纸上，但是一支征服智利的舰队真正实现了起初设想的目标。在西印度公司成立之前，人们就已经讨论过有关这种冒险的想法，但是正是在巴西战争的间歇期，这一设想才被启动。一支远征军从荷兰出发，首先到达巴西，在那儿又增加了几艘船，然后整支舰队于1643年1月离开累西腓。负责此次远征的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前总督亨德里克·布劳威尔（Hendrick Brouwer，1581—1643），后来他在这次远征中不幸去世。布劳威尔和他的部下绕过合恩角之后到达了奇洛埃岛，再从那里驶向大陆。他们与当地的马普切人进行了接触，并制订了与共同的敌人——西班牙作战的计划。在维尔迪维亚建立基地后，前景似乎不错。但是最后这次远征还是惨遭失败。荷兰人无法说服对于这一计划至关重要的美洲印第安人与自己结盟，他们不久就没有了粮食，而西班牙军队很快就会从北方赶来的传闻也在军队中流传开来。239


即使在北美洲，荷兰人一直避免与葡萄牙以及西班牙人开战，但17世纪40年代时北美洲还是有了不好的兆头。快速的经济变化成为在新尼德兰发生的第一次荷兰—门西战争［The First Dutch-Munsee War，又称“基夫特战争”（Kieft’s War），1640—1645］的背景。240
 数艘载满共和国移民的船只的到来、自由贸易的引入以及沿海毛皮资源的枯竭使得局势非常紧张。失去用来与荷兰交换商品的毛皮，对于门西意味着种植玉米变得更加重要。与此同时，该地区的荷兰农场数量激增，导致门西在各个地区耕地相应减少。更糟糕的是，为了让美洲印第安人处于荷兰人的控制下，统治者威廉·基夫特强制门西人每年上交玉米、小麦和毛皮。被称为“拉里坦人”（Raritans）的门西人杀猪之后，荷兰殖民者杀死了其中的三四人，并折磨他们酋长的兄弟。荷兰人借此开始了致命的暴力循环，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和平仅1年之后，拉里坦人杀死了4名荷兰农场主并纵火焚烧了农场。241
 尽管这些事件并未引发战争，但威廉·基夫特开始警惕起来，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对1641年8月另一伙被称为“韦奎斯基克”（Wecquaesgeek）的美洲土著杀害1名荷兰农民的事件反应过度。242
 第一次惩罚性远征由于士兵无法找到敌人的位置而流产，但基夫特手下的士兵在1643年2月发动了关键性的攻击，当时韦奎斯基克人在帕沃尼亚（Pavonia，从新阿姆斯特丹横穿哈得孙河）和下曼哈顿地区（Lower Manhattan）的柯勒胡克从他们的马希坎（Mahican）敌人那里寻找到了庇护处。在3名荷兰殖民者以“神将他们交到我们手中”为由请求发起袭击的鼓动下，在基夫特的支持下，在某个深夜开始了一场远征。在韦奎斯基克人避难的地方，远征队杀死了120多名当地人。243


荷兰人一定是效仿并做了在新英格兰人书中所描写的事——他们在佩科特战争（Pequot War，1637—1638）中以一场类似的屠杀击败了当地的敌人。但是，这场深夜屠杀并没有成功镇压美洲土著。荷兰人没有意识到，与英格兰人交战的佩科特人已经在当地被英格兰人招募，而除了韦奎斯基克人以外，门西的其他土著都与荷兰人不和。他们必须被一一击败。244
 参加过佩科特战争的一名英格兰退伍军人约翰·昂德希尔（John Underhill）在和他的荷兰裔妻子搬到新尼德兰后，成为荷兰的军事领袖，他行动迅速并且残酷无情。在长岛（Long Island），他的手下屠杀了2座村庄的120名美洲土著，在康涅狄格的斯坦福（Stamford）附近，他们又放火烧了1座有许多美洲土著聚集的村庄。有500～700名土著（包括男人、妇女和孩童）在大火中丧生，而荷兰方面只损失了1名士兵。245
 在赶走门西人（直到1645年8月，他们和许多殖民者继续进行游击战争）后，伴随着对其最严厉的批评，基夫特被召回荷兰。但是双方的积怨并未得到解决。他们的船在威尔士海岸附近被击沉，船上的大多数人丧生，其中就包括基夫特。246


与荷属巴西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那以后，新尼德兰重新恢复了和平。1644年，一场起义结束了荷兰人在马拉尼昂的统治，随后葡裔巴西定居者于1645年6月在伯南布哥发动了一场针对荷兰人的大规模起义。这对荷兰人的勃勃雄心的打击是致命的。


第三章 帝国衰落

巴西起义

公司的衰退

余波

与英格兰的竞争与战争

荷兰是17世纪大西洋世界的列强中唯一的共和国。1
 荷兰人不仅生活在没有国王的世界里，而且大西洋世界的许多人都认为他们是由商人统治的——说的大概就是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荷兰因此而饱受嘲讽，就像15世纪时教宗只把洛伦佐·德梅迪奇（Lorenzo de Medici，15世纪意大利政治家、外交家、艺术家，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编者注）视为“普通商人”一样。2
 因此，在17世纪40年代，当荷兰与葡萄牙军队激烈抢夺非洲西海岸的圣多美岛时，葡萄牙人通过宣扬“服务国王要优于服务普通商人”吸引了一批荷兰士兵转投他们的阵营。3
 同样，葡属萨尔瓦多的总督为支持伯南布哥人民1645年起义反抗荷兰而准备的宣言，也力证伯南布哥人民有权“反抗由一伙荷兰各省的商人们组织的军队对他们所施加的武力镇压”。4
 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西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核心成员中几乎一个商人都没有。5
 虽然西印度公司被看作是由一群商人组成的团体，但联省议会一直都在努力克服其政体既是新政体又是共和制所带来的挑战，这样的政治体制导致荷兰在国际社会无法得到全面的认可。荷兰人承认欧洲国家之间的等级体系：德意志皇帝居于首位，其次是英格兰国王和法兰西国王，紧随其后的是“拥有王国的公国”——这是专为威尼斯设立的。荷兰也希望能与公国的地位相同。因为他们认为，荷兰共和国在东、西印度群岛也拥有“王国”。6


上述包括巴西在内的“王国”被荷兰迅速占领。17世纪30年代，荷兰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扩张势不可当，以至于伽利略（Galileo）在写给联省议会的信中赞美荷兰人不仅是“杰出而强大的人”（Illustrissimi et Potentissimi Signori），而且是海洋上的征服者与统治者。7
 英格兰早期在北美组织开拓殖民地的费尔南多·戈杰斯爵士（sir Fernando Gorges）也认为“荷兰人是伟大的征服者”。戈杰斯将荷兰人与他的英格兰同胞进行了比较，他写道：“罗马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是名副其实的征服者，而不像英格兰人，只知道像傻瓜一样种植烟草和推行清教。”8
 当时，外国人很少会将荷兰人与罗马人相提并论，因为欧洲人普遍认为罗马人创立的古老帝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强的政体。9
 但荷兰人在17世纪20年代、30年代以及40年代的扩张令人畏怯，他们在巴西取得的“成绩”丝毫不逊于在亚洲的“作为”，这样想来，欧洲人将其与罗马人相提并论也变得可以理解。来自荷兰南部多产的耶稣会作家卡罗勒斯·斯克里巴尼（Carolus Scribani）在他的一部作品里借一位荷兰加尔文教教徒之口，将荷兰人与罗马人进行了比较：“罗马帝国从未像我们扩张得这样远。我们多次环球航行，太阳所能照耀之处，我们均已征服。”10
 还有一位作家补充说，我们的私掠船已经为国家赢得了3,000万荷兰盾，这一数额远远超过了保卢斯·埃米利乌斯（Paulus Aemilius）为罗马国库做出的贡献。11


随着对巴西控制的加强，荷兰人也开始关注自身与罗马的相似之处。12
 埃里亚斯·赫克曼斯（Elias Herckmans，约1596—1644）可能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其作品《航海颂歌》（Der Zee-vaert lof，Praise of Seafaring，1634）以航海历史作为开端，主要描写了哥伦布在1492年第一次航海的经历。他在书的第四卷和第五卷里称赞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取得的成就，将荷兰在伯南布哥的胜利等同于“古老的荣耀”。13
 一位匿名的政治小册子作者也表达了他的想法，他写道，罗马人与汉尼拔（Hannibal）的军队在国内交战多年之后，决定将战争引到迦太基（Carthage）。汉尼拔最终被迫离开了意大利。读者从上述作品中理解了荷兰人开拓海外贸易的深意所在，即旨在削弱西班牙在荷兰的防御力量，该策略最初由于塞尔林克斯提出。14


荷属巴西总督约翰·毛里茨的私人牧师弗朗西斯库斯·普兰特（Franciscus Plante，1613—1690）创作了一首6,340行的六步格长诗《毛里蒂亚斯》（Mauritias），主要描写了荷葡巴西争夺战。这首长诗主要是一系列战役的编年纪事，普兰特模仿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试图将约翰·毛里茨比作其中的英雄埃涅阿斯。这个故事的开始，众神集会，神派遣墨丘利（Mercury）告诉荷兰人，他们应该在遥远的西方给西班牙人一个教训。密涅瓦（Minerva）说服了其他神，使他们相信反抗西班牙的领袖必须是约翰·毛里茨。15
 1647年，也即普兰特的诗歌发表的同年，也是毛里茨返回荷兰3年后，赞美这位“亲王”（译为“亲王”没有问题。原文加双引号的意思，也是暗示这个时候他尚未拥有该头衔。——译者注）及其在巴西统治的最著名的作品出现了，作者是荷兰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卡斯珀·巴莱乌斯。在他的《纵观荷属巴西八年》（Rerum per octennium in Brasilia）中，许多篇幅均以拉丁文详尽地描述了约翰·毛里茨在巴西的统治，并将其与古代进行了比较。巴莱乌斯认为，无论是武力征服还是教化平民，荷兰人都超越了其罗马祖先——他们不得不走得更远，所面对的敌人也更不人道。殖民地统治者进行文明教化工作的典型代表是安东尼奥-瓦斯岛的转型。选择这个沼泽遍布、灌木丛生的岛屿来建城的想法最初看起来很是荒谬，但是约翰·毛里茨用他的才智和胆识消除了一切障碍，最终建起了一座交通便利、房屋林立、物资充盈的城镇。巴莱乌斯还写道，在巴西和累西腓议会的动议下，这座城被命名为“毛里茨城”，就像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和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称伊斯坦布尔）也是以其创始人的名字命名一样。16


这些作家没有考虑荷兰与罗马帝国在国土面积上的差异。在17世纪，建立帝国不是靠宣称拥有大片土地的主权就能实现的。荷兰人从不（除了一个例外）对他们和西班牙王室在圭亚那的属地之间的边界进行清晰界定。17
 尽管克日什托夫·阿尔奇谢夫斯基于1637年写道，4个被俘总督的辖区绵延120英里，而西部从沿海深入内陆600英里或800英里的地区任人采撷，但是荷属巴西的官员却并没有划定统治范围的习惯。他还补充道：“我认为一个人在到达秘鲁科迪勒拉山脉（Cordilleras）前都不会遭遇任何抵抗。”18
 毫无疑问，这样不断扩大的荷属领土的确使得荷兰被与罗马帝国的相提并论看起来甚为合理，但实际上，大西洋世界里的荷属领土仍然是相对孤立的。新尼德兰和库拉索岛确实在商业上和行政上相互联系，短暂的安哥拉殖民地也严重依赖着荷属巴西。然而，一个能让人联想到罗马的清晰明确的帝国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19
 此外，于1643年逝世的伟大人物胡戈·格劳秀斯就从未想到他的同胞能成为一个帝国的奠基者。在他看来，西印度公司不是以征服者而是以商人的身份进入大西洋世界的。20


巴西起义

在没有完全控制巴西的情况下，荷属殖民地的前景非常渺茫。最终使荷兰人付出沉重代价的是他们在萨尔瓦多的失败。正如阿德里安·范德杜森（Adriaen van der Dussen）在1640年向十九人委员会所解释的那样，如果不能控制萨尔瓦多，士兵到荷属殖民地纵火焚烧糖料厂的风险就会一直存在。21
 虽然难以进入的腹地为反抗荷兰的部队提供了有利的作战基地，但却使荷兰人在短暂的突击中取得胜利。荷兰人与陆地上的殖民点和要塞几乎没有多少往来，只有在海上的优势地位才能维持相互间的联系。因此，荷兰军队通常被困在自己的堡垒中，无力制止敌方的焦土政策。这种背景也使反荷起义很可能成功，或者至少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里斯本的葡萄牙领导人与荷属巴西的葡语人口对荷兰人的不满中，伯南布哥起义终于在1645年姗姗来迟。历史学家们一直将这次起义归咎于约翰·毛里茨于1643年9月被召回联合省并于次年3月被撤职。22
 他们对比了这位在统治期间维持了和平的总督与他在高级议会的继任者（没有任命新总督），显然后者缺乏约翰·毛里茨的执政才能。但是，这种推理方法过于简单。在约翰·毛里茨治下，动荡与不安已经在当地的葡语人群中蔓延开来。约翰·毛里茨本人于1642年9月写给联省议会的信里指出，由于当地居民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宗教信仰不自由，他们正在谋划一场起义。23


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和神学家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父（Father Antônio Vieira）多年后回顾并写道，对荷兰统治的不满并不普遍存在。那场起义的发生甚至违背了许多葡裔巴西人的意愿。此外，这些头目们策划起义还有一个现实的理由，那就是这些富人对个体商人和西印度公司欠下了巨额债务，并且他们不想偿还。24
 这一说法有一定的真实性。这些糖料种植园主们欠下了如此之高的债务，以至于他们抵押了自己的土地、器具和奴隶。25
 例如，若热·奥梅姆·平托（Jorge Homem Pinto）从中谋取利益。这位370名奴隶和1,000头牛的所有者向西印度公司累计借债90万荷兰盾。1645年，他确实偿还了早期的30万荷兰盾的债务，但在接下来的6年中他拒绝清偿更多的债务。26


但是，许多葡萄牙种植园主的债务问题并不能解释许多不属于精英阶层的居民也支持起义的原因。这一观点也没有考虑到国王约翰四世和葡萄牙当局所做的基础工作——他们早就对自1640年葡萄牙成功反抗西班牙以后与荷属巴西的外交谈判持续胶着的状况感到不满。27
 对于这位国王来说，巴西非常重要且绝不可以失去——葡萄牙皇室在殖民地的利益和对巴西产品征收的税款共同为王室官邸和对西班牙战争提供了资金。28


1642年上任的葡属巴西总督带头组织了巴西起义。安东尼奥·特莱斯·达席尔瓦（Antônio Teles da Silva）发现若昂·费尔南德斯·维埃拉［João Fernandes Vieira，约1613—1681，与安东尼奥·维埃拉没有关系］愿意领导起义。维埃拉生于马德拉，曾于1630年参加抵抗荷兰入侵的行动。随后，他在荷属巴西经商顺利，买了一座糖料种植园并成为毛里茨城的一名高级市政官。维埃拉一边装作支持荷兰人的统治，一边进行秘密谋划。但是由于某些知情人士不小心走漏了消息，维埃拉被迫于6月13日提前武装起来准备战斗。尽管如此仓促，起义仍然迅速蔓延开来。在月底之前，最初只有50人的军队扩大到了由900名白人和许多黑人加入的军队。维埃拉承诺会释放所有应征入伍的黑人和有色人种，并且故意四处散布荷兰人强迫年轻单身汉入伍打仗的谣言，维埃拉也正是以此吸引这些人加入他的队伍。29


累西腓的高级议员对这场起义并不感到惊讶。30
 他们定期从殖民地居民（包括一些罗马天主教教徒）那里获取情报，得知即将发生起义，并从一封被截获的信中得知葡萄牙国王也参与其中。31
 累西腓的议会起初试图通过颁布大赦法令来扭转局面——大赦法令由神职人员在教堂进行宣读并被贴在教堂的门上——但收效甚微。32
 2名荷兰代表特地前往萨尔瓦多，抗议葡萄牙与荷兰共和国结束休战，但是也没有成功。然而，葡萄牙当局确实借此机会提醒荷兰代表，是荷兰人先于1641年在安哥拉、圣多美、马拉尼昂以及全球许多其他地区违反了停战协议。

起义在荷属巴西的农村立即引起了反响。来自萨尔瓦多被派去帮助驱逐外国人的1,500名士兵因不满他们分到的配给，开始大肆侵占和抢劫平民财物。33
 一些参加起义的人也以平民为目标：在2艘驳船的打斗中杀死了一些荷兰人；杀死了3名犹太人；在一座修道院里绑架了30～40名荷兰人，后来被荷兰军队发现。34
 不管这些暴力行为多么令人不安，与荷兰人及其盟友塔拉伊里人（Tarairius）和波蒂瓜人（Potiguars）于7月16日在昆哈（Cunháu，在里奥格兰德）对36位居民实施的种族清洗相比，还是要逊色许多。出生在德意志的殖民者雅各布·拉贝［Jacob Rabe，或拉比（Rabbi）］将一群人骗进一座教堂，精心策划了这场屠杀，给当地居民留下了深深的创伤。35
 塔拉伊里人是来自里奥格兰德的塔普亚土著的一支，他们是大有助益且值得信赖的军事同盟，但荷兰人对他们之间的自相残杀、杀害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的做法以及掠夺葡萄牙人的口粮与牲畜的倾向感到畏惧。尽管如此，他们的同盟关系并没有瓦解。在雅各布·拉贝的率领下，塔拉伊里人与站在荷兰人一方的美洲当地士兵于10月3日在里奥格兰德共同参与了另一场屠杀，15名乌鲁阿苏镇（town of Uruaçu）的居民因此而丧生——以此作为对葡萄牙裔的巴西起义军绞死保卫伯南布哥附近塞林海姆（Serinhaem）荷兰要塞的33名美洲印第安人士兵的报复。而那次大屠杀本身就是起义军的一种复仇行为，是对昆哈事件造成人员伤亡行为的回应。36


约翰·毛里茨上任以后，被荷兰人贴上巴西人标签的讲图皮语的美洲印第安人首先成为荷兰人在巴西进行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统治期间，帮助击败了在伯南布哥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其余士兵，并参加了对埃尔米纳、罗安达和圣多美的海外征服。37
 荷兰人与巴西人的沟通往来不仅仅局限于军事作战场合，还包括日常的社交场合。荷兰人于1635年完成对巴西的重大征服后，7,900名巴西人、所有的波蒂瓜人和托巴哈雷斯人（Tobajares）居住在里奥格兰德、帕拉伊巴和伯南布哥。这一数字在1639年下降到大约6,000，在1645年下降到3,583，主要原因是非洲人带来的天花疫情以及在罗安达和圣多美的征服活动——只有五分之一的当地士兵活着回来。38
 在荷兰人大举征服之际，巴西人居住在耶稣会神父管理的宣教小镇中。其中一名牧师，曼努埃尔·德莫赖斯（Manuel de Morais）以前曾与荷兰人作战，在帕拉伊巴被占领之后与1,600名巴西人一起加入荷兰人的行列。可能是在他的建议下，荷兰人控制了那些村庄，并按照与之前葡萄牙人相同的方式进行组织管理。39
 这样的管理使荷兰人得以与这些美洲印第安人在军事远征中结成同盟，在远征途中他们也被证明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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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属巴西的图皮人。“帕拉伊巴与里奥格兰德”（1647）的详细信息。（海牙，荷兰皇家图书馆）

1645年8月3日，在距离累西腓50千米的塔博尔山（Monte Tabocas）发生了葡裔巴西人与荷兰人之间常规战争的第一个重要事件。荷兰拥有比葡属巴西几乎多出1倍的兵力（2,300名士兵对1,200名士兵）和更优越的武器。抵抗的军队几乎都是用小矛、刀和剑来迎战荷兰的枪炮。然而，荷兰一方有154人死亡，而对方只损失了11人。40
 2周后，在荷兰人守卫的糖料种植园卡萨·福特（Casa Forte），起义军再一次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据荷兰军队的1名士兵说，那场战役后只有2名荷兰人和7名土著盟军幸存。最终，包括300～350名欧洲士兵和500名美洲印第安人在内的所有人要么丧生要么被俘。41
 同时，地处战略要地的纳扎雷堡（Pontal de Nazaré）在一次袭击之后也落入了起义军手中。当时荷兰人只是佯装自卫，指挥官迪德里克·范胡格斯特拉滕（Diederick van Hoogstraten）甚至在战争开始之前就表示愿意交出堡垒。42


起义军乘胜追击，在年底前接连征服了荷属巴西的大部分地区，削弱了荷兰人的士气。许多“荷兰”士兵，包括大量的法兰西天主教教徒，在11月前改变了立场，以至于其中的8个连队（总共238名士兵）与他们之前的友军进行交战。43
 同时，国王约翰四世竭尽所能地协助起义军。他下令在葡萄牙、马德拉和亚速尔群岛（Azores）征兵，并下令将所有从所驻扎的过境点逃走而被监禁的士兵派往巴西。此外，这位国王还忙于运送武器和其他必需品到海外战区。44


这些事件使荷兰共和国国内的民众感到震惊和愤怒。最早带来这些坏消息的两家阿姆斯特丹报纸报道说，一场“血腥的婚礼”被挫败了。45
 一本匿名的小册子作者对此更详细地解释道，葡萄牙人打算以一场血腥的婚礼来作为起义的开端，就像1572年在巴黎的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St. Bartholomew Day’s Massacre）预示了对胡格诺派（Huguenots）的迫害开始一样。这场起义的前奏是担任毛里茨城议员的葡萄牙人女儿的婚礼，这场婚礼邀请了荷兰的主要人士。他们设想在酒正酣时，这群外国宾客将遭到殴打和杀害。46
 这一幕显然并未上演。一名泽兰人撰写的另一本小册子里则表示受够了这一切，他认为是葡萄牙人的杀戮欲让许多潜在的荷兰移民望而却步，因此，只有把所有葡萄牙人赶出巴西，荷属殖民地才安全。驱逐葡萄牙人还可以解决天主教带来的问题，葡萄牙人和天主教的消失能够推动新教在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中的传播。47
 对荷兰人在巴西命运逆转的愤慨不仅被写在了纸上，也出现在了实际行动中。在海牙的总督警卫团几乎无法阻止民众闯入葡萄牙大使馆。

巴西起义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经济方面，因为荷兰人失去了对糖料作物种植地的控制，对非洲奴隶的需求也因此下降。过去4年来一直贸易活跃的罗安达变成了一个沉睡的港口城市。同时，荷兰政治阶层中的一部分人渴望为安哥拉的殖民地提供更安全的立足点。他们认为，如果将葡萄牙人从腹地赶走，粮食供应将得到改善，与内陆的贸易也将蓬勃发展。1646年，荷兰军队围攻穆希马（Muxima）要塞，但是企图在此突破敌人防线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包括其指挥官在内的50名荷兰士兵丧生于战场。48
 第二年，在300名荷兰士兵的协助下，1万名恩登布（Ndembo）士兵和4,000名马坦巴女王恩金加（Queen Njinga of Matamba）的士兵在1647年11月25日击败了葡萄牙人，一个新机会出现了。通往葡萄牙的穆希马和马桑加诺（Massangano）之路一下子被打通了。49
 看起来安哥拉就要属于荷兰了，但事实恰恰相反。由300名驻军镇守的罗安达的失守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image: ]


17世纪时荷兰在西非的立足点。

在安哥拉腹地的荷兰军队不知道的是，位于里斯本的葡萄牙海外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征服罗安达的大胆计划。率领舰队出征的指挥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王室仆人，名为萨尔瓦多·科雷亚·德萨·埃·贝纳维德斯（Salvador Correia de Sá e Benavides）。他曾在1625年重新夺回萨尔瓦多的德托莱多率领的舰队上战胜了荷兰人，此后以各种身份任职，其中包括担任里约热内卢的总督。1647年，他带领舰队返回里约热内卢，并拥有了一个与其使命不符的头衔：安哥拉总督。对于拥有一座雇用大量奴隶的甘蔗种植园的德萨来说，恢复葡萄牙对罗安达的统治将为葡萄牙再度带来威望和经济利益。对于里约热内卢的居民也是如此，他们在德萨的鼓动下为这次远征提供了大部分资金。50


1648年5月12日，为夺回罗安达，一支由15艘船组成的载有近2,000人的舰队从里约热内卢出发。巴西高级议会再次猜测敌方正在酝酿什么事情。就在4月23日，议员们已经通知西印度公司，一支在里约热内卢准备好的船队正准备前往征服罗安达。但是缓慢的邮件沟通使得西印度公司无法及时通知其在罗安达的代表。这个消息本来应该来自累西腓，但是，尽管在相当数量的荷兰舰队抵达罗安达之后，那里突然有了可供调遣的船，但巴西高级议会由于疏忽并没有告诉在罗安达的同人。德萨的舰队于8月12日突然出现在罗安达，荷兰人因此陷入了恐慌之中。51
 但荷兰方面并没有全军覆没。荷兰人设法抵挡住了葡萄牙对莫鲁（Morro）这一山丘堡垒的攻击，击杀与重伤了140～150名敌军。尽管如此，出乎对手意料的是，荷兰当局在之后居然立即放弃了抵抗，举起了白旗。正如事情结果显示的那样，被俘的葡萄牙士兵告诉荷兰人，德萨带来的军队规模比荷兰人所知道的要庞大得多。据称，他甚至组织了一次远征，突袭腹地的300名荷兰士兵。那是一个谎言，但是非常具有震慑力。荷兰方面因此认为这场战争注定要失败，于是放弃了所有希望。52


罗安达的投降在泽兰港口造成恐慌，圣多美也紧随其后宣布了投降。53
 荷兰人对这座岛屿的控制持续时间很短。当葡萄牙前总督洛伦索·皮雷斯·德塔沃拉（Lourenço Pires de Tavora）在1642年11月与50名士兵一起登陆时，全面起义爆发，最终葡萄牙人征服了该岛上唯一的城市。当他们进行内部整顿时，胜利者挖掘出了埋在教堂里的科内利斯·约尔的尸骨，并将之与其他荷兰人的遗体一起焚烧殆尽。54
 6年后的1648年，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由于地处村郊，无法开展活跃的贸易，这一荷属殖民地的未来似乎令人怀疑。9月，当葡萄牙船载着从罗安达投降的荷兰士兵到来时，大势将定。要让荷兰人放弃，只需要接受一个条件，即皮雷斯·德塔沃拉以3.5万葡元（约9万荷兰盾）的价格购买该岛上的荷兰人的财产。该提议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55


公司的衰退

巴西起义的主要影响可能是它注定了西印度公司的覆灭。一直到1645年年初，荷兰人对巴西的控制与扩张本可以挽救西印度公司，但是起义开始以后前景就一片黯淡。1652年，西印度公司的总部从雄伟的西印度之家大楼迁到了稍显普通的西印度公司仓库内的区域，公司的前景会怎么样已经显而易见。

几本当代的小册子就西印度公司衰退的原因意见一致。《内部陷入困境的尼德兰》（Nederlants Beroerde Ingewanden）一书的作者认为，西印度公司的衰退主要归咎于公司内部的铺张浪费、昂贵的设备以及冗余的董事、仆人与仓库，还有无端的出行、低迷的薪水与只关心自己发财的员工。56
 在另一本小册子中，作者虚构了一个关于4名阿姆斯特丹市市长之间讨论的场景，其中一位指控西印度公司浪费金钱：“太多的商会，每个商会都有太多的仓库，那么多的董事、会计、仆人……”他补充道，西印度公司必将因此而崩溃。57
 其他人补充说，在1638年至1639年，西印度公司大多数垄断部门的关闭并没有帮助公司恢复财务稳健，反而加剧了其糟糕的境况。

然而作为垄断贸易的公司，西印度公司紧握大量资金太久，又花钱太快。他们没有首先把钱投到间接成本上，而是把钱投在巴西的战争和种植园经济上，快速地消耗着资金——这些巨大的投资没有产生任何回报。58
 成立10年后，西印度公司再也支撑不起它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唯一的出路就是请求联省议会发放补贴，此后这些钱就用来资助大西洋上的多数战争。但是即使那样，现金流仍然是一个问题，因为公司的现金流取决于殖民地产品在联合省的销售情况。例如，十九人委员会在1642年建议约翰·毛里茨和高级议会将尽可能多的糖送到共和国，因为农作物一被出售，该公司就可以在第二年春天将现金运回巴西。59


1645年，西印度公司险些被解散，这并不是因为巴西当地人的起义。自从1621年西印度公司成立以来，这一时刻就在不断逼近，因为当时西印度公司被授予为期24年的特许权。为求获得新的许可，十九人委员会于1643年7月与联省议会取得联系，请求暂时延期目前的特许证。联省议会将这一请求递交到荷兰省，荷兰省提议将西印度公司与东印度公司合并，因为后者的特许期限也即将到期。西印度公司充满感激地接受了该动议，但东印度公司因为害怕被西印度公司拖垮而强烈反对。此外，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表示，其股东投资的是东印度群岛而非西印度群岛。荷兰省并没有放弃，他们迫使东印度公司通过向西印度公司一次性支付150万荷兰盾补贴来规避这次合并。当这笔交易的细节在1647年泄露出去时，联省议会将这两家公司的特许期分别各延长了25年。60


但是，这一举措并没有使西印度公司的评论家们沉默。亚历山大·范德卡佩伦在其未注明日期（可能写于1648年后期）的一篇日记中，提出了几项关于在海牙成立印度群岛议会的提议（与西班牙在印度群岛上的议会仅命名雷同）。该议会由总督、各省的七八名代表和6名西印度公司的董事组成，负责制定公司政策、发动战争和进行贸易。议会除了维持对巴西和非洲的控制外，还有通过一切手段收复罗安达的任务。61
 2年后，海尔德兰省讨论了该计划的新版本。西印度公司的董事名额不得超过80人，他们的酬金、特权和自由将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印度群岛议会将由联省议会命名，由代表各省的17名成员组成。62
 该计划显然受到西印度公司主要股东的拥护，正是他们将计划交给了联省议会。但是，由联省议会代表和一些公司董事们组成的委员会拒绝了该计划。63


联省议会承担了西印度公司无法执行的各种任务。各省向该公司提供了军舰，海军上将梅尔滕·特隆普定期护卫船只从巴西或西非返回家园，通常从他们到达的英格兰的港口开始护送。64
 更重要的是，各省开始负责巴西的战争，组织舰队运输部队前去镇压起义。尽管起义军已大幅度削减了荷兰人控制的区域范围，但他们无法向海洋纵深推进。因此，荷兰人可以继续从欧洲派遣增援部队。在收到各省共计70万荷兰盾补贴的援助下，西印度公司于1646年初派出3艘从泽兰海军部借来的船只将士兵运送到巴西之后，联省议会组织了一次由著名海军将领维特·德维特指挥的大型远征队，他曾服役于拿骚舰队和皮特·海恩著名的远征舰队，并曾在唐斯战役中担任第二指挥官。这次被称为救援的行动代价高昂，仅在士兵的薪水和生活费上，政府就支出了130万荷兰盾，但朱利亚·亚当斯（Julia Adams）断言，政府在此关头实际上并未向荷属巴西提供任何支持。65
 顺便一提的是，西印度公司并未完全观望，其仓库提供了大部分的火炮、武器和弹药。66
 西印度公司还在征得各省同意的情况下安排泽兰造币厂铸造了价值9万荷兰盾的钱币。这些钱币将随救援队一起运出，用于支付军队必需的款项。67


在联省议会和公共领域，未经讨论，各省在治安方面的开支就不会产生。1645年以后的大多数出版物都显示出对以军事行动镇压起义的反感。1649年的《闲谈》（Praatje，一本在两三个人物之间进行虚拟讨论的以修辞手法出名的小册子）68
 中的主人公就对西印度公司的惨败感到失望，以至于他对整个海外殖民地事业都表示反对。他虽然承认有6,000或8,000，甚至1万名荷兰人可以在殖民地谋生，但这是他们个人的选择。各省应该为此清空国库并发动危险的战争吗？69


在联省议会内部，泽兰省与荷兰省的议员经常意见不合。在西印度公司内部也是如此，阿姆斯特丹商会和泽兰商会在讨论问题时经常发生争执，双方界限清晰。泽兰省一直是主战派并支持商业垄断，而荷兰省则倡导和平与自由贸易。这场僵局结束于1647年1月，西班牙和联省共和国的代表在明斯特经商定拟定了和平条约，只需要联省议会批准即可。只要没有签署和平条约，荷兰省就拒绝支持维特·德维特的远征行动，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仍继续的情况下，荷兰省的这一行为是不明智的。相反，只要救援舰队不被获准出航，泽兰省就反对签署和平条约。在其他大多数省份的支持下，泽兰省最终占了上风，甚至战胜了荷兰省。70
 泽兰省的胜利似乎出人意料，但亚历山大·比克透露说，在反对支援巴西这件事上，阿姆斯特丹实际上是孤立的，无论是在联省共和国还是在荷兰省本土。71


组建舰队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派遣数千人的部队不仅可以阻止巴西的起义，而且可以防止国内动乱。法兰西曾资助了荷兰国防军的80个连队，直到1647年5月荷兰与西班牙的战争即将结束时才终止。由于士兵很快就会失业，而且很可能无家可归，因此联省议会决定从每个连队中选拔人才加入这次远征救援行动中。72
 尽管该计划听起来很不错，但却由于这些连队的队长拒绝放人而遇到了麻烦。73
 他们的反对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在无休止的拖延之后，这支由12艘海军舰船和7艘西印度公司游艇组成的舰队于1648年3月18日停泊在累西腓。74
 这支新组建的队伍没有时间进行磨合与适应。4月4日，他们就从战争委员会那里获悉将很快与敌人作战，新到的军官将获得报酬，但士兵们还没有拿过报酬。75
 4月17日，西格斯蒙德·冯·朔佩带着一支由7,400名欧洲人、1,000名土著、400名黑人士兵以及700名运行李的仆人和奴隶组成的庞大部队于凌晨1点离开累西腓。该部队还带着61面主要为蓝色和橙色的旗子和6门加农炮。他们此行是为了赶赴在瓜拉拉皮斯（Guararapes）的第一战，这一战将于两天后在累西腓以南的山上开始。76


这场战役持续了4小时，之后双方均要求停火。充分利用了敌人混乱77
 的葡裔巴西人报告说他们有80人死亡、400人受伤，大大少于荷兰500人死亡（包括48名军官）和556人受伤的损失。荷兰人一定已经因他们沉重的背包而疲惫不堪——里面还放着未来6天的口粮。78
 然而，导致他们失败的更主要原因是许多荷兰士兵对这场战役漠不关心的态度，对无法获得报酬极度愤怒的他们拒绝参加战斗。79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手的斗志昂扬，10个月后他们又在同一地点击败了荷兰人。17世纪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所有遭遇中，最致命的一次是有74名荷兰士兵和15名军官被俘，另外至少还有893名士兵、151名军官和2名外科医生在战场上丧命。80


海战进行得更为顺利。在1641年停火后，反葡萄牙的私掠船行动曾被叫停，但4年后他们又因巴西起义卷土重来。一些私掠船以西印度公司为幌子出航，一些由海军进行装备，而另一些则以私掠船主的私人名义出海。但是，最成功的是代表巴西米德尔堡指挥中心的私掠船，该中心在西印度公司的同意下成立。加入中心的泽兰人本来靠劫掠从敦刻尔克中心来的船谋生，但是自从1646年年末敦刻尔克投降后，他们再也无法养活自己。1647年和1648年期间，有220艘葡萄牙船被荷兰人劫掠，占葡萄牙和巴西之间航行的所有船只的四分之三，荷兰人就在劫掠这些葡萄牙船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机遇。81
 从1646年到1650年，仅在巴西海岸俘获的船就带来了近350万荷兰盾的净收益。82
 若昂·费尔南德斯·维埃拉意识到，这些被扣押的船是荷兰人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他提议禁止从巴西出口所有糖料，这样荷兰的私掠船就无法得逞，他们就不得不放弃巴西。83
 但是，这个计划当然会危及葡属巴西的经济。对此，葡萄牙人成立了巴西总公司，这是一家非常高效率的股份制公司，专门负责每年护送有价值的货物到葡萄牙的舰队。

私掠船的持续存在是有利可图的生意。尽管私掠船船主必须交纳其收入的四分之一（最初是交给西印度公司18%的收入，后来调至10%，另外还有3.5%上交总督、2%交给慈善机构），但抽成依然相当可观。84
 这项业务所产生的回报甚至成为荷兰共和国各机构之间争论的焦点。西印度公司坚持认为，它有权获得泽兰海军船带回的丰富的战利品，但联省议会否认该公司拥有没收此类船的权力。最后想出的办法是，各省下令西印度公司和海军部共同制定分配比例。85


来自泽兰的这些好斗的私掠船不仅招致了葡萄牙人的仇恨，而且也危害了与葡萄牙的和平前景，所以在荷兰与荷属巴西都受到批评。86
 1649年，《闲谈》中某位人物推测，私掠船对荷兰而言成本很高。只要海战持续下去，荷兰就必须在巴西拥有6,000名士兵。因此，和平谈判将更好地为荷兰的殖民大业服务。87
 另一本小册子里的主人公指责信奉归正教的泽兰人虚伪。他说，他们的虔诚与他们对葡萄牙运糖船的军事俘获行为并不一致。他将泽兰人比作嗜糖的苍蝇，除了糖以外他们就再没有别的话好说。不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大家都在讨论这群海盗。甚至在教堂礼拜时，男女老少也在谈论他们这群同胞的行为。88
 一位演讲者在《闲谈》中使用了道德上的论点来反对私掠船。他说，私掠行为使荷兰水手们变得凶猛而粗野，使平民百姓不再敬畏神明。89
 的确，荷兰人在与葡萄牙船的交手中常常表现得非常粗暴，这不仅体现在泽兰港口装备的部分私掠船船员身上，也体现在巴西的荷兰私掠船船员身上，还包括越来越多的与荷兰或西印度公司无关的、由于贸易下滑而穷困的“自由人”。官员们试图在截获战利品时维持秩序而徒劳无功，他们认为这些私掠船只是在寻求财富而不是打击敌人。90


1652年，几乎没有任何荷兰私掠船会袭击驶往巴西的葡萄牙船队。葡萄牙船队不仅获得了回报，而且在那年的7月，第一次英荷战争爆发时，泽兰人得以留在自家附近并将目光瞄准他们的英格兰邻居。对于葡萄牙的航行而言，累西腓以南的巴西海岸再次恢复安全，1653年5月，一支由30艘船组成的舰队从萨尔瓦多出发前往葡萄牙。91
 这场英荷战争使荷兰在巴西的地位逆转，荷兰人现在担心载有来自祖国粮食的船只不再受到保护，特别是因为已经没有海军船只留在海边。92
 组成德维特援救队伍的几乎所有战舰的船员都违抗了命令，于1649年返回了家园。1650年派出的一支舰队也在3年后遇到了同样的情况。93


1654年4月，阿姆斯特丹海军部又组织了一支海军远征队前往巴西。但是，当阿姆斯特丹海军部装备的2艘船和1艘游艇在泰瑟尔岛启航时，荷属巴西已经不复存在。1月26日，巴西高级议会在葡萄牙统帅弗朗西斯科·巴雷托（Francisco Barreto）面前签署了投降书，这位统帅曾代表巴西进攻累西腓，他还曾在瓜拉拉皮斯的2场战役中担任葡萄牙方的指挥官。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对于是否应该派遣一支舰队将荷兰人赶出巴西一直犹豫不决。他预料荷兰人会派遣自己的船队前往里斯本封锁塔古斯河（Tagus River，塔霍河的旧称），就像英格兰人在1650年所做的那样。直到国王意识到这种封锁不可能实现之后（部分原因是英荷战争），他才下定决心。1653年12月20日，77艘船入海，其中60多艘前往累西腓附近的海岸。

与往年不同，这次累西腓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因为最近几个商人的到来，库存的食物足够养活所有人口一年。94
 此外，累西腓的居民帮助消除了该镇的主要军事缺陷。两年来，累西腓已经在海边完全开放，但是由于市民的倡议，摇摇欲坠的炮台被修复，并装上了新的栅栏。95
 然而，战争物资仍然短缺，保卫这一殖民地的士兵人数（加上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也不超过1,100人）稀少得令人尴尬。96
 军队首领冯·朔佩几乎害怕点名——太多的逃兵可以向敌方泄露荷兰士兵的弱点，97
 军官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仍然可以依靠他们的部队。在维杰福克堡（Fort de Vijfhoek）指挥的克莱斯·克拉斯（Claes Claesz）中校偷听到其部下说打算绑了他，交出堡垒，并将其送给葡萄牙人，因为他们知道他不会被从宽发落。克拉斯随即让士兵向自己宣誓效忠，但他却交出了辞呈——没有被接受。然而，当他离开维杰福克堡时，跟随驻军的土著、黑人和“混血儿”（mulatto）以及一些欧洲人也跟着他离开。他们说，如果指挥官都放弃了战斗，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呢？98


考虑到驻军的情绪，开启谈判可能是有道理的，正如荷兰的三位领导人，即高级议会的议员舒嫩堡（Schoonenburgh）和海克斯（Haecxs），以及总参谋长冯·朔佩于1月22日所做的那样。然而，在真正的军事对抗里，葡萄牙不一定会取得胜利。但是，在士兵和平民投降并解除武装之后，很明显，荷兰人非常渴望结束战争。一位葡萄牙人后来写道，双方友好到似乎从未发生过战争一样。99


因此，就像他们在1648年所做的那样，荷兰人放弃了南大西洋的军事基地，这使葡萄牙决策者非常高兴。正如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liott）所言，收回巴西是葡萄牙为从西班牙统治下争取独立而进行的自救。鉴于奴隶贸易在经济上的重要性，重新收回罗安达也很重要。100
 对于荷兰人而言，失去巴西使他们无法再进一步追求帝国大业，起码他们无法再在大西洋世界建立伟业。现在，当外国人警告不要进行帝国扩张时就会提到荷兰人。一位英格兰作家对在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提出的“西方设计”（Western Design）中投入的金钱、人力和船只是否会得到回报表示怀疑，他指出，“在巴西的荷兰西印度公司的行动……不仅被他们的敌人挫败，而且也没有从那里获得比他们本身所拥有的更多的财富，所以海上的报复性劫掠就被搁置了……”101


同时，西班牙与联合省在1648年签署了和平条约。尽管在1621年之后，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是荷兰在大西洋世界建立帝国的根本原因，但它们在大西洋世界的主要敌人一直是葡萄牙，无论是在葡萄牙与西班牙决裂之前还是之后。《明斯特条约》（Treaty of Münster）关于大西洋世界的唯一重要内容就是西班牙承认了荷兰对其所有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的统治，包括自1641年以来输给葡萄牙人的那些地方。不管荷兰殖民者对西班牙的入侵怀有多大恐惧，从此以后都是没有必要的。102


余波

当然，巴西人因荷兰于1654年的投降举动而感到被出卖。由于害怕被葡萄牙人消灭，成千上万的荷兰人忠实的土著盟友前往塞阿拉避难，在那里他们杀死了不少正在等着去往欧洲的荷兰人。103
 尽管在投降前两个月，巴西政治委员会曾恳请联省议会保护巴西人，但荷兰当局置他们的前盟友于不顾，其中一些荷兰人带着移民来的同胞一起逃离了巴西。104
 他们中的200人最终前往荷兰在圭亚那的殖民地波默伦（Pomeroon）、莫鲁卡（Moruca）和埃塞奎博，另一批人则定居在圣克里斯托弗岛，然后移居多巴哥。105
 不过，即使在失去伯南布哥之后，一些荷兰人依然在幻想他们入侵巴西其他地区时还能得到饱受奴役的美洲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欢迎。但是，这种联盟永远不会再有了。106


与巴西人不同，荷属巴西的欧洲居民可以选择在1654年离开。自1645年以来，移民源源不断地离开已经造成殖民地人口的减少，但是真正人口的大批离开是在荷兰投降后才开始的。107
 只有少数男人留了下来，其中大多数已经与当地女性结婚。离开的数百人定居在加勒比，少数人在新尼德兰重新开始生活，但绝大多数人被遣返回国。那些返回者清楚地表明，西印度公司和联省议会都欠他们钱。这些返回者大多数是官兵（请参阅第四章），被拖欠了超过100万荷兰盾。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无家可归而被迫住在旅馆里，没有能力支付住宿费用。有些人太过绝望，以至于贱卖了自己的债权。108
 连锁反应也发生了。返回者欠下旅店老板、商人以及卖布料、黄油和奶酪的店主大笔债务，这些债主进而要求政府付款。109
 其中一位旅馆老板彼得·范鲁塞尔（Pieter van Reusen）写信给联省议会说，由于索赔未果，他已经付不起房租，即将与妻子和子女一起被赶出去。110
 1660年，海牙的一大批店主、旅馆老板和其他居民仍然在要求上艾瑟尔省清偿债务，那里显然是许多巴西退伍老兵的故乡。111


到联省议会办公地敲门的各色人群中还包括在荷属巴西负债的人，其中有补给承包商112
 、砖块供应商113
 、渔船的船长（巴西政府要征用他们的船向沿海的多支船队投递信件）114
 ，以及塞阿拉的一名面包师（他曾向荷兰的一座堡垒运送糖料）115
 。1678年，一些伐木工人（17世纪30年代在帕拉伊巴和里奥格兰德砍伐木材）的后裔仍在打官司。116
 荷属巴西的已故刽子手萨查里亚斯·瓦尔肯哈根（Zacharias Valckenhagen）的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请求支付薪水和一名奴隶的费用，因为这名奴隶曾被政府借用并在之后被葡萄牙人逮捕。117
 妇女也加入要求政府清偿债务的队伍中。弗里斯兰的一名战舰上尉的遗孀要求政府支付不少于1.2万荷兰盾；118
 另一位遗孀要求支付15年前装运巴西木材的费用。119
 还有牧师、病患安慰者、外科医生、办事员、书记员、清洁工以及其他公务员等也提出同样的要求。120
 但是，这些请求都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

巴西高级议会成员也被欠了薪水。西印度公司同意向巴西高级议会的前主席沃特·舒嫩堡（Wouter Schoonenborgh）和议员亨德里克·海克斯（Hendrick Haecx）发放薪水——他们所获资金价值的1%被用于巴西各港口。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付款时，西印度公司希望确定二人没有违反公司的指示；如有违背，任何人都可以在一年零六个星期内将此类行为上报西印度公司的董事。121
 尽管没有人这样做，但除了阿姆斯特丹以外，西印度公司的各商会还是没有缴纳会费。海斯贝特·德维特（Gijsbert de With）的耐心也被耗尽了。1659年8月，在西印度公司分配给他50,166荷兰盾又9斯泰佛（Stiver，荷兰旧钱币，相当于1/20荷兰盾。——译者注）的19个月后，这位巴西司法委员会前成员最终只获得了300荷兰盾作为其服务报酬。在1661年4月，他拿到了额外的40荷兰盾又14斯泰佛作为薪水和差旅费用。122


似乎所有之前从荷属巴西回来的人都在抱怨被拖欠薪水，连慷慨的约翰·毛里茨也不例外。他本来被承诺会拿到大笔资金，但最终只有一小部分落到他手中。1677年，也就是他去世前的两年，这位伯爵仍要求西印度公司赔偿15万荷兰盾，而新的西印度公司也没有支付。123
 很显然，西印度公司濒临破产，已经无力清偿债务。诚然，在累西腓沦陷之前，124
 泽兰商会基本上交齐了用于支付巴西士兵薪水的份额，但阿姆斯特丹商会仍欠了100万荷兰盾。125
 尽管西印度公司应当补偿殖民地的公务员，126
 但西印度公司的后台一直是联省议会，它在大西洋世界欠下了更多的债务，几乎无法承担1651年和1652年在巴西军队中需花费的700万荷兰盾。127
 1656年，联省议会决定拒绝偿还在巴西产生的全部债务。被拖欠较少的士兵和军官更有可能获得全额偿还，那些索偿4,000荷兰盾或以上的人就只能得到不超过索偿金额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128


最初，一些政府代表反对在没有调查清楚士兵表现的情况下向战败的士兵支付薪水。但是，军官们则强调，除了保卫阿尔托纳堡（Fort Altona）的那些士兵以外，其他士兵并没有不愿意战斗。129
 最终各省代表又转而将巴西失守归咎于冯·朔佩，尽管他们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1655年3月，即冯·朔佩被捕7个月后，他被判定因放弃“征服巴西”而有罪，被剥夺了所有薪水和福利，并被勒令支付审判费用。130
 尽管这一刑罚（与4年前维特·德维特相同）被执行了，但正如查尔斯·博克瑟（Charles Boxer）所说，这相当于是无罪开释。131


不论经济状况如何，并非所有从荷属巴西前来避难的难民都能在寒冷的共和国定居下来。1655年8月，一群曾在大西洋两岸服役了多年（原文为207 years，此处翻译为“多年”以免歧义。——编者注）的军官向联省议会提交了一项攻占累西腓以南100千米的塔曼达雷港（Port of Tamandaré）的计划。他们认为一支拥有1,320名士兵的舰队就足够了。132
 士兵们不是唯一对巴西的新远征感兴趣的人。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这次远征之利弊的公开辩论，赞成者强调可怜的巴西土著的命运，他们曾站在荷兰人的一边，现在却要受到无情的葡萄牙胜利者的摆布。许多人签署了主题为“团结这些被遗弃者”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之后被交给了联省议会。133
 泽兰人是重返巴西最突出的拥护者。与他们持相反意见的人则嘲笑他们无视代价。据说，这群好战分子的唯一目标是夺回巴西，而不论要付出多少金钱，要动用多少船只，要牺牲多少人。134


在1657年至1661年之间，荷属巴西的复辟并非不可能，因为联合省与葡萄牙一直在打仗，虽然强度不算高。135
 约翰四世于1656年11月去世，路易莎女王（Queen Luisa）担任她13岁儿子的摄政王执政后，联省议会抓住机会为西印度公司寻求补偿。迫使女王屈服的远征计划很快就诞生了，1657年9月5日，由海军中将雅各布·瓦塞纳·范奥布达姆（Jacob Wassenaer van Obdam）率领的一支由14艘船组成的舰队驶离共和国。在海军中将米希尔·阿德里安斯·德勒伊特（Michiel Adriaensz de Ruyter，1607—1676）的指挥下，又有16艘船从地中海驶来。这是一位在海军、捕鲸和商船方面都有经验的精明的泽兰人。瓦塞纳·范奥布达姆的舰队抵达里斯本后不久，2名荷兰专员拜见了女王，讨论了一项条约草案，即归还安哥拉、圣多美和1641年以来荷兰人在巴西失去的地区。尽管荷兰方面有所让步，但女王拒绝接受该提案，也因此开始了荷兰人对里斯本的封锁。在此期间德勒伊特俘获了从巴西返回的15艘葡萄牙船。然而，当发现封锁行动无法让葡萄牙人屈服后，敌对行动也就只是一时之举。此外，瑞典和丹麦之间的北欧战争也爆发了。此时此刻，荷兰人不能冒险失去他们的法兰西盟友——后者一直在荷兰与葡萄牙发生冲突时居中调停。136
 因此，随后的4年战争平淡无奇，只有泽兰的私掠船在其中表现突出，但他们的行动没有协调一致。如果能共同行动，他们本可以重击脆弱的葡萄牙奴隶贸易。现实是，大多数持有逮捕许可证的私掠船船长们都更喜欢在西印度群岛进行交易。137


1661年，荷兰与葡萄牙签署了一项条约，终于解决了巴西的问题。葡萄牙人承诺退还荷兰人在巴西留下的所有火炮——但他们并未兑现这一约定。失去巴西61年后，西印度公司仍在与联省议会联系，希望葡萄牙退回269门大炮。138
 比大炮更重要的是，葡萄牙承诺向荷兰人赔偿其在重新征服巴西期间遭受的损失。每年，葡萄牙向荷兰支付400万克鲁萨多（Cruzado，巴西纸币名。——编者注）或800万荷兰盾，其中部分以现金支付，大部分以塞图巴尔（Setúbal）的盐以及巴西的糖和烟草支付。139
 由于与西班牙的战争（葡萄牙也卷入其中）造成了拖延，该条约在很长时间后才生效。战争结束1年后，即1669年7月30日，第二份葡萄牙—荷兰条约在海牙签署，这一份是最终条约。它约定，葡萄牙王室将赔偿西印度公司50万克鲁萨多或100万荷兰盾的损失，这些赔偿将以塞图巴尔的盐进行支付。140
 西印度公司的金库中存放的都是葡萄牙支付的盐（以及来自关税的硬通货），直到1701年，葡萄牙王室一次性支付了剩余债务的一半。这些赔偿对于重建后的西印度公司的运作至关重要，它们为西印度公司提供的现金比公司出售股票赚到的还要多。141


可以说荷兰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用盐挽回了在巴西的损失，但是许多在1654年遭受经济或财物损失的人都心怀怨恨地离开了。人们对拖延付款的抱怨持续多年，导致十九人委员会在1671年决定，巴西的旧债权将用债券来偿还，利息从发行之日起计算。142
 当然，失去巴西也影响了那些在荷兰国旗飘扬在伯南布哥上空的多年时间里留在共和国的人。吕伐登（Leeuwarden）的大臣哈曼努斯·维茨（Harmannus Witz）在Twist der Heeren met Sijn Wyngaert（1669）一书中就对他们的困境表示惋惜。他写道，国内普遍的贫困和苦难是由贸易疲软、王室失去对巴西的统治以及西印度公司的失败所致，因为许多家庭都将血汗钱投入其中。143


尽管荷兰当局最终同意放弃新的远征巴西的想法，但在1654年之后，也不乏在南美洲其他地区进行殖民的计划。据委内瑞拉一名男子的说法，他于1658年在阿姆斯特丹停留了3个月，与荷兰各省和其他高级官员会面，得知他们有将奥里诺科和巴西之间的区域改造为荷兰殖民地的计划。沿海地带和内陆地区的人口都将逐步增多，这将使荷兰人在与西班牙人的战争中能够征服包括西属南美区域在内的秘鲁总督辖区。为此，荷兰人已经准备占领该大陆的南部一隅。战争开始时，荷兰各省将装备一支舰队，启程前往拉普拉塔河（Río de la Plata），沿河而上并占领西班牙的领土。一名精通西班牙语的荷兰人已经被派往该地区收集情报。他身着西班牙服装，走了800千米到达腹地，并带着绘有他发现的所有河流和道路的地形图返回共和国。144


关于这些计划，我们无法从荷兰人自己记载的资料中获得证实，但是1654年以后启动的一些项目，目的的确是在奥里诺科和巴西之间的地区建立新的殖民地。例如，1657年，西班牙驻阿姆斯特丹的领事发现该市的一家商业公司正在筹集大量资金，以便将五六艘载有殖民者的船运送到“奥里诺科岛”。145
 圭亚那地区只是名义上由西班牙人控制，实际上，很少有欧洲人在当地定居。自17世纪初以来，圭亚那吸引了来自法兰西、英格兰、爱尔兰和荷兰的殖民者，但当地气候和与土著的紧张关系几乎注定了那里无法成为他们真正的殖民地。

近年来，泽兰是荷兰殖民活动的积极支持者。西印度公司的商会与3座城镇，即米德尔堡、弗利辛恩和费勒密切合作，共同开发了圭亚那的部分地区，并将其命名为“新泽兰迪亚”（Nova zeelandia）。这促进了本来渐渐衰弱的荷属殖民地波默伦和埃塞奎博蓬勃发展，并鼓励两地居民在卡宴河（Cayenne River）附近定居，其中一地的居民都是犹太人。146
 在这些殖民地以及另一块早期的殖民地多巴哥，泽兰人试图将重点放在生产经济作物上，因此，从非洲运来许多奴隶。147
 泽兰人的方案很快取得了成效。在圣多美的西班牙总督估计，到1662年，新泽兰迪亚是1,000多名定居者的家园，他们与400名美洲印第安人和1,500名非洲奴隶生活在一起。正如他所说，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巴西”。148
 荷兰人本身也倾向于用“第二个巴西”来特别指代在圭亚那出现的最繁荣的殖民地苏里南。149
 “第二个巴西”的概念并没有迅速消失。苏里南的官兵在1712年说，在联省议会的保护下，他们的殖民地像巴西一样强大。150
 之后，“第二个巴西”的想法在西印度公司内部出现了数次，董事会建议埃尔米纳的执政委员会将荷兰在这里的基地也改造成一个“新的巴西”。然而，当时的主要重心似乎与巴西的金矿有关，而不是荷属巴西的美好过去。151


荷属巴西真正的遗产是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管理制度。库拉索岛的副总督马蒂亚斯·贝克（Mathias Beck，1655年至1668年在位）在巴西是一位富裕商人和议员，曾领导过西印度公司的采矿探险队。152
 他的叔叔雅各布·阿尔里斯（Jacob Alrichs）是新尼德兰的新阿姆斯特尔（Nieuwer-Amstel，1657—1659）第一任主管，曾在巴西担任税收总长，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日诺约萨（Alexander d’Hinoyossa）曾在此担任军事职务。153
 让·保罗·雅凯特（Jean Paul Jacquet）是特拉华河流域最高级别的荷兰官员（1655年至1656年在位），也曾在巴西的荷兰军队中服役。154
 巴西的首席公关胡伯特·范贝弗伦（Huijbert van Beveren）继续担任多巴哥总督（1657—？）；155
 约翰尼斯·海因修斯（Johannes Heinsius），巴西司法委员会前秘书，后来成为苏里南总督（1678年至1680年在位）；156
 毛里茨城议员贾斯珀·范霍伊森（Jasper van Heussen）最终担任黄金海岸的总督（1658年至1661年在位）。157
 还有荷属卡宴的负责人奎赖恩·斯普兰热（Quirijn Spranger，1663年至1664年在位）在巴西以各种身份为西印度公司工作，包括士兵服装的首席公关。158
 在他发表的一首诗中，将巴西与迦南地和伊甸园进行了比较，表达了对曾经的荷属殖民地的怀念之情。159


与英格兰的竞争与战争

尽管新尼德兰在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战争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在与英格兰的竞争中它却不容忽视——英格兰人发现荷兰人也试图在北海和北美争夺区域霸主地位。与英格兰的冲突是新尼德兰诞生的标志。1624年荷兰将第一批定居者分散在总督岛、哈得孙河上游、康涅狄格河与特拉华河流域，目的是占有大片土地，此举也抢占了英格兰的土地。160
 随后，新尼德兰与新英格兰之间出现了数不清的边界争端。

在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爆发之初，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就认为新尼德兰非常适合作战，因为其地理位置比其他任何殖民地都更适合进攻英格兰。161
 尽管没有发生任何袭击，但荷兰人几乎成了英格兰入侵的受害者——虽然不是很严重，却是第一个“西方设计”（参见本书第126页）。在纽黑文（New Haven）的同胞要求进攻新尼德兰时，奥利弗·克伦威尔以让罗伯特·塞奇威克（Robert Sedgwick）指挥装备一支远征队作为回应。得到纽黑文或弗吉尼亚可能会发动袭击的消息后，在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人修建了防御工事。162
 但是，由于荷兰国内需要军队保护，西印度公司无法提供增援，而英格兰人又不择手段，他们的入侵仍有机会成功。163
 拯救了荷兰人的是和平协议的到来，这使塞奇威克向北转向阿卡迪亚（Acadia）并征服了那里的法属殖民地。

尽管荷兰在北美的属地得以保全，但在战争期间，荷兰在北大西洋的航运确实受到了英格兰的打击。往返大西洋的船队落入私掠船队之手，停泊在巴巴多斯的船只的损失迫使在加勒比海交易的阿姆斯特丹商人联合起来反抗英格兰的私掠船队。他们提议在加勒比地区成立一家拥有重要商业特权的公司，以占领巴巴多斯，但这一目标最终并未实现。164


1654年签订和平协议后，荷兰人确实征服了新的领土，新领土不在加勒比地区而是在北美，瑞典人而非英格兰人为此蒙受了损失。自从1638年在特拉华河流域的新瑞典（New Sweden）建立以来，它与新尼德兰之间就一直关系紧张，到1647年彼得·施托伊弗桑特（Petrus Stuyvesant）担任总督后，双方的紧张关系加剧了。以其前任之名命名的战争的影响还很显著——新瑞典的总督试图散布荷兰人计划屠杀他们的谣言，以此来骗取当地人民的信任。根据基夫特战争的情形来看，这样的谣言似乎是可信的。165
 双方都得到了当地人的支持，其中3位酋长将土地让给了荷兰人（除了狩猎权和捕鱼权），这使荷兰人能够在特拉华河的战略要地上建造卡西米尔堡（Fort Casimir）。1654年5月，一艘来自瑞典的船占领了这座防御不力的堡垒（瑞典人争辩说该堡垒建立在他们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购买的土地上），于是西印度公司拿起了武器。166
 在一艘载有战争物资和200名士兵的阿姆斯特丹轮船抵达后，施托伊弗桑特率领一支远征队从曼哈顿到达特拉华湾。荷兰在人数上的优势压倒了瑞典，导致瑞典士兵于1655年9月15日投降。167
 但是，返回的军队的种种欢欣在他们抵达曼哈顿时都被浇灭了，因为就在瑞典人投降的那天，64艘运载了五六百名来自马希坎、哈肯萨克（Hackensack）、伊索珀斯（Esopus）和塔潘美洲印第安（Tappan Amerindian）的全副武装的士兵离开独木舟上岸了。他们原本打算袭击对方部落，但因荷兰殖民者杀害一名当地妇女而改变了目标。双方发生了暴力冲突，最终他们在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上发起了持续3天的破坏活动，众多房屋和农场毁于一旦，居民们或死或被俘。168
 第二次荷兰—门西战争［The Second Dutch-Munsee War，或名“桃树大战”（Peach War），1655—1656］开始了。这场战争和第三次荷兰—门西战争［The Third Dutch-Munsee War，或名“伊索珀斯战争”（Esopus War），1659—1660、1663］都以荷兰人的胜利而告终，原因包括荷兰的军事优势和冷酷无情的战术、欧洲人口的崛起和土著人数的减少，还有门西人孤立的外交政策。169


同时，1654年的英荷和平条约并没有改善新尼德兰与其南北邻国英格兰之间的关系。因为相互之间积怨太深，这一横跨大西洋世界的条约实际上只是代表不确定期限的停火。据说，在1656年，阿姆斯特丹市市长以及1663年时荷兰大议长约翰·德威特（Johan de Witt）均向西班牙提议派遣一支联合中队将英格兰人赶出他们的新殖民地牙买加。170
 1664年，英荷之间的敌对行动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再度开始。而在第二次英荷战争正式开始之前，西非和北美都已经摊牌了。

在康涅狄格的主政官小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 Jr.）和新英格兰以及长岛的一些居民说服外国种植园议会（Council for Foreign Plantations）和枢密院（Privy Council）制订了进攻新阿姆斯特丹的计划之后，一支远征队离开了英格兰，目的是将新尼德兰并入英属美洲。171
 新任国王查理二世全力执行这项任务，授予他的兄弟约克公爵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uart）在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的特权。从帝国的角度来看，外来殖民者阻止了在北美东部沿海地区建立一个毗邻的大英王国的行动。但这不是对友好国家进行军事行动的唯一原因。通过这种武力行动，查理二世打算让许多不认可王室的英格兰殖民地臣服于他。征服新尼德兰将是巩固英格兰人在新英格兰地区统治的重要一步。此外，征服将有助于推进1660年的新航海法的实施，该法案的目的是打击往返于英属殖民地的荷兰航运。172


在理查德·尼科尔（Richard Nicholl）的指挥下，约克公爵派出的4艘护卫舰载着来自马萨诸塞的数百名士兵于6月4日出发，在9月6日抵达新阿姆斯特丹。令人惊讶又担心的是，施托伊弗桑特试图准备防御但没有获得支持。然而，即使他成功了，鉴于弹药和铅的供应短缺，他们生存的机会也将很小。173
 在这个专门从事粮食生产的地区，由于3周前已有1艘载有粮食的轮船抵达库拉索岛，所以这里的粮食出现了短缺。地方长官塞缪尔·德里修斯（Samuel Drisius）随后写信说，情况让人绝望，因为“没有救济或援助可以指望，而每天都有大量的英格兰人徒步或骑马从新英格兰赶来，热切地盼着掠夺这个地方。600名北部的印第安人和150名法兰西私掠船船员在英格兰的命令下也与我们为敌。因此，在我国公民和居民的强烈敦促下，当局为了避免被掠夺和流血，不得不（尽管很不情愿）接受和谈……”174
 英格兰人也攻占了新尼德兰的其他地区，他们在特拉华遇到了顽强的抵抗。由阿姆斯特丹市统治的新阿姆斯特尔的居民准备投降，但人数不超过30人的士兵则更愿意战斗到底。最后，他们还是输给了130名英格兰士兵和水手，英格兰人占领堡垒并洗劫了城镇。175
 英格兰人还偷走了六七十名黑奴、100只羊和几十头牛、马以及枪支、弹药和火药，外加24门大炮、锯木厂设备，还有犁和其他农用设备。176


在附近的斯旺达尔（Swanendael），英格兰人走得更远。1663年7月，42名荷兰移民（可能都是门诺派教徒）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乌托邦群体，他们住在同一地区，那里曾被荷兰人短暂殖民过（1631—1632）之后又被美洲印第安人破坏。177
 他们的领导者彼得·科内利斯·普洛克霍伊（Pieter Cornelisz Plockhoy，约1620—1664）是一名拥有全面殖民计划的泽兰人，他希望能借此打破人们熟悉的模式。普洛克霍伊指出，迁徙至蛮荒地带的家庭经常因其成员患病、死亡或至少因能力不足、贫穷或孤立无援而无法发展，一个没有冲突和奴役而以合作为基础的群体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作为曾经生活在批评牧师思维狭隘氛围中的阿姆斯特丹人，普洛克霍伊认为，殖民地不需要牧师就可以运转。取而代之的是，所有居民都会在周日和节假日吟唱圣歌，并且每个定居于此的人都会轮流朗读《圣经》。178
 对于斯旺达尔的短暂历史，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它终结于1664年9月，当时理查德·卡尔（Richard Carr）上校下令彻底破坏该地区。于是定居者向各个方向逃离，有几个人被杀，另外一些人（至少根据施托伊弗桑特向联省议会提交的报告所述）作为奴隶被卖到了弗吉尼亚。179


荷兰的外交抗议没有产生任何实效。查理二世告诉驻伦敦的荷兰大使，该地区从一开始就属于英格兰，荷兰人只被允许在这里定居，西印度公司对该地也不享有任何权利。180
 于是，荷兰人在国际舞台上只能沉默。在荷兰国内，由70个人组成的一个团体（其中多数是商人）请求联省议会，让英格兰人返还殖民地，他们主张在适当的时候新尼德兰可以取代波罗的海成为谷物、大麻、亚麻、焦油、沥青、松树以及橡树的源头。其他人在各自撰写的小册子里对英格兰人的入侵表示不满，或指责谈判人员在1667年的布雷达（Breda）和平协议里同意将殖民地最终移交给英格兰。181


1664年，非洲黄金海岸的荷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加剧。自从1632年一支英格兰的舰队抵达并随后在科曼廷（Cormantine）建立总部以来，这两个欧洲国家就一直在互相打击，以便获得在非洲国家的贸易特权。但是，即使在第一次英荷战争期间，双方在这里也没有直接发生过战争。荷属埃尔米纳的总督和英方的主导者决定不发动攻击，而是专注于和平贸易。182


不是只有这两个欧洲国家在沿海地区设立贸易站。瑞典和丹麦也在17世纪50年代这样做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者首先是在荷兰人的帮助下开始的。183
 这些新的竞争对手得到了埃富图［或富图（Fetu）］的财政主管和名叫阿克罗桑［Akrosan，或扬·克莱森（Jan Claessen）］的商人精英的支持，阿克罗桑拒绝称王但仍然是埃富图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得益于他的支持，瑞典人得以维持他们在埃富图境内的卡罗鲁斯堡（Carolusburg）建立的贸易站，该地在今天被称为海岸角城堡（Cape Coast Castle）。1659年4月，埃尔米纳总督贾斯珀·范霍伊森策划将这座堡垒转交给荷兰人之后，阿克罗桑围攻了这座堡垒，并命令2,000名火枪手阻止物资到达城堡。6月5日，荷兰人不可避免的投降发生之后第二天，阿克罗桑再次升起了瑞典国旗。在这次失败之前，荷兰人已经拥有了他们在黄金海岸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势力，他们拥有6座堡垒和9处贸易站，这意味着只剩下3个由不超过20个代理商和士兵维持的英格兰的贸易站是其垄断之路上的障碍。范霍伊森的前任扬·范瓦尔肯伯格（Jan van Valckenburgh）在返回荷兰的路上写了一份报告，为这种垄断提供了法律依据。他认为，由于荷兰人对葡萄牙人的征服，以及根据他们与当地亲王们的条约，荷兰人合法拥有黄金海岸。184
 这一公认的观点将成为西印度公司在该地区制定政策的指导性原则。

荷兰人的这种态度导致他们在17世纪60年代初期采取了更具侵略性的行动，他们俘获了属于其欧洲竞争对手的各种船只。他们扣押属于瑞典非洲公司一艘船的行为激怒了阿克罗桑。只要荷兰人不归还被其扣押的船只，他就打算封锁西印度公司的贸易，希望借此能够将荷兰人完全从沿海驱逐出去。阿克罗桑绝不只是虚张声势。他在海岸角城堡附近拥有重要的基地，不仅有埃富图人，还有来自阿肯（Akan）的人们都在那里进行贸易。185
 西印度公司通过封锁和炮击海岸角城堡以及丹麦人拥有的另一个贸易站来对阿克罗桑进行回击。186
 这一事件以2名主要人物在1662年的几个月里相继死亡而结束。埃富图人认为阿克罗桑和范霍伊森的去世是西印度公司的侵略性政策导致的，埃富图人也愿意主动妥协。这使得荷兰人能够将瑞典人赶出海岸角城堡。187


现在，西印度公司在埃尔米纳和海岸角城堡拥有了2座重要且位置便利的堡垒，因此可以利用新获得的霸权最大限度地阻止外国船进入海岸。荷兰人扣押了英格兰皇家探险者公司（English Company of Royal Adventurers，特许成立于1660年）装备的2艘船并关闭了英格兰人占有多年的海岸角城堡，此举在英格兰引起了普遍的愤慨。188
 但是，当查理二世于1663年年末派海军上将罗伯特·霍姆斯（Robert Holmes）前往黄金海岸进行远征时，他还没有要打仗的想法。霍姆斯的使命是保证皇家探险者公司的利益，保护其船只和岸上的财产并继续扩大其商业特权。霍姆斯只有在执行任务遇阻时才会诉诸暴力，不过，也许上级的口头命令给了他更多自由裁量的空间。

甚至在11艘船到达黄金海岸之前，霍姆斯就给荷兰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1664年1月和2月，他占领了两座位于戈里（Goree）的荷兰堡垒，这些堡垒曾是泽兰反抗葡萄牙私掠船的重要基地，也是荷兰在谷物海岸（Grain Coast，与今天的利比里亚差不多重合的地区）的贸易站。189
 这些行动为这次远征定下了基调。令人意外的是，这次远征赢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4月，这支舰队出现在黄金海岸，霍姆斯轻松击败了4艘荷兰船。重新上任的总督范瓦尔肯伯格确认他获得了非洲盟友的支持，包括埃富图人［每死去一个攻击荷兰堡垒的欧洲人，他们都会提供1本达（benda）或2盎司黄金，价值8英镑或80荷兰盾］。然而，霍姆斯与丹麦非洲公司结为朋友，也与许多当地势力结盟。他把埃富图人的承诺告诉了荷兰人，于是埃富图人改变立场并支持英格兰人对海岸角城堡发起攻击。遭到猛烈炮击后，100名驻军于5月11日举起了白旗。霍姆斯并不满足，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又夺取了2个荷兰据点和1座堡垒。然而，事实证明埃尔米纳牢不可破。190


一连串的胜利使英格兰一举成为黄金海岸的主导力量。该消息最初在荷兰共和国引发了怀疑，因为霍姆斯的远征行动在荷兰国内鲜为人知，新闻界也对霍姆斯能够做出这些事感到怀疑。191
 当一切被证明是真实的时候，泽兰和格罗宁根二省的代表坚持认为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来抵抗英格兰人的侵略。5位海军上将中的4位（弗里斯兰弃权）提议给西印度公司提供12艘军舰，这项计划得到了荷兰执政约翰·德威特（当时的最高政治首脑）、荷兰各省以及联省议会的支持。192
 但是，联省议会并没有在荷兰本国港口组织令人瞩目的远征，而是将执行计划的任务指派给了地中海西部的一个中队，该中队已经由阿姆斯特丹、梅兹和诺德克瓦蒂埃的海军部装备完毕。指挥官米希尔·德勒伊特（曾参与1657年封锁里斯本的行动）已受命赎回在阿尔及尔（Algiers）的欧洲奴隶并保护荷兰商人。在收到带有秘密指示的信件之后，他带着载有2,272人的12艘船的舰队于10月5日从加的斯起航。193


德勒伊特令许多地方降下英格兰的国旗。他不费一枪一弹就收回了戈里及其堡垒，然后清除了塞拉利昂的一个英格兰据点。在黄金海岸的塔克里亚（Tacorary），四五百名英格兰的土著盟友顽强抵抗，于是他下令烧毁了该村庄。他尽可能地克制，避免对自己的敌人使用重炮。尽管他有关投降的公开谈判的提议得到了一些英格兰人的认可，但在黄金海岸的总部科曼廷的守卫者却拒绝了。直到1665年2月8日，在遭受乘独木舟从埃尔米纳前来的约1,000名荷兰的非洲盟友的攻击后，英格兰损失了许多兵士，英格兰方面才放弃抵抗。194


在新的荷兰军队驻扎后，德勒伊特返回了埃尔米纳。1665年2月13日晚，一艘带着联省议会给海军上将信函的小船抵达。由于英格兰在欧洲和新尼德兰的军事行动，他被命令占领西非尽可能多的要塞，并通过在巴巴多斯、新尼德兰、纽芬兰和其他地方造成破坏来进行报复。这一指示让他决定不再浪费时间攻击海岸角城堡。德勒伊将意识到，英格兰的远征部队都非常高效并且损失极小，围攻这个英格兰的据点势必会花费荷兰人大量时间，造成许多人员伤亡，并且他还发现当地非洲人对其也不怀好意。此外，德勒伊特预计不久之后还将有另一支荷兰舰队抵达。所以，既然不是全部任务都取决于他的行动，这位海军上将认为穿越大西洋去攻击在美洲的英格兰人更加明智，于是他于2月27日出海——在大西洋上航行期间，英格兰与荷兰终于正式向彼此宣战。195


德勒伊特在美洲水域的远征比不上他在非洲的战绩辉煌。他的确对在巴巴多斯卡莱尔湾（Carlisle Bay）的船和要塞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许多荷兰人受伤，死亡人数不详。此外，强风也迫使他撤退。196
 德勒伊特和其部下在加勒比海地区俘获了17艘英格兰船，但由于预料到粮食不足，他们绕过了新阿姆斯特丹。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航行前往纽芬兰，在那里俘获了7艘渔船和船上的商人，并往自己的船上装载了返航所需的粮食。航行到苏格兰（Scotland）北部后，德勒伊特的舰队行动谨慎，最终在1665年 8月6日到达荷兰北部的代尔夫宰尔港（port of Delfzijl），此举驳斥了在英格兰流传的关于其舰队被俘获的谣言。成千上万的城市和乡村的居民前来目睹这些在遥远的战场重创那些英格兰敌人的人们。197
 英格兰的使者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写道：“德勒伊特的到来使他们松了一口气。”从未有一位上将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他的功绩很快得到了奖赏：上岸仅仅4天，德勒伊特就被任命为荷兰和西弗里斯兰的代理海军上将，1天后又被联省议会提拔为海军总司令。198
 德勒伊特被命令到泰瑟尔岛负责另一支舰队，他乘2艘驳船路过格罗宁根和弗里斯兰时，无论身在何处，都有居民为他大声欢呼。199


殖民地的英格兰人发誓要为他们在巴巴多斯遭受的损失发起报复行动，即使德勒伊特没有将目标对准该地，他们也会对自己在加勒比的荷兰对手发起反击。英属大西洋殖民地当局对荷兰人充满敌意，这种态度在这个古老国家随处可见，其中就有像托马斯·莫迪福德（Thomas Modyford）这样的人。在成为皇家探险者公司在巴巴多斯的代理商后，莫迪福德于1664年被任命为牙买加的新总督，1665年年初他赦免了14名在死囚牢房中的海盗，命令他们出海抗击荷兰人。200
 莫迪福德希望在这座岛上开创一个新纪元。自1655年被西班牙占领以来，该岛一直是海盗的主要基地之一，是那些不听命令和靠攻击西属美洲的船只和殖民地发横财的水手的避风港。莫迪福德试图与附近岛屿上的西班牙人和平相处但徒劳而返，因为岛上的海盗们拒绝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201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与西班牙人海战的荷兰人的后继者。

这些海盗几乎是1665年4月在牙买加的全部兵力，由爱德华·摩根（Edward Morgan）中校带领，他是即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亨利·摩根（Henry Morgan）的叔叔，亨利·摩根将向西属美洲的目标发动非常成功的偷袭。莫迪福德在伦敦告诉他的上级，这650名士兵“主要是经过重整的海盗，在他们中间几乎没有种植园主，他们都是坚定可靠的、装备了引信和手枪的全副武装的同伴。他们计划进攻在圣克里斯托弗岛进行贸易的荷兰舰队，占领尤斯坦西亚岛（Eustatia island，即圣尤斯特歇斯岛）、萨巴岛（Saba）和库拉索岛，并在回程中拜访伊斯帕尼奥拉岛和托尔图加斯的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海盗……神会带给他们成功，西印度群岛将没有任何地方留给荷兰人，这已经是给予这群海盗最后的仁慈。”202


前往圣尤斯特歇斯岛和相邻的另一荷属殖民地萨巴岛的远征非常成功。尽管据称前者很难夺取，但荷兰人在7月23日放弃了抵抗，69名男子组成的政权把萨巴岛交给了英军。按照海盗的惯常做法（毕竟这是招募他们时许下的承诺），远征军领导人（摩根除外，已在袭击中去世）把拒绝宣誓效忠英王的荷兰人绑到了圣马丁岛。与此同时，拆除2个殖民地的基础设施也同样重要。铜器、蒸馏器和大约900名奴隶被带走，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牙买加上岸。这一定对正在萌芽中的糖料经济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3


在圣尤斯特歇斯岛偷来的战利品在军官和士兵之间引发了巨大冲突——他们因瓜分战利品而起了争执。在点名时，总计650名士兵中只有不到250人列队，因此指挥官不得不取消对圣马丁岛和库拉索岛的袭击——至少是暂时取消。然而，莫迪福德很快就命令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eld）对库拉索岛进行攻击，并于1665年11月26日请求他的上级，“详尽说明在镇压荷兰人后会给海盗们提供的就业机会，他猜测他们的名字3个月后就会被印度群岛遗忘”。同一天，查理二世写信给莫迪福德，称赞他成功地占领了圣尤斯岛特歇斯和萨巴岛。信中写道：“对很快就能听到成功夺下库拉索岛的消息充满希望……希望他（原文如此。下同。——编者注）继续致力于将荷兰人在西印度群岛的势力连根拔起，这样他就能把他们中最优秀的经验移入牙买加或其他种植园，这可能对他们的产业有利，并且不会引起起义的风险……”204


同时，由一群泽兰人在1648年建立的位于维尔京小岛托尔托拉岛（Tortola）上的荷属殖民地也已不复存在。205
 来自托尔图加斯盐池的36名英格兰的海盗在得知战争爆发后很快就承诺要前去占领该岛，他们在7月18日至19日的入侵行动未经授权，因此他们的行为不合法。尽管有130名武装人员保卫托尔托拉岛，但他们一枪未开，海盗们成功地实现了目标。海盗们带走70名非洲奴隶，在驶向百慕大的途中无人阻拦。206
 从外国船只和殖民地偷盗非洲人标志着英格兰对美洲殖民化的开始，但是在那时，一直是西班牙殖民地在失去其奴役的工人。207
 与荷兰共和国的战争为英军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机会，他们因此可以将大量的被无偿使用的奴隶从荷属殖民地运送到英伦诸岛。

英军在荷属加勒比地区的下一个目标是多巴哥，它是泽兰人和法兰西人的家园，泽兰人1654年首次移民该地，法兰西人占当地欧洲移民的一半左右。208
 9月，80名英格兰的私掠船船员占领了该岛，之后，斯塔提亚（Statia）和萨巴岛也经历了相同的情况。入侵者破坏了全部18座蔗糖种植园和所有无法运走的东西，并且带走了一切有用的东西，特别是制糖厂里的铜器、水壶和锅。行动随后转移到圭亚那。1666年1月，来自巴巴多斯的300名士兵占领了荷兰在波默伦和埃塞奎博河上建立的殖民地。随后在3月，英格兰人占领了荷兰在圭亚那的另一个殖民地，该殖民地位于阿普鲁瓦格河（Approuague River）以东更远的地方。209
 在这些行动的席卷之下，只剩下2块重要殖民地还悬挂着荷兰国旗：伯比斯（Berbice）和库拉索岛。为了占领库拉索岛，英军装备了一个中队，但不遵从指令的士兵及一些军官迫使他们的远征队队长爱德华·曼斯菲尔德重新规划航线。为了满足他的部下想要打击西班牙殖民地的愿望（他们认为这是更有利可图且危险较小的），曼斯菲尔德带领部分船只前往普罗维登斯岛（Providence Island），夺回了1641年英格兰输给西班牙的殖民地。210


虽然荷属美洲的最后时刻看似已经到来，但这一局势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发生了扭转。1666年11月13日，在库拉索岛总督马蒂亚斯·贝克的命令下，120名荷兰人（包括一些流亡的居民）重新征服了圣尤斯特歇斯岛。法兰西军人为他们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尽管有消息称与他们实际发挥的作用有矛盾之处。但是无论如何，有350名英格兰人被运往了牙买加。211
 并且，荷兰国内正在提供更多帮助。早在1665年年末，泽兰已退休的彼得·德休伯特（Pieter de Huybert，1622—1696）提出装配一支荷兰省与泽兰省的联合舰队，打击英格兰在东、西方的贸易。当荷兰省政府退出时（很可能是因为未按时准备好所需的船只），这次出航成了仅由泽兰省资助和组织的一次远征。1666年12月30日，载着750名水手和225名士兵的7艘船从费勒港出发。指挥官是亚伯拉罕·克里金森（Abraham Crijnssen），他因与敦刻尔克人和英军作战而闻名。不管最初的目的为何，他的任务纯粹与大西洋相关。他受命俘虏或消灭佛得角的英格兰商人；征服英属殖民地索拉姆［Soramme，又称“塞里纳姆”（Serename）］；夺回埃塞奎博、波默伦和多巴哥；破坏西印度群岛上其他英格兰的属地；攻击北美的英属殖民地；削弱纽芬兰和冰岛的渔业。212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让人不由得想起西印度公司在17世纪20年代的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

克里金森无视上司关于佛得角的指示，于1667年2月25日到达苏里南。这里自1651年以来就是英格兰的属地。第二天，短暂的炮击就使威廉·拜厄姆（William Byam）中将举起了白旗。堡垒中只剩下不足50磅的火药。托拉里卡（Thorarica）殖民地的投降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部分原因是双方语言不通，但最终整个殖民地都屈服了。213
 克里金森沿着狂野海岸向西推进，夺回了波默伦、埃塞奎博和多巴哥，之后他又和法兰西盟友一起攻击了一支在尼维斯岛附近的大型英格兰舰队。他的最后一次行动从弗吉尼亚俘获了许多载有烟草的英格兰船。回到泽兰后，这些船和战利品一共带来了345,991荷兰盾的可观收入。214


尽管荷兰守军打了一场漂亮仗，但是苏里南在几个月后再次易手。英格兰重新征服苏里南发生在10月17日，在两国已经在布雷达签署新的和平条约之后，该条约保留了荷兰对苏里南的统治权。因此，泽兰省再次派出克里金森，以重新占领这个新的殖民地。215
 当克里金森上岸时，重大损失已经造成。来自英格兰的征服者拆毁了几座糖厂，并把种植园的奴隶带到巴巴多斯。216
 虽然殖民地没有彻底被毁，但重建仍然需要一些时间。

1672年至1678年间的战争可能威胁了联合省的生存，同时荷属美洲也面临新的挑战。在荷兰，1672年至今仍被称为“兰普贾尔”（Rampjaar，灾难之年）。这一年，在德意志、英格兰（引发了第三次英荷战争）和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兰西的同时入侵下，荷兰人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与早期的英格兰人一样，法兰西人试图从荷兰的商业和海上霸权中摆脱。大权在握的让-巴普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渴望将荷兰人从法兰西的殖民贸易中剔除出去，并将他们赶出西印度群岛和西非。217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1669年派出3艘船，如果发现荷兰船在法兰西群岛进行贸易或航行，距离法兰西属地海岸太近，他们就将其俘获。218


1672年法兰西与英格兰的结盟给削弱荷兰共和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是，在英格兰的北海沿岸进行的第一次海战中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结果。约克公爵和副海军上将让·德莱斯特雷（Jean d’Estrées）伯爵共同指挥由93艘船组成的英法联合舰队封锁荷兰海岸，以阻止荷兰舰队跨海航行至他们在全球的各个目的地，但是此举却被由荷兰代理海军上将德勒伊特、阿德里安·班克特（Adriaen Banckert）和威廉·约瑟夫·范金特（Willem Joseph van Gent）指挥的75艘船组成的舰队击退了。大规模的索莱巴依之战（battle of Solebay，1672年6月7日）的结果可能尚无定论，但它让荷兰人把战争带到了美洲海岸。

英格兰的背风群岛总督威廉·斯特普尔顿（William Stapleton）上校领导英军于6月下旬重新夺回了圣尤斯特歇斯岛，这是一场迫切需要的战争。80名居民迫使其总督在没有进行武装抵抗的情况下投降。几天后，法兰西远征队宣称拥有该岛主权时，荷兰人选择继续接受英格兰的统治。7月4日萨巴岛投降英格兰之后，12月，来自巴巴多斯的600人组成的中队将多巴哥并入了英帝国。按照指挥官销毁一切的指示，胜利一方损坏了荷属加勒比的基础设施，奴隶和商品则被士兵们瓜分殆尽。219


圣马丁岛是荷兰与法兰西共有的岛屿，在法兰西人吞并荷兰占有的部分后，也被归入了法兰西管辖。库拉索岛似乎就是下一个目标。1673年3月，由法兰西总督让·查尔斯·德巴斯（Jean Charles de Baas）指挥的一支由1,200～1,300人组成的舰队抵达该岛沿岸。事实证明，入侵者对当地的防御工事知之甚少，220
 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荷兰的私掠船船东们运来了大量的弹药和粮食，驻军队伍和奴隶因此得以存活。221
 相比之下，法军的给养迅速减少，撤退已是不可避免。

更多的好消息也即将到来。出于对国内战争的过分担忧，联省议会将有关在大西洋世界发动战争的主动权留给了5个海军部，泽兰海军部和阿姆斯特丹海军部立即抓住了这一机会。再次领导泽兰的退休长官德休伯特重提之前曾提议过的战争计划。在泽兰省的命令下（与1667年克里金森的指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1672年12月15日，一支新组建的由6艘船组成的小规模舰队出发了。指挥官科内利斯·埃弗森·德容（Cornelis Evertsen de Jonge）和其587名部下首先在佛得角群岛附近投入战斗，在那里他们遇到了返航的英属东印度舰队。埃弗森的舰队带走了两批战利品。由于从南非开普殖民地来的一支荷兰舰队已于近期征服了圣赫勒拿岛（island of St. Helena），原计划对该岛的袭击被取消。因此，接下来埃弗森前往苏里南以评估那里的形势。222
 虽然埃弗森因当下的战况大受鼓舞，但由于船只需要维修，计划只能推迟。1673年5月下旬，他前往马提尼克岛。埃弗森很快遇到了一支悬挂法兰西国旗的舰队，但令他惊讶的是，这其实是另一支伪装的荷兰舰队，该舰队由阿姆斯特丹海军部装备，由弗里斯兰人雅各布·宾克斯（Jacob Binckes，1637—1677）指挥。他们于是决定将2支舰队合并。223


这支舰队从法属岛屿带回了一些战利品，并于6月8日停泊在圣尤斯特歇斯岛。英军拒绝投降，于是荷兰人开火，登陆部队也陆续上岸。不久，守军逃出了堡垒，荷兰人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但英军还是扭转了局势，他们放火烧了堡垒、附近的房屋和海湾上的仓库，让这座岛屿对其敌人毫无用处。没有任何驻军留在岛上，所有人都被转移到库拉索岛：有200多名非洲人（在库拉索岛被拍卖），也有荷兰人（他们在前一年轻易投降，现在站在英方一边）。几天后，萨巴岛被占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萨巴岛的居民身上。224


荷兰人继续在切萨皮克（Chesapeake）展现其军事实力，舰队俘获了7艘船，破坏了10余艘船，击败了英格兰皇家海军舰队，并造成了很多损害。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发生在纽芬兰，那里所有的设施都遭到了破坏，几乎整个捕鱼船都被烧毁。225
 随后的敌对行动像之前在新尼德兰发生过的那样。8月7日，舰队在新泽西（New Jersey）的桑迪胡克（Sandy Hook）抛锚寻找水源时，一些来自长岛和斯塔滕岛的荷兰农民登上了船。他们一起痛陈严苛的英格兰统治，还提供了守卫新阿姆斯特丹的小规模驻军的情报，由此促成了一场突袭。随着荷兰船向詹姆斯堡（Fort James）开火和600名士兵的登陆，英军受到压制。8月9日，这一在英属美洲仅次于波士顿（Boston）的第二大城市重归荷兰所有。它的新名字是新奥兰治（Nieuw Orangien）。226
 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是一次来自外国的占领行动。来自旧时新尼德兰其他地区（新阿姆斯特丹、新泽西和特拉华的殖民地，总人口为六七千）的代表团自愿接受荷兰人的统治。227
 新奥兰治市的市长在给联省议会的信中写道，如果新尼德兰能够为荷兰战船和库拉索岛以及苏里南的殖民地提供粮食，那么一个光明的未来似乎就在眼前。228


查理二世的议员们担心发生最糟糕的情况。他们猜测荷兰人（以物美价廉的产品）会与新英格兰人（他们开始主导东部沿海地区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达成广泛的经济合作，这种合作甚至会带有军事性质。此外，对新阿姆斯特丹（英属美洲内陆的唯一要塞）的控制将使荷兰人进入切萨皮克湾，从而有机会重演近期对烟草船队的突袭。229
 但这一切都不会到来。1674年3月6日在威斯敏斯特和平会议上，荷兰永远失去了新尼德兰。在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为期8天的谈判之后，荷兰人将新尼德兰交给埃德蒙·安德罗斯（Edmund Andros），他来自英格兰，将担任这个再一次成为英属殖民地的新任总督。抛开法律和政治层面不谈，在未来几十年中，新尼德兰在许多方面仍然很“荷兰化”。尽管荷兰文化持续蓬勃发展，但荷兰人还是与英格兰人逐渐融合了，或者说在外人看来似乎如此。马希坎人直白地说道：“现在英格兰人与荷兰人已经合为一体。”230
 实际上，新阿姆斯特丹及其周围地区（尤其是在荷兰人继续主导的地区）的荷兰特色只是在逐渐消失。例如，斯克内克塔迪村（Village of Schenectady）就是这种情况。1697年，在238名居民中，只有7名英格兰人。231
 尽管1674年后很少有移民从联合省来到旧时的新尼德兰，荷兰的习俗、信仰和语言却通过家族、印刷文化和归正教而代代相传。进入18世纪，荷语版《圣经》成为许多家庭的珍贵财产。232


得益于《威斯敏斯特条约》，1674年荷兰共和国的唯一敌人只剩下了法兰西。5月，一支规模庞大的荷兰舰队离开母港，在欧洲和新世界与法兰西人开战。尽管多数船只留在欧洲水域，但仍有时年67岁的德勒伊特指挥的38艘船从弗里辛恩驶向了西印度群岛。4,000名士兵和3,400名水手的目的地是法属加勒比的总部马提尼克岛，他们希望从那里可以征服所有法属列岛。他们认为马提尼克岛掌控在法兰西人手中是危险的，因为法兰西人可以从该岛发起针对荷兰的远征，例如德巴斯针对库拉索岛的远征行动。

荷兰人指望能够获得胡格诺派教徒的支持从而轻松获胜，但他们被欺骗了。守军的防御力量组织有序，由于地势高，荷兰方面很难攻下堡垒，他们的船炮也无法炸开堡垒的城墙。此外，荷兰人的突袭也早被识破，因为岛民们在德勒伊特抵达前1个多月就知道了他的计划。这位上将于他抵达的7月20日那天开始就毫不畏惧地加入战斗，那时他的士兵们还没有发现装满红酒和白兰地的仓库。正如一位法兰西观察员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士兵因醉酒而无法作战，而其他人则在“史诗般的混乱中”攻击堡垒。结果，有143名荷兰人阵亡，其中包括多名军官，另有318人受伤。与德勒伊特在1664年至1665年经历的大西洋远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次他无功而返。2年后，他在一次地中海海战中去世。233


再次驶往加勒比海的荷兰舰队是由雅各布·宾克斯指挥的。尽管登陆的400名士兵中有100人在袭击中丧生，宾克斯还是在1676年5月5日夺回了卡宴（1664年被法兰西人占领）。234
 接下来，他迅速占领了法兰西的玛丽-加朗特岛和圣马丁岛，俘获了圣马丁岛上的100名奴隶、玛丽-加朗特岛的700名奴隶以及68名不幸的新教移民。235
 宾克斯把这些移民和奴隶送到了当时属于荷兰的多巴哥。同时，路易十四对宾克斯在西印度群岛的行动做出了反应——他派出了一支由让·德莱斯特雷斯伯爵指挥的舰队。12月18日，法兰西人利用护卫舰上配备的枪弹从两侧夹击荷兰的堡垒，并在半小时内恢复了法兰西对该殖民地的统治。236
 随后，德莱斯特雷斯在岛上招募了数百名士兵，将目光投向了多巴哥。1677年2月，他带领4,000名士兵前往由1,700名荷兰人守卫的多巴哥。德莱斯特雷斯2次试图通过海陆联合进攻制服宾克斯和他的手下，但都以失败告终。第二次战役发生在3月3日，是17世纪加勒比地区发生的最血腥的战役之一。一场爆炸夺去了一艘载有445人的法兰西船上大多数人的生命，而1艘荷兰船上的几乎所有的新移民也因船上着火而丧命。

6个月后，德莱斯特雷斯带着另一支舰队返回，这次他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一枚炮弹击中了堡垒的火药库后，荷兰方面包括宾克斯上将在内的250人全部毙命，德莱斯特雷斯就这样在10月31日占领了戈里，并于12月12日重新夺回了多巴哥。此外，由于粮食供应不足，荷兰军队在德莱斯特雷斯到达之前就已筋疲力尽。237
 法兰西舰队随后准备发动一场进攻，这次进攻本应该成为德莱斯特雷斯的最高成就：占领荷属美洲最主要的殖民地——库拉索岛。238
 1678年5月7日，载着数百名海盗的舰队从马提尼克岛出发，却没有到达这一荷属殖民地。舰队在出海4天后撞在阿韦斯群岛（Aves Islands）的珊瑚礁上，数百名水手和士兵葬身大海。库拉索岛因此免于一战。239
 尽管如此，法兰西还是赢得了加勒比海之战。在8月签署的《奈梅亨条约》（Peace of Nijmegen）中，法兰西保有了对所有已占领殖民地的统治权。240
 使法兰西人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优势是其人口稠密、充满生机的加勒比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了法军驻扎、休养和招募新兵的驻地。荷兰人则缺乏这种优势。241


在多巴哥受了重伤的人中，有来自米德尔堡的副海军上将彼得·康斯坦特（Pieter Constant），和许多其他在荷属大西洋世界扩张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泽兰人一样，他因多年来的勇猛善战而闻名。作为一艘驶往巴西船上的船长，他曾经在怀特岛村（Isle of Wight）附近击退了12艘敦刻尔克护卫舰。242
 康斯坦特是一名出色的私掠船船主，尤其是在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但他也在波多黎各和古巴的非法贸易中从事私掠行动。243
 1672年，他被任命为多巴哥司令。1年后，他帮助保卫库拉索岛，抵挡住了法兰西人的进攻。作为一名船长，康斯坦特常去法属殖民地，在当地居民与科尔伯特提出的“重商主义政策”的纷争中，他支持殖民地的居民。1670年，他率领船员以及另一艘泽兰船的船员煽动殖民地3个不同地区的圣多曼格岛的居民摆脱法兰西西印度公司对他们的控制。随后发生了大起义。6年后，在圣马丁岛战役中击败法兰西人后，在宾克斯的陪同下，康斯坦特返回圣多曼格岛。他宣读了一份宣言，呼吁民众支持奥兰治亲王，因为在其统治下，民众将能够与所有国家进行贸易。但是这次远征并没有成功，因为康斯坦特发动起义的企图被挫败了。244


像康斯坦特这种人最终没能得偿所愿，可能也象征着荷兰人在大西洋世界的命运，荷兰人在军事方面的主导地位终结于1678年。在4年前，荷兰西印度公司在旷日持久的困难中走向解散。该公司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依赖其他荷兰机构的军事支持：联省议会、荷兰省、泽兰省以及各海军部。这些机构内部的一些人认为这种援助是愚蠢的。海军总司令瓦塞纳·范奥布达姆在1664年写给约翰·德威特的信中说：“经验可悲地表明，为了那些看似正当的理由而花在西印度公司上的巨额费用都被丢到了无底洞里。”245


作为一家贸易公司，1650年后，西印度公司就大不如前了。它的巨额债务使董事们只能装配少量船只，获得的利润只能让主要股东受益，而公司则必须承担在共和国和殖民地发生的管理费用。在荷兰政府的建议和联省议会的支持下，西印度公司终于在1674年9月20日解散。10月1日，西印度公司由另一个同名组织继承。旧股票转换为新股票，中央董事会的席位从19个减少到10个，各商会的董事人数也减少了一半。西印度公司因为精简而有了新的启动资金，它在未来几十年的商业活动仅限于与西非的贸易和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246
 在1791年解散之前的时间里，西印度公司仅剩的另一项任务是治理殖民地和贸易站。现在，扩张已成为过去。


第四章 在饥与剑之间

普通士兵们

家庭与外国人

风险与补偿

纪律与疾病

粮食

叛变与起义

欧洲士兵加入西印度公司都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有些人是为了逃离个人窘境——难以忍受的家庭状况、让一个女孩怀了孕，还有可能面对刑事诉讼、判刑入狱甚至更糟的情况。有些人则是被这个机会吸引——可以突破狭窄的眼界、摆脱农场或作坊里的枯燥生活。在一个出行困难且费用昂贵、人们对脱离周遭环境而去外面工作充满质疑的年代，参军是穷人们能够看到世界的少数方式之一。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男人因贫困而被迫入伍……”1


在17世纪20年代后期，水手们加入西印度公司更直接的原因是皮特·海恩俘获了西班牙“弗洛塔号”舰队。2
 登记加入西印度公司舰队的水手数量多到致使东印度公司一度难以找到合适的水手。3
 10年后短暂出现的这股热潮是个例外。西印度公司的员工们通常并不强烈地认同他们的雇主，他们只不过是想维持生计。那些原本被选派驻扎非洲的士兵，没有等到他们的船离开，因为其航程被缩短了，准备带领他们穿越大西洋的10艘军舰上的军官们决定在共和国过冬，于是士兵们都留在了家乡服役。4


士兵和水手对于荷属大西洋世界的运作至关重要。他们征服了外国殖民地，建立了新殖民地，驻守当地，并与祖国保持联络。他们所过的生活、设想的未来、遭遇的暴力与损失，都与荷属大西洋世界的运作方式密切相关。

普通士兵们

在1621年与西班牙恢复交战之后的20年里，西印度公司拥有数量惊人的士兵，甚至可与东印度公司的兵力相提并论。1624年，海军上将雅各布·威利肯斯率领1,240名水手和1,510名士兵对萨尔瓦多发起第一次进攻。皮特·海恩在1628年俘获宝藏舰队时带着至少3,780名士兵，其中70%是水手。荷兰规模最大的进攻军队是1630年由亨德里克·隆克率领进攻伯南布哥的军队和1647年维特·德维特的救援舰队，两支军队分别有大约7,200人。5
 较小型的舰队包括1641年约尔进攻罗安达的军队（2,957人）、1699年德勒伊特的军队（2,272人）、1637年范科因进攻埃尔米纳的军队（1,200人）、1641年约尔进攻圣多美的军队（1,060人）以及1667年克里金森的军队（975人）。6


一旦战争取得胜利，许多参加殖民地征服行动的士兵就会成为驻军。例如，在1664年德勒伊特舰队中的13艘船上，每一艘都会有10名士兵和水手被派去组成戈里的新驻军。7
 驻军规模取决于殖民地的重要程度以及预期的反抗兵力。在加勒比海地区，规模最大的荷兰驻军在库拉索岛，1635年在该岛最多驻有350名士兵。其他加勒比驻地的武装人员均少于100人，人数最少的是多巴哥，45名成年男性和20名男孩组成了那里的守军（如表1所示）。8
 黄热病和疟疾对所有在非洲的驻军都造成了严重伤害，在17世纪最初的10年，派往穆里堡的60名士兵中有40人在几年之内丧生，9
 而到17世纪30年代，西印度公司平均每年都不得不招募100多名士兵来为其在西非要塞的驻军和几内亚湾的沿海舰队“增加新鲜血液”。到17世纪60年代，每年在非洲的荷兰要塞和营地的新兵总数超过300名。10
 在非洲驻军规模最大的罗安达，驻军规模迅速缩小，士兵人数从1,450（1641年）下降到五六百（1646年），并且1641年圣多美投降时，只有原先驻扎此地的350名士兵中的一半留了下来，其中还包括16名奴隶。11
 新阿姆斯特丹的驻军规模变化很大，士兵人数从1643年的五六十名增加到17世纪50年代初的约250名，然后在1664年下降到180名。在新尼德兰向约克公爵投降的那年，整个殖民地，包括奥兰治堡以及特拉华河和伊索珀斯河（Esopus Creek）的要塞，只能找到250～300名士兵。12
 这一数字与苏里南早期的驻军人数大致相同（约270名），而比1665年荷兰殖民者所吹嘘的在波默伦荷兰营地人数400要少。13


表1 跨大西洋部队兵力（约16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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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5年9月至1646年1月，这一数字已接近2,000。参见布鲁诺·罗梅罗·费雷拉·米兰达（Bruno Romero Ferreira Miranda）的《战争人物：巴西西印度公司士兵的出身、日常生活和抵抗（1630—1654）》［Gente de Guerra: Origem, cotidiano e resistência dos soldados do exército da Companhia das índias Ocidentaisno Brasil （1630–1654）. PhD diss., University of Leiden, 2011, 38］。

与占领巴西所需的兵力相比，这些数字远远不够。从1639年6月到1640年4月，被运送到荷属大西洋世界各处的士兵人数凸显了荷兰对巴西的重视程度，在3,276名士兵中有3,177名士兵（占97%）被派往巴西。其他接收士兵的地区包括非洲（59名）、库拉索岛（24名）和新尼德兰（16名）。14
 尽管在萨尔瓦多（1624—1625）的荷兰军队人数相对较少（1,600名士兵被分到10个连队），15
 但是在荷兰人占领伯南布哥（1630—1654）期间，随时都有数千人被武装起来，这来源于海军上将亨德里克·隆克于1630年6月离开巴西时留下的3,734名士兵。16
 由于武装冲突和疾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损失，从共和国派遣新部队已经不算奢侈。尽管如此，这一切发生的速度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与哈布斯堡王朝相比。在1630年7月至1631年2月之间，平均每隔1周就会有1艘船带着给养和新兵（总数超过1,000人）到达。17
 尽管财务状况已经出现问题，但从1632年到1636年，西印度公司仍持续运送了共计7,268名水手和9,199名士兵。18
 但是这种兵力的输入最终并没有长期保持下去。1645年起义开始蔓延时，整个巴西仅剩下不超过2,000名荷兰士兵。在3年之内，由于维特·德维特带领的救援舰队的到来，这个数字增加了2倍，但它又将以几乎同样快的速度缩减下去。19


对巴西战争最初的热情逐渐转变为对荷兰事业的冷漠或彻底的拒绝。不仅荷兰这台战争机器本身日渐衰弱，有关在巴西的士兵生活悲惨的消息也传回了联合省。在1649年的一本小册子中，有一段虚拟的对话，其中一位主角谈到巴西的塔帕里卡岛［island of Taparica，即伊塔帕里卡岛（island of Itaparica）］：“我们的男人们在这里无法取得成就，他们辛苦建造堡垒，粮食供给不足；在我看来，他们很饿，水手们的境况至少与士兵们一样差，因为他们从不休息……”与他对话的人物对许多水手和士兵选择逃走并不感到惊讶：“在这里（即在荷兰共和国），即便一条狗被这样对待，也会从主人身边跑开……”20


对于准士兵和水手来说，有很多选择。荷兰在大西洋世界不得不与东印度公司和其他欧洲国家争夺士兵。1646年，来自威尼斯和黑森（Hesse）的特工用大量金钱吸引了来自阿姆斯特丹、海牙和其他地区的众多士兵。21
 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得知后担忧不已，请求联省议会发布外国人在荷兰境内征兵的禁令。22
 人们并不羡慕加入维特·德维特救援舰队的军官们。上校和船长们都在努力说服年轻人报名前去巴西，但回应者寥寥。23
 在贝亨奥普佐姆镇（town of Bergen op Zoom）的荷兰陆军招募显然让人感到沮丧，以致他们虐待了可能的应征者。24
 其他人则把巴西描绘成玫瑰色：优良的水质、多鱼的海滩、舒适的营房，而且无须费力就能赚很多钱。此外，一旦远征队到达目的地，士兵们便可把他们的妻儿接来，但士兵要与其家人分开生活。25
 到1650年，负责为巴西组建新部队的地方官员们认为这其中毫无利益可言。霍伦、恩克赫伊曾和附近地区的擂鼓征兵行动都是徒劳，在海牙和代尔夫特应征入伍的士兵不超过30人。26
 这种冷漠与仅仅2年后年轻男性所表现出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值第一次英荷战争，不计其数的人们加入海军以对抗英格兰人。27


英格兰人只能通过强制征兵与荷兰人作战，这是各国海军在解决舰队人力问题时使用的一种方法。28
 荷兰共和国没有诉诸这种解决方案，他们的对手基于君主权力要求其臣民捍卫国家，并将这种传统合理化。29
 然而，不强制征兵并不意味着在荷兰远洋船上工作的水手们是完全自由的。就像最终丧命的跨大西洋驻军部队的士兵一样，水手们也经常被掮客欺骗或沦为“出卖灵魂的人”。这些掮客通常是女性，她们为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米德尔堡等港口的年轻男性提供食物、烈酒和住宿。几周过去之后，她们试图说服这些人报名加入海军或大公司。30
 并非所有的寄宿房主都是剥削者，也并非都是女性。在1630年至1660年间，驻扎在鹿特丹的苏格兰水手们可以在自己国家的至少61个（对）不同的人、夫妻或团体中选择寄宿房主。看来他们的同胞想要帮助而不是欺骗他们。31


打算在阿姆斯特丹寻求西印度公司雇用的士兵和水手必须在西印度之家大楼签约。一位参加过1629年至1630年攻占伯南布哥的远征队士兵上岗第一天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准士兵们必须宣誓，在前往巴西的途中只有在火药库被烧、船被炸毁后，他们才能向敌人投降。庄严宣誓之后，他们带着飘扬的旗帜，穿过阿姆斯特丹，走向等待他们的船，这些船将他们载到位于城市入海口的沃勒韦克岛（island of Volewijk）。经过一番演练和检阅后，所有人宣誓效忠其指挥官和军团的旗帜。32
 尽管离开的士兵们有时会配备长剑（一种用来砍和刺的剑）、一把火枪和一张吊床，但他们通常需要自掏腰包购买装备。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必要的资金，所以有些人从亲戚或者掮客那里借钱。未来获得的薪水通常是此类借贷唯一的担保。33


大自然的力量一直是人们跨大西洋航行的关注点。天气可能会使航行日期推迟数月，或者长时间影响船上人员的身体健康。1623年4月，拿骚舰队出海时突然遭遇严寒，许多人因此冻伤了脚，船被迫在佛得角停泊了10天，在岸上搭帐篷治疗伤兵。34
 1647年，维特·德维特舰队上的数十名士兵也不令人羡慕，由于船严重超载，以至于在前往巴西的整个航程中，他们不得不暴露在天空下。35
 更糟糕的是，许多荷兰远洋轮船被虫蛀，缺乏锚索、锚和帆。36
 萨尔瓦多战败（1625年）后，荷兰返程船队上的一名英格兰人记录道：“这些船2年没被修补过，没有好的装备，一些船上只剩下1只锚，并且船体严重渗漏。我所在的这艘船上，我们的士兵们1天之内要泵水2万～2.4万次。”37
 在原本就不适合远航、开往巴西的西印度公司的船上（1638年），持续排出渗水使该船一直浮在海面上，直到在离爱尔兰30海里的地方时彻底沉入海底，船上的44人得以逃生，103人不幸溺亡。38


在那些较少出事故的航行中，人们有多种方法可以摆脱乏味的船上生活。尽管明文禁止，但水手和士兵们还是会玩一些很容易引起争执的活动，比如骰子、纸牌、跳棋和双陆棋。39
 里斯本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后，名为巴伦加斯（Barlengas）的岩石出现了，资深水手们宣布，从未到过这么远地方的人必须站在甲板上。老兵们开始演奏起粗犷的音乐时，装成法官的人就会要求新兵必须浸入海中3遍以完成他的洗礼。新兵也可以通过交出“洗礼礼物”（通常是酒）以免受这一折磨。40
 尽管到1616年已被东印度公司禁止，但这一传统还是在荷兰海军和西印度公司的船上沿袭了下来，即使在1641年十九人委员会下达禁令之后依然如此。41
 在去往巴西的一支舰队的船上，一些士兵成为这一玩笑的目标，在他们表示拒绝后，其中的一些人仍然落在水手们的手中，水手们将绳子绑在这些士兵的腋下准备用海水给其“沐浴”时，其他士兵前来解围。此时，舰队司令官米希尔·范霍赫（Michiel van Gogh）介入。他认为没有人可以被迫“受洗”，并通过发放葡萄酒（每名水手1品脱，每7名士兵2品脱）的方式温和地解决了这一事件。42


家庭与外国人

大西洋世界士兵和水手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很可能类似于东印度公司商船上的士兵和水手。前往东印度群岛的水手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四五岁，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已婚。43
 1645年以后，在大西洋水域服役并在服役中丧生的水手，其活着的亲戚将多拿到这些水手1个月的薪水。44
 这项新规定并没有使开往巴西的维特·德维特舰队上众多士兵的配偶受益，她们甚至在舰队出发前就要求在丈夫离开期间仍被支付生活费用。45
 很少有妻子和她们的士兵丈夫一起出海。从1645年12月到1646年2月，在前往巴西的614名士兵中只有23名妻子和9名儿童随行。46
 维持家庭生计的士兵走后，经常留下陷入困厄的妻儿。社会服务人员和执事们不得不支撑许多这样的家庭。我们也可以想象，如同东印度公司水手的配偶们一样，在西印度公司或海军服役的水手的妻子将不得不乞讨、去妓院工作，或者通过纺织和缝纫勉强度日。47


西印度公司的政策是，在士兵和水手应征入伍时给予其2个月的报酬以帮助其家人维持生活，但这一政策并不总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由于男人们经常背负着大量债务，许多人的妻子从来没有得到过1分钱。48
 例如，在丈夫为了泽兰商会出海去往西印度群岛后，马特尔·吉利斯（Maertge Gillisdr）在鹿特丹过了6年的贫苦日子。在那段时间里，她从丈夫那里仅仅得到32荷兰盾以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丈夫去世后，她试图要回丈夫被拖欠的薪水，并与他的债权人达成和解。49
 马赫特·扬斯（Machteltge Jansdr）同样困苦。她抚养了一位阵亡士兵的孩子，她自己的儿子在1630年占领伯南布哥的远征中丧生。50
 詹内克·斯莱西格（Jenneke Slesiger）的父亲同样是一名士兵，在巴西去世，她尝试向弗里斯兰索要父亲被拖欠的196荷兰盾薪水，但无果。在被拒绝之后，她前往海牙，与一个大家庭住在一起直到被告知他们不能再养着她了。她自称虚弱多病，（穷到）“赤身裸体”，因此被迫流落街头。51
 死于巴西的阿尔瑙特·德萨莱斯（Aernout de Sales）上尉留下了3个孩子，孩子们的母亲也去世了，孩子们说父亲被拖欠了922荷兰盾又11斯泰佛。52


在跨大西洋航行开始之前，一些士兵、水手和他们的妻子彼此指定了他们的唯一继承人。53
 来自代尔夫特的扬·科内利斯（Jan Cornelisz）和他的妻子埃尔普根·胡布雷得（Ermpgen Huybregtdr）在11年内曾3次这样做。54
 士兵和水手们在登船前许下结婚的诺言，并让心爱的人成为自己唯一或主要的继承人，这样的情形并不罕见。55
 在瓜拉拉皮斯第一次战役之前，一名陆军上尉告诉他的朋友，他在离开鹿特丹之前已订婚。他告诉他们，如果他死在战场上，他希望未婚妻能得到他的薪水。56
 一名前往巴西的水手授权其姑姑和叔叔向海军部要求支付报酬并转交给他的妻子，但前提是她必须怀孕并生一个孩子。57
 当然，也有一些新兵渴望离开家人。威廉·扬斯·鲁伊查弗（Willem Jans Ruijchaver）在鹿特丹已婚并育有子女，他乘船前往巴西，但在巴巴多斯下了船，据说他在那里与另一名女性住在一起。58
 还有一些人是在非婚生子后离开的。59
 也不是所有留在后方的妻子都保持忠贞。在1664年去往非洲的德勒伊特舰队上的一名外科医生控诉他的妻子与人通奸，而2名前往西印度群岛的水手的妻子在丈夫不在时各生下了1名私生子。60


在国内的女人非常同情自己的丈夫。1635年，当一群水手的妻子发现在一艘停泊在库拉索岛的游艇上的水手们的高死亡率时，她们请求西印度公司准许她们带着给养前往加勒比海。或者，她们建议公司放水手们离开。61
 30年后，留在米希尔·德勒伊特在塞内加尔和黄金海岸的驻军里的女人们再三要求寻找接任的士兵。62
 她们还经常索要逾期未付的薪水。63
 一名小男孩的母亲芭芭拉·范古特斯韦特（Barbara van Goutsweert）竭尽所能（包括办理在累西腓和阿姆斯特丹的公证文件）追索她丈夫被拖欠的薪水——她去世的丈夫是一名陆军上尉。64
 在1647年被派往救援舰队上的士兵们的配偶要求联省议会在她们的丈夫不在时可以继续被支付生活费用，而1651年，在巴西4艘海军舰艇上服役的水手们的妻子也联起手来。尽管她们声称有权获得自己丈夫20个月的薪水，但她们只拿到了10个月的。在其要求遭到阿姆斯特丹海军部的严词拒绝后，女人们转去求助联省议会，后者立即下令要求海军部提供资金。2个月后，联省议会的议长抱怨，水手们的妻子来到他家，要求支付薪水和召回她们的丈夫。65


不是只有妻子希望士兵（或水手）回归。维特·德维特谴责1647年救援舰队上的一名上尉犯鸡奸罪，将他流放到了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岛（island of Fernando de Noronha），66
 上尉的妻子在共和国国内请求将其释放。她代表他们唯一的女儿、他70多岁的“老母亲”以及他的兄弟、姻兄弟和所有其他亲人为他辩护。67
 维特·德维特的6个孩子也急切地盼望他的归来（无论光彩与否），在他不在时他们失去了母亲。他的船在回程途中停在了英格兰西部，一封从那里发出的信里写道，海军上尉悲叹他的家人们正在遭受痛苦。68


通常情况下，失去配偶的是士兵（或水手）的妻子。在17世纪 40年代后期，在联省议会门前讨薪的遗孀成为人们熟悉的形象，她们的丈夫死于瓜拉拉皮斯的血战和疾病造成的毁灭性打击。69
 通常情况下，没有丈夫薪水的支持，女性根本就没有收入，所以她们会试着尽快再婚。特里涅·亨德里克（Trijne Hendricx），是随丈夫去往埃尔米纳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女人之一，在抵达后不久她就失去了丈夫。她再婚嫁给了在西印度公司服役的一名德意志士兵，但14个月后，他在埃尔米纳恶劣的气候中去世。仅仅3个多月后，特里涅又与另一名士兵结了婚。70


这位德意志士兵是众多外国士兵中的一个。荷兰船和殖民地不能只依靠荷兰人。1611年，塞缪尔·布龙（Samuel Brun）从他的家乡巴塞尔（Basel）沿莱茵河（Rhine River）而下，惊叹于在阿姆斯特丹看到的船，他认为出行的机会似乎无穷无尽。这些船往来于东印度群岛、美洲、几内亚、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黎凡特（Levant）。布龙得到了登上一艘东印度公司商船的机会，但遭到朋友的劝阻，朋友指出这艘船太小。于是，布龙乘船前往安哥拉。71
 命运还决定了安布罗修斯·里奇肖弗（Ambrosius Richshoffer）的目的地，他是一名来自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17岁的德意志人。从法兰克福沿莱茵河顺流而下，他和他的旅伴原计划加入前往东印度群岛的军队，但由于港口没有船驶向那里，所以他被西印度公司招募加入了征服巴西首府萨尔瓦多的远征队。72
 来自德意志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的彼得·汉森·哈伊斯特鲁普（Peter Hansen Hajstrup）没有成为丹麦王子的随行人员，王子的哥本哈根使团正要前往莫斯科。哈伊斯特鲁普和一位朋友随即登上了一艘荷兰船，最终抵达阿姆斯特丹。当钱快花光的时候，他加入西印度公司，乘船出发前往巴西。73


正如上述这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荷兰的跨大西洋驻军队伍里包含了来自欧洲许多地区的人们。1664年，荷兰人将非洲黄金海岸的海岸角城堡输给英军时，他们自己的高级军官分别是一名法兰西人与一名匈牙利人。74
 自从对西班牙的战争开始以来，荷兰人实际上是其本国军队中的少数。野战部队中只有三分之一是由荷兰人组成的。75
 一位英格兰旅行者在17世纪初期评论道：“我们不能说这些人被内战消耗得太多，他们的军队完全由陌生人组成，其中只有少数荷兰人或完全没有荷兰人。他们当中也只有一些人是自愿参军的，这样他们才不会被威压，但他们参军也只是为了保卫他们所居住的城镇。”76
 虽然大西洋沿岸殖民地的大多数士兵来自国外，但大多数在海上航行的水手是土生土长的荷兰人。尽管如此，所有荷兰舰队里都包含多个国家的人。例如，根据一份西班牙的报告，1629年驶往伯南布哥的舰队上有荷兰人、英格兰人、法兰西人、佛兰德人、敦刻尔克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77


通常来自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黑森和普法尔茨（Palatinate）的德意志人是西印度公司服役人员中人数最多的。例如，在新尼德兰，德意志人占军队总人数的35.5%，而荷兰人占32.6%。78
 在巴西，从1632年到1654年服役的士兵中，德意志人占26.3%，荷兰人占36%。79
 自荷兰起义开始以来，联省议会就一直在德意志西北部征兵，这种做法在1618年“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开始时被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禁止，当时德意志王公需要当地人为他们自己的军队作战。尽管如此，直到1630年，荷兰人仍然是该地区士兵的主要雇主，而瑞典在加入“三十年战争”时取代了他们。80
 虽然一些士兵是在不来梅等港口的旅馆老板的帮助下被西印度公司招募的，81
 但最有潜力的德意志士兵和水手自发地搬到了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们成为最庞大的外国人群体。82


在荷兰服役的德意志人通常很难与荷兰本地人区分开来。例如，在荷兰军队中，人们会发现，在讲高地德语（High German）军团里有数十名荷兰人。83
 尽管德意志人曾经在一艘开往巴西的船上用武器对抗其他人，但他们在大西洋世界并没有建立自己的组织。为了防止进一步的起义，军官们将德意志人分散到舰队的其他船上。84


同样，没有英格兰士兵的荷属大西洋也令人难以想象。1628年，他们在皮特·海恩的舰队中服役，并在库拉索岛驻军中占有相当的比例。85
 在巴西，十分之一的士兵是英格兰人，一个由150～180名士兵组成的连队由英格兰人组成，并由约翰·古德拉德（John Goodlad）指挥。86
 的确，英格兰士兵在荷兰人控制的伯南布哥非常突出，以至于当局要求派去的新教牧师要精通葡萄牙语和英语。87
 1646年，当荷兰人对巴西的热情明显减弱时，联省议会向英格兰派遣了征兵人员。尽管内战尚未结束，但他们的目标是找到退伍军人，而这样的人有很多。不久，联省议会签署了一项关于专为巴西派遣步兵团的协议。88
 在10年前，这样的任务可能会失败——1635年，当开往库拉索岛的船在南安普敦（Southampton）停留时，船上的38名毫无戒心的英格兰人被捕，这显然是因为他们无视了不得为外国服务的禁令。89


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堪的纳维亚人变得更加突出——至少在航海者眼中如此。在1664年至1665年的远征中，米希尔·德勒伊特旗舰上的船员中，挪威人、瑞典人和丹麦人占43%。90
 相当数量的外国天主教教徒无视教宗禁止在联合省服兵役或担任公务员的命令，也在荷属殖民地服役，他们大多数来自法兰西和荷兰南部。91
 1654年，在这些讲法语的士兵中有64人从巴西到了加勒比，他们在法属格林纳达岛（Grenada）应征入伍，在那里他们被称为“巴西人”。92
 在荷兰服役的法兰西人因其与天主教的密切关系而经常引起怀疑。

为应对紧张局势，葡属巴西总督马蒂亚斯·德阿尔布开克在荷兰的要塞颁发法文信件，在信里允诺如果西印度公司士兵想要叛逃，就向他们提供高薪；或者，他们可以选择返回欧洲。93
 1643年，一场败仗中唯一的幸存者是荷兰营地中的10名法兰西人，他们试图逃到安全的地方，在马拉尼昂的荷兰指挥官看到后确认了他们原本的猜疑。这些士兵最后被绞死在了绞刑架上。94
 法兰西士兵似乎比其他国家的人更频繁地逃跑，尽管他们确实没有一直充当“第五纵队”成员。95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法兰西士兵向罗安达的一名葡萄牙裔牧师提供了有关荷兰部队兵力的情报，96
 并且在荷兰人投降后至少有200名法兰西士兵加入了葡萄牙人的军队。他们很高兴找到了一个新雇主，新雇主甚至支付了荷兰人拖欠他们的薪水。此外，这群士兵说，他们更喜欢为法兰西盟友而战。97
 荷兰人也欢迎敌人的叛逃者。尼维斯岛总督在1673年评论说，威胁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埃弗森和宾克斯船队上的大多数士兵都是英格兰人，他们在最近英格兰入侵荷兰共和国期间“背信弃义地抛弃了自己的旗帜”。98


风险与补偿

一旦穿过大西洋上岸后，许多士兵不得不立即参战。被监禁可能是他们的命运，但他们更可能受伤或被杀。99
 在激烈的战斗中，例如在瓜拉拉皮斯的激战、海战、围攻、伏击和其他游击侵袭中，死神随时都有可能会敲门。1625年，在战争与死亡的刺激下，在荷兰人控制下的萨尔瓦多，一些士兵奋起抵抗，他们殊死战斗直到最后一刻。他们彼此相告，要么赴死，要么就变成敌舰的奴隶。100


巴西陆军上尉马克西米利安·沙德（Maximiliaen Schade）留下了对战时士兵无常命运的描述，他的记录至今都令人费解。在1637年到达巴西后，沙德乘船航行，并于1641年11月率队夺取了马拉尼昂。随后，他与部下驻扎在一个由黏土和石头建成的名为蒙特卡尔瓦里奥（Monte Calvário）的小堡垒中。和平一直持续到1642年9月30日，在得知荷兰人新近对葡萄牙殖民地和贸易站的一连串征服后，当地的葡裔巴西人在2名牧师的带领下进行反抗行动。他们攻下了蒙特卡尔瓦里奥，占领了荷兰的糖料作物种植园，杀死了约70名荷兰士兵和军官，但放过了另外的50人。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葡萄牙人进一步耗尽了荷兰军队的精力，他们冷血地枪杀了2名中士和几名士兵。沙德和他的副手被关在单独的牢房里，饥饿难耐，甚至几乎被毒死。在一支来自伯南布哥的荷兰远征军抵达后，葡萄牙人把沙德和其他几名荷兰囚犯转移到一艘船上，沿着马里库河（Maricu River）航行了64英里，穿过树林，于1643年9月到达了格雷奥帕拉（Grão Para）。那时，已经有五六名士兵死于饥饿。然而，这并不是结束。当他们准备从泽兰乘船前往欧洲时，总督德阿尔布开克扣押了这艘船并将其出售，他将荷兰人再次关进监狱。最终，沙德乘一艘法兰西船成功逃脱，回到了荷兰。101


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比死亡更糟，那就是重伤。在陆地全面开战之后，老兵们例行穿过战场，用刀了结了他们仍有气息的战友。102
 如果在一场军事行动后他们不这样做，那么动物就会。1638年约翰·毛里茨下令攻击萨尔瓦多后，战场上到处都是人和野兽的内脏与粪便，这些东西能吸引大量前来觅食的蛇、蟾蜍、蜥蜴和其他爬行动物。当人们到达遥远的荷兰营地时，战场的气味使许多人感到不适。103


在与对手的战斗中遭受永久性身体伤害的水手和士兵可以申请救济。1627年2月13日，十九人委员会制定了适用于西印度公司船上所有船员和水手的规则：失去右臂的可得800荷兰盾，失去双眼的可得900荷兰盾，失去双腿的可得800荷兰盾。104
 其他伤害将由“优秀的男人们”——医生或外科医生检查后予以赔偿。在瓜拉拉皮斯战役中受伤的一些士兵确实申请到了金钱赔偿，其中包括一名只失去一根手指的士兵。105
 实际上，一些已经残疾的士兵被强制继续服役。106
 补偿款的支付也不是必然的，因为战俘必须提供证据证明他们没有懦弱地投降。1647年，一群战俘在鹿特丹上岸，他们发现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收到他们应得的赔偿。西印度公司的泽兰商会和梅兹商会将医生的诊疗费和药费支付推迟了5年。那时，鹿特丹海军部已经失去了耐心，决定用欠西印度公司的资金解决争议以偿还债务。107


不论是否受伤，士兵都不等同于武器。在东印度群岛，一名士兵选择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工作是很普遍的，他会付给另一名士兵5斯泰佛以代替自己值班放哨。108
 在大西洋盆地似乎没有这种做法，在那里执勤是士兵的主要职责。此外，尽管并非所有新兵都被分配了相同的任务，但士兵会参与伐木、装盐和建造堡垒的任务。在联合省服役的士兵有义务陈述其之前从事的职业，使各军队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充分利用他们的才能。109
 即使在远征行动中，例如在1634年的库拉索岛远征队里，没有一名全职工匠，但也不乏接受过工匠技能训练的士兵。

荷兰殖民非洲和美洲的行动中也需要水手发挥作用。110
 例如，米希尔·德勒伊特在1674年前往马提尼克岛的远征中就指望在岸上的水手们积极参与。在其舰队离开共和国之前，他命令军官们练习投掷手雷。111
 通常情况下，水手只被用来增援陆军，例如1630年荷兰进攻奥林达和1676年进攻卡宴。112
 在1625年3月，皮特·海恩舰队登陆巴西以征服圣埃斯皮里图（Espírito Santo），每2名水手旁边有2名士兵以确保这上述要求得以贯彻。这项措施仍不能阻止进攻的失败，部分原因是水手缺乏经验。113
 在1635年占领卡尔沃港时使用水手也付出了代价，因为这阻碍了在萨尔瓦多海岸开展有效的海上行动。114


作为在群体中更为灵活机动的一群人，水手们有时会从事一些小规模的跨大西洋贸易。2名水手在鹿特丹买了1大桶茴香和4瓶葡萄酒，准备卖到他们要去的伯南布哥。卖给他们这些商品的妇女承担了商品在途中遭受损害的风险，她们也将获得一半的利润。115
 同样地，由于早期荷属苏里南的种植者与联合省的商人之间没有建立商业往来，所以正是横跨大西洋的水手们满足了该殖民地对欧洲商品的需求。116
 有一次，水手和士兵在新阿姆斯特丹贩卖野生胭脂虫；在另一时间，从新尼德兰回来的水手们带回了生毛皮。当这些生毛皮被没收时，水手们的妻子要求西印度公司提供赔偿。117
 水手们所做的交易通常是可疑的或完全违法的，例如水手们会将巴西糖藏在衬衫和裤子里，然后在共和国的岸上出售。118
 其中所涉及的主要风险，是想要购买货物的顾客拒绝付钱。在这种情况下，水手们无从寻求救助。119


一般来说，士兵们的薪水都很少，尽管加薪不算少见，但每位西印度公司士兵平均每月的收入不超过8荷兰盾。120
 在不受欢迎的前哨（如安哥拉），士兵的薪水会高出5倍。121
 晋升也会带来加薪。在新阿姆斯特丹，普通士兵每月收入为8～9荷兰盾，海军学员的月薪是10荷兰盾，下士或中士的月薪为18荷兰盾，少尉的月薪是42荷兰盾，中尉的月薪是50荷兰盾。122
 在殖民地驻军和舰队中，收入不均都有可能导致骚乱，就像1648年停在泰瑟尔岛的维特·德维特的舰队船上所发生的那样。当时，船上的士兵发现他们在其他船上的同事已经收到了另一笔薪水。123


未婚的水手和士兵经常会花光自己赚来的钱。在大西洋的一次风暴中，来自斯特拉斯堡的年轻人安布罗修斯·里奇肖弗无意中听到一位水手对另一位水手说：“我们是多么可怜啊，必须昼夜不停地工作，冒着危害我们身体的风险住在海上，尤其是在如此恶劣的暴风雨天气中，却只能得到糟糕的待遇和少得可怜的薪水……”暴风雨过后，这位水手的语气改变了：“等到了阿姆斯特丹，只要有了钱，我们就能再度享乐，成天寻欢作乐，自在地喝酒、逛妓院。钱花完之后，我们就再去服役。”124
 回到联合省，一些公司雇员确实花掉了他们在短时间内赚到的钱。他们被称为“6周的主人”。125
 确实，水手们的野心并不大，他们只是去工作，再把赚来的钱花在酒和妓女身上。库拉索岛的一位官员为妓女的存在辩解说：“哪里有船运，哪里就必然有妓女。”126


与那些生活得仿佛没有明天的人相比，有些人能够把军旅生活抛在脑后。在新尼德兰这个没有面临持续不断的对手威胁的殖民地，有时士兵们会请求并获准休假以结束其在西印度公司的服役，与家人开始农耕生活。127
 另一些人则在服役期（通常为5年）结束后这样做。在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与家人一起到达新尼德兰的几名男子签了1到2年的服役合同，之后他们将继续干他们的老本行。服兵役给了他们自由通行的权利。但是，在1661年，总督施托伊弗桑特将土地提供给第一次伊索珀斯战争（First Esopus War）后国家不再需要的士兵时，他们拒绝了。他们回答说：“我们既没有学过手艺，也没有做过农活，必须靠刀剑谋生。如果不在这里（打仗作战），那么我们必须去其他地方寻求财富。”尽管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愿意允许士兵在服役结束之前开始以种植为生，但士兵们对库拉索岛没有太大的热情。128


巴西和苏里南确实有相当数量的退伍士兵成了平民，他们转去经营旅馆，或者利用在之前学习到的技能成为木匠、铁匠或石匠。129
 与此同时，他们的军事经验并未浪费，因为他们的参与，民兵的人数增加了。130
 并非所有新近受雇于西印度公司的工匠们都对巴西的殖民地有所帮助。高级议会特别批评抢劫葡萄牙居民的法兰西退伍士兵，约翰·毛里茨也认为，作为耕耘者，退伍士兵一般都是失败的。131
 也许是由于经济状况不好，他们不得不为更富有的种植园主工作或重新入伍。安哥拉退伍士兵的状况似乎要好一些，但其人数微不足道。到1645年，只有10名退伍士兵在总共30名奴隶的帮助下耕种土地。132


纪律与疾病

对于普通士兵来说，从事另一种职业并不现实。使一些人陷入绝望的是，他们被困在一种持续危害生命的职业中，并因为与敌人作战而荒废了他们人生中最好的光阴。他们得到的不是认可，而是不屑。133
 在Brasyls Schuyt-Praetjen（1649）一场虚构讨论中，曾在巴西任职的一位部长列举了许多在那里服役的士兵的说法，他们宣称自己宁愿待在荷兰的罪犯、乞丐和流浪汉待的感化院里。所以，大都市的纪律似乎比在大西洋上无处不在的纪律更可取。无论维持秩序有多么重要，那些过度的惩罚手段仍然令今天的我们感到震惊。水手和士兵受到惩罚的风险非常高。134
 一名未经允许带着行李离开新阿姆斯特丹驻军队伍的士兵被剃光头，受到鞭打，并被判与西印度公司雇用的奴隶一起工作2年。但这还不是全部，他的双耳被用烧红的锥子打了洞，如果他想再度逃跑时会被认出来。135
 同样，4名在埃尔米纳城堡晚归的士兵不得不连续3天花90分钟时间骑在木马（一种带有锋利脊背的类似于马的装置）上，同时腿上被绑上25磅的重物。不仅如此，他们还被扣了5个月的薪水。136


1625年之后，任何携带武器或预支薪水后逃跑的西印度公司的士兵都会受到体罚。那些未经上级同意而在船队需要时离开的人将会被用绳子鞭打至死。137
 玩忽职守也会导致官员被处决。在1640年的巴西海战中，5名上尉中有2名因未能尽责而死于剑下；9年前在巴西附近被判犯有同一罪行的另外5名上尉要幸运一些，他们被驱逐出共和国，并被没收财产。138


死刑通常是施于危及船只、整个船队或殖民地的人，例如逃兵。1643年航行到智利的舰队上的军事法庭判处11名叛逃者死刑：6人被扔入海中，5人被枪决。139
 另外还有2名在逃的人似乎仍在与西班牙人作战，尽管他们现在站在普埃尔切土著（Puelche）一边，带领其作战，直到1649年被击败。140
 很罕见的是，荷兰当局饶恕了逃兵，就像1646年在巴西那样，一名叛逃的中士因叛国罪被处决，但通过“一些重要的女性”的干预，犯下同样罪行的士兵没有受到惩罚。141
 在巴西的那些由于极度绝望而逃跑的士兵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与被荷兰人劫持的试图返回欧洲的葡萄牙船遭遇了。

经历了这一事件的一名士兵是瓦隆（Walloon）人，他在荷兰待了14年。葡萄牙人将他囚禁在圣阿戈斯蒂尼纽角（Cabo do Santo Agostinho，原文如此，疑误。——编者注），尽管他拒绝为葡萄牙人作战，但葡萄牙人并未杀死他。他们不给他水和食物，所以他不得不卖掉衣服去换取面包。他赤身裸体地在街上流浪，而他加入葡萄牙军队的朋友们却衣食无忧。最后，他加入了葡萄牙人的行列并服役了18个月，此后他被允许返回欧洲。不幸的是，荷兰的私掠船在从萨尔瓦多到葡萄牙的途中劫持了他的船。与他命运相同的还有一名为荷兰服务12年的英格兰雇佣兵。1645年获准离开后，他正要启程前往荷兰时，起义开始了。他在里奥圣弗朗西斯科（Rio San Francisco）被囚禁并被带到萨尔瓦多，在那里，贫困使他拿起武器为起义军作战。雇佣兵也被获准离开，当荷兰人袭击了其帆船时，尽管有命令，但他就像瓦隆人一样不愿抵抗。可是最后，他们二人都没有得到荷兰人的宽恕。142


除了严格的纪律之外，染上疾病也是士兵们生活的一部分。有些人甚至在出发到陌生海岸之前就染上了疾病。来自德意志中部的士兵经常在出发之前患上呼吸道疾病，因为在离开泰瑟尔岛之前，他们需要长时间等待利于航行的风。恶劣的卫生条件也是致病原因。尽管当时并非不知道可以使用肥皂，但在寒冷的冬季所有的舱门都关闭着，缺乏洗涤用水造成了不利于健康的环境。下雨天待在甲板上也不换衣服的水手们经常患上肺炎。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虱子，而当时没有什么解决办法。143
 西印度公司并不怎么关心卫生问题。随维特·德维特远征队航行到累西腓的一支舰队刚从格陵兰岛带着鲸脂返回，在150名士兵登船之前，船几乎没有被清洗过。传染病的流行夺去了数十人的生命。144
 2年后，当另一支舰队正准备被派往巴西时，肆虐的疾病也严重损害了船上人们的健康。生病、丧失能力和不愿服役的士兵被撤离舰队，舰队上的2,800人中仅剩下500人。145


在较早时期（1630—1631），巴西的士兵饱受夜盲症的折磨，这是缺乏维生素A的明显迹象。146
 谷物和豆类的短缺也必然会引起严重的维生素B缺乏症。1634年，荷属巴西有七分之一的士兵被正式列为病患。147
 但是，如果没有面包，通常会有大量的酒精供应。在圣多美的荷兰士兵不穿衬衫地四处游走，他们宁愿花钱买酒，也不愿意去买几件衣服。在巴西的士兵们过于频繁地饮酒，以至于尸检结果显示他们中有些人患有肝硬化。148
 还有一些人患有痢疾，巴西医疗服务负责人威廉·皮索被诊断为同时患有2种类型的痢疾：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前者具有传染性，并伴有血便。痢疾是长途旅行者的常见病，“不符合卫生条件的过度拥挤会导致这种疾病的发生，特别是在饮用水、土厕所和烹饪设施相距很近并且缺乏洗涤用水导致个人清洁困难的地方”。149
 流行病也席卷了其他荷属殖民地，尽管没有像“瘟疫一样的”疾病（最有可能是黄热病）那么严重，但这种疾病在1648年也几乎消灭了库拉索岛上的驻军。150


痢疾和黄热病是致命的，坏血病也是。坏血病阻碍人体结缔组织再生，导致全身出现数百个小出血点。患者必须与牙龈腐烂、疲劳、虚弱、关节僵硬、出血以及大概率的死亡做斗争。尽管东印度公司船上船员的风险更高，但坏血病也使国内的荷兰军队和大西洋沿岸的许多荷兰船员丧生，特别是对处于停滞状态的船舶造成了影响。151
 因为任何劳累都可能致命，所以医生规定患者应保证休息。除此之外，他们通常只限于治疗症状。1628年，皮特·海恩船队上的坏血病患者们收到了2德拉姆（dram，一种古老的质量单位。——编者注）白兰地，其中1德拉姆是用来喝的，另外的则用于漱口——牙龈肿胀和出血使得病患们已经很难吃下东西，所以这样做并不过分。152
 尽管皮特·海恩舰上的患病士兵俘获了宝藏舰队，但坏血病还是阻止了某些荷兰远征队的成功。同样，在1629年至1630年，尽管坏血病的肆虐导致入侵发生时三分之一的水手和士兵已丧失了行为能力，但是去往伯南布哥的舰队仍成功地完成了任务。153


坏血病的最佳治疗方法就是补充维生素C：病人每天只需10毫克即可起到预防作用。17世纪的许多荷兰人还不知道这一点，他们认为食用新鲜水果和蔬菜而不是特定的水果就是最好的治疗方法。154
 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相比，荷兰远洋船上的船员患坏血病的风险要高得多，因为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饮食中，柑橘类水果、洋葱、大蒜和胡椒是主要食物。相比之下，北欧人则偏爱高蛋白的饮食，导致他们易患维生素缺乏症，如果不采取适当措施，就可能会导致坏血病。船上的食物通常是面粉、饼干（小麦和黑麦粉的混合物）、腌肉、鱼、奶酪、黄油、大麦、豆类、葡萄酒和啤酒，这些都对病患无益。155


然而，早在1598年，酸橙汁就被带到了去往东印度群岛的船上以预防坏血病。156
 荷兰人似乎也发现柠檬和橙子对坏血病人有益，他们经常试图在佛得角或非洲西海岸采购这些水果。157
 例如，1623年，拿骚舰队的船员在塞拉利昂河口收集了12万个柠檬，并从佛得角群岛上的圣安东尼奥（São Antonio）的居民那里收到了2.2万个橙子。但即便如此也无法阻止坏血病的大规模流行，这促使海军上将雅克·莱尔米特（Jacques l’Hermite）踏上了前往非洲西海岸的安诺博姆岛（Annobom）的路。158
 在4天之内，莱尔米特的士兵们储备了几十万个橙子，即便如此，坏血病也只能是逐渐消失。159


1625年，海军上将扬·德克斯·拉姆率领救援舰队前往萨尔瓦多，3艘船上的600名士兵中流行坏血病之后，他决定去塞拉利昂，在那里他拿到了大量的酸橙。这次临时决定的逗留持续了4个月。荷兰人也认为，与只依赖酸橙治疗坏血病比起来，任何新鲜的食物都有神奇的作用。160
 因此，参加1664年至1665年德勒伊特的大西洋远征队的人是幸运的，舰队在从加的斯出发之前就已经购买了柠檬——每名军官31个，普通士兵每人18～20个。161


坏血病跟随荷兰人来到了新世界。1630年，荷兰人登陆伯南布哥18个月后，这种疾病在士兵中蔓延。由于缺乏当地产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吃从祖国运来的粮食。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岛是巴西沿海的一个小岛，那里很快就变成了一所疗养院，供士兵和患败血病的非洲奴隶使用，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疗养胜地。162
 然而，这种疾病继续流行。1648年，在对刚从萨尔瓦多返回的5艘西印度公司船上的水手进行检查时，殖民政府发现其中一半人都患有坏血病。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吃的只有稀粥和少量肉和培根，163
 最终，荷兰人开始在黄金海岸种植酸橙并在1676年之后开始出口，尽管数量并不多。164


一般认为，疾病和污垢之间具有关联性，疾病常常伴随着污垢引起的难闻气味。165
 因此，有一个关于拉姆1625年前往萨尔瓦多的救援船队的航行的记载中说，在西非，“考虑到从地上冒出来的有害气体，一顶用于把铺位和睡觉的地方罩住的长长的帐篷被从屋顶悬挂而下，而非在地面上搭成”。可能是因为当时有了黄热病，该策略无济于事。200多名士兵死亡，荷兰营地已经被坟墓覆盖。166


非洲沿岸人的死亡率极高，那里的欧洲人是黄热病和疟疾的受害者，常常像苍蝇一样（轻易地）死去。黄金海岸上毗邻拿骚堡的穆里堡被称为“荷兰公墓”（Dutch cemetery）。167
 在拿骚堡，一名荷兰病患安慰者记录道，驻军的40名成员患有几内亚线虫病。他还写道，来到黄金海岸的每100名士兵和官员中，几乎不足10人能够活着回家。168


被称为“死亡之岛”的圣多美的状况没有好到哪里去。169
 在短暂的时间内，巴西高级议会曾将圣多美作为行为不端士兵的流放地。这相当于对被惩罚者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极有可能患上当地的传染病。十九人委员会迅速禁止了这种做法。170
 在1641年荷兰人征服该岛之后，许多军官、水手和士兵都饱受疲劳、剧烈的头痛以及突发高烧的折磨。最终数十人去世，其中包括可能感染了黄热病的伟大的约尔将军。171
 在同时被占领的罗安达，荷兰当局本指望他们的部队能迅速适应，但几乎有一半的人——包括原远征队和增援部队——都在10个月内死去。2年后，在阿姆斯特丹的西印度公司董事会坚持让幸存者留在原地，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当地的空气和土壤”，尽管他们的服役期限已满并且极度渴望返回家园。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他们完全没有鞋子、帽子和衣服可穿。172


在安哥拉的军队面临许多困难。在征服该地后的1个月之内，疾病开始传播，并且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外科医生接连去世，只活下来1位，药品供应也枯竭了。1642年，累西腓的情况也非常糟糕，那里仅剩1名内科医生和1名外科医生，而且药品严重短缺，致使西印度公司只能在自由市场上寻找药品。173
 在阿姆斯特丹的西印度公司董事会没有施以援手，他们拒绝向圣多美送去急需但昂贵的药物。董事会认为，在自然带来了如此多疾病的地方，必须通过有治疗作用的草药、植物和根等才能找到治疗的办法。174
 他们的观点呼应了一本刚刚出版的广受欢迎的医学手册。约翰·范贝弗韦克（Johan van Beverwijck）在他的Inleydinge tot de Hollantsche Genees-middelen一书中认为，流行某些疾病的地区的土地上会长出可以治愈这些疾病的草药。175
 阿姆斯特丹的另一个观点是，如果没有军事行动，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故或疾病。西印度公司在巴西的药房主管则有不同意见。他问道，如果这是真的，那又该如何解释那些每天在阿姆斯特丹发生的苦难呢？176


粮食

半个世纪以前，法兰西历史学家米希尔·莫里诺（Michel Morineau）研究了约在1648年西弗里斯兰给在巴西的3,000名荷兰士兵的粮食供给的资料。他得出的结论是：荷兰士兵的给养充足。177
 实际上，荷兰跨大西洋驻军的供给往往严重不足。在征服萨尔瓦多（1624年）后，一名士兵立即意识到在这个新的前哨基地将很难生存，他后来回忆说：“雅各布·威利肯斯上将给我们的食物非常少，而原本应该给我们能够支撑1整年的食物。如果不是我们在俘获的船只上获得了补给，整个舰队上的人将因饥饿和其他痛苦而死去。”178
 到1624年12月，当局命令城市里所有黑人聚集在一起，这样有利于节约粮食——他们被运到城市南部卖给葡萄牙人，以此来购买牛肉、鸡肉、猪肉和水果。当葡萄牙人拒绝时，荷兰人就上岸偷他们的牛，同时将黑人留在岛上，然后自己返回萨尔瓦多。179
 在1625年的前几个月中，因为缺少肉食，荷兰人吃掉了马、猫、狗甚至蜥蜴。然而，杀猫是非法的——猫科动物可以解决城市中的鼠疫问题。180
 在荷兰人战败返回欧洲期间，情况几乎没有得到改善，挨饿的士兵开始戴上铅弹做成的项链并将项链咬住，就像马咬嚼子一样。在他们最终到达英格兰并得到了丰富的新鲜食物后，许多人拼命吃，很快就撑死了。181


在1634年被征服后的最初几年里，库拉索岛上的驻军没有理由抱怨。面包、饼干、奶酪、醋、豆类、葡萄酒和白兰地都是从联合省运来的，肉类是土著居民给的。但是，在几乎所有牲畜被杀死之后，粮食状况变得岌岌可危了。1640年，储存的面粉和饼干已被吃光，士兵们靠每周配给的豆类和3磅肉的定额维持生活。182
 1672年，苏里南驻军处于饥饿的边缘。在两三个星期没有面包吃之后，“瘦弱得像灰狗一样的”他们去见了总督维尔斯特雷（Versterre）。在被告知总督不能提供食物之后，他们告诉总督他们打算放下武器，在美洲印第安人中寻找食物。183


在伯南布哥的内陆采摘水果不是办法，因为荷兰人害怕被伏击。184
 因此，从荷兰人出现在这里开始，他们就非常需要祖国供应粮食以及猪油、黄油等油脂，尤其最需要谷物。西印度公司甚至在1630年召集了在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大使纾困，但并没有从国外运来粮食。同时，乌得勒支、海尔德兰和泽兰的舒文（Schouwen）管理委员会禁止出口，以免自己的人民挨饿。185
 士兵们本身往往对供不应求的牛肉和培根更感兴趣。至少，种植典型的荷兰蔬菜（例如生菜、萝卜、黄瓜）的尝试部分成功了。186
 尽管如此，到1636年，粮食供应仍然不足，以至于一名在泰瑟尔岛等待船运的士兵请求其家人运送火腿、烟熏肉和奶酪，他希望在巴西能吃到这些食物。他听说“那里的口粮配额不仅量少，而且不新鲜甚至半数都是腐坏的”。187


西印度公司最初垄断了来自荷兰的粮食供应，但由于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这一特权最终被让位给了个体贸易商。188
 然而，公司并未放弃参与维持食物供给。董事们认为，如果可以将生猪运到巴西并允许其在那里繁殖，那么就没有必要从国内购买培根再运送过去。因此，所有商会都指示运送母猪和仔猪到巴西。189
 各商会还允许将鱼运往巴西，泽兰商会更是积极地参与了这种商务运输。190
 与此同时，西印度公司试图吸引新尼德兰的定居者向巴西运送鱼、面粉和其他当地产品，但收效甚微。191


伊比利亚人的焦土战术使粮食供应问题更加复杂。1637年11月，当3,000人的荷兰军队入侵塞尔希培时，哈布斯堡王朝的指挥官巴尼奥利伯爵（Count de Bagnuoli）及他的那不勒斯士兵撤退到萨尔瓦多。在此之前，这位伯爵在一场经济战中命令销毁芦苇地和其他可能使对手受益的东西，包括5,000头牛。他还带走了另外8,000头牛。192
 当然，牛不仅对肉类供应很重要，而且对制糖业也至关重要。

欧洲的黑麦和小麦粉是从荷兰本国港口出口到巴西的，尽管它们可以很容易地被当地种植的木薯（或树薯）粉代替，用它们可以制成白面包、蛋糕和饼干。自17世纪初以来，木薯养活了加勒比海水域许多荷兰船员。例如，在1624年对西印度群岛的一次远征中，指挥官彼得·斯豪滕（Pieter Schouten）登上了一艘前往圣克里斯托弗岛的船，在那里他让当地人准备木薯。193
 由于人们食用未煮熟的木薯会导致中毒而死，所以在圭亚那的荷兰船员和定居者依赖美洲印第安人的处理方法——他们是清除木薯有毒部分的专家。194
 因此，在没有当地人的情况下，荷兰人通常无法采购任何粮食。即使荷兰人学着自己处理木薯，他们在粮食供应方面对美洲印第安人的依赖仍持续了整个17世纪。195
 尽管木薯也是在巴西的荷兰人的食物，但在1638年，种植园主们完全无视了要求每个奴隶种植200株木薯的法令——糖的诱惑是罪魁祸首。政府不愿意妥协，第二年就命令制糖厂的每个奴隶在1月和8月里要种植500株木薯。在大种植园主和没有制糖厂的小规模制糖商抗议后，奴隶可以在8月和9月切割甘蔗加工成糖，规定的木薯种植数量减少到每人300株。单一作物的隐患并没有消失，部分原因是种植园主不得不将木薯作物的一半交予政府而没有任何金钱补偿。尽管高级议会声称情况相反，但种植园主们并没有收到钱，而是获得了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的一些权利。196
 在荷兰的城镇和军营中，人们一直缺乏食用木薯方面的知识。1646年，一些在圣弗朗西斯科河上的毛里茨城堡的士兵在食用了他们烹制的木薯后丧生，另一些人则患病。197
 在荷兰投降的前夕，木薯只是人们饮食中的次要成分。198


17世纪40年代初组织的对安哥拉、圣多美和马拉尼昂的远征使巴西的粮食问题更加恶化。199
 到1643年，累西腓的仓库已经空了，军队即将亡于饥荒。士兵们咒骂着，悔不当初，发誓要寻找能更好地照顾他们的新雇主。200
 但是并非所有同时代的人都相信这是合理的控诉。卡斯珀·巴莱乌斯相信，来自贫穷地区或山区的士兵不会持有异见。他认为，荷兰士兵已经习惯于供给充足，以至于不能忍受任何匮乏。201
 从未涉足巴西的巴莱乌斯低估了局势的严重性。在分发了几次肉之后，由于长期缺乏木材生火，士兵不得不吃生肉——荷兰人不敢冒险去累西腓和毛里茨城这两座城市之外的地方。202
 为了补充食物，士兵们有时从商人那里购买食品，这些商人则会回来骚扰他们。由于他们身无分文而只能赊账，所以直到服役结束后他们仍然无法偿还债务。一名士兵收到虚假收据，又不允许他证明这种不公，他只能用步枪结束生命。203
 同时，罗安达的局势十分严峻，以至于荷兰人要依靠巴西的补给或被迫从自己的敌人那里购买粮食。204
 荷兰在巴西最北端的征服地马拉尼昂的状况与罗安达类似，虽然靠着累西腓送来的剩余物资幸存下来，但这一地区在仅仅一年之后注定走向了毁灭。205


1645年始于巴西的起义对粮食供应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累西腓被围困期间，在西印度公司服役的一名士兵在日记中写道，马、狗、猫和老鼠都是他的最佳食物。206
 由于被留在自己和私营商人店里的面粉供应都很少，西印度公司在1646年2月组织了一支由300名士兵和一大批土著军队组成的远征军从伊塔马拉卡岛附近的敌人地盘上偷取木薯，但这次任务失败了。据葡萄牙消息人士称，双方发生了血腥冲突，有80名荷兰人被杀，多人受伤，其余人空手而逃。207
 6月，2艘补给船——“金瓦尔克号”（Gulde Valck）和“伊丽莎白号”（Elisabeth）在紧急关头从荷兰赶来，避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208
 在2艘补给船奇迹般出现的前一天，仓库里只剩下了4桶面粉。209
 执政委员会写信给泽兰商会说，所有食物都已经消耗完了，“我们没有豌豆、燕麦和小麦，也没有咸肉和培根。居民也没有了面包。我们只能用剩余的面粉为驻军做面包。否则，他们将叛变和逃跑”。210


维特·德维特的救援舰队的到来使问题更加恶化。在瓜拉拉皮斯第二次战役惨败之后，高级议会主席嘲讽维特·德维特，如果没有这次失败，就不可能养活军队。211
 尽管如此，形势仍然严峻。同年晚些时候，荷兰省议会警告联省议会，巴西空空如也的仓库很容易导致军队投降。他们提议用20万荷兰盾购买粮食，并坚持要求每个省都支付自己的份额。经过一番辩论，6艘船和6艘游艇被派去运送食物。212
 那时，维特·德维特和他的战争委员会已经决定返回荷兰，他拒绝和他的水手们一起饿死。213


对于这场结构性粮食短缺的解释是，占领巴西和双方的战争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这些投入却没有足够的收入来平衡；西印度公司缺乏流动资产，巴西农业的收入令人失望。维持巴西部队所需的费用过高。1638年，约翰·毛里茨及其议会估算，每年必须在巴西投入350万荷兰盾，其中包括144万荷兰盾用于士兵的招募、薪水和食物供给。214
 并且在接下来的10年中，军队的开销增加了。据荷兰中央审计署估计，1648年，支付和养活巴西9,290名男性所需的总费用为2,123,672荷兰盾。215
 到1636年，西印度公司已欠下1,800万荷兰盾的债务，根本无法拿出这么多钱。216
 的确，在收到从巴西传来的关于1630年成功入侵的消息后，西印度公司立刻追着联省议会和各省，要求他们马上为巴西的6,000名士兵支付薪水，并提供粮食补给。217
 直到1654年巴西投降，西印度公司都在依赖联省议会的财政援助。战争负担因此被转移到了7个省，但它们始终不履行义务。218


早在1631年3月，各省就欠下西印度公司125万荷兰盾。即使是荷兰省，这个唯一一直在持续付款的省份，也在1634年停止了缴费，直到其他省份支付欠款。219
 但情况也没有改善。当联省议会于1649年对1635年以来各省发出的补贴进行盘点时，事实证明，各省连一半的份额都没有支付够，有3个省甚至没有支付应付费用的四分之一（如表2所示）。220
 这些逾期付款造成了连锁反应，因为西印度公司无法支付阿姆斯特丹海军部的费用，后者花了不少于605,205荷兰盾来装备1647年的救援舰队和2年后的另一支舰队。221


表2 荷兰各省和他们未付的巴西补贴款（16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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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AN，SG 4845，联省议会的决定，1649年3月11日。

注：金额已四舍五入。

除上艾瑟尔和弗里斯兰以外，其他省份都没有按特定需求支付补贴款。1645年，上述这2个省与海尔德兰省共同反对任命沃特·舒嫩堡成为约翰·毛里茨在巴西的继任者。222
 他们对西印度公司的不满情绪在随后的几年中再次显现。1651年，联省议会的上艾瑟尔代表认为，如果不进行改革，就不再向西印度公司的金库里投入资金。223
 虽然具体细节没有透露，但上艾瑟尔省一定同意阿姆斯特丹以及在当时的文学小册子中充斥的对西印度公司的批评，这些批评指出该公司的成本高昂、董事管理不善和腐败，还有与巴西缺乏自由贸易。除这种情况外，拖欠支付补贴款不是各省为解决特定问题而采取的策略。甚至在债务累积多年后，他们仍然同意支付联省议会经投票决定在1647年救援舰队上花费的巨额资金。224


弗里斯兰省是唯一不认为有必要派遣救援舰队的省份，该省持续拖欠其应支付的战争开销，经常让联省议会感到绝望。当荷兰税收总管于1635年给弗里斯兰省展示其超过600万荷兰盾的账单时，他们坚决否认自己拖欠了这么大的数额。联省议会在士兵的协助下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访问，说服各省采取必要措施充盈国库。225
 他们很难说服弗里斯兰支持西印度公司，而该省从来只是表面上参与该公司的运作。由于缺乏资金，它2次错过组建自己的商会，外界对其置身事外的立场的不满从未消失。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的总督威廉·弗雷德里克（William Frederick）认为，只有当弗里斯兰人被准许成立自己的西印度公司商会时，他们的态度才会转变。当西印度公司的公司章程于1647年到期且弗里斯兰省支持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合并时，该省希望获得这一权利，但是其代表的努力却落空了。一旦西印度公司这颗明星开始陨落，不管其他省份如何再三请求，弗里斯兰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停止所有援助。弗里斯兰人拒绝为他们认为是巨大浪费的救援舰队支付60万荷兰盾是符合其过去的立场的。226
 在1653年，弗里斯兰省与联省议会的一个省的代表团进行会谈时，他们终于明确表达了他们不肯妥协的理由。他们称，与他们谈判的人并没有给其带来任何他们因分担财政而能够得到的好处。弗里斯兰人也没有继续授权代表参与讨论西印度公司的重组，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将公司转型为国有组织来实现西印度公司的重组，该计划“已经有些省份表现出倾向性”。227
 这些话可能是指前述的海尔德兰省设想的计划，而该计划已被联省议会否决。正如几年后弗里斯兰人拒绝为巴西返回的士兵支付费用这件事中所显露的一样，使弗里斯兰人感到不快的是西印度公司的私营属性。他们指出，建立西印度公司是为了一些省份的居民的私人利益和税收，而不是为了大多数人。228


在荷兰共和国服役的士兵的薪水从来不是主要问题，部分原因是各省遵守着维持其境内驻扎士兵生计的制度。由于士兵哗变可能带来灾难，所以各省都急着给士兵发放薪水。229
 即便如此，各省并不总能按时付款。荷兰军队成功的关键最终在于其财务上的双重缓冲，军官拥有自己的资金来源以便在有省份疏于支付士兵薪水时代为预付。230
 但更重要的是军事律师、个体放债人，他们把士兵的薪水预付给指挥官以换取每月的固定发薪。231
 每当各省欠款时，律师就会采取行动——通常会预付大量资金。然而，他们并不令人羡慕，因为尽管他们极力呼吁各省偿还债务，但他们仍冒着永远都无法收回资金的风险。232
 总之，在共和国内，律师是付钱的冤大头，而在律师职责不明、军官资源匮乏的巴西，士兵才是付出代价的一方。

荷属巴西本身的生产不足以抵消该殖民地运转的巨额成本。在持续的战争中，使巴西成为全球主要的糖料生产地的种植园遭到了破坏，荷兰统治者所能做的就是征收各种税。但是即使加上关税，税收也无法满足士兵的需求。1646年至1650年间，在巴西海岸获得的许多战利品本可以解决该问题，但这些战利品最终主要落到了个人移民的手中。233
 同时，十九人委员会所做的只是派出2名会计来绘制财务状况图和提出解决方案。当2人组合失败后，他们又任命了1个同样没有实权的金融理事会。234


尽管士兵们将自己的痛苦归咎于巴西的高级议会，但议员们确实试图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例如，在1648年，他们试图将伊塔马拉卡岛纳为累西腓的粮食仓库。为了换取部分农作物，西印度公司向定居者分配土地，为他们提供奴隶，并敦促他们种植各种水果和蔬菜。235
 当这项倡议失败时，高级议会没收了阿姆斯特丹海军部装备的军舰上用来养活舰队的食物。236
 在与联省议会的往来中，议员们总是对受苦的士兵们报以同情：“对一个国家来说既可悲又耻辱的是看到为其宣誓效忠的士兵们穿着破旧的衣服穿过街道，一些人甚至无法遮挡私处，他们看起来更像乞丐而不是士兵……”237


1654年，士兵们狼狈地重返荷兰共和国后——许多人被“打包得像鲱鱼”或被迫全程待在甲板上——他们继续将责任归咎于高级议会。238
 他们的抱怨似乎是可信的。退伍士兵们断言，巴西的统治者们后来将大部分食物卖给了个人，只用“不值钱的货币”给士兵发薪，比共和国内士兵收入的25%还要少，而向他们自己以及军队中的军官发的是“（更值钱的）荷兰货币”。又或者是议员们以腐烂的烟草、发酸的葡萄酒和啤酒支付士兵的薪水。239
 在1655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所表达的另一项指控是，在瓜拉拉皮斯第一次战役前夕，议员们拒绝按月向士兵们发放薪水，尽管他们已经向军官支付了薪水——事实的确如此。240
 所谓的理由是贪婪。议员们盼着许多士兵丧命，这样就可能剩余更多的钱分给他们自己。241
 在殖民地的最后几年里，士兵们索要金钱或衣物时，议员们丝毫没有表现出同情心，这于他们的声誉无益。242
 也难怪议员们被视为魔鬼，并且至少有一次有士兵闯进他们的卧室索要薪水。243


然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在大洋彼岸——在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大都会当局对荷属巴西的冷淡态度。因此，在殖民地的最后几年，巴西驻军生活惨淡。军队不仅缺少食物和衣服，而且缺少一切用于维修累西腓士兵营地所必需的材料，包括木材、石块、石灰石、瓦片、铁和鲸油（用于照明）等。由于营房很不坚固，士兵们要冒着生命危险睡在那里，所以他们开始在户外过夜。244
 他们的痛苦没有就此结束。返回联合省后，军官和士兵们都陈述了他们过去8年的艰辛。由于持续的围困、饥荒，他们“被迫活在饥饿与刀剑之间”。245


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大都会市当局也没有更好地对待普通士兵。由于很难找到替代者，西印度公司并不想将1664年10月德勒伊特留在戈里的130名士兵带回国内。即使驻军士兵们的妻子向阿姆斯特丹海军部请愿（联省议会在1666年8月对此进行了讨论），西印度公司也用了1年多的时间才开始送士兵归国。246
 最后，多巴哥殖民地的指挥官于1670年承认，在该地服役的士兵被夺走鞋袜、衣服和粮食。该地的种植园主和投资者们本可以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生产者，但在7年后，在饥荒严重削弱了荷兰军队之后，粮食供应不足最终导致了殖民地的消亡。如果英格兰方面的消息来源可信，那么在几个月后，在1,000名定居者和600～700名士兵中，仅有三四百名士兵幸存下来，这种情形加速了德莱斯特雷斯对该地的征服。247


叛变与起义

数量众多的船只前往巴西表明，水手和士兵们不愿将自己的命运与荷兰帝国捆绑在一起。在1645年至1646年的严冬［典型的“小冰期”（Little Ice Age）］，一支舰队3个月还没有航行到巴西，然后又困在怀特岛村2个月。248
 经历了数月的风暴、降雨和极寒天气之后，在船只停在怀特岛村等待天气转好的情况下，“洛朗达号”（Loanda）上的水手和士兵向他们的司令官递交了联合请愿书。他们担心会死于贫困和疾病，要求起锚返回家园。249
 1647年，另一批士兵在泽兰等待被送往巴西时，一支载有服役期满士兵的舰队从累西腓抵达，船上的士兵们关于饥饿和贫困的经历使新兵们试图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逃跑，但他们的努力都是徒劳的。250
 1648年，在另一艘准备驶往巴西的船上站岗的6名水手运气要好一些。当船停在布劳威尔沙文（Brouwershaven）时，他们划船上岸，随后便不见踪影。251


[image: ]


法兰西和荷兰军队在多巴哥的冲突（1677）。罗梅因·德·胡赫（Romeyn de Hooghe）作品。（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缺乏食物以及未来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家园，可能会刺激水手和士兵无视军令并做出违反命令的行为。尽管已经忠诚地服役8～9年，但在1654年为寻找葡萄牙船而航行3个月后，一艘荷兰私掠船上的水手因食物短缺和费用不足而倍感沮丧。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该船无法在累西腓停泊，当时该地的荷兰军队刚刚投降，于是船上的66人愤而起义并控制了该船，并且将船开向了波多黎各。252
 士兵们经常将对薪水发放的不满和沮丧情绪转化为逃跑的想法。这一定是1645年257名在巴西的士兵逃离荷兰军队的主要原因。253
 并非所有逃离据点的荷兰士兵都加入了葡萄牙的武装部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变成了强盗，抢劫旅客或袭击种植园和庄园。254
 但通常情况下，逃兵会逃去欧洲对手的殖民点并加入他们的军队。在特拉华的阿姆斯特丹殖民地新阿姆斯特尔服役的6名士兵毫无疑问遭受了疾病和营养不良的折磨——这些苦难在1年之内已经带走了100名居民的生命——1659年，他们和妻子、女佣一起被遗弃在附近的马里兰（Maryland）。255


发动罢工和起义是士兵和水手们潜在的强大武器。库拉索岛上因伐木、采盐和修筑堡垒而疲惫不堪，并且对西印度公司对该岛的谋划一无所知的士兵们于1635年要求加薪。当要求被拒绝时，他们停止了工作，促使指挥官承诺给他们送去西班牙葡萄酒。256
 8个月过去后，他们企图杀害指挥官和其他官员的密谋才被揭穿。值得注意的是，主谋们竟然幸免于难。由于士兵们对其长官的尊重一落千丈，带来的结果是堡垒没有完工。257
 在荷属巴西的最后几年，军官们由于惧怕兵变，放松了管理，纪律方面也不够严明。258
 与此同时，罗安达的部队威胁说如果新兵不能尽快到来，他们就会哗变。他们想“被解放”。为解决这个问题，累西腓当局于1648年2月派遣135名志愿兵横跨大西洋。259


“解放”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词语。士兵的生活与奴隶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这两类人都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并以类似的方式受到管制和惩罚，因此导致了逃亡。260
 正如白人精英们担心得到解放后的黑人奴隶获得自由一样，他们也担心战争或远征结束后释放众多士兵导致的后果。261
 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拿骚舰队上的一名老兵因对拖欠薪水不满，于1628年袭击了阿姆斯特丹海军部的一些成员。262
 2年后，皮特·海恩的英雄舰队上的四五十名醉酒的退伍军人（包括水手和士兵）回应了他们从西班牙船队拿了太多财物的谣言。他们敲着军鼓，拖着1门大炮，企图抢劫保存在西印度之家大楼里的银器，但没有得手。263


荷属巴西的渐渐衰落给国内当局带来了恐惧。1649年，国务委员会要求各省迅速支付返回的军官与士兵的费用，以防发生哗变。264
 第二年，刚从巴西返回的2艘船上的水手们在恩克赫伊曾虐待了3名海军军官，同时发出了威胁。作为回应，该市市长向市民发放了火药和铅弹，并在市民中带头，敦促他们等待信号拿起武器，保护海军部。265
 在1660年，受到威胁的是大议长约翰·德威特，而威胁再次来自恩克赫伊曾。一位名叫威廉·斯洛特（Willem Sloot）的人在一封信中告诉这位荷兰领导人，如果在巴西服役的人无法得到报酬，他就将活在恐惧之中。266
 德威特的反应方式尚不得而知，但有些当局人士感到了恐惧，就如1652年第一次英荷战争开始时在阿姆斯特丹一样。同年9月，薪水问题引起了水手们的骚乱。在50名水手向士兵投掷石块后，治安官处决了2名头目，并令军队接管城市以防止进一步的动乱。在鹿特丹，对参与哗变水手的不满导致本已废弃的绞刑架被重新启用。267


1654年，许多被拖欠薪水的士兵返乡，没有引发骚乱，暴力的幽灵逐渐退去。8月，在海牙，荷兰外交官利厄·范艾泽玛（Lieuwe van Aitzema）从与一位英格兰同事的谈话中觉察了公众的恐惧气氛：“这里有大量的士兵来自巴西，而且还会回来更多。这些人没有得到薪水，他们不满意，处于半野蛮状态。荷兰省已经许诺要提供4万荷兰盾为每位士兵发放2个月的薪水，为每位军官发放1个月的薪水。拿到钱后他们将被命令离开海牙——他们是被用来恐吓人的，并且主要是在这个时候，在有明显的骚乱和动荡倾向的地方。”268


敌人的子弹或伏击虽然危险，但它们本就是军旅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战场之外，荷属大西洋上的士兵也过着悲惨的生活：食物奇缺且质量低劣，还经常变质；轻微的言行失检导致体罚是家常便饭。只有少数士兵可以设想超出他们目前军事契约的职业生涯，他们也确实表现出一种归属感，无论是对种族、宗教还是雇主（各省或西印度公司）。269
 此外，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自己信奉的天主教的土地上，对敌人的共同仇恨可能会激发破坏圣像的行为，虽然这并无实际用途，但确实突显了军队的团体精神。而这一点不容忽视。

在某种程度上，士兵和荷属大西洋上的水手们被放到了一起，因为他们都是为荷兰海洋帝国的执政不善付出代价的人。由于在大西洋沿岸驻军的无尽野心并没有稳定现金流的支撑，那些曾经帮助巩固和扩张荷兰海洋帝国的士兵很少得到报酬，并且食物供给不足。这些问题导致的结果是严重的。在大西洋世界的主要地区，荷兰人轻易地投降了。毫无疑问，萨尔瓦多的部队战败（1625年）与他们渴望与伊比利亚舰队进行谈判之间存在着关联。同样，荷兰士兵在罗安达向一支葡萄牙舰队投降（1648年）也并非偶然。当时荷兰士兵抱怨粮食短缺，并且在服役期满后不愿继续服役。如果1648年6月29日从累西腓派往罗安达以帮助当地驻军抵御萨尔瓦多·科雷亚舰队的士兵们服从了这一命令，他们本来能够保住该殖民地。相反，他们接管了“忠诚的牧羊人号”（Getrouwen Herder）船的控制权，并将其带到里约热内卢出售。因此，实际上，荷属罗安达并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援军支持就投降了。270


士兵哗变也使荷兰丧失了在巴西海岸的海上地位。第一次士兵哗变发生在鹿特丹海军部装备的“海豚号”（Dolphijn）船上。食物匮乏已经夺走了病弱船员的生命，但上尉约布·福朗（Job Forant）对船员们的这些抱怨充耳不闻。患上坏血病的人们大声叫嚷想在临死前吃顿饱饭。271
 1649年5月29日，一群士兵抓住船只的方向盘，大喊他们已经服完了兵役，西印度公司的食物不能再吃了。他们航行回家，告诉当局他们的船由于风和海流而向北漂移太远，以至于无法返回累西腓。272
 于是，荷兰人开始了从荷属巴西出发的海上迁徙。在年底到来之前，服役结束且依旧挨饿的水手们接管了7艘船，他们效仿“海豚号”的做法——无视上级的命令和殖民地高级议会的意见。维特·德维特也于1649年离开巴西，在联省议会让他自行其事后，他指挥2艘军舰回到了联合省。由于担心他的船进一步老化失修，并且船员们因饥饿发起暴动，这位将领认为没有理由再留在巴西。273
 1652年，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2年前抵达的10艘军舰上的水手们哗变并返回家园。274


和这些水手一样，伯南布哥的士兵也开始怠于自己的职责。因薪水不足，许多步兵宁愿在瓜拉拉皮斯关键的第一战中不与敌人交战。在那场战斗结束后占领了奥林达的350名士兵也没有与50名葡萄牙人交战。他们离开了要塞，进入了累西腓并大喊着要钱。275
 在荷属巴西最终投降时，士兵再次发挥了核心作用，正如陆军中将冯·朔佩在返回共和国后披露的那样。冯·朔佩被召集到联省议会，提交了一份解释他放弃荷属巴西的原因的报告：首先，缺乏常驻部队来管理要塞和保卫殖民地。其次，由于供给糟糕和被拖欠薪水，士兵们接连患病并且感到不情愿和绝望，以至于他们在葡萄牙舰队抵达时就直接宣称“救赎的时刻到了”。他们说，这是他们的救赎，他们要从暴政和奴役中解放出来。276


荷属巴西的2位文职领导人，舒嫩堡和海克斯证实了上述说法。他们写道，在葡萄牙舰队出现时，他们听到士兵说看到了自己的救赎。277
 他们可能并非奴隶，但在巴西和安哥拉的士兵们就像美洲其他不自由的团体一样渴望自由。英属尼维斯岛上的契约佣工以类似方式做出反应，就像1625年荷属巴西的士兵被迫加入西班牙舰队时的回应一样。这些契约佣工们没有武力抗争，而是呼喊着：“自由！快乐的自由！”278
 伊比利亚人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真正的敌人是他们自己的主人。

尽管士兵和水手们对于荷兰海洋帝国的扩张和防御至关重要，但他们不仅薪水低（如果有的话），还遭受了许多其他形式的剥削与虐待。因被帝国当权者忽视，那些曾经捍卫荷属巴西的人最终拒绝参战。多年的空洞承诺早已让他们饱受摧残，遍体鳞伤，忍饥挨饿，于是他们放弃了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重要殖民地。一个政治帝国的建立因此注定走向失败，但是，一个商业帝国的确也因此诞生了。


第五章 跨帝国贸易

与非洲人以及美洲印第安人的贸易

对金银的追求

盐矿与糖料

奴隶贸易

与英属美洲和法属美洲的贸易

与西属殖民地的贸易

外国伪装下的国内竞争

1650年前后，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投资超过了其在亚洲的投资。以股票和债券形式对西印度公司进行的长期投资在1650年前后达到2,210万荷兰盾，而对东印度公司的投资为1,640万荷兰盾。对跨大西洋的种植园和大庄园主土地的投资（参见第六章）可能达到了100万荷兰盾。在大西洋世界的短期投资（1,000万荷兰盾）甚至是在印度洋的投资（200万荷兰盾）的5倍。1
 西印度公司从这些短期投资中受益不多，因为它只是活跃于大西洋世界的众多荷兰公司之一。而且，西印度公司起初并不是一家贸易公司。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印度公司最初把精力集中在俘获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抢占其殖民地和贸易站上面。这样的行动不可避免地会有损西印度公司的商业发展。发动战争首先需要的就是船只，而那些从事贸易的商船往往会被敌人击沉。在众多人从事采掘业（如开采贵重金属、采集盐）和捕鲸业以及在热带和温带地区从事农业的大西洋世界，贸易当然不是荷兰人从事的唯一经济活动。尽管在17世纪中叶，联合省与殖民地之间的商品流动并未达到很高的水平，但贸易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活动。与外国人（非洲人和在欧洲的美洲人）之间的贸易是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经济支柱。的确，荷兰是帝国间大西洋贸易的领先者。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可能先于他们开拓了在西班牙殖民地的商业机会，但荷兰人与整个大西洋沿岸的美洲地区都有贸易往来，包括在1648年进入和平时期之后的西班牙的势力范围。

与非洲人以及美洲印第安人的贸易

荷兰人于16世纪90年代首次冒险进入大西洋世界时，大多数沿海地区都牢牢地掌握在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土著人手中。与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贸易兼有政治与经济上的意义：贸易可以帮助巩固反伊比利亚人的纽带。由于物美价廉，荷兰商人很快便受到本地商人的青睐。在已经被葡萄牙人垄断欧洲贸易1个多世纪并在17世纪初获得对商品贸易的控制权的黄金海岸，荷兰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
 荷兰商品也进入了南美洲的内陆市场。1637年至1639年到达亚马孙河的葡萄牙探险队成员惊讶地发现，荷兰人在亚马孙河上游与美洲印第安人进行货物贸易。3
 在北美洲，荷兰人给莫霍克（Mohawk）部落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到17世纪50年代，荷兰人带来的布匹、亚麻、铁器和铜壶已经取代了当地传统的兽皮、土锅和石器。4


荷兰的商品并不是在哪里都受到欢迎。至少荷兰人认为他们与在圭亚那和巴西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贸易往来令人失望。对土著生活方式的描述揭示了荷兰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缺乏消费主义理念暗含的鄙夷——消费显然被他们视为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无数次前往圭亚那的商业航行失败之后，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在1633年感叹道，因为该海岸只住着没有衣物或其他物品需求的“野蛮的”美洲印第安人，他们对该地区抱有的早期愿景仍未实现。5
 一名在巴西的荷兰人写道，即使是被认为比他们的对手塔普亚人更为现代的讲图皮语的美洲印第安人也生活得无忧无虑，“完全没有积累财富的倾向，能睡在织好的网或吊床里，有用来饮水的葫芦壳，可以在树林里用弓箭打猎作为食物，他们就已经满足了……”，男人工作只是为了让自己和妻子得到足够用来遮盖身体的亚麻布。6


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尤其需要枪支。一支荷兰舰队的成员于16世纪末在智利的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投降，因船上存有大量火绳枪、步枪和其他战争所需物资，他们之后被送往利马接受讯问。当地的美洲印第安人是反西班牙武装同盟中的有意愿的武器接收方。7
 在北美洲，“五族联盟”（Five Nations）的成员们急于购买枪支，认为枪支是比弓箭更有利的捕猎武器。他们利用枪支俘获了大量的敌人。8
 但是荷兰人也从中受益，因为武器销售保证了皮草的稳定流通。此外，出售的武器被用来对付新法兰西，而从未损害荷兰的皮草贸易中心贝弗韦克。尽管如此，新尼德兰当局仍然对出售枪支、火药和铅弹持谨慎态度，因为担心它们可能会被用来对付自己。总督基夫特甚至决定对违反武器售卖禁令的行为人以死刑论处。这一禁令和随后的许多禁令均未达到预期效果，部分原因是当局自己的纵容。9
 在施托伊弗桑特总督任期内，枪支贩运禁令不得不被再次公示。10


对金银的追求

无论是商人还是管理者，寻找金银矿都是荷兰人在大西洋世界扩张的主旋律。这与法兰西人以及英格兰人的选择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些国家虽然也被贵金属所吸引，但很快它们就满足于追求在贸易和农业上的发展。11
 对贵重金属的渴求吸引了荷兰冒险家们来到世界上一些鲜为人知的地方搜寻。1624年，来自布里勒（Brielle）的一名商人恩格布莱特·彼得森·范德泽（Engelbrecht Pieterssen van der Zee）声称在戴维斯海峡（Davis Strait）发现了一座迄今不为人知的藏有金银矿的新岛屿。17世纪最初的10年，来自霍伦的扬·扬斯·斯洛布（Jan Jansz Slob）上尉在加勒比海西部竭尽全力地寻找盛产黄金的绿岛。当他在洪都拉斯的格拉西亚斯-德迪奥斯角（Cape Gracias de Dios）附近的岛上问路时，3名西班牙人联合他手下的3名水手杀死了他。1626年，2艘游艇再次被派出以全面搜寻绿岛，在俘获宝藏舰队的1个月前，皮特·海恩也派船去寻找这座神秘的岛屿，该岛可能就是普罗维登斯岛。约翰尼斯·德拉埃特写道，这简直就是大海捞针。12
 1645年，在从黄金海岸前往巴西的荷兰船上，围绕另一座岛屿的一个故事传开了：有人在被判处流放（作为一种死刑处罚方式）后曾经待在一座金色的小岛上。但是有一天，他脱下衬衫，引起了经过的船上人们的注意。一上船，他清空了衣袋，只有金子掉了出来。这艘船的船长完成前往英格兰的航行后返回该地区，却没有找到这座岛。13


据说在西属美洲殖民地上也有一个产出数不清黄金的神秘文明之地。自1583年以来，一名西班牙的征服者曾多次远征寻找埃尔多拉多（El Dorado）无果，但他坚信它位于奥里诺科河的支流卡罗尼河（Caroni River）附近。尽管英格兰冒险家沃尔特·雷利爵士在1595年的航行中也未能找到它，但他于当年留下了重要的遗产——在他的《发现庞大、富饶、美丽的圭亚那帝国》（Discoverie of the Large，Rich and Bewtifull Empire of Guiana；原文如此，疑误。——编者注）一书中公开发表了他对大型金矿的想法——该书很快就被翻译成荷兰语。1597年12月，4艘荷兰船抵达奥里诺科，西班牙当局允许他们沿卡罗尼河逆流而上。尽管从当地人那里听说了这里富藏金矿，这些船还是空手而归。14
 但是荷兰人对该地的兴趣丝毫未减。1599年，米德尔堡市市长装配了一艘300吨的船“以探访这条位于美洲的多拉多河（原文如此。——编者注）”。15


在之后的几年中也不乏想从圭亚那找到金矿的人。一名在埃塞奎博的荷兰人于1625年公开了他与一位在那里居住了3年的法兰西人的会面。这个荷兰人称在那里发现了一座水晶矿，“用它可以填满数不清的独木舟”。16
 1634年，四处游历的荷兰人戴维·彼得斯·德弗里斯（David Pietersz de Vries）在苏里南时听说高原上有金矿和钻石矿藏。几年后，一名泽兰人在奥里诺科河开始了搜寻银矿的探险。17
 巴尔塔萨·热尔比耶（Balthasar Gerbier）是一名英荷使臣、外交官、作家和冒险家，17世纪50年代在圭亚那不遗余力地搜寻金矿，但从共和国出发的第一次航行除了泥浆之外，他一无所获。在第二次探险中他带去了一个声称能够用占卜棒（Dowsing Rod）找到矿床的人，但同样徒劳无益。18
 尽管经常有如此令人失望的情况出现，但《尼德兰的荣耀》（’t Verheerlickte Nederland）一书的作者在1659年断言，据西班牙人称，圭亚那在“黄金财富”方面轻松地超过了秘鲁、智利和墨西哥。19
 苏里南被荷兰人控制以后，组织这类行动更为容易。现在的目标是再一次找到帕里马湖（Lake Parima），据推测该湖边就是埃尔多拉多所在地。20
 尽管在许多早期的现代地图上都可以找到这片湖泊，但它在现实中从未存在过，而荷兰人直到进入18世纪还在寻找它。

无论荷兰人移民到大西洋世界的哪一个地方，他们都会很快开始寻找贵金属。21
 在库拉索岛，一直流传的关于金矿的传言使得乘船从德意志而来的6名矿工开始了挖掘工作。但他们也没有任何收获。22
 在新尼德兰，西印度公司指示该殖民地的首任总督询问美洲印第安人对贵金属的了解情况，23
 总督威廉·基夫特接见了一名在脸上涂了一层像金子一样闪亮矿物的土著男子。这名男子指出在伦斯勒斯维克（Rensselaerswijck）附近能找到储藏有这种矿石的地方后，由于一艘运送样本到共和国的船两度失踪，荷兰人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他们发现的是什么。最终，这些矿石被证明是黄铁矿，也被称为“愚人金”。24
 在巴西，评估一块石头是否为黄金并没有那么麻烦，因为高级议员彼得·巴斯（Pieter Bas）恰好是一名哈勒姆的金匠。他检查了来自塞尔希培的一份“黄金”样本，得出的结论是它没有任何价值。25


在巴西的荷兰人也在美洲印第安人的引导下寻找贵金属。失去萨尔瓦多后，6名当地人与荷兰人一起来到了共和国，他们透露消息称，在塞阿拉附近有一座银矿，离那里10天路程左右的地方也有一座银矿，第三座银矿则在帕拉伊巴附近。这些美洲印第安人中有二人声称自己手中有白银。26
 由此开启了一个漫长的篇章：荷兰人在德意志矿工的协助下，到塞阿拉附近搜寻富矿。为了弥补采矿工人的不足，联合省内的所有居民被允许乘坐自己的船驶往该地区挖掘白银且免于缴税。27
 但是，荷兰人运气依然不好。最终，在第一次英荷战争期间，大批矿石样本被送往共和国，而英格兰的私掠船俘获了这艘船。28
 来自多德雷赫特的商人在巴西首次挖掘白银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当载着来自列日（Liège）的矿工的船队出现在累西腓时，荷兰国旗已经不再在该地升起。29


与这些采矿计划一样不切实际的是占领位于上秘鲁的著名西班牙白银生产中心波托西的目标。西印度公司考虑控制拉普拉塔河，“以更接近西班牙财富王国的心脏”，从而更便利他们进入和了解波托西的矿藏。30
 1642年，约翰·毛里茨强烈建议应该征服通往秘鲁及其财富的门户——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当他已经集结了一支由800名士兵组成的军队时，另外两项行动也需要从巴西来的船只和士兵提供支援：布劳威尔前往智利的远征，以及前往圣多美的一支救援中队，荷兰人在那里被从首府赶了出来。31


在较早时期，起航的拿骚舰队坚信他们有可能征服波托西，尽管它位于南美洲的腹地。在一次袭击卡亚俄失败后，直到1624年4月，舰队的领导者才在秘鲁海岸得知他们在共和国时得到的有关波托西的情报是不准确的。只需要派一支舰队前往阿里卡，那里的美洲印第安人就会带领他们到达毫无防备的波托西，只是一场白日梦。不仅阿里卡强化了防御工事，在波托西也住着2万多名西班牙人以及许多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并且他们都持有枪支。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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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托西。《维护者的生命》（Een Lief-hebber des Vaderlandts）封面。关于公共土地繁荣的谈话，适用于东印度公司，也适用于西印度公司的一般性征服活动的小册子，1622年。（海牙，皇家图书馆）

巴西也为进入波托西提供了可能性，一些雄心勃勃的荷兰人这么认为。至少从1633年起，荷兰人就一直认为，在圣弗朗西斯科河附近的敌方阵地内有一座“丰富而优质的”银矿。2年后，阿尔奇谢夫斯基在写给十九人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希望将荷属巴西的范围扩张到那条河流。他指出，该河附近不仅有银矿，而且还可能因此为荷兰人打开一条通向秘鲁的大河通道。此外，一名葡萄牙人告诉了他有关该河流源头的湖泊以及发现金子的地方。后来，人们果真在圣弗朗西斯科河沿岸发起了一次探险。33
 可能还有更多的葡裔巴西人在欺骗荷兰人。巴莱乌斯毫不怀疑葡萄牙人在捉弄渴望贵金属的荷兰人。34
 但荷兰人也自欺欺人。他们认为在北里奥格兰德（Rio Grande do Norte）西部还存在其他银矿，这可能是由令人困惑的命名法造成的。荷兰人有时称波滕日河（Potengí River）为“Potosij”，1650年，他们在那条河旁边的一座矿山中采集了一些矿石样品。35
 波托西在1642年入侵马拉尼昂的决定中也发挥了作用，这可能与2年前吉迪恩·莫里斯（Gideon Morris）写的一封信有关，他在信中推测新的“征服”将通过取道亚马孙进入波托西的入口。莫里斯的消息来源是约翰尼斯·德拉埃特平时信任的（但这次是不可信的）《新世界》。36


荷兰人痴迷于黄金和白银，但是伊比利亚人把并不存在的征服波托西的邪恶计划也归咎于他们。耶稣会神父与秘鲁、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亚松森的地方统治者签署的报告要求荷兰人与犹太人一起在1628年之后探索通往波托西的路线。一位耶稣会传教士似乎知道占领巴拉圭是荷兰人的首要任务之一。一些观察家认为荷兰人以交叉移动的战术实现到达波托西的目的。他们计划占领被葡萄牙人忽略但在休战期被荷兰人殖民的亚马孙，并采用巴西圣保罗（São Paulo）的居民过去前往耶稣会教堂的路线。据说通过亚马孙和教堂都能进入上秘鲁。37


在大西洋世界，并非所有地方的当地人都愿意分享他们掌握的当地矿藏的情报。1643年前往智利的探险活动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智利人对荷兰人只字不提黄金。与荷兰人结盟共同对抗西班牙人的土著首领断然否认对金矿知情，还详细地将西班牙人在寻找金矿时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虐待告诉荷兰人。38


在非洲，荷兰人从未成功得到过金矿，但这并不是因为缺乏计划。大约在1600年，非洲人已经意识到这些荷兰游客对黄金有着浓厚的兴趣。商人彼得·德马里斯（Pieter de Marees）在他的《几内亚黄金王国描述和历史记载》（Beschryvinge van het Gout Koninckrijck van Guinea）一书中写道：“他们说黄金是我们的神。”他继续写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地人对金矿的位置严守秘密。39
 黄金海岸并不是引发荷兰黄金热的唯一地方。17世纪40年代，十九人委员会还敦促在安哥拉的荷兰官员寻找贵金属。他们尤其对圣萨尔瓦多（São Salvador）附近的一座金矿感兴趣，并催促他们的通讯员送出样品以确定其盈利能力。40
 尽管如此，作为自16世纪以来产量持续增加的地区，黄金海岸依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41
 在占领埃尔米纳之后，荷兰人认为靠他们自己生产黄金是可行的。在1653年的一次远征中，西印度公司的职员确实在安科布拉河（Ankobra River）发现了数百个金矿的矿坑，但是当地管理者不允许荷兰人开采。荷兰人随后自行提取黄金的尝试也失败了。42
 荷兰人在埃尔米纳附近的小溪和河流中两次使用掘金开采机，但都无功而返。43


于是，黄金只能通过贸易方式来获取，而非洲大陆正是采购黄金的地方。在累西腓被征服之前，非洲在荷属大西洋世界的贸易中占据主要份额——占贸易总值的90%。44
 尽管这种贸易总体上取得了成功，但从事这项业务的大多数公司都是为一次性航行而成立的。45
 在非洲的荷兰商人并非只对黄金感兴趣。到17世纪20年代中期，有12艘船和游艇不仅在黄金海岸，还在贝宁、谷物海岸、安哥拉以及佛得角进行贸易，购买黄金、象牙以及豹子、老虎、蛇和鳄鱼的皮。在1644年的一本小册子中，作者估计，自西印度公司成立以来，从非洲获得的商品总价值为2,000万荷兰盾。46
 这一估值可能过高了，因为在1636年之前，西印度公司每年只能进口价值近50万荷兰盾的产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占领埃尔米纳后的1637年至1648年，黄金和象牙的购买量都急剧下降。47


这些货物全都是装在西印度公司的船上后进入荷兰国内的。西印度公司自17世纪20年代初取代了以前在非洲沿岸相互竞争的各种荷兰公司，掌管这些公司的人并没有立即被淘汰，西印度公司的许多士兵、弹药、粮食和商品正是通过搭乘他们的船到达非洲海岸的。48
 在洛佩斯角以北的非洲西海岸的大片地区，西印度公司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对手——在占领埃尔米纳之后，已经没有葡萄牙人与之竞争了，西印度公司因此由垄断而获利。在早些时候，荷兰公司在黄金交易中相互竞争，他们每从黄金海岸内陆的阿肯商人手里得到1本德（bende，即2盎司）黄金，就要支付70～100磅的黄铜制品。相比之下，西印度公司得到1本德黄金所需要支付的黄铜制品平均下来不超过35磅。49
 除了黄铜制品外，西印度公司在17世纪30年代初主要销售亚麻、布料、盆、水壶、铁制品和白兰地，每年的总销售额超过50万荷兰盾。虽然供给的依旧是这些商品，但征服埃尔米纳意味着荷兰人在黄金海岸进行贸易的方式发生了持久的变化。传统的贸易是通过人力和靠岸的货船进行的，由于有些代理商要等到20个月后才会执行船东的指示，因此这一方式成本高昂。而现在，尽管人力方式从未完全消失，但保持贸易站或小型堡垒已经转变为人们优先考虑的事情。50


一个安全的非洲市场所具有的诱人前景立即在荷兰省的代尔夫特和莱顿之间引发了竞争。一旦莱顿的商人在埃尔米纳找到愿意购买蓝哔叽的买家，代尔夫特的生产商就立刻将他们的数百人送往黄金海岸。51
 国外的竞争对手也很快出现，尤其是英格兰人，埃尔米纳被占领之前他们第一次出现在黄金海岸，并在科曼廷设立了总部。他们愿意提供40磅的黄铜制品以换取1本德黄金。52
 前来的英格兰商人和船只越来越多，促使总督雅各布·鲁伊查弗（Jacob Ruychaver）不得不发起了抛售政策。事实证明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英格兰人在每一阶段的价格都与荷兰保持一致，而非洲人则拿着商品等着英格兰人与荷兰人同时出现，然后从双方的抛售竞争中受益。53
 到17世纪中叶，丹麦人和瑞典人也在黄金海岸站稳了脚跟，荷兰人也加入了西印度公司竞争对手的行列中。根据一份荷兰人在1671年的报告，西印度公司贸易量减少到只占黄金海岸全部贸易量的四分之一。54


盐矿与糖料

在寻找贵金属的过程中，荷兰人还试图在远离家乡的地方采购更多普通的物品：鲸油和盐。尽管与英格兰人竞争激烈，荷兰人在北冰洋（Arctic Ocean）的斯匹次卑尔根岛（Spitsbergen）和扬马延岛（Jan Mayen）附近的捕鲸活动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根据1628年的一份描述，每年夏天都会有800名男子前往北极地区为诺德谢公司工作，该公司直到1642年都垄断着这项业务。尽管收益减少，但参与贸易的运输船从平均每年18艘船（1616—1625）增长到平均每年49艘船（1656—1665）。55


荷兰人的捕鲸活动引起了英格兰人的不满，而盐业贸易则受到了与哈布斯堡王朝战争的影响。正如第一章所述，荷兰人传统上一直是从欧洲大西洋一侧、法兰西西南部、葡萄牙和安达卢西亚采盐的，但是在16世纪90年代，西班牙国王扣押了数百艘停泊在伊比利亚港口的荷兰船，导致荷兰船的船东们只能在大西洋地区寻找其他选择。停战时期，荷兰人返回葡萄牙的塞图巴尔，那里的盐更适合拿来腌制鱼类，但停战期满后新的问题出现了。56
 多年来，荷兰人一直通过利用苏格兰、法兰西、德意志和佛兰德的船员和证件伪装成外国船以持续前往塞图巴尔。57
 他们还返回了阿拉亚，但遇到了一支驱逐他们的大帆船舰队，而且如前所述，他们没能像之前讨论的那样，他们在托尔图加和乌纳雷河上建立永久性采盐基地的尝试也同样失败了。一些替代性方案仍然存在。英属加勒比岛屿的负责人允许来自荷兰省和泽兰省的船只前往并在圣克里斯托弗岛的盐场装运盐。58
 其他船只（包括一些仅30吨重的船只）去往圣马丁岛，那里有3个含盐盆地，据说是该地区最容易到达的地方。那里的盐贮藏在水面之下，必须用铲子来打碎。59
 一艘英格兰船的船长作为荷兰人的囚犯留在岛上，他报告称有190艘荷兰船在1631年到1632年间在那里装载盐块。然而，西班牙的一个中队于1633年到达，他们决定性的反击不久之后会再一次到来。这部分地解释了荷兰人在1年后征服库拉索岛的原因，尽管远征队的领导者向十九人委员会报告说当地的盐潟湖令人失望。相反，博奈尔岛确实被证实是大量盐的来源。60


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于1641年签署的十年停战协议解决了盐的问题，因为允许荷兰船只返回塞图巴尔了。61
 尽管如此，加勒比地区在荷兰的盐业贸易中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西印度公司租用了运盐船将部队和战争物资运往巴西。这些船只将在返航途中装盐，这些盐不仅会在欧洲出售，还可以通过装在这些船上以延长盐的保存时间。62
 最终，甚至于在荷兰人统治巴西时期也与盐业贸易变得密不可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669年的《海牙条约》中约定，要征服荷属巴西，葡萄牙要付出塞图巴尔的盐。鉴于糖是1624年和1630年入侵巴西的重要原因，巴西与盐的密切联系显得具有讽刺意味。

制糖业有多重要？人口稀少的殖民者们来自荷兰海洋帝国，以任何标准来看，在这一地区，农业并不是其主要的追求。新尼德兰的人们埋头发展谷物自给的农业，大多数荷属加勒比岛屿和圭亚那的定居者都选择种植烟草，尽管其数量太少不值得计入阿姆斯特丹的主要市场。只有在巴西才有大规模的糖和烟草这些经济作物的生产，它们主要是由被征服的葡裔巴西人完成的。然而，直到1635年占领了一片栽种作物的大面积区域，糖料作物种植才使荷属巴西人受益。即便如此，与伊比利亚人的战争推迟了这些种植园的建设。多年来，荷兰人破坏敌对一方的制糖产业以实施焦土政策；现在，双方的角色发生了互换，哈布斯堡王朝的士兵烧毁了甘蔗种植园和磨坊，砸碎了糖罐和其他设备。63


在这场行动继续进行时，高级议会徒劳地试图将葡裔巴西种植者从自我放逐中吸引回来。因此，在1637年至1638年间，政府拍卖了这些种植园（其中大部分种植园位于伯南布哥）。64
 但是，荷兰人要想经营糖厂，就只能依靠葡萄牙的代理商和农民的专业知识。65
 不过，荷兰人拥有地产的所有权，这使得这些种植园和共和国的炼糖厂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让·德梅伊（Jean de Mey）是一名来自鲁昂（Rouen）的移民，他在鹿特丹拥有2家炼糖厂，因而可以利用他的家族关系。他妻子的姐姐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在巴西拥有3座甘蔗种植园的艾萨克·德拉西埃（Isaac de Rasière），另一个女儿的丈夫也在巴西经营着1家糖厂。66


最终，荷属巴西的糖农们没有从他们的新产业中得到太多收益，因为即便是在起义开始之前的短暂时间里，荷属巴西的糖产量也远远低于其产能。据莫尔贝克估计（请参阅第二章），联合省的进口量为每箱500磅，共计6万箱糖，但在荷属巴西时代（1630—1654），每年实际的平均进口量接近6,000箱，没有任何一年的进口量超过2.1万箱。67
 起义开始后，荷属巴西糖产量严重下降，这促使前任总督约翰·毛里茨向联省议会提议大赦除主犯以外的巴西起义士兵。他认为，如果没有葡萄牙人，巴西殖民地将对西印度公司毫无益处，因为制糖是其主要活动，而这一活动严重依赖葡萄牙人的专业知识。68
 这位总督并不是唯一强调荷兰人高度依赖葡萄牙种植者和专业工人的人。69


一些拥有种植甘蔗专业能力的犹太人和基督教教徒于1654年离开了巴西。70
 这些人中包括将继续在外国殖民地从事这种贸易的人。扬·范奥尔（Jan van Ool）就属于这种情况。1641年，他是巴西一家糖厂的产权共有人；1660年，他还是马提尼克岛一家拥有25名奴隶的糖厂的产权共有人。71
 1671年，荷属巴西的另一位前居民皮埃尔·莱尔米特（Pierre l’Hermite）和他的儿子共有马提尼克岛的3座甘蔗种植园。72
 至少有26名荷兰人和6名荷属巴西的前居民搬到了瓜德罗普，那里几乎所有人都在统计中被登记为“居民”或“糖农”。他们当中包括克莱斯·克拉斯（放弃维杰福克堡的中校），阿德里安·布勒斯特拉滕（Adriaen Bullestraeten，前木匠，曾在巴西执政委员会任职），约翰·利斯特里克（Johan Listrij），何塞·皮特（Josse Pitre）和阿里安斯·范施皮格勒（Arrians Van Spiegle）。似乎也是从巴西来的荷兰人尼古拉斯·扬森（Nicolaes Jansen），他的种植园到1669年时已成为该岛的第二大种植园。73
 雅各布和让·德斯威尔斯（Jean de Sweers）凭借所获得的专业知识，干脆回到了他们在巴西曾经待过的地方，并至少使他们在巴西雇用过的一些自由人和被奴役的工人继续工作。他们还延续了与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兄弟保卢斯的合伙关系，保卢斯过去曾向巴西运送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并于1654年后将此类货物改运往瓜德罗普。74
 1687年，大约有100名荷兰移民及其后代仍然构成了瓜德罗普新教教徒的主要部分——当时他们的宗教被认定为非法。为方便起见，他们开始信奉天主教，有些人在禁令颁发之前就已经采取措施。75


尽管阿姆斯特丹的炼糖厂增加了1倍，从1622年的25家增加到1662年的50家以上，每座炼糖厂有五六层，相当于20万荷兰盾的投资，但到1662年，几乎没有糖料是从圭亚那的新的荷属殖民地运来的。76
 尽管如此，一份17世纪60年代的原本是为埃塞奎博的荷兰糖农准备的手稿揭示了当地的产糖知识。该作者认为，每年的5月～7月的几个月时间里砍伐树木，在第一年需要30名黑人奴隶；到了9月，木材达到干燥程度，准备用来燃烧和清理；10月，整理土地并在当年的最后2个月进行播种。有40块土地将被用来种植甘蔗和玉米，另外10块则种植山药、木薯和豆类，所有这些都用来供奴隶们食用。同样的时间段，在第二年，需要再增加40名奴隶，连同第一批奴隶一起在60～70块土地上种植甘蔗和粮食。第二次种植完成后，就需要建1座糖厂、1个高温清洁区、1间马厩以及1间蒸馏白兰地的房子。其他成本还包括马、牛、6个铜坩埚、2台白兰地蒸馏器以及水槽和排水沟。77


到17世纪60年代中期，荷兰人开始正式从事糖料作物种植业。虽然1664年时，埃塞奎博只有一位孤独的先驱者从事糖料作物种植业，但第二年，英格兰人就在圣尤斯特歇斯岛建起了6座“产糖的优质种植园”。78
 一位多巴哥居民的一本书中提到了该岛上的另外6座糖料作物种植园，而英格兰的一支远征队则认为有不少于18座。79
 其中有多少座种植园实际上是由荷兰人经营的仍然不得而知，因为圣尤斯特歇斯岛上的荷兰定居者们与众多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共享这座岛屿，而在多巴哥的法兰西人人数超过了荷兰人。直到1674年，一位英格兰观察家注意到苏里南的荷兰人“没有制糖的技能，却雇用了一些蹩脚的英格兰人……”80
 然而，正是从1667年开始在苏里南，荷兰人的处境才有了转机。尽管该殖民地最初面临一些麻烦——在制糖初期严重缺乏专业的制糖知识，并且几乎没有牛来拉磨——但到了1671年，种植园的数量增加到了52座。81


奴隶贸易

对巴西大部分产糖区长达10年之久的控制，使荷兰人接触到非洲黑人的贸易。尽管荷兰人将在17世纪中叶主导大西洋世界的奴隶贸易，但在西印度公司成立之初，很少有荷兰商人有运输这种“货物”的经验。1621年之前，荷兰人有记录的此类航行不超过11次。尽管如此，荷兰人还是对奴隶贸易较为熟悉。首先，他们的数十名同胞丧生于北非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统治者的帆船和宅邸内，他们是柏柏里（Barbary）海盗的受害者。这些海盗对货物不感兴趣，他们的目标是活捉人质并勒索赎金。因为大多数基地都位于北非，所以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地中海一带，但也有一些团伙在摩洛哥沿大西洋海岸附近活动，在那里俘获大西洋上的船只。

荷兰船运的成本很高。即使船长幸免于被俘，他们的船可能会被损坏，船员也可能被杀或受伤。例如，在1639年，“苏特卡斯号”（Soutcas）在与柏柏里“海盗们”进行了2天的海战之后确实到达了巴西，但却失去了船主以及20名水手和士兵。82
 并非所有参与勒索活动的群体都是活跃的私掠海盗。控制马拉喀什（Marrakech）以南的苏斯（Sous）地区的西迪·阿里·本·穆萨（Sidi Ali ben Mussa）和他的部下，就可以坐等船员们落入他们的手中。1638年，开往黄金海岸的“伊拉斯谟号”（Erasmus）奴隶船和1639年前往巴西的“梅希特·范多德雷赫特号”（Maecht van Dordrecht）商船都在西迪·阿里的总部附近遭到破坏。2艘船上分别有51名和27名船员，在被荷兰当局赎回之前，他们被奴役了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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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这些北非奴隶——即使不是成千上万，也有成百上千——当局在荷兰各地数十座城镇的教堂，在他们的亲戚、水手伙伴中，挨家挨户地上门筹钱以赎回他们。84


荷兰人获得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第一手资料的一种方式，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私掠活动。一个典型事件是1596年，一艘荷兰私掠船将一艘被俘葡萄牙船上的130名奴隶带到了米德尔堡。该市市长感到非常尴尬，泽兰省下令这些非洲人应被“恢复其天然的自由”。尽管有9名非洲人留在岸上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死去，但船长似乎无视这一规定并将大多数奴隶带到了美洲。85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荷兰私掠船俘获了更多的葡萄牙奴隶船，并将非洲奴隶丢弃在船上任何可能的地方。86
 例如，1619年抵达弗吉尼亚的20多名非洲人（他们长久以来被认为是第一批被运送到北美的黑人），可能是被葡萄牙人俘获的，这些葡萄牙人来自一艘与英格兰船串通的弗利辛恩的船上。87
 荷兰人在新尼德兰定居后，一些作为葡萄牙人战利品的非洲人也被当作奴隶送到了那里。例如，在1630年，米希尔·波夫（Michiel Pauw）收到了不少于50名属于葡萄牙“战利品”的非洲人。88
 在另一些情况下，私掠船的船长们放走了被扣押的船，因为他们无法填饱船上所有人的肚子。

在西印度公司成立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共和国的居民除了掠夺葡萄牙奴隶船以外还做了很多。葡萄牙裔犹太人拥有船只，自罗安达出发从事奴隶贸易，这些船通常由荷兰的基督教教徒投保。89
 此外，少数信奉基督教的商人无视联省议会的人口贸易禁令，为葡萄牙同伙或为自己的利益直接参与非洲的奴隶贸易。90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荷兰的奴隶贸易仍然很少。直到17世纪20年代，在新世界才建立了持久的荷属殖民地。只要荷兰人还在进行掠夺和贸易，而不是在整个大西洋世界殖民，他们就不奴役非洲人。在西印度公司成立之时，荷兰的奴隶贸易仍然发展迟缓，甚至在亚马孙河河口的荷兰人的种植园里工作的少数非洲人最初可能都是外国人提供的。91


开展奴隶贸易是1623年11月在西印度公司举行的第二次董事会会议上的一项议题。其中的联系显而易见：一旦控制了世界上最大的糖料产区巴西，西印度公司就会让非洲奴隶前去工作以使种植园获利。因此，不仅需要从几内亚和安哥拉输送非洲工人，而且要保证稳定供应，由公司本身来组织运输显得非常有必要，这比依赖外国商人更好。因此，在几周时间内，3艘船被派往安哥拉。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从1624年开始，西印度公司确实从贝宁湾（Bight of Benin）将俘虏带到非洲黄金海岸的拿骚堡，但荷兰人还需要十几年的时间才能积极参与美洲的奴隶贸易。92
 目前尚不清楚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人（包括其犹太人群体）在何种程度上继续参与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奴隶贸易。秘鲁总督认为之前参与奴隶贸易的人们仍然活跃，由于走私者造成的经济损失，他在1638年建议国王关闭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他声称，这些走私者是“来自荷兰的希伯来人”，他们利用葡萄牙的中间人从事奴隶贸易，并为其荷兰主子工作。93


直到荷兰人控制了巴西制糖业，奴隶劳工在荷属美洲的需求才显现出来。一位荷兰观察家写道：“没有这些奴隶，巴西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事情。没有他们，糖厂将无法运转，土地也无人耕种。”“而且，”他补充说，“如果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那只会是不必要的谨慎。”94
 十九人委员会对参与非洲奴隶贸易毫无疑虑。1635年，他们命令船长们在非洲海岸开始奴隶贸易，荷兰人在那里的阿尔金（Arguin）、戈里和穆里拥有交易中心。95
 为了提供额外的物资，荷属巴西当局让私掠船将目标对准了葡萄牙的奴隶船，并鼓励士兵从敌人手里偷窃奴隶。96


在4年时间内（1637—1641）征服埃尔米纳、罗安达以及圣多美也与巴西的劳工问题有关。据说前述这些地方是被两支在巴西而不是在阿姆斯特丹装备的荷兰舰队征服的。埃尔米纳是葡萄牙在几内亚的主要据点，就如同安哥拉是西南非洲的主要据点一样。荷兰人特别热衷于将安哥拉纳入其帝国。他们认为，这不仅可以确保奴隶的稳定输入，同时他们的大敌西班牙也将因此遭受沉重打击，因为没有非洲人，西班牙的银矿（西班牙的财富之源）将无法运作。97
 葡萄牙官员一直都很清楚安哥拉对荷兰人的重要性。在他们失去这颗非洲王冠上的宝石的5年前，葡萄牙议会要求增援以防止荷兰入侵安哥拉。98
 顺便说一下，罗安达和埃尔米纳不是荷兰奴隶仅有的2个供应商。奴隶贩子还前往阿德拉和卡拉巴尔，西印度公司在17世纪40年代初在那里建造了小型据点，从那以后代理商们就一直与当地的贵族和商人保持着联系。99


奴隶贸易与其他贸易一样，但具有自己的特点。不熟悉这些特点的荷兰人最初在几内亚和安哥拉犯了很多错误，首先是高估了他们在非洲购买奴隶的能力。部分原因是罗安达在葡萄牙奴隶贸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所以荷属巴西当局希望每年从安哥拉首府输入1.5万名奴隶。100
 荷兰指挥官与刚果国王和桑霍伯爵签署了条约，但这些条约均未得到履行。在荷兰征服巴西之后的9个月中，实际上只有不到500名奴隶被运往巴西。荷兰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刚果和桑霍不再是主要的奴隶中心，大多数奴隶来自内陆的其他地区，如马坦巴、恩东戈（Ndongo）和庞博（Pombo）。而被荷兰人赶出罗安达并逃往内陆的那群葡萄牙人封锁了奴隶商队的通道。101


另一个错误是，荷兰人认为非洲人可能会被任意奴役。正如荷属巴西当局在1641年向负责征服罗安达的官员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意图不是让您突袭（黑人）或任意破坏”。102
 1年后，联省议会在其对安哥拉沿岸荷兰占领区政府的指示中补充说，不应奴役那些自由的土著人。103
 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理解这些信息，因为在从安哥拉驶往巴西的第一批船上是一些“出身高贵的”妇女，她们从内陆被送往罗安达，荷兰人在那里抓获了她们。

荷兰人的无知还涉及用什么商品换取奴隶。他们很快了解到，有时需要多达二三十种不同的商品，包括贝壳、棉布和铜臂环；104
 荷兰人在1641年占领的圣多美岛上生产棕榈油、布料和其他通常被用于交换俘虏的商品。105
 以物易物所需要的商品因地而异，106
 并且还需要紧跟当地的潮流。一位荷兰代理商给他在埃尔米纳的上司写信说，他的英格兰对手“在贸易上胜过他，这要归功于一种新潮的用白色和黄色珠子盘旋装饰而成的饰品”。一份样品立即被送到了尼德兰，代理商同时要求提供相同样式的珠子。在某些地方，根本买不到奴隶，例如在贝宁王国，该王国的统治者一直禁止出售男性俘虏。在这里，荷兰人只能购买少量的女奴。107


奴隶贸易利润丰厚，至少在纸面上是这样的。用价值100荷兰盾的炮弹可以在刚果河上购买奴隶，在巴西可以5～6倍的价格转售；在贝宁湾用铁条（在当地用作货币）购买的较便宜的奴隶被以10倍的价格卖出。108
 然而，仅把差额当作净利润的计算方式则过于简单。毕竟，制造奴隶船、支付船员薪水、购买枪支和镣铐等都需要钱，这还只是列举了需要扣除的费用的一部分。109
 不过，有些人的生意做得很好。其中一位受益者是弗朗西斯科·费罗尼（Francesco Feroni，1614/1616—1696），他来自托斯卡纳（Tuscany），于17世纪40年代初移居阿姆斯特丹。他专门从事波罗的海到意大利的谷物贸易，该贸易主要依靠荷兰船进行。他的成就使他得到了托斯卡纳驻荷兰共和国官方特使的职位。在1645年巴西起义后的某个时候，费罗尼参与了加勒比海的奴隶贸易，为三角贸易装配了自己的船。与谷物贸易相比，利润率显著提高，他成了有钱人。西印度公司董事会有时甚至在其家中开会。110


当时的报告表明，奴隶运输的组织工作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没有定期清洗甲板，非洲人衣不蔽体，水和食物供给不足。一位经验丰富的奴隶商在1639年提交工作建议给荷属巴西当局，但显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建议，奴隶们必须得到一锅豆类、稀粥或大麦粥，并添加一些棕榈油。2年后，有人建议奴隶船上应供应6周的食物，并且第一天给每个奴隶配给玉米，第二天配给豆类，此外还要给奴隶供应干鱼、咸鱼以及用盐和棕榈油烹制的大象肉或河马肉。111
 但是又过了1年，荷属巴西当局发现奴隶生意经营不善，船上因缺少补给品和水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此外，许多奴隶跳入海中或毒死自己。那些活着到达彼岸的非洲人被形容为“影子”。在抵达累西腓之后，他们的困境并没有得到改善，那里几乎是永久性的粮食短缺。直到1646年，人们在西印度公司的一份官方报告中才发现，罗安达为跨大西洋运输中的奴隶准备的食物不足，造成了大西洋中央航线上的多人死亡。112


尽管葡萄牙人最初阻止荷兰人从安哥拉腹地俘获大量奴隶，但荷兰和葡萄牙于1642年6月达成的停战协定使葡萄牙人成为荷兰人在非洲的贸易伙伴。此外，邻近的非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激化导致200英里以外的内陆非洲人不断地涌向海岸。113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荷兰奴隶贸易在岸上的顺利运作带来了问题。中央航道上缺少食物和水，而巴西则缺乏安置奴隶的房屋设施。毫不奇怪，在1643年10月之后的6个月中，来自安哥拉的1,800名非洲人中有超过四分之一在横渡大西洋的过程中死亡。114
 也不是所有幸存的奴隶都被卖给糖料作物种植园，政府和军队排在种植园之前先行挑选。另一个问题是天花的传入，它可能起源于阿德拉。115
 该病给巴西种植园带来了一连串的死亡，仅在帕拉伊巴，1642年就有1,000多名奴隶死于这种疾病。116


不久，荷兰向巴西运送奴隶的全盛期就结束了。1645年6月起义开始之后，数十个糖料作物种植园被摧毁，这使得荷兰人几乎不可能出售新近到来的奴隶。累西腓为了节省粮食，将850名非洲人先运送到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岛，但那里的粮食同样短缺，荷兰人又把这批奴隶卖到加勒比。从安哥拉抵达的新一批251名奴隶连这种待遇也没有得到。这些可怜的男女被迫在巴西海岸一个荒岛上生存，在那里能供他们食用的唯一食物是老鼠。现在非常明确的是，必须停止运输奴隶，这一决定相应地要告知在罗安达的荷兰人。从此以后，从内陆到达这座城市的许多俘虏，直到得到更进一步的通知前，都被关押在棚屋和旧船里，大多数人都在1年之内逃走了，还有数不清的人死亡。117


如第三章所述，葡萄牙人在巴西与荷兰人的争夺战本身与奴隶贸易有关。主谋们主要是糖场主，这些大型种植园的所有者缺乏流动资产，早已声名狼藉。为了偿还债务，他们不得不抵押所有财产：制糖厂、役用牛和奴隶。在这种情况下，荷兰人允许他们以赊账的方式购买奴隶，这种解决方案在18世纪的法兰西和英属加勒比的产糖群岛上非常普遍。118
 1645年起义爆发，同年这些糖料作物种植园主应开始还清债务，超过460万荷兰盾的债务被免除，其中大部分是签约购买奴隶所产生的债务。119


在荷兰统治巴西的最后9年中，抵达累西腓的非洲奴隶人数不超过1,550人。各公司商会几乎立即停止了从非洲运输奴隶，并开始允许私人从罗安达输入奴隶。尽管仍要求这些商人带着奴隶在累西腓上岸，但如果无法在累西腓将奴隶卖出，奴隶们有权从荷属巴西出发航行至其他任何目的地。120


这是荷兰奴隶贸易史上新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非荷属殖民地将成为荷兰人跨大西洋运输的大部分奴隶的收货方，荷兰人迅速成为该领域的专家。121
 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已知登船地点的202次荷兰奴隶运输中，只有30次以荷兰殖民地为主要目的地122
 ——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只有3次英格兰人的奴隶运输的目的地为非英格兰的登船地点。123
 在此过程中，荷兰人成为大西洋上主要的奴隶贸易商，而历史学家并没有承认这个事实。1641年至1670年间，荷兰人进行了300次有记录的航行，英格兰紧随其后有225次，其次是葡萄牙71次、西班牙21次、法兰西14次、瑞典和丹麦各6次以及热那亚1次。换句话说，在17世纪中叶的30年里，所有跨大西洋的奴隶贩运中几乎有一半（约47%）是由荷兰人组织的。124


荷兰人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由于海上航行的时间极度漫长，所以引发了几次巨大的人类苦难。例如，2艘原定从西非航行到新阿姆斯特丹的船遭遇了一场暴风雨之后，突然发现船不在北美附近，而是在加勒比海南部。西班牙当局拒绝他们入境，因此这2艘船不得不继续航行，以致耗尽了船上的水和食物，400名非洲人被饿死。125
 下船后的奴隶们也都丧了命。1680年，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向库拉索岛的总督控诉，新近抵达的4,847名奴隶中有1,196人死亡。非洲人饱受虐待，他们只能吃到病死的马肉，这也可以解释奴隶高死亡率的原因。126


与英属美洲和法属美洲的贸易

荷兰人与其他大西洋地区的殖民地居民的不同之处在于，无论是作为奴隶贸易商，还是货物的承运人，他们都是整个加勒比海以及北美洲和南美洲沿海地区殖民者的贸易伙伴，而不用去考虑对母国的忠诚。进入外国殖民市场的一种方法是船队海上巡航，巡航并不是荷兰人的发明，在他们开始探索大西洋水域之前，就有几代法兰西人尝试过。船队沿着大洋南部路线航行，到达巴西海岸，然后从那里航行到加勒比海任何允许进入的港口，通常一次巡航即可访问多个港口。127


1630年之后对伯南布哥的控制，使荷兰人也有可能进行类似的巡航，荷兰人的巡航经验与北欧人向小安的列斯群岛的迁徙保持同步，后者从17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并在17世纪30年代加速。米希尔·德勒伊特的航行就是一个例证。在海军服役之前，德勒伊特是一艘多次穿越大西洋的商船的船长。在1640年至1641年间，他2次横渡大西洋到达累西腓，并经加勒比海返回。虽然这两次航行都不能称之为巡航，但德勒伊特确实于1641年在圣克里斯托弗岛做过一些贸易。无论如何，他获得了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贸易和航行的有用知识，他在1646年回到该地区时就利用了这一优势。当他的船于当年2月25日到达巴巴多斯后，德勒伊特与该岛的总督会面，安排用其商品交换烟草。卖掉葡萄酒后，他于2月27日从巴巴多斯出发，24小时后到达马提尼克岛。在那里，德勒伊特再次与总督达成协议，卖出货物。3月6日，这些船驶往圣基茨岛（St. Kitts，全称为“圣克里斯托弗岛”。——编者注），2天后船在那里抛锚。获得许可证后，德勒伊特也在这里进行了一些交易。128
 由此可见，他在从事跨帝国贸易时十分谨慎。

那些偶然航行到大西洋彼岸的冒险家们没有学到这些。亚伯拉罕·阿尔瓦雷斯（Abraham Alvares）就是其中之一。1659年年末，他从泰瑟尔岛出海，前往马提尼克岛和“印度群岛海岸”。这次探险的结果是，一系列试图引起外国人对贸易兴趣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由于无法卖出他的商品，阿尔瓦雷斯最终只能将商品留在了库拉索岛上，然后乘空船回家。129


巡航并不意味着不加选择地在新世界港口停靠。直到1648年，船长们都在努力避开大多数美洲港口，因为它们恰好是西班牙殖民地的一部分。在17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英属美洲是巡航舰队的首选目的地。收获后不久，来自英属殖民地的农作物就在荷兰港口销售。早在1630年1月，巴巴多斯的烟草就在鹿特丹出售，距巴巴多斯人开始出售农作物不到2年时间。130
 大约在同一时间，荷兰人开始参观新的英属殖民地普罗维登斯岛。该岛的主人在伦敦一开始就明确表明了他们已经为荷兰人设定了角色。岛上的荷兰人“只是作为对土地感兴趣的占用者和管理者”，131
 换句话说，他们不能充当商人。然而，这些人在6年后痛苦地得出结论，该岛的商品都被荷兰人带走了。最终，由于英格兰船运的严重匮乏，以至于该岛的主人命令普罗维登斯岛的总督和议会允许荷兰人进行自由贸易。132


除了货运能力外，荷兰人还因其种类繁多、价格低廉的商品，特别是纺织品（包括亚麻、丝绸、缎子和花边）以及工具和其他五金件，还有陶瓷和食品而引人注目。另外，他们愿意扩大信贷，也愿意自己承担货物的风险，所以英格兰的种植园主们宁愿选择更昂贵的方式将货物运到阿姆斯特丹。133
 因此，荷兰商人在背风群岛上面积分别为65平方英里和39平方英里的圣克里斯托弗岛和蒙特塞拉特岛（Montserrat）大献殷勤。圣克里斯托弗岛以其优良的烟草作物而闻名。134
 始建于1624年的英格兰“种植园”被夹在两个法兰西殖民点之间，荷兰人在17世纪30年代在那里保留了大部分仓库，尽管他们也运去许多英格兰的农产品。135
 直到第一次英荷战争爆发时，在蒙特塞拉特岛上才建起了多座荷兰仓库，每座三四层楼高，当时圣尤斯特歇斯岛上的商人向该岛派去了许多船只和单桅帆船。出生于爱尔兰的蒙特塞拉特岛总督罗杰·奥斯本（Roger Osborne）不仅放任此交易，还从中受益许多。136
 烟农们蜂拥而至，烟草种植者纷纷向这些外国商人提供一两年的信贷。结果，到1655年，有100名蒙特塞拉特岛上的种植者和146名安提瓜岛上的种植者被列为荷兰人的债务人。137
 20年后，荷兰人仍然是该岛农产品的主要承运人。138


一些烟草种植者与鹿特丹建立了直接联系。1639年，圣克里斯托弗岛的英格兰居民与一艘鹿特丹船的船长签署了一份合同，后者与他的一位委托人一起前往圣克里斯托弗岛，并装载大量烟草，其中的三分之一送到怀特岛村，剩余的则送往鹿特丹。139
 同样，来自巴巴多斯的商人约翰·阿内特（John Arnett）在鹿特丹购买了60把步枪，这些步枪将运往巴巴多斯并换成3,300磅的烟草。140
 阿内特是来自圣克里斯托弗岛和巴巴多斯的11个人中的一员，他们于1644年到鹿特丹发展自己的事业，无疑是为了与当地商人讨论新的贸易安排。141
 这些旅行的种植园主们也在寻找契约佣工。阿姆斯特丹公证档案中的服务合同引起了被派往圣克里斯托弗岛烟草种植园工作的荷兰本地人以及成群的在巴巴多斯待了三到五年从事各种烟草工作或摘棉花工作的男孩们（可能是孤儿）的注意。142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鹿特丹商人通过利用英伦诸岛上的代理商增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例如，约翰·盖伊（John Gay）雇用了他在巴巴多斯的兄弟理查德——他在那里拥有一间仓库——并从那里购买烟草和棉花。143
 盖伊是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鹿特丹定居的众多英格兰人之一。在经济机会和宗教宽容政策的推动下，他们的到来促进了该市与英属美洲之间的贸易。尤其是在1635年商人冒险家们从米德尔堡迁至鹿特丹之后，前往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船只增加。为了换取铁器、纺织品、粮食、帆和绳索，探险家们进口了烟草、棉花、糖、靛蓝染料和黄颜木。144
 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们也给巴巴多斯送去了一些物品，一些巴巴多斯的种植者则利用起了自己在阿姆斯特丹的代理商身份。145


在北美大陆，荷兰商人大多对切萨皮克感兴趣，他们在那里售出了各种各样的荷兰商品，包括亚麻、粗布、白兰地，偶尔还有奴隶。146
 泽兰商人虽是先驱，但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也参与了与弗吉尼亚的烟草贸易，这可以从弗吉尼亚种植商对这些港口的商人们的债务中推测出来。147
 此外，随着为阿姆斯特丹或鹿特丹公司工作的当地商人装备了可以参观切萨皮克湾种植园并带着烟草返回的小型船只，新阿姆斯特丹发展成为弗吉尼亚人的可靠伙伴。在切萨皮克主要的阿姆斯特丹商人，迪尔克·科尔森·斯塔姆（Dirck Corssen Stam，生于1608年）和阿伦特·科尔森·斯塔姆（Arent Corssen Stam，1615—1646）都在17世纪30年代后期定居弗吉尼亚，并在伊丽莎白郡购买了860英亩（美英制面积单位，1英亩≈0.004平方千米。——编者注）土地以及詹姆斯岛（James Island）的土地。148
 这些投资为今后几年弗吉尼亚和阿姆斯特丹之间的活跃贸易奠定了基础，当时斯塔姆兄弟向欧洲运送的烟草数量超过了英格兰的任何一家公司。仅在1641年，他们就运送了超过10万磅的烟草。149
 的确，荷兰船在切萨皮克的烟草出口中的份额至少有时是相当可观的。150
 然而，一本匿名的英语小册子的作者认为，在弗吉尼亚停泊的所有购买烟草的欧洲船中有一半是荷兰船，这一估计有些夸张。151


与此同时，荷兰与巴巴多斯的贸易也在蓬勃发展。回望1651年，岛上的总督和议会非常重视自殖民初期就一直定期来访的外国人。他们认为：“所有古代居民都非常清楚，他们对低地国家的人们有多么感激以及这将是多么困难……在没有他们的帮助下在这些地方定居或稳定地生存下来。”152


历史学家进一步称，荷兰人的作用不仅限于对必需品的供应和对当地农作物的购买。据称，荷兰的影响力是更加深远的。153
 荷兰人是不可或缺的那一环，他们是重要的救星，有了他们，巴巴多斯以及加勒比海的其他几个英属和法属殖民地才能在几乎一夜之间创造出非常成功的制糖业。154
 在获得对巴西糖料作物种植的控制权之后，荷兰人将他们的资本、技能和技术都输送到西印度群岛，他们掀起了起源于巴巴多斯的制糖革命。正如历史学家艾伦·泰勒（Alan Taylor）所写的那样：“由于仅由荷兰人经营的种植园无法足量供应（阿姆斯特丹的）精炼厂原料，于是荷兰商人资助了巴巴多斯的糖料作物种植园和糖厂。”155
 据说荷兰人教种植者如何生产糖，借给他们资金用来购买土地、设备并建立糖厂，提供在种植园工作和压榨甘蔗的奴隶，并将成品运往欧洲。156


诚然，荷兰船经常停靠在英属殖民地，以信贷方式供应各种商品。在内战期间，当西印度群岛只有为数不多的几艘英格兰船时，荷兰船及货物帮助其渡过了难关。157
 同样确定的是，种植园中役用的马匹通常来自荷兰船。158
 同样，用来煮甘蔗汁的熔炉似乎是在荷兰船上经常被用作压舱物的荷兰的砖（klinkers）搭建的。159
 此外，工作流程和分工方式无疑也从伯南布哥引进巴巴多斯，虽然荷兰人可能没有直接参与其中。160
 但令人怀疑的是，糖厂和坩埚等生产资料是否有被大量提供。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种猜测。相反，荷兰的档案显示，去往加勒比海地区的轮船主要运载的是纺织品和粮食，而五金等硬件设施仅占出口货物的一小部分。161


关于荷兰制糖业转移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其奴隶供应量。但是，荷兰人在英格兰的制糖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出售了大量非洲人这一传统假设缺乏证据来证明。162
 如前所述，在始于1639年的制糖业黄金时期，荷兰人仍在努力地将奴隶送往巴西。此外，荷兰的奴隶贸易由西印度公司垄断，而西印度公司董事会竭尽全力将非洲奴隶带到他们的巴西殖民地。该公司仅在1645年巴西起义后才允许将非洲人运往外国殖民地，当时巴巴多斯的糖料作物种植业已经开始发展。163
 同年12月，巴西高级议会甚至建议最好在巴巴多斯出售奴隶，因为那里的奴隶需求量很大，利润最为丰厚。164
 又过了4个月，荷属埃尔米纳总督建议将巴巴多斯当作奴隶的备用目的地。165
 然而，在未来的几年中，几乎没有西印度公司的船或荷兰走私船载着奴隶抵达该岛。在17世纪40年代中期，仅有3例被记录在案。166
 小安的列斯群岛也不是1645年后从伊比利亚半岛抢来的非洲人和奴隶的接收地，这些人几乎都被卖到了西班牙殖民地。167
 此外，荷兰人供应奴隶的能力受到1648年失去罗安达（非洲劳工的主要来源）的严重影响。直到荷属巴西时代的后期，才有迹象表明荷兰奴隶贸易发生了有利于英属殖民地的结构性调整，168
 并且那时，《航海法案》的实施使得前往这些殖民地的航运变得危险起来。169


综上所述，似乎在殖民初期，英格兰在巴巴多斯的奴隶贸易比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意识到的更为重要。170
 有文献记载，到17世纪40年代，英格兰人前往巴巴多斯的奴隶运输航行共有20次，尽管我们对这10年里最初几年的情况仍然知之甚少。然而，根据荷兰商人和非洲总督们的报告，英格兰人经常在卡拉巴尔购买奴隶，并在航行至巴巴多斯之前，在海岸的其他地区补充奴隶。171
 此外，荷属埃尔米纳总督提供的消息暗示，1645年至1647年间，运送到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仅由英格兰船运送。荷兰人也有统计，从1652年到1657年，仅在黄金海岸就有75名来自英格兰的奴隶贩子。172


因此，我同意约翰·麦卡斯克（John McCusker）和拉塞尔·梅纳德（Russell Menard）的观点，他们认为巴巴多斯的糖业繁荣不是荷兰人的功劳。他们指出，在殖民初期，定居在该岛的英格兰商人和当地的家庭才是岛上制糖业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关键。这些家庭从一开始就节省了生产棉花和烟草的资金，并将其用于投资糖料作物种植园。173
 背风群岛（荷兰人确实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巴巴多斯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最初优质主食的缺乏，随后巴巴多斯迅速向制糖经济过渡，吸引了许多英格兰商户。因此，荷兰商人从来没有机会在巴巴多斯建起和拥有大量仓库。174


然而，荷兰人在巴巴多斯殖民地发展初期确实提供了帮助。岛上的统治者认识到荷兰人的作用，但是一心打算赚取关税，于是在1634年开始对外国船征收20先令（shilling，英国1971年前的货币单位，1先令合20英镑。——编者注）的税，对其出售的所有商品征收7%的税。为了填补已耗竭的国库，国王查理一世随后也采取了这项措施，下令将英格兰的烟草直接运送到外国港口的船需要支付适当的关税。175
 在弗吉尼亚，荷兰人太强大，以至于英格兰政府早在1627年就要求所有离开该殖民地的船都要先驶向伦敦。在1637年、1638年和1641年，英政府下令弗吉尼亚总督和议会限制与荷兰人进行贸易，除非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176
 由于荷兰人的商业和金融活动满足了广泛的需求，所以这样的命令通常难以实施，不服从才是真正的规则。内战结束后不久，伦敦商人游说采取措施限制荷兰人的商业活动，结果遭到了弗吉尼亚议会和总督威廉·伯克利（William Berkeley）的抗议，后者坚称荷兰人在战争期间拯救了该殖民地。177


英格兰议会通过的《航海法案》破坏了荷兰与所有英属美洲殖民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就其本身而言，1651年的第一部法案是一项温和的商业措施，要求殖民地产品只能由英格兰的船运输到英格兰、爱尔兰或其他英属领土，并且这些船必须直接航行到目的地。货物只能直接从其制造地运送到英格兰境内港口的规定，使得从荷兰共和国运送大多数产品成为非法行为。178


对于来自鹿特丹的艾尔布雷希特·考克斯（Aelbrecht Cockx，1616—1656）这样的人来说，《航海法案》是重重的一击。考克斯是一位船长的儿子，虽然他还参与了一些前往马德拉和北非的冒险活动，但他主要与新世界进行贸易。179
 因为主要对进口烟草感兴趣，他与荷兰烟草贸易的中心城市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保持着联系，180
 并经常亲自驾船到圣克里斯托弗岛、巴巴多斯和切萨皮克。在17世纪40年代，他不再亲自参与，而是从圣克里斯托弗岛雇用了一名代理商，并在巴巴多斯雇用另一名代理商。181
 除了干货，考克斯还把契约仆人运到英伦诸岛，有一次他在苏格兰到巴巴多斯的途中接载了160名仆人。182
 尽管考克斯没能发财，但也确实发展得不错。他造了1艘游艇，拥有至少1艘船，还和其他人共有好几艘船，其中包括“明镜号”（Spiegel），他曾和其兄弟哈维克（Havik）在1644年乘这艘船前往马里兰。183
 在那一年，考克斯参与了至少5次从鹿特丹前往美洲的船运。184
 《航海法案》的实施和第一次英荷战争迫使考克斯换了一种方式谋生。在1655年至1656年，他参加了西印度公司在非洲沿岸的一次私掠远征。在那次冒险中，他死于加蓬，被葬在大西洋世界的偏远角落。185


与英伦诸岛进行贸易的其他荷兰商人也因《航海法案》的实施而损失惨重，伦敦政府为支持这一法案派遣了7艘战舰和12艘武装商船在巴巴多斯及附近地区俘获了至少19艘荷兰船。186
 几年后，也即1655年，一支英格兰的舰队突袭了巴巴多斯附近的另外24艘荷兰商船，它们是因违反了这一法案而在17世纪50年代在英伦诸岛被扣押的300艘船（大多数是荷兰船）中的一部分。187
 如果仅仅是因为1655年巴巴多斯陪审团裁定为“属于反对议会和国家的外地人”而被没收了船，这些抓捕活动可能吓退了一些荷兰商人，但绝不是全部。188


总体而言，荷兰人的贸易活动在巴巴多斯和背风群岛上持续存在，这些地区的英格兰人努力保持着与荷兰人的联系，而复辟政府却力图解除这种联系。1654年，巴巴多斯居住着足够多的荷兰人，他们被赋予在星期日举行宗教礼拜聚会的权利。18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二次英荷战争造成了物资短缺和经济危机，反而鼓励了荷兰人的贸易活动。190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来自联合省的商人们开始遵守《航海法案》。他们再也不能求助于该岛上的荷兰代理商，而只能依靠英格兰的代理商或者已经成为大英帝国居民的荷兰人。他们还联系英籍船长来接收他们的货物，让他们的船在伦敦或外港转运货物，并利用英籍船长和船员将他们的船伪装成英格兰的船派出去。191
 当然，除此之外，他们继续进行着直接贸易。这种贸易虽是非法的，但仍然有利可图。

《航海法案》也影响了荷兰到北美的运输，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在英格兰征服了新尼德兰之后。从阿姆斯特丹到哈得孙河上游的荷兰曾经的据点奥兰治堡的货物运输一直持续到17世纪80年代后期，直到17世纪90年代才开始逐渐减少。192
 更重要的是，在1664年英格兰入侵之后不久，共和国与新阿姆斯特丹之间的直接贸易得到恢复。鉴于英格兰的物资缺乏，以及新阿姆斯特丹居民希望与阿姆斯特丹保持联系，伦敦当局开始许可荷兰船在新阿姆斯特丹进行贸易。而且，当更多的荷兰船停靠时，历任新阿姆斯特丹总督们都装作没看见。1674年，荷兰人失去曾经再次征服的新阿姆斯特丹之后，新阿姆斯特丹的英荷贸易越来越遵守《航海法案》开展。大多数进出阿姆斯特丹的船都会经过多佛港（outport of Dover）并在那里清关。他们将带着托运给英格兰和荷兰商人的货物返回。荷兰人和英格兰人成为这些合作的投资者。193


关于荷兰在促进加勒比海地区糖业繁荣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假设，在法属殖民地确实成立。在17世纪中叶，荷兰在法兰西早期殖民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是无可争辩的。194
 来自米德尔堡的泽兰港口和弗利辛恩的商人们在法属加勒比海地区格外活跃。一位来自泽兰的船主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在法属殖民地圣克里斯托弗岛烟草种植的先驱。195
 在阿姆斯特丹，交易商们都有法兰西籍的代理商，而不仅仅只是荷兰人。196


1636年荷兰人征服圣尤斯特歇斯岛之后，他们与法兰西殖民者之间的关系稳定下来了。197
 4年后，该殖民地的统帅菲利普·德朗维利耶·德庞西（Phillippe de Longvilliers de Poincy）与泽兰商人签署了一份契约，后者将为殖民地提供所有必需品。198
 1663年，一场由制糖厂煮糖室引发的种植园火灾，烧毁了60多间存货充足的荷兰仓库，损失总计超过200万里弗尔（livre，一种法兰西货币单位名称。——编者注）。199


同样，法兰西历史学家称赞荷兰人帮助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岛度过了种植园早期的艰难岁月。200
 瓜德罗普总督在1665年表示，最好的糖料作物种植园都要归功于荷兰人的先进经验。岛上不少于637名居民都欠了这些外国人的债。201
 同样，即将赴法属西印度群岛上任的中将发现马提尼克岛拖欠了荷兰人大量债务。202
 除了装配出海商船的荷兰商人外，203
 在1630年至1634年间，法兰西烟农也经常前往联合省以建立双方的往来关系。204
 这些种植园主并不是在寻找仆人，因为仆人通常来自法兰西本土。尽管如此，1649年，一位法兰西军官确实从马提尼克岛出发前往荷兰共和国以引进契约仆人，他在第二年又带着9个也许是10个人返回。205
 然而，荷兰人在17世纪60年代几乎完全控制了法属殖民地的奴隶贸易（参见附录1）。206
 在1664年到1665年间，许多非洲人来到法属群岛，以至于船舱太小导致无法运载交付给荷兰人的糖料。207
 在这10年中，仅有的载着非洲人一起抵达的2艘法兰西船实际上都是荷兰船伪装的，它们首先从荷兰港口出发。208
 在苏里南殖民地早期，为了购买奴隶而提供的糖料的数量甚至使荷兰的船长对种植园主产生了看法。当1669年抵达苏里南的2艘奴隶船的船长发现种植者无法向自己提供糖料时，威胁要带着450名非洲人离开并前往法属殖民地。209


荷兰人提供了种植者开始糖业生产所需要的一切。除奴隶外，他们还提供信贷，同时进口马匹供种植园使用，并引进了技术。库拉索岛直到1670年一直在为法兰西殖民地提供大量的牛和马匹。荷属岛屿尤其为促进圣克里斯托弗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到1658年，他们提供的马匹足够在6座糖厂中的5座拉磨。210
 1654年离开荷属巴西的匠人们教法兰西人如何组装压碎甘蔗的金属圆筒和提纯甘蔗汁的锅炉。他们还指导法兰西人制作结晶糖浆的模具，以及如何利用未经提炼的红糖制造白糖。211
 就连从巴西撤出的荷兰士兵也在法属加勒比地区新兴的制糖业中发挥了作用。1654年6月，法兰西殖民者受到土著人袭击的威胁，被迫决定放弃格林纳达岛的关键时刻，64名荷兰士兵赶到该岛。荷兰人的军事援助使他们得以留下并将该岛变成了一个糖料作物殖民地。212


17世纪中叶，殖民地从宗主国的控制中逐渐摆脱出来的局面引起了法兰西王室的注意。科尔伯特特别热衷于终止与荷兰这个“鲱鱼与奶酪商之国”之间的贸易。213
 他估计，1662年在法属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的150艘船中，法兰西船不过三四艘。214
 1664年5月，根据皇家法令，法兰西西印度公司成立，标志着法兰西当局开始驱逐荷兰人的决心。法兰西人所做的不仅仅是将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权转给一家新公司。他们的商人实际上参与了向殖民地运送货物的活动，建造的船只数量急剧增加。215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重商主义者们企图切断荷兰人贸易的努力才有效果，尽管它给殖民地带来了严重问题。1664年对荷兰船实施的全面禁令没有奏效，2年后法兰西当局允许荷兰共和国的船缴纳5%的关税后进行贸易的举动说明了这一点。216
 然而，到17世纪末，法兰西的关税壁垒过高以至于阻碍了荷兰商人的贸易活动，因为荷兰商人不得不向法兰西西印度公司支付10%的进出口关税。217
 尽管如此，以前合法的贸易仍在秘密进行。1670年，在瓜德罗普进行的司法调查表明，来自圣尤斯特歇斯岛的船仍在用欧洲产品交换糖和朗姆酒，在法属岛屿上出生的2名荷兰居民担任了中间商。218


禁止与荷兰人进行贸易的王室禁令最初是以阿姆斯特丹瘟疫流行为借口颁布的，由此导致抗议频频，首先是在马提尼克岛（1665—1667），然后是几年后在圣多曼格（1670—1671），荷兰商人在那里煽动定居者抗议。219
 许多人根本不需要任何鼓动，他们本就对法属公司的垄断充满怨恨，以至于他们称自己为“白人奴隶”。220
 在与官员达成妥协后，抗议终于平息了。221
 别无选择的荷兰商人要求联省议会就许多昂贵船只和货物的损失向法兰西国王提出抗议，但最终他们放弃了。222
 因编写的贸易手册《完美的交易者》（Le Parfait Négociant，1675）而闻名的商人雅克·萨瓦里（Jacques Savary）称，这种影响是灾难性的。不仅米德尔堡和弗利辛恩的一些主要商人破产了，仅在阿姆斯特丹就有30多家糖厂破产，至少萨瓦里是这样说的。223
 尽管萨瓦里之言有所夸大，当局的禁令确实对荷兰的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实际上，荷兰人仍然在法属群岛上维持商业贸易，1672年开始的6年法荷战争都没有终结这一局面。与在法兰西的荷兰人不同，国王路易十四写给法属群岛总督的信件表明，这些岛屿上的荷兰人并没有被驱逐。224


尽管如此，荷兰人的撤离注定会发生。《奈梅亨条约》（1678）签订之后，法兰西当局成功取消了荷兰代理商。1665年出版的《闲谈》中的一个角色做了一场噩梦，这在得知德勒伊特恢复荷兰在西非的地位之前就曾被写过，如今成为现实：“既然我们已经失去了新尼德兰和几内亚，”那人惊呼道，“而且法兰西人还想禁止荷兰人在加勒比岛进行贸易活动，那我们还能去哪里呢？！”225
 答案很快就出现了：西属美洲。

与西属殖民地的贸易

与英属殖民地形成对比的是，荷兰商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避开了西属美洲。直到《明斯特条约》（1648年）签订之后，荷兰船才敢冒险驶入西属加勒比海的许多港口。荷兰商人和西班牙当局都立即意识到，荷兰人可以控制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226
 特别是奴隶贸易前景诱人。葡萄牙商人传统上都是将非洲人运送到西属美洲殖民地的，但在1640年葡萄牙对抗西班牙成功起义之后，他们之间的贸易突然中断。供应奴隶的垄断合同让位给了个人许可证。227
 当该解决方案不起作用时，运送奴隶的工作被分配给了塞维利亚商业公会，但这也失败了。在《明斯特条约》签订之后不久，荷兰商人看到了这一机会，他们在1651年至1670年间组织了52次直接将奴隶运送到西班牙的航行（参见附录2）。此外，他们还规划了68次前往库拉索岛的奴隶航行，库拉索岛随后就成为前往西属美洲的奴隶贸易中转站。228
 在这20年时间里，荷兰人平均每年有6次前往西属美洲港口的奴隶贩运行动。荷兰人由此控制了对西属殖民地的奴隶供应。根据记录，这些年来，由非荷兰人组织的奴隶运输仅有43次。

荷兰人花了一些时间才发现满足西班牙需求的货物。“先知但以理号”（Propheet Daniel）是为此目的而出航的第一艘船，它的这次出航与以后几年中的一些成功的荷兰冒险活动具有相同点。虽然该船于1649年从阿姆斯特丹驶离，但船长是一名西班牙人，名为佩德罗·加西亚·比莱加斯（Pedro García Billegas），另一名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瓦斯·平托（Francisco Vaz Pinto）也在船上。许多商人投资了这次冒险活动，其中包括东印度公司董事赫里特·范帕彭布罗克（Gerrit van Papenbroeck）、西印度公司董事亚伯拉罕·德菲斯海尔（Abraham de Visscher）和富有的银行家吉洛尔莫·巴尔托洛蒂（Guillelmo Bartolotti），但最终的结果肯定吓阻了大多数人。229
 在带着从阿德拉买来的奴隶横渡大洋之后，这艘船不得不在波多黎各进行修缮。在该岛总督的请求下，他们将奴隶在岛上卖掉。圣多明各的居民随后而来，他们指责这些水手是海盗，争辩说这次行动的组织者是犹太人。结果，这艘船被没收了。230


密集的人口运输反映了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荷兰共和国商人与西属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之间大规模贸易的总体趋势。西印度公司和其他荷兰船船东均无视西班牙对其殖民地进行对外贸易的正式禁令，声称在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岛”上未发生任何非法交易。231
 这些贸易具有高风险，这不仅因为西班牙官方垄断了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贸易，也因为这些冒险活动参与的都是价值数万或数十万荷兰盾的商品运输。此外，这些海上贸易探险要途经多站做不同性质的交易，任何干扰都可能导致整个生意崩盘。232
 因此，有资本的人如昂里科·马蒂亚斯（Henrico Mathias，1609—1676）方能加入。

马蒂亚斯出生于德意志北部荷尔斯泰因的吕特延堡（Lütjenburg），他在17世纪40年代末从汉堡抵达阿姆斯特丹。1649年与玛丽亚·蒂默曼（Maria Timmermans）结婚后，他的事业开始腾飞。233
 玛丽亚的父亲鲍威尔·蒂默曼（Pauwel Timmerman，1590—1660）是阿姆斯特丹制糖厂主兼西印度公司董事，她的叔叔塞缪尔·蒂默曼·德奥德（Samuel Timmerman de Oude）是一名制糖业从业者，娶了莉奥诺拉·科伊曼斯（Leonora Coijmans），她是巴尔塔萨的姐妹，一个著名的参与奴隶贸易的银行的继承人。234
 这种关系对马蒂亚斯很有帮助，他的跨大西洋生意很快发展起来。仅在1655年，就为以下路线的货船提供担保：波多黎各—阿姆斯特丹、圣马洛（SaintMalo）—纽芬兰—奇维塔韦基亚（Civita Vecchia）、加的斯—阿姆斯特丹、法鲁（Faro）—安哥拉—萨尔瓦多（巴西）—里斯本以及加的斯—哈瓦那—韦拉克鲁斯。235
 对于非洲奴隶贸易，马蒂亚斯在安哥拉、埃尔米纳、穆里、海岸角、阿克拉和科曼廷都有代理商。236
 他协助组织的其他商业活动将新阿姆斯特丹与博奈尔岛连接起来，后来又使新阿姆斯特丹与库拉索岛之间建立了往来。237
 1662年，马蒂亚斯筹集了足够的资金，购买其姻亲的制糖厂，尽管他的新投资在1670年化为乌有，但他仍然足够富有，可以被列为西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主要股东。238


在西属殖民地范围内进行巡航的主要是阿姆斯特丹商人，马蒂亚斯是其中最著名的商人之一。例如，在17世纪60年代中期，他帮助组织了“爱之号”（Liefde）的航行，这次航行在古巴的几个港口包括加拉加斯（Caracas）、马拉开波（Maracaibo）和里奥阿查（Río Hacha）都进行了贸易。这艘船带着4,000张兽皮、3,000罐烟草和3万比索现金返回共和国。239
 马蒂亚斯将这种探险与奴隶运输相结合。大约在他装备“爱之号”的同时，也为“埃尔普林西比号”（El Principe）的出发做准备，该船的预计航线是安哥拉—布宜诺斯艾利斯。该船确实载着奴隶抵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但西班牙政府没收了这艘船和315名幸存的非洲奴隶。240


像马蒂亚斯这样的船东及其船长们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应对随之而来的贸易风险。荷兰奴隶船“埃尔卡巴莱罗号”（El Caballero）的船长以搜寻粮食为借口，请求准许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241
 船东们还安排西班牙人、荷兰人、佛兰德人或其他精通西班牙语的外国人作为押运人随行。242
 令西班牙当局沮丧的是，圣詹姆斯（St. James）精英军事组织成员安德烈斯·德罗萨斯（Andrés de Rozas）于17世纪50年代成功率领一艘荷兰船驶往布宜诺斯艾利斯。243
 另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方法是以西班牙语（通常是天主教教徒的名字）给船命名。此外，荷兰人临到出发之际经常更换船名和船长，这显然使西班牙驻荷兰的外交官及其间谍在之前得到的所有情报都失去了价值。244
 1659年，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3艘荷兰奴隶船船东的野心更大了，他们在特内里费岛招募西班牙水手将自己的船伪装成西班牙船。245


船长们千方百计获取国王腓力四世和西属尼德兰总督在1648年之后签发的特许证。1651年的一份报告（可能是由德意志人写的）声称，一旦获得了特许证，许多联合省的荷兰和葡萄牙居民便会在荷兰港口将船装满，在法兰西和里斯本补货，然后航行到非洲去购买奴隶。他们的目标是谎称其船只是从葡萄牙或法兰西（当时都是西班牙的敌人）掠夺来的战利品，从而无须支付关税就可以直接进入西属美洲。246
 3名荷兰船长试图在没有西班牙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实现同样的目标。在17世纪60年代早期，他们在罗安达购买了奴隶，其中1艘船上载着800名非洲人，3艘船组成的船队一起航行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当看到港口时，荷兰人假装与奴隶船进行海战——该船上有来自葡萄牙的商人，当时葡萄牙在与西班牙作战。战斗以其他2艘船打败了奴隶船而告终。但是，实际情况并未完全按计划执行，因为葡萄牙人在法兰西人的帮助下与200名非洲人一起上了岸。总督逮捕了荷兰船的船长，然后将他们运送到西班牙，在那里他们只能通过赎身重获自由。247


荷兰人也可以通过为高级官员带去“礼物”来降低风险。2艘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船在1658年通过向总督费尔南多·德拉里瓦·阿圭罗（Fernando de la Riva Agüero）行贿6万比索进入波托韦洛进行贸易。通常情况下，比其更小价值的礼物已经足够，例如1665年在哈瓦那支付了4,000比索。248
 一些带着封口费的船只所有者是纪尧姆·贝林·德拉加德（Guillaume Belin de la Garde，生于1620年），他是阿姆斯特丹商人，也是圣马洛人，经常与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贸易往来。他与同为商人的托马斯·布勒斯（Thomas Broes）一起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管理者以及其他3人保持着联络。249
 其中之一是托马斯·德罗哈斯（Tomás de Rojas），曾担任数名荷兰人的代理商长达12年，直到他入狱为止。在缴纳了1,300比索罚款后，他再次成为自由人。250


尽管据称有些商人使用伪造的许可证，251
 但在加的斯或加那利群岛这两个通往西属印度群岛的门户，想办法获得真正许可证的做法要常见得多。加的斯在17世纪取代塞维利亚成为西班牙船队与美洲进行贸易的港口。外国人在这项交易中占比很高，但他们只能通过为西班牙货轮工作来参与其中，同时他们自己仍然需要承担风险。252
 一些荷兰人在战争期间参加了西班牙跨大西洋的贸易体系，但是直到《明斯特条约》签订后，他们才开始在加的斯开展大规模活动。到1649年秋天，他们的进口额已达600万比索。253
 科尼利厄斯·苏伊斯肯斯（Cornelius Suijskens，1634—1679）在17世纪60年代定居加的斯，并于1666年入籍，但他从未放弃与荷兰的商业往来。他的代理商中有他的儿时朋友菲利普斯·范许尔滕（Philips van Hulten，约1631—1692），他负责供应靛蓝染料和其他热带作物。254
 范许尔滕深度参与大西洋贸易，与昂里科·马蒂亚斯定期合作。他帮助装载的一艘船被拒绝进入西属西印度群岛，这迫使船长驾驶满载货物的船再次穿越过海洋停在加的斯。船员将货物交给了苏伊斯肯斯，苏伊斯肯斯将其转移到由一名巴斯克（Basque）商人租用的轮船上，后者刚刚拿到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3艘船的许可证。事实证明，这次冒险是成功的，为范许尔滕和公司带回了2万张兽皮和大量白银。255
 还有一次，苏伊斯肯斯为一艘600吨重的船安排好了合法的航行许可证。这艘船由包括范许尔滕在内的一批商人共有，该船与西班牙大帆船一起航行至美洲。256


就像1621年以前一样，来自西属尼德兰的商人帮助荷兰人弥合了与西班牙世界的文化和语言鸿沟。佛兰德人一直参与阿姆斯特丹取道加的斯前往美洲的冒险活动。来自安特卫普的扬·博拉尔（Jan Bollaert）是一艘从西属殖民地带着10万比索返航的船只的共有人，2名佛兰德的押运员在利马收到了这笔货款。257
 博拉尔在1664年还装备了3艘船，与加的斯的一些佛兰德商人以及2名荷兰商人一起在西属加勒比地区进行贸易。这些“荷兰人”其中之一是雅克·亚历山大·贝尼（Jacques Alexander Beni），他在加的斯住了8年，并通过与古巴和坎佩切（Campeche）总督达成协议，为这次冒险活动打下了基础。258
 同年，另一位安特卫普商人艾伯特·詹森（Albert Janssen）与一群阿姆斯特丹商人签署了契约。他通过马德里的一名记者为2艘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船获得了许可证。259
 同样，出生于敦刻尔克的佩德罗·科拉特（Pedro Colarte）为在加的斯和西班牙殖民地之间进行贸易的荷兰商人提供了各种金融服务。260


荷兰人在与西属美洲的往来过程中还利用了加那利群岛的港口。他们与加那利人的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90年代，当时荷兰船在前往巴西途中停靠在加那利群岛，261
 尽管在停战和《明斯特条约》签署期间，荷兰人与加那利人之间的贸易往来并不多。262
 然而，在《明斯特条约》签署后的4年内，西班牙驻阿姆斯特丹的领事报告说，荷兰人在行贿并用荷兰商品换来西班牙船运载的美洲殖民地产品之后，正在加那利群岛进行贸易活动。263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进行贸易的荷兰人的人数继续增长。264
 1649年，西班牙王室决定授予加那利群岛每年最多出口700吨（或64.4万千克，在1657年提高到1,000吨）货物的权利，这使得荷兰人能够更容易地将加那利群岛作为与西属殖民地进行贸易的跳板。西班牙王室还规定，离岛的产品只能用加那利群岛或比斯开（Biscay）建造的船运输。因此，如果荷兰人遵守规则，就必须使用西班牙船进行货运。265
 实际上，他们使用的全部都是自己的船。

尽管一些船驶向了未指定的加勒比目的地，266
 但大多数船都按照指示进入一个或多个指定港口，尤其是加拉加斯和哈瓦那。“圣彼得号”（St. Pieter）就是最早参与的船之一，于1649年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经加那利群岛到达加拉加斯，随后直接返回阿姆斯特丹。267
 为了在古巴进行贸易，荷兰商人以加那利居民（实则对应的是阿姆斯特丹船东）的名义获得了登记证（或许可证）。登记证通常代表允许携带加那利的酒进入哈瓦那的许可证，但哈瓦那并不是最终目的地，在那里可以获得去往西属美洲其他地区的新的贸易许可证，从而使航程得以继续。268
 无证航行是不可取的，理想的情况是，在船只离开共和国时就已经拥有了许可证。阿姆斯特丹“新市政厅号”（Nieuw Stadhuis van Amsterdam）的船东们得到了教训，他们的船于1657年在去加拉加斯和西班牙海道的途中在圣克鲁斯被俘获，船东们损失了全部货物。269


一些在阿姆斯特丹进行的商业探险很难被认定是荷兰人所为。“希望号”（Hope）的所有者们在1657年至1658年在特立尼达、库马纳和特鲁希略（Trujillo，在洪都拉斯）进行贸易，他们是来自伦敦的3名英格兰商人、居住在同一城市的2名葡裔犹太人以及阿姆斯特丹的2名居民——爱尔兰商人约翰·蒂利（John tilly），之前住在伦敦的约翰·钱特威尔（John Chanterwell）。该船伪装成西班牙船，载着由西班牙人、荷兰人和爱尔兰人组成的船员，在返回阿姆斯特丹时被英格兰人扣押。270


阿姆斯特丹人、佛兰德人和伦敦人并不是这一贸易的唯一发起者。来自伊比利亚半岛、加那利群岛和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在此贸易活动中也很活跃，他们定期前往阿姆斯特丹。来自塞维利亚的佩德罗·罗德里格斯·恩里克斯（Pedro Rodríguez Henríquez），在1651年租了一艘荷兰船，经加那利群岛前往西属加勒比。271
 1658年，另一位船长，来自加那利群岛的安东尼奥·德巴斯孔塞洛斯（Antonio de Vasconcelos），在阿姆斯特丹与两名计划将一艘船从加那利群岛送到西属西印度群岛的当地商人扬·布罗兹（Jan Broersz）和艾萨克·赫尔曼斯（Isaacq Hermans）最终达成交易。这批货物将以德巴斯孔塞洛斯的名义被送出。272
 1661年，来自特内里费岛的杰罗尼莫·德埃雷雷·莱瓦（Geronimo de Herreray Leiva）和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名意大利商人一起买了一艘船，他知道这个意大利商人将获得加那利群岛的注册登记证。273
 同年，来自加拉加斯的特里斯坦·穆尼奥斯·德拉德斯马（Tristán Muños de Ladesma）到达阿姆斯特丹，并安排了一艘船经加那利群岛前往拉瓜伊拉（La Guaira）。从昂里科·马蒂亚斯处借来的钱使这名男子得以支付这笔货款。274
 与古巴之间的联系得益于来自岛上的克里奥尔人（Creoles）搭乘荷兰船的航行。1663年，来自古巴巴亚莫（Bayamo）的胡安·菲亚斯（Juan Fias）乘“希望号”（Esperanza）航行，该船带着从加那利群岛得来的奢侈品，横渡大西洋到达他的家乡或者另一个古巴港口。275
 同样地，1665年，来自特内里费岛的胡安·埃斯特万·吉伦（Juan Esteban Guillen）向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保证自己有前往哈瓦那的注册登记证之后，两名古巴人登上“圣阿格达号”（Santa Agueda）。276


在17世纪60年代下半叶，由于英格兰和法兰西商人之间的竞争加剧，加那利群岛失去了作为荷兰商人的市场以及荷兰与西属美洲贸易的中转站的重要地位。根据西班牙驻阿姆斯特丹的领事收集的数据，1667年至1668年，荷兰与加那利群岛的贸易在数量和价值上都大幅减少。277
 造成这一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阿姆斯特丹船东在17世纪60年代中期决定放弃从联合省出发的直接贸易方式，而是选择利用库拉索岛打开西属美洲市场。在被荷兰统治的前20年，库拉索岛是一个在经济上无法独立生存的殖民地，其在商业上的成熟降低了共和国的船东与西属美洲进行贸易的风险。他们没有选择可能导致船和货物被没收的多停靠点的长途航行，而是将船直接开向库拉索岛，再由其他较小的船从那里出发将货物运给客户。

作为回报，荷兰人从危地马拉得到了靛蓝染料。1660年，2名因为与荷兰人进行贸易的危地马拉人被判处死刑，1名被判处无期徒刑。278
 但是可可豆是从西属美洲，特别是从全球最大的农作物生产地委内瑞拉进口的主要产品。我们第一次无意中发现库拉索岛与可可豆之间的联系。在1656年年初，当时英格兰人征服了牙买加之后，印度群岛陷入了混乱。阿姆斯特丹商人利用这一点，将装满可可豆的船开到西班牙，向西班牙官员解释说，他们是从库拉索岛买到这些作物的，并补充说可可是在那儿种植的，但此言并不属实。279
 同时，库拉索岛和加勒比西南角的波托韦洛之间的贸易成了大宗生意。这是一个进行贸易的极具吸引力的场所，因为它过去曾是并且多年来一直都是举办商品交易会和用西班牙产品交换白银和农产品的地方。倡议是由西班牙人提出的。他在1657年向贝克总督提议在波托韦洛出售奴隶，以开辟一条西班牙人将来到这里交换俘虏的途径。280
 经过4年左右，库拉索岛人破坏了波托韦洛的市场，而巴拿马皇家听证会主席对造成此局面应归咎于谁毫无疑问：库拉索岛上的犹太人。他说，他们在该岛上拥有300栋（贸易）房屋。281


到1670年，库拉索岛已经成功发展成为一个对欧洲商人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转运港。西班牙驻阿姆斯特丹的领事报告说：“在这里通过库拉索岛与印度群岛进行的贸易仍在持续，他们把不少于从加的斯运来的货物运到印度群岛。通过可靠的权威人士，我了解到，加的斯的一些商人已经让他们的代理商通过库拉索岛将商品送到印度群岛。”282


荷兰商人在南美洲北部获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他们有能力稳定地供应大量奴隶。昂里科·马蒂亚斯和弗朗西斯科·费罗尼在此关键节点组织了多次航行，建立了阿姆斯特丹与加拉加斯和波托韦洛之间的联系。马蒂亚斯是“邦特科号”（Bontekoe，1657年到达库拉索岛）的唯一所有者，还是“圣彼得号”（布宜诺斯艾利斯，1658）、“爱之号”（库拉索岛和波托韦洛，1659）、“卡瑟琳娜小姐号”（Juffrouw Catharina，库拉索岛，1665）、“利奥诺拉号”/“雌狮号”（Leonora/Leeuwinne，库拉索岛，1669）、“正义号”（Gerechtigheid/Justitie，库拉索岛，1672）、“爱之冠号”（Gekroonde Liefde，库拉索岛，1673）与“协和号”（Eendracht，库拉索岛，1674）的共有人。283
 马蒂亚斯与他的合作伙伴纪尧姆·贝林·拉加德以及菲利普斯·范许尔滕在库拉索岛共有一名代理商。284
 他还与库拉索岛总督马蒂亚斯·贝克保持着密切联系，而贝克的继任者卢多维克斯·鲍德韦因（Ludovicus Boudewijns）是昂里科的姐夫，这并非完全偶然。作为西印度公司的主要股东，昂里科必然施加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他的努力徒劳无功，因为鲍德韦因在抵达加勒比岛5天后就去世了。285


费罗尼是17世纪60年代组织垄断贸易的商人团体的成员。当西班牙王室在1662年复兴垄断贸易时，他与来自热那亚的两位声誉卓著的商人多梅尼科·格里略（Domenico Grillo）和安布罗西奥·洛梅利诺（Ambrosio Lomelino）联手。作为回报，他们与西印度公司以及皇家非洲公司签署合同，承诺将奴隶运往库拉索岛、牙买加和巴巴多斯。代理商们将非洲奴隶从那里运送到西属美洲的港口。286
 费罗尼担任西班牙商人在阿姆斯特丹的代理商，因此与其他一些商人一道，亲自装备奴隶船并提供给养，而西印度公司则负责在安哥拉购买奴隶。287


西属殖民地的奴隶贸易就此开始繁荣。在1658年之后的70年中，荷兰人直接或更普遍地通过库拉索岛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古巴和巴拿马运送了大约10万名非洲奴隶。288
 这些奴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从黄金海岸运输的，在失去罗安达和圣多美之后，荷兰人大多被限制在这一区域。在17世纪60年代，贝宁湾成为奴隶的主要来源，西印度公司在阿德拉拥有一座工厂。其他奴隶来自罗安达北部海岸，荷兰人在17世纪50年代在那里建起了商业网络。到1670年，大约3,000名奴隶集中在位于卢安果的荷兰工厂。289


尽管在短期内与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大量贸易弥补了荷兰与法属和英属加勒比殖民地密集的荷兰商业运输的损失，但西属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却未能跟上英属群岛和法属群岛的步伐。因此，对奴隶和商品的需求没有迅速增加，库拉索岛的发展受到了抑制。290
 再者，即使高度参与和西属美洲的商业活动，库拉索岛的能力也已达到极限。该岛几乎没有为非洲奴隶的大量涌入做足准备。1669年，大量奴隶来到岛上，几乎所有的牛被宰杀才能养活他们。为了保护岛上的牛和羊，西印度公司从阿姆斯特丹送来了腌肉和培根。291


除了为垄断贸易送去许多奴隶外，奴隶贩子们还为自己的利益出卖了相当数量的奴隶。为了遏制这种做法，1671年，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在阿姆斯特丹决定开始在奴隶身上打上烙印：成年人印在右胸，孩童则印在左上臂。292
 正如这项措施所显示的那样，被运送的非洲奴隶不过是荷兰商人的商品。因此，无论在航行中还是下船后，他们都必须得到充足的食物与善待。293
 这也适用于垄断贸易代理商以身体缺陷为由拒绝购买的那些非洲人。早在1670年，一个在伦敦、波士顿和鹿特丹都有办事机构的英格兰财团与西印度公司签约，从库拉索岛输入这些奴隶以换取新英格兰的商品。294


外国伪装下的国内竞争

在与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贸易中，荷兰人采用各种方法来规避官方的对外贸易禁令。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将库拉索岛从一座沉寂的岛屿转变为繁华的殖民地，成为中转中心。将库拉索岛设为其商业总部的商人们可以利用垄断商的身份进行活动，就像西班牙许可证为荷兰商人与西属殖民地的远距离贸易打开大门一样。与西班牙相比，在17世纪50、60年代重商主义开始之前，许可证在法属和英属大西洋殖民地并不常见。因此，荷兰人采取了与在西属美洲贸易时相同的某些策略，他们带来了“礼物”，并尽一切可能地钻法律的空子。所以，荷兰与弗吉尼亚和巴巴多斯的贸易并没有被切断，而是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295
 例如，荷兰商人将货物运到英格兰，再由他们的一名同伴以英格兰人的名义将该货物送进港口，以避免“外国人的”关税。无论是出港还是回程，货船最好停在一个小口岸，海关官员在那儿收受贿赂从而使大多数货物免税。就是这样，荷兰商人得以在一些英属殖民地继续与英格兰商人竞争。296


除外国商业限制外，荷兰商人还必须应对西印度公司强加的垄断规定。西印度公司无法履行其商业责任，无法及时提供商品，也无法运送足够的平民雇员。这些缺点严重阻碍了荷兰人在非洲的贸易，为其英格兰竞争对手打开了大门。297
 与伊比利亚人的战争是西印度公司商业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公司成立9年以来，昂贵的战争成本带来了沉重负担，以致资金不足以资助一些大型商业探险计划。正是这个原因，为西印度公司支付补贴的联省议会在征服伯南布哥之后立即迫使西印度公司放弃了部分垄断权，首先向股东开放与新殖民地的贸易机会，然后向感兴趣的荷兰人和葡裔巴西人开放贸易。由于战争和禁止出口的关税，个人在最初的几年里很少会进行这种贸易。但是随着荷兰控制殖民地范围的扩大、运费的降低以及私人贸易范围的扩大，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尽管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满怀信心地认为自己的商业优势不会受到挑战，但不久之后，个体贸易商就主导了巴西贸易。298
 个体贸易商们在港口城镇建造仓库，并开始向共和国运送大量的糖和巴西木材。

而在荷兰国内，爆发了一场关于垄断的优劣以及谁将从中受益的激烈论战。西印度公司泽兰商会坚持垄断，以使他们所在省份的商人能够获得原本难以获得的新世界的财富，所以商会强烈反对任何违规行为。乌得勒支省持相同态度的股东们也对个体贸易商的所谓寄生行为（他们没有参加西印度公司却从公司在巴西建立的殖民地获得商业利益）感到不满。299
 1636年，一场针对个人股东筹集资金的运动让这个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筹集的资金可以帮助改善西印度公司惨淡的财务状况，并且能更有助于支持在巴西的战争。然而，股东们对此毫无兴趣，因为自由贸易分毫未损，他们声称，这意味着公司仍将缺乏现金和信贷支持。300


在巴西的西印度公司成员的支持下，自由贸易的反对者们取得了暂时胜利，联省议会支持了他们并于1636年年末恢复了垄断政策。各省希望，公司只有这样才能管理殖民地。16个月后，即1638年4月，各省通过再次开放对巴西的贸易推翻了上述决定，尽管并非没有妥协。奴隶贸易将仍然由西印度公司垄断，自由贸易商必须拥有公司的股份才能按照其股份的价值进行交易，西印度公司的收入因此得到了保障。301
 但是无论受到怎样的限制，自由贸易都是大势所趋，2年后，联合省与新尼德兰之间的贸易也因自由贸易而受益。私人贸易商的下一个特许权于1646年获得，他们有权装备自己的船。在此之前，他们被迫使用西印度公司的船舱。302
 最后的垄断是1648年的奴隶贸易。303


在西印度公司垄断期间，其垄断行为在所有荷属殖民地中滋生了非法贸易。从荷兰港口抵达新阿姆斯特丹的船上的船员们经常将箱子扔到船外，以便其他船只可以将其并排拖走。同样，返航的船也会把海狸皮丢在沿海的荒岛上。304
 在巴西的走私会进行另一种伪装。狂风或汹涌的海浪是从荷兰来的商人将船停在外面常用的借口。黄昏时分，小船会驶来，把一部分商品交给自由贸易商。这些货物随后会被卸到累西腓的北部或南部。这些远洋船的船长和水手长们显然参与了密谋，他们向当局保证，货物一定是在自己登陆时被盗或失踪了，要不然就是提单神秘消失了。305
 有时，非洲奴隶在巴西下船或在上岸后也消失了。为了掩盖其盗窃行为，他们给出的标准解释是那些人已经死亡。306


埃尔米纳对走私的处罚最为严厉，违法者不仅会损失财产和薪水，还会被鞭打，有时会被判入狱很长时间。307
 但是要惩罚绕过埃尔米纳在非洲沿岸其他地区进行贸易的荷兰人则难得多。1659年，“拉梅伦贝格号”（Lammerenbergh）船和“苏伊赫拉姆号”（Suichlam或Zuiglam）游艇在未通知西印度公司的情况下，在新卡拉巴尔（New Calabar）购买了350名奴隶。这些非洲奴隶在多巴哥和埃塞奎博被贩卖。308


通常，荷兰人为规避西印度公司在非洲贸易中的垄断而为外国君主工作。309
 特别是在1645年荷属巴西起义开始后，西印度公司的航运减少，荷兰商人为了获得非洲财富，向外国船东示好（反之亦然），尽管荷兰官方禁止为外国船只航行，但外国的船东们仍雇用了许多荷兰水手。310
 1645年，飘扬着库兰公爵（Duke of Courland）旗帜的“福图因号”（Fortuyn）出现在黄金海岸，但货物是在荷兰共和国被带上船的，而且全体船员和所有军官都是荷兰人，船长甚至是西印度公司的前雇员。该船（包括船上的货物）在返回荷兰时被扣押，但“出于礼貌和国家原因而被释放”。311
 1646年，瑞典的“圣雅各布号”（St. Jacob）载着大部分是荷兰籍的船员们抵达黄金海岸，船长是一名叫阿伦特·加比斯［Arent Gabbes，或加贝森（Gabbessen），1609—1651］的荷兰人。在前往瑞典之前，他在西印度公司奴隶贸易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他之所以去瑞典也许是因为公司董事指控其欺诈。他举家迁往瑞典，并开始在荷兰船员占多数的飘扬着瑞典旗帜的船上到非洲进行贸易。1649年，加比斯与埃富图的统治者达成协议，在海岸角堡建起了“瑞典小屋”。312
 瑞典非洲公司（1649—1663）严重依赖荷兰的货物和荷兰人的专业知识。313
 昂里科·马蒂亚斯、纪尧姆·贝林·拉加德以及菲利普斯·范许尔滕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其中。314
 非洲土地上的关键人物是亨德里克·卡洛夫（Hendrick Caerloff），他于17世纪20年代初出生于德意志的罗斯托克镇（town of Rostock）。在圣多美和埃尔米纳为荷兰人服务后，卡洛夫于1649年前往阿姆斯特丹，但不到1年便返回瑞典，担任瑞典非洲公司的董事。在一次争吵之后，卡洛夫与瑞典人分道扬镳，但他于1657年再次前往黄金海岸，这次是为完成一项丹麦国王的军事使命。因此，他帮助丹麦非洲公司在一家实际上是荷兰人开的公司找到了所需要的轴承，艾萨克·科伊曼斯（Isaac Coymans）是这家公司主要的资助者之一。当卡洛夫与其丹麦负责人决裂时指认科伊曼斯犯有叛国罪，因为他把荷兰人的军事计划告知了丹麦公司。科伊曼斯被判入狱6年，罚款2万荷兰盾，并被逐出联合省和西印度公司统治的地区。315


丹麦商人曾经利用过荷兰人的服务。出生在阿姆斯特丹的蒂勒曼·威利肯斯（Thieleman Willekens）是荷兰奴隶贸易中的老手，他在卡拉巴尔海岸生活了4年并投诚丹麦。1647年，他受丹麦的委托驾船前往卡拉巴尔，购买运往加勒比的奴隶。尽管威利肯斯完成了前往巴巴多斯的行程，但这似乎是他唯一的丹麦之旅。在返回格吕克施塔特（Glückstadt）的途中，由于风暴和船舱渗水，他被迫进入新阿姆斯特丹，总督施托伊弗桑特没收了他的船和货物。316
 1年后，另一艘载着从黄金海岸运往荷兰共和国的黄金和象牙的“丹麦”船在返航时被扣押。1647年，至少有2艘法兰西奴隶船在黄金海岸航行，其船长是荷兰人，其中之一是西印度公司的退伍军人。荷兰人在圣多美没收了其中一艘船。1648年，另一艘由荷兰人担任船长的船在黄金海岸被俘获。6个月后，阿姆斯特丹商人派出的另外2艘船被俘获，其中之一的船长是荷兰人，另一艘船上的船长和22名水手是荷兰人。317
 同样，1648年，西班牙奴隶贸易探险队从西班牙的桑卢卡尔（Sanlucar）出发前往冈比亚（Gambia）。这艘“圣费利佩号”（San Felipe）船上也有几名荷兰商人，还有荷兰籍的舵手、船长和厨师。318
 1650年，葡萄牙贸易商依靠2名荷兰商人——他们是来自米德尔堡的彼得·鲍达特（Pieter Baudaart）和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埃格伯特·舒特（Egbert Schut）——从贝宁输入103名奴隶，再将其在加勒比出售。“黄金财富号”（Goude Fortuijn）和“德埃兰特号”（De Elant）带着多达80名荷兰人完成了任务。319
 另一艘从荷兰出发前往非洲的船是1654年的“埃尔·圣雷伊·唐费迪南多号”（El Santo Rey Don Ferdinando），该船由西班牙人装备，由荷兰人担任船长，并载有二十六七名荷兰船员，他们在贝宁湾购买了奴隶。320


1652年，埃尔米纳总督鲁伊查弗向联省议会抱怨，荷兰人为“获取超额报酬”积极参与外国的奴隶贸易。在为西印度公司服务中获得经验之后，他们为了金钱将这些经验贩卖，“结果把它毁了”。321
 这些荷兰军官和水手提供的专业知识不仅限于航海，他们在非洲贸易中经验丰富，了解价格、产品以及他们出售的商品的非洲名称。322
 例如，亨德里克·卡洛夫（他当然不是荷兰人，而是一位具有“荷兰”专业知识的人）在1665年以后再次提供的服务对法兰西西印度公司非常重要。卡洛夫至少参与了5次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有记录的三角航行，在奥弗拉（Offra）建立了一家法兰西工厂，并乘船驶往法属加勒比地区以开展业务。323
 另一位向法兰西西印度公司提供服务的西印度公司前员工是赫里特·范泰兹（Gerrit van Tets），他在17世纪40年代中期曾在拿骚堡和海岸角城堡担任荷兰人的初级职员，并在沙马小屋（Shama lodge）担任职务。在与卡洛夫合作数年之后，范泰兹分别于1666年至1667年（为法兰西西印度公司）和1668年（为丹麦非洲公司）前往西非。因为在1677年被判定犯欺诈贸易罪，他回到荷兰的时间很短。324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挂着奇怪旗帜的“荷兰对手”逐渐消失了，因为外国人已经学到了荷兰人的专业知识，不再需要他们的帮助。那些没有寻求外国保护伞来推进自己计划的荷兰走私者（尤其是泽兰省的）开始了自己的策划。西印度公司在1655年至1657年没收了5艘走私船，并在1660年至1664年扣留了另外7艘船。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该公司继续追捕有嫌疑的走私者。325
 然而，正义并不总会到来。西印度公司缺乏用于拦截走私者的快艇，埃尔米纳的雇员们也没有尽全力追捕走私者。事实证明，他们中的许多人自己也曾是走私者。326


西印度公司的员工普遍不再忠诚而要加入外国公司的意愿，不止明显体现在非洲沿岸。如果没有荷兰人的投资、商业技能以及与土著居民发展关系的经验，那么瑞典殖民地新瑞典（位于今天的特拉华州）可能不会取得进展。327
 只是给这些荷兰人贴上“投机者”的标签并止步于此太过简单了。“共和国的子民”这个身份仍处于起步阶段，他们首先忠于城镇或小区域。因此，在新政体下的身份认同不是自然而然的。至少在17世纪上半叶，对于外国国王的臣民来说，创造或拥抱海外的机会也不罕见。正如英格兰《航海法案》首次指出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重商主义的日益重视开始阻碍商业的发展。

如果说西印度公司的雇员与外国贵族的仆人之间的区别有时很难被察觉，那么垄断者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之间的分界线也并不总是很清晰。西印度公司人员的利益并不一定与官方的垄断相一致——受益于他们所获得的秘密情报，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是自由贸易商的主体。328
 同样，通过购买股票，股东可以掌握有关大西洋世界的第一手商业信息，并能够保护其在背地里的商业活动免于被公司采取法律行动。与东印度公司不同，西印度公司成为在大西洋世界经营的商人们的一个特殊利益组织。329


各殖民地间的贸易是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标志，尤其是在与荷属美洲殖民地的贸易中废除了西印度公司的大多数垄断权之后，跨帝国贸易开始繁荣发展。荷兰商人在弗吉尼亚早期的活动非常重要，他们往来西属美洲所提供和带回的货物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在法属加勒比殖民地建立的奴隶贸易对于法兰西制糖业的发展也不可或缺。在与非洲的贸易中，荷兰人不依赖其欧洲同行，而是自己与非洲客户和供应商们打交道。外国竞争者从受西印度公司垄断挤压的荷兰人那里学到许多经验与技能。

随着外国势力采取重商主义措施，在商业变革的支持下，荷兰在大西洋世界开始比以前更加依赖对殖民地的开发。因为种植园经济的发展，他们开始生产经济作物。与外国殖民地的贸易仍在继续，库拉索和圣尤斯特歇斯岛作为区域性的转运港发挥其作用。但是，与过去几十年来在海外无处不在的活动相比，荷兰商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广泛地与海外建立商业往来。现在，他们将精力集中在那些外国的殖民地港口，通过它们，荷兰人可以从加勒比岛的贸易基地获利。


第六章 移民与定居点

人口、职业和家庭

优势与特权

与尼德兰的关系

归正教会

17世纪的荷属大西洋殖民地既是战场，也是连接各大洲的商业桥梁——对于欧洲移民而言，它并不是一条光明大道。但这并不是因为缺乏计划。“十二年停战”结束后，一些荷兰人开始鼓励大规模移民。鉴于联合省内各省的人口过多，一位小册子作者建议在新世界建立殖民地作为他们的“庇护所”（asylum pauperum）。1
 1623年，《闲谈》中的一个主角不认可荷兰殖民地将无人居住的观点。他说，这太荒谬了，因为宗教法庭会从天主教的土地上源源不断地为我们送来相同信仰的人。他们将帮助启蒙那些盲目愚钝的异教徒和美洲印第安人。2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之后，很明显，移民来得不算多。

1649年，Haerlems Schuyt-praetjen中的一个人物坚持认为，即使恢复了所有失去的土地，也无法拯救巴西的殖民地。巴西需要1万名移民，但免税或宗教自由并不能说服大多数人离开自己的家园。如果西印度公司想恢复荷兰对巴西的统治，就只能向殖民地引入法兰西人、英格兰人、葡萄牙人和非共和国居民的黑人。荷兰这个国家天然地不适合建立海外殖民地。看看那些加勒比岛屿，那里对荷兰人开放，对居住在那里的成千上万的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同样是开放的。荷兰人对其在新尼德兰的哪块殖民地不是不遗余力地花钱建设呢？这个人物有些夸张地说，荷属殖民地在面积上甚至还不到英属弗吉尼亚的百分之一。

由于移民不是西印度公司的头等大事，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将组织移民的事务留给了资源丰富的个人去做。但是，即使不参与建立海外定居点，西印度公司的政策也影响了移民活动。西印度公司贸易垄断的反对者将对个人贸易商与潜在移民对跨大西洋迁徙的反感联系起来。那些克服了不适情绪并移居到美洲的荷兰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熟悉的世界中，农作物、法律、节假日以及归正教的关键作用，无不让人想起他们本已离开的国家。他们就是帝国的基石。

人口、职业和家庭

《闲谈》中人物的观点是正确的。在美洲没有出现人口稠密的荷属殖民地，即使是居民最多的巴西殖民地，人口数量也依然很少。尽管在其鼎盛时期的1640年，荷兰控制下的巴西人口可能在9万～11万之间，但绝大多数人是在过去10年中被征服的。3
 反荷起义一开始，仅剩一小部分人仍处于荷兰统治之下。根据人口调查显示（如表3所示），1645年9月，有13,378人居住在荷属巴西，其中一半以上来自欧洲4
 。人口第二多的是新尼德兰，其人口在外来移民和自然增长的双重作用下迎来了一波稳定增长，到1664年被英格兰占领时，已有7,000～8,000名居民。5
 在西印度公司成立最开始的几年里，奥兰治堡的主要定居点一直只是为公司工作的8个家庭以及10～12名水手的家园。甚至到1650年时，整个殖民地住着不超过2,000人。6
 苏里南种植园主们估计，1671年该殖民地的人口为3,800人，尽管有死亡和迁出人口，但该地区人口在接下来的12年内增长了1,000多人。7
 尽管有一定的人口增长，帕拉马里博（Paramaribo）的首府却缺乏一座城市该有的所有标志。一位即将上任的总督表示，这是一个仅有少数寓所的充满悲伤的、被冷落的贫困而破败的地方。8
 值得注意的是，荷兰居于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列，而荷兰的几个殖民地却缺乏产生真正城市的环境。例如，在埃塞奎博，根本没有出现城镇。9


表3 荷属美洲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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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荷兰人定居在圭亚那和亚马孙附近地区，这些地区都曾被哈布斯堡王朝宣称拥有主权，但并没有伊比利亚人定居于此。实际上，这里仍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土地。荷兰人稀疏散布在一个广阔的地区，尽管他们更喜欢圭亚那的西部地区，尤其是卡宴和奥亚波基河［Oiapoque River，或维雅博克河（Wiapoco River）］河口，从1598年到1677年，荷兰商人和殖民者在那里的活动几乎没有中断过。10
 不论是在这里还是其他地方，荷兰人的跨大西洋移民都如此之少，以至于在智利的一名荷兰囚犯（亨德里克·布劳威尔远征队成员之一）承认，移民永远不会主动前往，必须对他们施以哄骗的手段。11
 一本小册子的作者声称，男人们通常不准备离开家园，除非他们被迫或怀着改善生活的渴望离开。正如一位现代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促使人们迁移的动力，是认识到他们目前的满意度与他们期望在新土地上获得的满意度之间的差距。12
 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认为，每个想要工作的人都可以在联合省找到工作，没有理由要搬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面对充满未知的将来。13
 此外，董事们并不知道的是，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超过一个世纪，实际薪水一直在上涨，直到17世纪80年代才开始下降。14
 潜在的移民们意识到，海洋另一端的草并没有更鲜绿。即使在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战争期间物价上涨时，他们还是持观望态度，盼着经济能够很快复苏。在这几十年里，只有新尼德兰吸引了数量可观的移民。一本小册子的作者给荷兰农民对迁居那里犹豫不决的态度提供的解释是：已经定居在普法尔茨、东弗里斯兰和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荷兰农民的糟糕经历。15
 他们的失败使那些潜在的移民们对远渡重洋非常慎重。

殖民地人口稀少的原因之一是女性移民少。第一批横渡大西洋到殖民地定居的人是男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殖民地是人们在船上生活的延续。16
 女性有时甚至被禁止登船，因为据称她们的存在可能使船上的两性关系变得紧张。17
 1633年，在西班牙重新征服的前夕，荷兰在圣马丁岛的殖民地上有95名白人男性和2名荷兰女性。18
 在早期的库拉索岛，女性同样少见。1639年，新任总督带来了250名男子（部分取代了服役期满的人），使男性总数增至273名。总督也带来了10名女子，但这个数字在一年之内减少了一半，因为其中1人死亡，另有4人返回了欧洲。19
 在非洲的荷兰贸易站，女性人数相当少——西印度公司的工作人员将其配偶带到那里的情况非常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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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荷属大西洋世界。

在所有殖民地中，女性人口稀少的问题并不明显。1645年至1646年，在累西腓进行的人口普查记录有855名男性和452名女性（还有397名儿童），他们都是私人定居者。另有500名妇女和儿童被列为西印度公司雇员的家属。可以肯定地说，妇女至少占到这一数字的一半。如果她们都住在首府，那么在累西腓的欧洲女性总人数一定在700人左右。20
 同样地，在1665年英格兰人征服斯塔提亚之后，该地的76位男性及42名妇女和132名儿童拒绝宣誓效忠王室。21
 然而，没有哪个地方的女性比例比新尼德兰的更高，至少在荷兰统治的最后10年是这样的，当时的荷兰家庭占所有定居者的70%。22


西印度公司并没有让女性轻易就能独自迁往殖民地。女性只有在结婚后才能这样做，阿姆斯特丹商会还要求妻子出示证据以证明其丈夫要求她前去陪同。23
 的确有单身女性生活在荷属巴西，但她们往往是寡妇——在起义开始后，尤其是在1648年至1649年的瓜拉拉皮斯战役之后，大约有1,550名荷兰人丧生。该地（尤其是德意志人）寡妇的人数迅速增长。有几名寡妇在试图为累西腓之外的孩子们采购食物时被捕入狱。几乎所有人都想返回联合省，但是很少有人有足够的钱踏上旅程。有些人甚至被要求为已故丈夫偿还欠西印度公司的债务。1645年之后，巴西的孤儿人数也有所增加。在毛里茨城的孤儿主管（其任务是为孤儿指派监护人）承认他们已无法掌控情况后，政府为孤儿（由于没有孤儿院，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住在累西腓的医院）指定了收养他们的父母。24


并非所有迁徙到殖民地的女性都是西印度公司的雇员或自由定居者的妻子，其中有一小部分人与男性殖民者签订了卖身契。1659年，有2名妇女与殖民者订立了前往新世界的契约。扬妮特·扬斯（Jannetje Jans）受雇于一位即将前往卡宴的阿姆斯特丹商人戴维·迪亚斯·安图内斯（David Dias Anthunes），为其做2年的家佣，商人向她支付旅费、舱位费以及到达之后的伙食费。25
 对于混血女人萨拉（Sara）来说，为艾萨克·塞拉诺（Isaac Serrano）家人服务不是什么新鲜事。她签订了在库拉索岛做3年管家的契约，这与她在阿姆斯特丹家中做了19年的工作相同。26


关于殖民地居民处于危险之中的报道可能阻止了许多身处旧世界（Old World）的女性迁居新世界。当然，横渡大洋本身也并非没有危险。1658年，一艘载有160名自由人的荷兰船在前往新泽兰迪亚的途中被柏柏里海盗俘获，后者将这批旅客当作奴隶带到了北非。27
 20年后，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与法兰西的6年战争结束之后，42名男女老少怀着开启新生活的希望到达苏里南。然而，所有人都被柏柏里海盗劫持并在阿尔及尔沦为奴隶。28
 疾病是另一场灾难。1677年，一种传染病摧毁了一艘开往奥亚波基河的移民船，43人葬身大海。29


同样折磨着荷属殖民地的是移民回流。家庭责任、思乡之情和各种其他情况（如巴西的起义）都有可能使移民们再次横渡大洋。30
 例如，来自库拉索岛的一名面包师汉斯·弗雷德里克斯（Hans Fredericks）就回国了，因为他已经与荷兰省的一位寡妇订婚几年，担心她会在他不在时嫁给别人。31
 种植园主尼古拉斯·德祖特（Nicolaes de Zoutte）声称，离开苏里南是因为严重的背痛折磨着他和他的配偶。32
 此外，他的妻子补充说，这个殖民地“让他们想到了索多马（Sodom，罪恶之地，源自《圣经》。——编者注）和娥摩拉［Gomorra，罪恶之都，是《圣经》中因其居民罪恶沉重而与索多马一起被神毁灭的古城。——编者注］”，谎言、欺骗、喊叫、侮辱和放纵在这里司空见惯，而那些没有这么做的人就会被归为“告密者和教会的顶梁柱”。33
 许多人刚来时想着碰碰运气，希望在这里发笔财就回家。结果却是，在新尼德兰，殖民社会不断处于变动之中：商人和代理商往返于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官员们任期结束就返回国内；如果这片应许之地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农民和工匠们也会离开。34


尽管最初从累西腓回到联合省相对容易，但在1647年这一行动变得困难起来——当时发布了一项命令，规定所有打算回国的人都必须在出发前6周将自己的名字列入名单，这样就可以防止债务人和罪犯偷偷溜走。35
 在开船之前，会计、议员和一些士官将对登上甲板的乘客进行检查，并在各个角落搜寻偷渡者。36
 有一次，水手允许一对既没有获准离开也没有将名字登记到名单上的夫妇上船，这对夫妇非常害怕遇到稽查人员，所以他们藏在了一只粗腰桶里。之后他们被发现因窒息而死。37


在1647年之后仍设法离开累西腓的众多移民中，有阿德里安·克里嫩·波斯特（Adriaen Crynen Post）和他的妻子克拉拉（Clara）。他们于1649年年末回到故土，直到1650年6月才前往斯塔滕岛。38
 返回者发现自己无法再住在联合省的情况并不少见。艾萨克·德拉西埃曾是新阿姆斯特丹市议会的一等秘书，后来他作为商人与妻子伊娃（Eva）一起在巴西定居。在该殖民地消亡之后，这对夫妇被迫返回了共和国，他们于1669年，在巴巴多斯定居后再次移居美洲。39
 一些返回的移民充分利用了他们与殖民地的联系和他们的专业技能。亚伯拉罕·德拉戈（Abraham Drago，1628—1697）于1655年返回阿姆斯特丹之前在库拉索岛住了4年，在那里他成为与库拉索岛进行贸易最活跃的商人之一。他还往返旅行，以鼓动人们带着全家人一起移民。40
 其他在荷属美洲的移民们，无论男女，也多次横渡大洋以维持和扩大其商业联系。41


为了在大洋彼岸重新开始而从共和国移民的显然是城市人。在第一批来到新尼德兰用了6年时间开垦土地的人当中，许多人都没有任何农耕经验。他们甚至在契约到期之前就回国了。42
 相比之下，在荷属美洲的移民中，商人、小企业主和旅馆老板占有相当比例。43
 在苏里南拥有种植园的一位牧师写信给他的叔叔说，这里甚至连农民都不需要。这里既不需要割草和播种，农民也教不了奴隶任何东西。相反，农民将不得不学习种树、砍树和整理木材。44
 也就是说，这里需要的是木匠、泥瓦匠、铁匠、造船工人、单桅帆船制造商和锯木工人。45


渴望在大西洋世界担任官职的人很少。不过，对于聪明、勤奋的年轻男性来说，还是有机会的，他们可以获得食宿，收入也相当不错。在巴西，总督及其顾问可以自由地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建立公务员制度，人们可以找到诸如书记员、文员、接待员、警员、监狱看守或其他公职人员之类的工作。书记员和小职员的工作并非谁都能做，通常要求从业者具有良好的荷兰语读写能力以及数学运算和规范写作的能力，但是血缘关系和人情往来可以成为一些移民拿到这些工作机会的敲门砖。46
 一本小册子作者称，与一名西印度公司董事有交情是被提名为西印度公司任意高级职位的前提条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47


艾萨克·斯威尔斯（Isaac Sweers，1622—1673）正是一个依靠自己朋友圈的人。艾萨克是东印度公司董事阿伦特·斯威尔斯（Arent Sweers）之子，他在18岁时就由在东印度群岛发迹的兄长萨洛蒙（Salomon）负责照顾。萨洛蒙对他进行了6～7个月的培训，教他抄写日志、法案、合同、遗嘱和其他文件，为他以后可以在西印度公司或东印度公司工作做好准备。在朋友的帮助下，艾萨克得到了2个机会：做前往亚洲的轮船上的初级商人或前往巴西的轮船上的押货员。他选择了后者，部分原因是他另一个兄弟亚伯拉罕在该殖民地任职。48
 从累西腓政府办公室的职员做起，艾萨克成长为一名公证员和法律顾问。随后，他在巴西开始了军旅生涯，并以担任联合省的海军中将为其职业顶点。49


尽管有时要想在大西洋世界里谋得一个高级职位需要天时地利，但是提前接受一些培训也没有什么坏处。在新尼德兰，巴斯蒂安·扬斯·克罗尔（Bastiaen Jansz Krol，约1595—1674）是一名布艺工人改行做了病患安慰者，他于1624年作为西印度公司的职员在奥尔巴尼的奥兰治堡的政府部门担任公务员，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奥兰治堡的管理者。1632年，总督彼得·米纽伊特（Pieter Minuit）被召回荷兰，克罗尔成为新尼德兰的代理总督，不过他在职仅1年多。50
 如果放在亚洲，克罗尔如此快速的晋升是绝无可能的，或者说至少是非常特殊的。但在大西洋世界，仅靠活着就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的情形并不少见，比如迪尔克·威尔里（Dirck Wilree，1636—1674）正是如此。22岁时，荷兰人威尔里是入侵非洲海岸的丹麦船上的一名商人，这是一艘单桅货船。发现这艘船状况不佳后，船员们在喀麦隆河上将其焚毁，随后威尔里在那里登上了一艘英格兰船，去了埃尔米纳。由于4月～7月的雨季里常常有大批欧洲人死去，埃尔米纳的公务员严重短缺，以至于西印度公司立即提供给威尔里一个助理职位。因为有在黄金海岸的多家荷兰工厂的工作经历，威尔里很快就被晋升为高级职员，仅仅1年后，他又被任命为穆里——与阿肯人进行黄金贸易的重要堡垒——的货物主管。总督于1661年5月去世后，威尔里临时接替了他的职位。抵达西非不到两年半后，他发现自己拥有了250名士兵。在接下来的1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黄金海岸最高级别的荷兰官员。51


那些打得一手好牌的人也会利用所积累的专业知识来开启自己的从商生涯。1633年，来自西属尼德兰的蒂伦豪特（Turnhout）的霍弗特·鲁克曼斯（Govert Loockermans，1616/7—1670/1）作为厨师的助手抵达新阿姆斯特丹，与他在同一艘船上的新任总督沃特·范特威勒（Wouter van Twiller）任命这名16岁的少年担任西印度公司的职员。 6年后，鲁克曼斯成长为一名自由贸易商——在搬到新阿姆斯特丹之前，他往返阿姆斯特丹多年。没过多久，他就成为这座城市的主要商人之一。52
 彼得·阿尔德洛夫（Pieter Aldroff）22岁时开始在累西腓担任西印度公司理事。3年后，他晋升为专员（职员主管）并在该职位上活跃了2年一直到1647年。他回到阿姆斯特丹可能是为了在累西腓经商，他于1650年至1652年在该地做生意。在最后返回阿姆斯特丹之前，阿尔德洛夫似乎一直都留在巴西。53


尽管事务性的工作有助于创业，但在大西洋世界取得进步与在亚洲谋求发迹截然不同。亚洲工厂没有大西洋世界那样的定期交换信息和商品的网络，也没有一个（时常被提到的像累西腓那样的）中央总部。1654年，葡萄牙人击败荷属巴西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如果荷兰人能保住他们在巴西的统治地位，累西腓可能会像巴达维亚（Batavia）一样，并与荷兰人在北美、加勒比和非洲的属地建立起稳定的联系。继英格兰人征服新尼德兰10年后，荷兰又失去了巴西，致使联合省不再是有能力的年轻人的发展平台。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中，荷兰人主要在亚洲发展其殖民地。

几名男子利用他们在大西洋的经验优势为东印度公司工作。出生于德累斯顿的扎卡赖亚斯·瓦格纳［Zacharias Wagner，或瓦赫纳格（Wagenaer），1614—1668］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最初以普通士兵的身份来到巴西。这位自学成才的学者汇编了一本当地野生动植物和人物的水彩画作合集，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他成为约翰·毛里茨的宫廷军需官。1643年，瓦格纳作为候补军官（比普通士兵高一级）乘船抵达巴达维亚后，被任命为荷兰侵占的中国台湾地区（Dutch Taiwan）执政委员会的委员，两度担任出岛（Deshima）工厂的负责人，还任巴达维亚法院司法委员会委员以及开普殖民地的二把手。1667年，他作为返航舰队副司令回到了国内。54
 马托修斯·范登布鲁克（Mattheus van den Broucke，1620—1685）在巴西为西印度公司工作了10年，其间他曾被葡萄牙人俘虏。1648年，他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舰艇，担任在孟加拉的荷兰贸易站的主管和印度群岛议会的成员。作为返航舰队的海军上将被调回国后，范登布鲁克就任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商会会长和多德雷赫特市市长。55


优势与特权

尽管移民计划获得成功，但十九人委员会成员却突然意识到，他们还没有履行西印度公司章程中的第二条，即要求人们居住在“（土地）肥沃而无人居住的地区”。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把这一任务外包出去，尽管他们不想向任何个人开放殖民地。公司的实质股东将以“大庄园主”的身份参与殖民统治，获得与共和国国内的庄园主类似的特权。56
 这些大庄园主会被授予可使用的领地，条件是在4年内要实现有五六十名年龄在15岁以上的移民移居到其领地。57
 大庄园主对获得的领地负责，并被赋予继承权。他可以分配自己所拥有的领地，征收什一税以及消费税。58
 大庄园主仅代表西印度公司和联省议会行使广泛的权力，当其领地上建立起一个或多个城镇时，他将会被授权任命官员和治安官并制定法律。北美洲的大庄园主还对死罪拥有司法权。59


阿姆斯特丹和泽兰的西印度公司董事们争相竞争成为北美、圭亚那种植园和加勒比海岛屿的大庄园主，尽管只有少数人得到了机会。60
 圣马丁岛、圣尤斯特歇斯岛和萨巴岛也出现了很多大庄园主，这些地方在17世纪30年代被荷兰人占领后不久就被分给了大庄园主，而多巴哥在一段时间内以新瓦尔赫伦（New Walcheren）的名义出现。在圭亚那，伯比斯从1627年开始就是泽兰的范佩雷（Van Pere）家族的私人领地。61
 17世纪20年代，在北美出现的多块大庄园主领地中，只有在奥尔巴尼及附近地区的基利安·范伦塞拉尔（Kiliaen van Rensselaer，约1586—1643）的领地挨过了困难的初期阶段。62
 考虑到在伦斯勒斯维克成立的最初10年中，几乎有一半移民搬去了新尼德兰的其他地方或返回了欧洲这一事实，在4年内建立起一个有50人定居的移民点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63
 这绝非一件不起眼的小事。

由于巴西没有被分派任何大庄园主，因此西印度公司不得不自己担负起为该殖民地带去移民的任务。64
 在1630年入侵之后，西印度公司以自由通行的承诺吸引有兴趣从事贸易或农业的个人或家庭，还有工匠、理发师、外科医生、药剂师和男教师移居巴西。65
 在取得一系列战事胜利之后，西印度公司还鼓励士兵们定居下来，转业成为农民。1634年，联省议会颁行了一项关于移居巴西的全面法令，允许个人和集体移民。由参与者选择的总督、传教士和其他管理者领导的移民集体背负着建立城镇的使命。这种移民方式的最小规模是25个家庭或者50个人。如果移民数量较少，则将被视为个人移民。66


泽兰商会于1628年发布了用以规范大庄园主的《自由与豁免法案》（Freedoms and Exemptions）的法律框架文件。阿姆斯特丹商会于1629年出台了类似规定，其他商会也在之后陆续发布相关条令。前两条特权规定，西印度公司的船将在收到交通费和运费的情况下将移民送往其大庄园主的土地上。规定还明确指出，西印度公司将殖民地居民视为农民。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动物和工具被免费运送。只要使用西印度公司的船运送货物，所有移民都将免税10年，并且可以在美洲进行自由贸易。67
 如我们所见，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荷兰引起激烈争论的自由贸易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些争论围绕着究竟哪种方式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殖民地而展开：是延续西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哪种方式能够更好地刺激人口向殖民地迁移？主张西印度公司垄断贸易的一派坚决反对自由贸易的提案，他们认为即使是在新尼德兰的荷兰人也应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以缩减西印度公司在防卫和食物供应方面的开支。68
 这场争论不仅仅使西印度公司和与西印度公司没有联系的商人们之间产生了对抗。西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商会提倡自由贸易，认为这将有助于防止金融崩溃。董事们指出，在有限的自由贸易体制下，西印度公司在关税方面的收益将超过其从事贸易所得到的收益。69
 他们还利用了另一个论点。他们说，在巴西，垄断将会使大量的葡萄牙人离心离德，随后殖民地注定要消亡，“因为有多达1,000以上的葡萄牙人家庭”。70
 约翰·毛里茨在写给十九人委员会的信中也附和了这一意见。他在一次对话时发现，葡萄牙人反对垄断，“说他们宁愿把作物留在地里，也不愿在垄断的贸易中为他人服务，成为西印度公司的奴隶……”71
 这一观点认为，“自由”移民（工匠、商人和其他不为公司服务的移民）的迁入比士兵在殖民地的存在更有助于保证殖民地的持续。“有人的地方才会有财富”，荷兰驻巴西总司令克日什托夫·阿尔奇谢夫斯基合辙押韵地说道。72
 此外，如果没有贸易，军队必然会成为一种负担，因为士兵的薪水和给养会耗尽西印度公司的预算。73
 “自由”人口将创造经济活动，支付进出口关税，同样也肩负着军人的重任。74


阿尔奇谢夫斯基的观点得到了约翰·毛里茨的支持，对于1638年在巴西采用符合条件的自由贸易政策很有帮助。各省于同年观察、分析新尼德兰情况时得出的结论是：该殖民地充其量只有适度的人口，但现在该地人口开始减少，“而西印度公司似乎忽视了这一点。住在这里的外国王子和有权势的人们都在努力吞并新尼德兰，如果不及时处理这些问题，他们马上就能占领整个新尼德兰”。75
 联省议会是时候采取行动了。被派往西印度公司的代表受命确保该公司将为新尼德兰带去人口，否则各省就会取代西印度公司在该殖民地的地位。76


一些垄断派反对将移民派到各殖民地，他们认为人口众多的殖民地将来可能会摆脱其控制。他们希望把社会上的渣滓败类送到海外，因为这些人根本不利于建设有序社会，其存在只会败坏那些品德高尚的人。77
 巴西议会同意了这一观点。不加选择地为殖民地带去人口并不是鼓励发展的正确做法。在制糖经济中，首先需要的是资本家。而且，正如约翰·毛里茨所认为的，制糖业只会给有资本和头脑的移民带来利益。78


30年后，苏里南的居民质疑这个“只有种植园主应当受到欢迎”的观念。雇工们，或者至少是可以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才是殖民地的灵魂，他们才是诞生优秀而智慧的种植园主的源头。79
 苏里南的征服者亚伯拉罕·克里金森已经建议往苏里南输送移民。他的提议不仅满足了海外殖民地人民的需求，而且基于将穷人和流浪汉培养成为种植园主的崇高理想。克里金森指出，种植园主们迫切需要有人照看他们的奴隶。这些移民将获得食物和一小笔收入，并很快有机会获得更高的职位。大多数在巴巴多斯拥有大庄园的种植园主都是这样起步的。80
 因此，克里金森写道，希望泽兰省能够将流浪汉和乞丐们送到苏里南，特别是那些不来就只能一直待在拘留所里日渐衰弱的人。81


与其他大西洋大国（尤其是英格兰）不同，荷兰从未向大西洋的另一端送过多少罪犯，尽管殖民地本可以对这些人力加以利用。82
 在苏里南方面提出这一要求之前，向殖民地输送罪犯已经被讨论过但一直没有定论。1636年，联省议会曾提议将流浪汉们送到新尼德兰，在那里“这些人应恢复其原来的状态并享有自由”。83
 12年后，荷兰省讨论了一项关于将乞丐和流浪汉们安置在陷入困境的荷属巴西殖民地的计划，但最后他们觉得往该殖民地送去品行端正的人会更好一些。84


孤儿是另一类潜在的移民。在17世纪50年代，至少有50名孤儿被送往新尼德兰，85
 并有超过177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牧师孤儿院（是该市市政府组织成立的两所孤儿院之一）的孤儿在17世纪80年代后期被送到了苏里南。86
 在17世纪中叶，将孤儿送到库拉索岛的计划从未实现，包括由100名西印度公司股东承诺在17世纪70年代将多达2,400名男孩和女孩送往苏里南和亚马孙河之间的新殖民地的计划也没有实现。87
 确实有孤儿从荷兰港口离开，但他们通常被送到东印度群岛。88


孤儿可以自由通行，但他们并不是可以自由通行的唯一群体。如前所述，大庄园主和西印度公司经常会为迁往新尼德兰的移民预付或支付交通费。伴随着自由穿越，基利安·范伦塞拉尔还以需要对方偿还为条件，为移民们提供可食用和播种的谷物，挑选建造农场的合适地点，建造带有营房和谷仓的房屋，并给他们提供1辆四轮马车、1张犁还有其他工具以及4匹马和4头奶牛。89
 在巴西的移民可以免费通行和免缴什一税（开始是免税2年，后来改为7年，每个孩子可增加1年）。他们还被允许自由砍伐树木以建造房屋和船。90
 1663年，西印度公司的做法更进一步，他们为迁往卡宴的个人移民免除全部税种10年。91
 阿姆斯特丹市承诺为新阿姆斯特尔的移民预付运输费，并提供1年的衣服、粮食和可播种的种子，希望借此发展出一个波罗的海的替代粮仓。92
 每个家庭都被允许可以拥有至少40英亩的土地，但前提是该土地必须在2年内耕种完毕。93
 农民可免缴10年的有角牲畜税和盐税，以及免缴20年的什一税。94
 6年后，即1662年，特拉华河的门诺派移民获得了免缴20年什一税和所有税费的优待。阿姆斯特丹也向每名男性预支了100荷兰盾以支付交通费，并全额支付了妇女和儿童的交通费。95


上述优待政策可能会帮助潜在的移民下定决心。96
 有些人可能也会被以他们为受众的小册子影响。约翰尼斯·德拉埃特和尼古拉斯·范瓦塞纳描绘了新尼德兰美好的自然风光与充满机遇的光明前景。另一位匿名作者宣称，宜人的气候让移民免于生病，他宣称“这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最宜居、最肥沃的土地”。他建议移民在特拉华河岸建立家园，那里土地肥沃，比欧洲更适宜耕种。移民也不必害怕当地的美洲印第安人，因为他们缺少狂热的气质。97
 而且，移民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自由的王国，不会成为任何人的仆人。98
 就在阿姆斯特丹商会以及那些在新阿姆斯特尔建立大庄园的人大肆宣扬移居北美洲的优势时，泽兰商会把重点投放到了圭亚那的殖民地。来自德意志巴伐利亚选区的一名使者亲身感受到了两个商会与新世界不同地区的密切联系。1664年，当他与西印度公司董事们会面讨论可能的巴伐利亚大庄园主的空缺时，阿姆斯特丹商会盛赞了新尼德兰的优势，但忽视了该地最近正遭英格兰人侵占。巴伐利亚人被告知新尼德兰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可以种植小麦、大麦、燕麦、烟草、葡萄和各种果树。这里鱼鸟富足，山上富含铜矿和水晶矿。而圭亚那则不利于人体健康，气候炎热且多沼泽。同时，泽兰商会的董事们强调新尼德兰的贫穷和圭亚那的富有，称圭亚那盛产黄金、白银、珍珠、水晶、宝石、硝石、香脂、橡胶、糖和染料木。99
 以上这些对新世界相互矛盾的愿景描述，可能使热带和温和气候的吸引力都遭到贬损。100


此外，尽管上述关于丰饶之地的故事可能充满诱惑，但它们是否能说服荷兰人进行跨越大西洋的迁徙令人怀疑。历史学家恩斯特·范登博哈特（Ernst van den Boogaart）发现，大多数离开家园去新尼德兰工作的人（做仆人、工匠、代理商、农场工人或女佣）都是被已经生活在大洋彼岸的人们聘去的，“或是在回国期间亲自聘的，或是通过商业往来、亲属关系，还有在少数情况下是通过定期航行到美洲的船长招聘的。其他人则是与即将迁移出去的人订立契约”。101
 大庄园主基利安·范伦塞拉尔拥有的土地位于联合省中部相当贫瘠的霍伊（Gooi）和费吕沃，他的代理人成功说服那里的农民移民，他们将其领地改造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殖民地。没过多久，在曼哈顿的西印度公司就需要完全依赖伦斯勒斯维克生产出的过剩的粮食。102
 回到尼德兰的家中，在统治新阿姆斯特尔期间（1656—1664），阿姆斯特丹也从费吕沃和贝蒂沃（Betuwe）招募移民。其代理人公示了移民条件。103
 像他的叔叔基利安·范伦塞拉尔一样，新尼德兰前总督沃特·范特威勒与家乡费吕沃的佃户订立契约，约定他们到他位于曼哈顿的农场去工作。在一份契约中是这样约定的：农场工人必须按照“海尔德兰的方式”进行播种、割草和耕作。104
 殖民地征募者通常偏爱中部和东部省份的农村劳动力，他们被认为是品行良好而勤劳的农民。在荷兰东部的农村地区，与西班牙军队之间断断续续的交战破坏了当地经济，许多家庭艰难度日。尽管当地的烟草业在17世纪后半叶缓解了当地的贫困状况，但很少有健全的工人参与其中，对他们而言，移民可能是一种选择。105


尽管有大量农民迁入，对于英格兰人而言，新尼德兰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站。威廉·卡斯特尔（William Castell）在他的《美洲海岸及大陆的短暂发现》（Short Discoverie of the Coasts and Continents of America，1644）一书中描写了一个荷兰人未能开发的殖民地。他们没有耕种土地，而是让土地休眠，专注于商业贸易。像美洲印第安人一样，他们的存在和对土地的权利主张可能会被忽视。106
 我们不禁想知道，如果卡斯特尔能够预见在殖民地最后几年（1657—1664）里迁入新尼德兰的移民以农民为主，他是否还会如此直言不讳？然而，即使到那时，新尼德兰的移民人数仍无法与迁往英属美洲的移民人数相提并论。尽管如此，与宾夕法尼亚这样的殖民地相比，新尼德兰的人口并不少。显然，上述两个殖民地都不需要太多的非奴隶的劳动力，整个荷属美洲都是如此。所以，来自联合省、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潜在移民并不是以“自由”身份移民而是以西印度公司的雇工身份远渡重洋的。107


与尼德兰的关系

无论是移居热带还是温带殖民地，移民们都进入了一个熟悉的世界。这些殖民地无疑是荷兰共和国的西部分支，特别是在饮食习惯和法律体系方面。而获取食物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些殖民地的人口太少，以至于他们很难持续生产出足够的食物给外来的移民维持生活。最早的移民只能吃随荷兰船带来的荷兰食物，这并不奇怪。例如，在哈得孙河西岸的帕沃尼亚大庄园主土地上的居民以硬面包、黄豌豆和生黄豆为食。108
 理想的状态是，当地种植的农作物很快可以作为从荷兰带来的食物的补充。在荷属库拉索岛上收获的第一批作物包括豆类、南瓜、玉米、木薯、土豆、香蕉和各种瓜类。109
 在巴西的荷兰人把从荷兰带来的种子种在地里，例如莴苣、白菜、萝卜、芜菁、菠菜，甚至土豆，还种出葡萄、无花果、柠檬、橙子和其他柑橘类水果。110
 同样地，移居奥亚波基的移民不仅种植了生菜、萝卜、南瓜、黄瓜、菊苣和豆类，也吃到了长在野外的玉米、菠萝、柠檬和香蕉。111


然而，即使经过多年的殖民，大多数荷属美洲的移民仍然依赖从祖国进口的食物。112
 运往巴西的货物包括腌制的牛羊肉、培根、熏火腿以及各种鱼、葡萄酒、奶酪和黄油；将新任总督基夫特带到新尼德兰的船上还载有牛肉、猪肉、黄油、奶酪和硬面包、大麦和白豌豆。113
 虽然新尼德兰也种植谷物，但种植谷物被当作一门生意与利润丰厚的海狸贸易相竞争，后者对贝弗韦克（在奥尔巴尼）的居民更具吸引力。在整个殖民时期，移民都依靠当地村庄的玉米、鹿肉和鱼类的供应来生活。114


在南半球，木薯应该已经解决了粮食短缺的问题。正如约翰尼斯·德拉埃特在征服巴西之前所说，葡萄牙殖民地上有充足的木薯。不过他没有补充说明，这种农作物虽然富含卡路里，但营养价值很低。115
 即使当局要求种植园主们划出一些土地来种植木薯，但实际种植还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约翰·毛里茨对当局的要求给予了许多豁免优惠，但种植园主和农民们依然对此视而不见，因为对他们而言，种植甘蔗更加有利可图。116


有时也会出现饥荒。在荷兰人征服的巴西最北端的马拉尼昂，移民靠从累西腓送来的多余食物勉强为生。仅仅1年后，此地濒临毁灭，当时有官员写道：“我们的仓库里完全没有粮食，除了面粉和盐以外什么都没有，由于被包围，我们什么也收不到……”117
 1645年以后，在巴西的其他地区，饥饿开始影响每一个人。司法委员会（高级上诉法院）的一个成员写道，他的妻子和孩子常常因缺乏食物而伤心地哭泣。118
 主人们尽量减少奴隶的面粉量而增加自己的份额，面包师减少了三分之一的面包供应。为加热炉子来烤面包，累西腓的居民收集被冲上岩石或港口附近海滩的浮木，但这种海洋垃圾中的沥青和焦油使烤出的面包有一种怪味。为了防止穷人反抗，地方法官在武装士兵的陪同下挨家挨户地排查，命令每个人交出所拥有的任何食物，并将其存放在公共仓库中。119
 无法实现粮食自给也困扰着苏里南。在1672年与英格兰爆发战争后，荷兰共和国的运输中断了，犹太人及其奴隶遭受了饥饿。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情况也没有得到太大改善。120


粮食供应常常不稳定，以至于许多人同时到来给粮食供应造成了极大的压力。1644年，离开马拉尼昂的450名西印度公司员工的突然出现，吓到了过去3年里一直在努力解决粮食危机的库拉索岛的统治委员会。因此，议员们决定将这群不速之客里的大多数人送往新尼德兰。121
 奴隶船的到来也造成了问题。1646年，累西腓粮食的供应不足影响了安哥拉奴隶的出售，这些奴隶随后被运往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岛。122
 1664年（在英军征服前几周）350～400名非洲奴隶进入新阿姆斯特丹，再加上一艘船载着粮食离开新阿姆斯特丹前往库拉索岛，新阿姆斯特丹的粮食库存几乎面临枯竭。123
 在成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过境港口的第一个10年里，库拉索岛面临粮食供应短缺的问题。1668年，库拉索岛几乎不可能给3,000名即将转运至西属美洲各殖民地的非洲俘虏供应食物。第二年，西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商会为这些非洲人送来了咸肉和培根，以补充人们对库拉索岛上牛羊肉的消耗。124


尽管西印度公司努力让其他殖民地向累西腓运送粮食，但海外殖民地，尤其是巴西，仍然依赖共和国大都市的粮食供应。1633年，西印度公司计划由新尼德兰向巴西、西非或库拉索岛出口谷物，但从未实现。在17世纪40年代中期，巴西殖民地急需食物补给时，西印度公司也没有说服新尼德兰的移民向巴西运送鱼、面粉和当地作物。125
 那时，即使解决了荷属巴西的粮食问题也无法促成荷属大西洋世界的一体化。实际上，巴莱乌斯声称巴西无力自给自足的原因之一，正是西印度公司拒绝了约翰·毛里茨提出的整合巴西和安哥拉的要求。董事们指出，巴西尚且要依赖共和国的食物供应，何谈养活“非洲”。此外，绕道巴西还将导致运往安哥拉的食物严重减少。126


食物并不是与祖国的唯一联系。在每个新的殖民地，西印度公司都会很快引入荷兰法律体系的主要原理。虽然在民事案件和商业纠纷中，殖民地与联合省一样优先适用罗马法，但在荷兰和泽兰二省实行的关于继承和婚姻方面的成文法和习惯法在殖民地还是被采纳了。127
 这些法律适用于以商业为中心的社会，并有助于维护荷兰殖民统治的权威性。128


美洲大陆殖民地的法律体系与共和国相似，尽管针对这些殖民地的具体规定都是在伯南布哥被征服之前的1629年10月13日制定的。这些规定最初仅适用于巴西，在隆克的舰队将其确定为一套适用于整个荷属美洲的一般性规定之前，这些规定已经被修订过了。平等权利是这套规范的基石。不论地位或民族，所有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都得到平等保护。在刑事司法方面，人们参考了共和国的司法实践，而在民事领域所采纳的诉讼程序来自荷兰省。129


在新尼德兰的18个城镇和巴西的至少7个城镇中均设立初级法院。2个殖民地的法院至少由3名法官组成，这些人选首先由殖民地委员会从移民提交的候选人名单中选出，随后由现任治安法官进行任命。累西腓和新阿姆斯特丹的地方法官享有比小规模殖民地的法官更大的权力。130
 在巴西的一些地区，说葡萄牙语的人多于说荷兰语的人，所以法院由3名葡裔巴西人和2名荷兰人组成。131


这些地方法院制定法律并执行法律。法官有权审理较小的刑事案件，但通奸、亵渎神明、盗窃和其他重罪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被指控犯有上述重罪的新尼德兰居民将会被捕并被移送首府。如果他们被误判为轻罪，则可以上诉到曼哈顿的殖民地委员会，荷属巴西人则可以上诉到累西腓。132
 统治委员会会密切关注初级法院，当地方法官寻求其帮助或发生冤案或误判时，他们通常会定期进行干预。在实践中，偏远的城镇能够最大限度地独立于首府。133
 但是，总的来说，新尼德兰和巴西的政府比共和国政府更强硬，城镇法院有权独立处理民事和刑事案件。134


在文化层面，来自联合省的移民抵达的海洋彼端的世界也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与共和国相同，城市住宅和仓库都有一扇狭窄的正门，并且房屋都倾向于向后延伸。在多巴哥的新弗利辛恩镇（town of Nieuw Vlissingen）盖起了带有典型的荷兰阶梯山墙的砖房。135
 在1641年1月至1643年7月间，从荷兰运来的1,154,550块砖也给累西腓带来了荷兰的感觉，而街道的命名更是增加了荷兰特色。136
 同样，新尼德兰的主要水道也以荷兰风格的名字命名，译为“清新河”（Fresh River）、“北河”（North River）与“南河”（South River），而英语名称则为“康涅狄格河”、“哈得孙河”与“特拉华河”。

在整个荷属大西洋殖民地，移民和旅居者们都会带去自己的食品和娱乐活动。他们使用与家乡相同的日历，庆祝相同的节日。主要的宗教节日是复活节（Easter）、耶稣升天节（Ascension Day）、圣灵降临日（Pentecost）和圣诞节（Christmas）。137
 人们也会庆祝荷兰本土的节日。在阿姆斯特丹集市日当天，于1629年前往伯南布哥的一艘船的船长分给水手们一大块猪肉。138
 同样，在哈勒姆集市日的前夕，埃尔米纳总督、哈勒姆人雅各布·鲁伊查弗送给堡垒中的士兵们一头母牛，还送给文职人员一头猪。139
 在联合省形成的其他习俗也根深蒂固，以至于移民们到了殖民地也改不过来。尽管巴西是热带气候，但是来自荷兰的母亲们仍然穿着厚重、深色的衣服，用襁褓裹着孩子，无视适应了新环境的葡裔巴西人的做法。140


与祖国的情感联系也没有因为在遥远的海岸而消失。菲利普斯·安塞尼森（Philippus Antheunissen）船长于1631年死在前往累西腓的途中，他在遗嘱中回忆起在米德尔堡的那些只有20荷兰盾的“普通穷人”。当扬·马丁斯（Jan Maertijns）于1640年在累西腓去世时，他留给阿姆斯特丹的穷人100荷兰盾。141
 对于荷属美洲的移民来说，联合省不仅仅是他们的故乡。祖国提供了一种合法性来源和一套可仿效的模式，海外省份的名称表述上表达了这一点：新尼德兰、新瓦尔赫伦（多巴哥）、新泽兰［加勒比岛上的圣克罗伊岛（St. Croix）］和新泽兰迪亚（埃塞奎博）。142
 此外，正如乔伊斯·古德弗伦德（Joyce Goodfriend）所说，荷兰语是“荷兰文化的核心，是记忆的纽带，也是与神沟通的方式”。143


殖民地当局引导公众关注那些在联合省或荷属大西洋值得记忆的事件，这是殖民地移民与祖国的另一种联系方式。在即将到来的重大活动中，每当获得胜利或者要寻求支持时，他们会感谢神。144
 在新瑞典被吞并后，新尼德兰宣布设立殖民地祈祷日，而在巴西也由于军事活动而经常举行祈祷日活动。例如，1646年，西班牙在荷兰的要塞许尔斯特（Hulst）投降，于是荷属巴西所有的堡垒全部用放礼炮的方式来庆祝这一胜利。145
 在某些情况下，感激和祈福活动会融合在一起。1641年，一个中队离开累西腓向安哥拉发动攻击时，巴西高级议会认为，没有神的祝福，荷兰军队将无所作为，因此必须禁食一天和举行祈祷活动，以感谢神赐予的无尽福祉，并恳求神对这次“为扩张他的王国”而进行的远征施以祝福。146
 在库拉索岛会举行一年一度的祈祷、禁食和感恩节庆祝活动，庆祝1678年不幸的法兰西海军远征队的失败。这一远征队在正要摧毁该岛时出乎意料地搁浅在了阿韦斯群岛的珊瑚礁上。147
 当美洲印第安人攻击或“热病和危险疾病”侵袭时，人们也会祈祷。所有这些“不幸”都归因于移民的罪过。148
 一旦危险过去，他们就会举行感恩活动。149


归正教会

17世纪，无处不在的宗教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荷属大西洋世界也不例外。在荷兰的海外贸易站和殖民地，归正教会不仅仅作为宗教团体而存在，它也是主要的文化机构。历史学家威廉·弗里霍夫认为，它“定期将人们聚在一起，保护语言和文化遗产，捍卫欧洲价值观，培育团体精神”。150
 在纽约，正是荷兰的归正教会坚持使用荷兰语作为人们礼拜的媒介，才使得荷兰语能够在英语成为官方语言很久以后依然继续蓬勃发展。151


尽管教会在荷属大西洋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当局并未采纳威廉·于塞尔林克斯在1619年起草西印度公司章程草案时提出的只允许教会成员成为移民的建议。152
 但是，一些殖民地的地方执政官认同于塞尔林克斯的观点。在伦斯勒斯维克，人们每周都必须去一次教堂，否则会根据其财产和性别被当局处以罚款。153
 在库拉索岛，总督马蒂亚斯·贝克命令所有卫戍部队和港口船舶上的水手在每周日参加新教教会的礼拜仪式。154


但是，以上这些都是例外。尽管政教合一在其他国家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归正教会并非荷兰国教（教会成员资格并没有规定在法律里）。同时，它是“公共教会”——社会的官方精神机构，这意味着统治者必须为宗教改革扫清障碍。155
 1642年，在圣多美的临时指令中提道：“议会会长和地方议会应推崇真正的归正教会，并在本地公开宣扬之，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如传教士或（《圣经》的）读经人］保证神的圣言在周日的早晨和下午以及其他日子里被传授或宣读。人们每日的早晨和傍晚都要向主祈祷，以免他发怒，因此恩典与福祉可能会再次降临在人们身上。”156


对于那些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海外荷兰人的宗教关怀被委托给法院任命的人员。阿姆斯特丹宗教法院于1621年3月25日提出创建一个“代表委员会”（deputati ad res Indicas）来承担这一任务。该委员会最初以荷兰在亚洲的要塞为目标，但不久之后便开始兼顾大西洋世界。阿姆斯特丹宗教法院还于1623年7月27日劝诫十九人委员会在驶向美洲的船上配备神职人员。1636年，教会下的一个分支机构，即长老监督会，从宗教法院那里接过统治权，掌控了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宗教事务。157


事实上，所有荷属殖民地的教会最开始都是由驻军组成的，只是后来才逐渐为类似于共和国模式的机构所取代。158
 最终，在巴西和新尼德兰都引入了基于教区的联合省教会组织，每个教区都有一所宗教法院。在荷属大西洋世界的其他角落，由于教会成员数量很少，所以没有成立此类组织的必要。1662年，库拉索岛的教会只有 20名成员，随后人数还在减少。159
 因此，大多数殖民地或贸易站只有1名牧师。1659年，十九人委员会认定在几内亚不需要第二名牧师，因为埃尔米纳的教会规模也很小，驻扎在附近要塞和营地的荷兰人可以到埃尔米纳做礼拜。160


每周开会的宗教法院由传教士和致力于慈善工作的普通教徒组成。这些人常常来自中间阶层，在宗教法院行使着他们在政界所没有的权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护道德和维持牧师的纪律。161
 在联合省，同一地理区域内的牧师们在长老监督会（协调区域内教会事务的机构）会面。新尼德兰一直没有获准成立自己的长老监督会，而1636年，巴西的12所宗教法院都加入了一个长老监督会。与共和国相似，每个殖民地的长老监督会组成教会会议，在1642年至1646年间，伯南布哥和帕拉伊巴的长老监督会成立了巴西教会会议，这是荷兰殖民历史上独特的一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泽兰和阿姆斯特丹的教会对此表示反对，但是教会会议却是在当地教会的倡议下成立的。162


传教士是归正教会的主要雇员。他们需要通过教义学、护教学和释经法方面的测试，但并不需要考察他们对土著或土著语言的了解程度。163
 在形式和内容上，他们的布道可能类似于在联合省的教会布道。布道敦促会众忏悔和自责、宣讲《圣经》和与异见者辩论。164
 正如南荷兰教会会议所称，对于任何一位牧师而言，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在水手中间“谨守严格的纪律和对主的敬畏”。165
 几名牧师在多个殖民地长期服务于教会，他们的流动能力令人吃惊。弗雷德里克·维特乌斯（Frederick Vitteus）最初在伯南布哥担任职务（具体不详），随后建立了归正教会分部。1635年，他被任命为库拉索岛的圣职候选人，担任驻军牧师3年。返回阿姆斯特丹后，他又以圣职候选人的身份被送回累西腓，并于1641年随约尔的舰队航行到了安哥拉，成为一名牧师。不久，他就以这一身份在这个新殖民地去世。166
 维特乌斯的继任牧师也是一位环球旅行者。乔纳斯·埃特斯（Jonas Aertsz）作为病患安慰者去了3趟东印度群岛，在停留尼德兰期间被任命为牧师。同样，他先在巴达维亚传教，随后又在特尔纳特［Ternate，摩鹿加群岛（Moluccas）］传教，之后还前去罗安达传教，最后在库拉索岛去世。167


与殖民地的距离可能会影响长老监督会对殖民地教会的监督。事实证明，库拉索岛的牧师迈克尔·西佩里乌斯（Michael Sijperius）不仅没有通过所要求的考试，他甚至都不是教会成员。人们不禁怀疑他的牧师身份是自封的。168
 填补牧师职位的空缺通常很难，尤其是在荷兰人统治安哥拉的7年时间里。赫尔曼努斯·诺迪乌斯（Hermannus Noldius）开始承诺要前往，但由于未能说服妻子和他同行，于是他决定留在家里。随后，威廉·温曼（Willem Vinman）毛遂自荐，他在西印度群岛和东印度群岛均有过任职，并且在过去6年里在须得海（Zuiderzee）上的斯霍克兰岛（island of Schokland）传教。尽管他并不是不愿意去，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169
 下一个候选人是埃姆兰德［Emderland，东弗里西亚（East Frisia）］的前牧师阿道弗斯·埃彭纽斯（Adolphus Empenius），他因“三十年战争”而被迫逃亡。他接受了邀请，但经询问得知他去过阿姆斯特丹一家“臭名昭著的妓院”并留在那里过夜。直到1648年12月28日，经过4年的寻找（失去安哥拉4个多月之后），长老监督会仍在敦促为罗安达寻找合格的牧师。170


道德上的正直是身为牧师的一项关键品质，因为他们被认为是道德的守护者。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尤其是在维护基督教安息日（Christian Sabbath）的名誉方面。巴西重复发布了几次禁止酒馆在人们礼拜时供应啤酒的禁令，171
 宗教法院认为，人们在酒馆里“唱歌、蹦跳、买卖、醉酒、玩耍和许多其他下流而无节制的行为会招致神的愤怒”，是对安息日的亵渎。172
 1645年巴西起义开始后，一波新的宗教热潮激发了荷兰殖民政府的活力，促使其重新发布了禁止亵渎安息日、禁止亵渎教堂和禁止卖淫以及教堂的钟声响起后酒馆禁止卖酒的法令。1646年，归正教会命令犹太人在每周日关闭交易场所、禁止子女上学和奴隶工作。173
 大约在同一时间，彼得·施托伊弗桑特在新尼德兰实施了类似的政策。这是他将新阿姆斯特丹“转变为一个人人都按照《圣经》戒律智慧地生活的社会”计划的一部分。174
 他的做法是一种在旷野里的呐喊。甚至在其祖国，由于安息日禁令的遵守与执行将荷兰共和国分裂为两个派系，亲属之间都会互相对立。175


然而，没有什么地方比几内亚的情况更为糟糕，在那里，荷兰人试图将牧师局限于自己的工厂内部。在穆里建起第一个荷兰堡垒后没有几年，在西印度公司成立之前，从尼德兰来到几内亚的一位牧师目睹了彻底的道德堕落。从他位于士兵住所上方的住处可以看到士兵们整日醉酒，还能听到他们唱一些不雅歌曲。176
 牧师们在几内亚永远不会受到欢迎，因为他们在布道时经常谴责那些初、高级雇员的行为——雇员们不被允许带妻子同行，所以他们和美洲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女性走得很近。尽管欧洲女性在美洲殖民地很受欢迎，但她们经常成为习惯说教的牧师批评的对象。牧师对那些他们认为过于放荡的单身女性提起诉讼的情况并不罕见。这样，牧师们的行为损害了殖民地的利益，因为殖民地本来就几乎没有女性。177


除了牧师，荷属大西洋世界（包括海洋和陆地）上还有另一批身负明确道德任务的宗教工作者——病患安慰者（或探望者）。该职位起源于联合省，病患安慰者们与加尔文教派的牧师们发起了一场反对通奸、醉酒、滥交和其他不轨行为的道德运动。但是，他们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长途航行和殖民地上。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和贸易场所，他们都是教堂军需官，在每个周日开讲坛、布道和吟唱赞美诗。只有当殖民地达到人数要求时才会有牧师到来。178
 自从他们在1598年首次登上驶往东印度群岛的第二舰队的船航行以来，这些病患安慰者就帮助塑造荷兰的殖民主义。第一个为非欧洲人（在毛里茨城的一名马达加斯加奴隶）施洗的荷兰人就是其中一位病患安慰者，而病患安慰者正是在远至巴达维亚、好望角和新阿姆斯特丹等地创立归正教会的人。179


这些普通教徒承担的任务比其称呼所暗示的要广泛得多。尽管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但他们还是通过阅读经文的方式来安慰病患，他们帮助虚弱、贫穷的人和孤儿，举行公开的《圣经》讲座，并警告人们不要违反“十诫”。180
 从理论上讲，只有牧师才能权威地解读神的语言，而实践中也允许病患安慰者传递和应用神的语言。181
 改革后的新教认为疾病是罪的产物，这为病患安慰者的活动提供了合理依据。因为疾病的康复取决于道德的纯净，所以病患安慰者具有重要作用。罪恶与疾病之间的联系对于前往伯南布哥（1629—1630）的舰队的士兵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他们面对的是船上鼓手的疾病无法治愈。饱受虱子折磨的鼓手被放到装满海水的浴盆中，他的同伴帮他清除了虱子。但是虱子很快就又来了，这个男人最后失明直至去世。船上的人们对此的解释非常明确：该名男子过着有罪的生活，有人甚至认为他殴打他的父母。182


威廉·弗里霍夫在船上说，在可能很快失控的紧张气氛中，病患安慰者们起到了缓和气氛的作用。在殖民地堡垒和定居点，作为无所不在的道德权威人物，他们的作用也同样重要。183
 因此，在实践中，病患安慰者在国外扮演的角色与在国内的牧师无异。尽管如此，长老监督会很少会授权他们去讲道、洗礼或主持婚礼，通常只有在缺少牧师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被授权。184


病患安慰者们通常出身卑微，以裁缝、鞋匠和男教师占多数。185
 他们也没有挣多少钱。尽管是经过精心选拔才被选中的，但是大西洋世界的病患安慰者的酬劳一直未足额支付。186
 累西腓和穆里殖民地的官员还让病患安慰者们站岗执勤，从而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威信。只有在两地的病患安慰者们纷纷抗议这样的任务与其职务不符之后，这一命令才被撤销。187
 1640年至1641年，海上传教士和病患安慰者们的薪水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当时他们的酬劳是从士兵和水手的薪水中划拨的。教会人员和水手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于是西印度公司责令后者赶快停止他们的粗暴行动，并敦促他们重新接纳传教士和病患安慰者们回到船舱。188


他们的年轻解释了为什么在前往殖民地时许多病患安慰者仍然是单身的原因。种种迹象表明，荷属美洲各殖民地当局似乎普遍偏爱单身男子，这可能是因为容留单身汉的成本较低。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试图阻止移民从殖民地返回祖国，同时允许公司雇员的妻子和子女（包括病患安慰者）以免费形式或极低的价格来到殖民地。189
 这种对比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在大西洋贸易站工作的许多病患安慰者都被吸引到亚洲的原因。190


病患安慰者的年龄必须至少为20岁。191
 为取得资格，他们需要先通过一项道德测试，然后通过一项确定他们能力的考试。通过测试后，候选者们必须大声朗读《圣经》，并完美吟唱大卫王的诗篇。随后，许多人被建议练习唱歌或学习基督教的基础知识。192
 彼得·弗朗桑（Pieter Fransen）是个特例。他生于1578年，一生都在制作乐器，其中包括于1625年制成的一把众所周知的“古大提琴”（Viola da gamba）。1631年，经济问题开始困扰他。1640年时，他申请了一个病患安慰者的职位，尝试转行。尽管他在唱歌和阅读方面还算合格，但最终他被认为无法胜任这一职位。但是因为他已经60多岁了，阿姆斯特丹长老监督会的成员们不忍让他空手而归，于是，弗朗桑被派往了几内亚。193
 在目的地，他可能遇到了另一位病患安慰者，此人即使已经失明，仍在继续布道。194


在检查是否存在道德缺陷后，长老监督会有时会淘汰一些候选者。例如，阿姆斯特丹的一名教师，卡雷尔·德赫罗特（Carel de Groote）被发现有酗酒问题，于是他去西印度群岛的计划落空了。195
 亚伯拉罕·卡斯珀斯（Abraham Caspersz）在西印度群岛任职期满后申请了东印度群岛的职位。长老监督会拒绝了他，告诉他沉迷饮酒会遭受人们的嘲笑，他们建议他换种方式养家糊口。196
 彼得·德布勒因（Peter de Bruyn）因其“生活堕落”而被从帕拉伊巴遣返。197
 在安哥拉工作的斯托费尔·科内利森·布尔（Stoffel Cornelissen Bull）由于被发现不仅酗酒，而且在安哥拉和一名当地妇女育有一个孩子，他还将该妇女与孩子都当作奴隶卖掉，因此他想去东印度群岛工作的要求也被拒绝了。198
 在这个问题上，真实情况并非始终都是决定性因素。一名病患安慰者必须做到无可指摘，而那些毫无根据的谣言也可能会让他失去这个职位。199


荷兰向美洲大量移民的期待从未实现，因为促使人们离开有着充分就业机会和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共和国的理由太少了。许多殖民地都经历过失败的开端，而其他殖民地又太小以至于无法生存，还有一些殖民地需要持续依赖从荷兰本国港口送来的食物。因此，来自共和国的饮食习惯连同荷兰文化的其他形式（如法律制度）一起进入了那些海外较小的殖民地。同样，加尔文教派也在荷属大西洋世界留下了印记。尽管归正教不是荷兰国教，但归正教会作为聚会场所、道德守护者和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对于荷属殖民地而言相当重要。


第七章 异族人

英格兰人、瓦隆人与葡萄牙人

一个审判者不如两面橙色旗帜

宗教宽容

土著邻居

奴隶制

归附

尽管荷兰文化的盛行可能暗示着另外一种情况，但在荷属美洲的移民中，有相当数量并非荷兰人。如果我们把葡裔犹太人计算在内，在荷属美洲的欧洲移民中外国人实际上占了大多数，这一情形使荷兰在大西洋的殖民地有别于当时大西洋其他国家的殖民地。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建设需要外国人，因为正如克日什托夫·阿尔奇谢夫斯基所说，“只有荷兰人是无法成为一个王国的”。1
 所以，将外国人纳入荷兰的殖民计划从来就不是问题。在殖民者踏进荷属美洲之前，威廉·于塞尔林克斯早已写道，应允许德意志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到荷兰的海外殖民地参与殖民。Levendich Discours（1622）一书中断言，当局可以招募许多不错的人到巴西，包括瓦隆人、佛兰德人、布拉班德尔人（Brabanders）、德意志人、丹麦人以及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波罗的海人。他们纯朴、勤奋，“既不过于优秀，也不容易反抗，而且与我们的同胞在本质上相似”。2
 新阿姆斯特尔的官员和董事甚至反对荷兰移民：“因此，只有那些拥有较强的劳动力且可以熟练务农的人才能被派往这里。为此，必须雇用和吸引的是除荷兰人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的人，其中瑞典人和芬兰人（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人在这里）尤其合适。”3


值得记住的是，国家身份认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东部省份的荷兰人与来自德意志边境的荷兰人之间的差异也被忽略。此外，外国人在经过共和国或在共和国生活时必然受到荷兰文化的影响。“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位小册子的作者在1681年指出，来自我们周围国家的陌生人“在我们中间生活或为我们工作了好几年，已经拥有了荷兰人的特质。他们实际上离开了祖国和家庭世系，并将好的荷兰特质传承给了下一代”。4
 那些在荷属美洲仍忠于自己文化的外国人，可能会为了社会和平而期望某种形式的宗教宽容。

荷兰当局还寻求与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保持良好关系，荷兰人正是在他们的土地上建立了殖民地和贸易站。因为发展贸易需要和谐的关系，所以荷兰人向当地首领赠送礼物，承认他们的地位。和谐关系也存在于个人层面上，因为与当地居民共处一地有时会使荷兰男性与当地女性之间产生亲密关系，尤其是在欧洲女性较少的情况下。与这种平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奴役。大加勒比地区的荷兰商人利用当地的奴隶贸易为殖民者提供被迫像奴隶一般工作的保税工人，而巴西和其他殖民地的种植园主则利用那些漂洋过海的非洲奴隶。

英格兰人、瓦隆人与葡萄牙人

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期望许多周边的外国人搬到荷属美洲以逃避宗教迫害。安置宗教难民的计划可以追溯到荷兰人在美洲的早期阶段，当时荷兰当局认为圭亚那就是合适的难民安置点，并将其定位在西部阿拉亚角或特立尼达和东部的亚马孙河之间的地区。5
 向联省议会请愿的第一批人似乎是再洗礼派，但联省议会不准他们前往圭亚那。6
 60年后，荷兰人又想出另外两个针对圭亚那的定居计划以容纳宗教难民。其中之一是由荷兰省提出的：在圭亚那建立新殖民地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所有遭受迫害或被赶出家园的新教教徒提供庇护。7
 特定的新教团体在奥亚波基河的一个殖民地受到了欢迎，它是由海牙的一名英格兰牧师约翰·普赖斯［John Price，又名约翰·阿帕里奇乌斯（Johan Aparicius）］建立的，他曾在荷属巴西的归正教会工作。普赖斯禁止阿利乌教派（Arian）、苏西尼派（Socinian）、再洗礼派和贵格会（Quaker）的教徒进入，但他欢迎长老会教徒（Presbyterians）或来自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法兰西和其他国家的独立人士。8
 像圭亚那殖民地一样，阿姆斯特丹市议会将新阿姆斯特尔视为各种教派穷困的基督徒和（特别是）受迫害的新教教徒的避风港。9
 瓦勒度派教徒（Waldenses）是来自萨沃伊（Savoy）的难民，与他们信奉同一教派的教友在1655年遭到屠杀，他们似乎在第二年从阿姆斯特丹上船前往新阿姆斯特尔。10


即使很少有来自欧洲的宗教难民定居在荷属美洲，这里也不缺外国人。在某些情况下，与1611年一样，泽兰人与英格兰人合作，当时他们协助英格兰人和爱尔兰难民向亚马孙河上游的三角洲迁移。出于对西班牙腓力三世的尊重，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严禁其臣民移居到西班牙的海外领土。但是詹姆斯一世却忽略了弗利辛恩这个漏洞，它是众多英格兰士兵和商人的住所。在来自不列颠群岛的移民陪同下，他们乘坐泽兰的船前往亚马孙河，许多人居住在那里的泽兰殖民地，于是这些殖民地迅速被英化。11
 1616年，泽兰船载着英格兰人穿越大西洋的情景再次出现，当时有130名英格兰人加入登上前往亚马孙河船只的移民行列，其中包括14个家庭。他们曾居住在泽兰省的2个港口——弗利辛恩和拉梅肯斯，男人们可能是驻军士兵。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上述2个地方以及布里尔一直都是“警示性的”城镇，是为感谢伊丽莎白女王提供的援助而在1585年由荷兰送给英格兰人的回馈。这些城镇的税收被用作支付英军支援的费用。然而，在1616年，联省议会还清债务并赎回该城镇以后，这些英军被解散，也促使一些士兵想去南美碰碰运气。他们在亚马孙的殖民地一直保留到1623年，当时殖民者厌倦了被当地人袭击，决定返回欧洲。大多数人试图去英格兰，但他们可能遇难了。12
 在未来的岁月里，生活在亚马孙河沿岸殖民地的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仍然依靠泽兰船运。同样地，在泽兰的英裔居民继续乘坐泽兰船迁移到新世界，但更常见的是乘坐从英格兰出发的船。13


另一群英格兰人倾向于成为荷属北美殖民地的第一批移民。1620年2月2日，新尼德兰公司的董事们向总督毛里茨和联省议会请求，准许居住在共和国和英格兰的英格兰人居住在该地区。位于莱顿的宗教异见者团体在请愿中没有被提及，但他们现在被称为“清教徒”。在与毛里茨协商后，联省议会拒绝了该请求。那年晚些时候，清教徒们在北美为英格兰开拓了一片新领土。尽管已将荷兰抛诸脑后，但他们在新英格兰的生活会带有在莱顿生活的烙印。杰里米·班斯（Jeremy Bangs）由此产生联想，基于每年在莱顿举行的祈祷日和感恩节，清教徒在1621年第一个美洲夏季结束时的感恩节，可能正是用以纪念1574年西班牙解除围困。14


在普利茅斯的第一个感恩节前后，大约有五六十个瓦隆和法兰西家庭（他们全部是荷兰共和国的新教移民）向英格兰驻海牙的大使馆申请定居弗吉尼亚。当希望建立一个自治城市的愿望未获准许后，他们放弃了该计划，转向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寻求帮助。1623年7月，11个家庭的代表终于乘西印度公司的船前往圭亚那去进行评估，那里似乎提供了良好的移民前景。然而，葡萄牙人从贝伦（Belém，在巴西）对欣古河（Xingu River）上的荷属殖民地发起的突袭使人们确信，这一地区不是定居的理想之地。15
 最终，30名瓦隆人组成的团队前往新世界，定居在新尼德兰，他们是那里的第一批移民。16
 虽然这些殖民者留下了很多后代，但是帮助建设库拉索岛的瓦隆人很快就默默无闻了。1635年，大约有7名男女上岸，他们可能和10名英格兰人一起开始在岛上种植烟草、棉花或其他农作物。除此之外，他们的命运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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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瓦隆人搬到了圣尤斯特歇斯岛，1636年到达这里的41名移民中有23名佛兰德人和瓦隆人。18


最终，新尼德兰确实成了英格兰人的家园，特别是那些来自新英格兰的人的家园，他们在那里形成了6个村庄。他们被赋予与荷兰移民相同的权利，被允许建立自己的堡垒和教堂，并且可以选举自己的官员。19
 此外，法兰西北部的人们在1656年至1664年进入新尼德兰，定居在斯塔滕岛和曼哈顿的新哈勒姆（Nieuw-Haarlem），英格兰人接管此地时有一半居民讲法语。20
 来自不列颠群岛的人们也移居到圣尤斯特歇斯岛，在1665年，这里有61名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至少有269名荷兰人），而同年，在萨巴岛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人数（54人）几乎与荷兰人（57人）持平。21


荷兰语有时是外国人融入荷兰的障碍，尽管这对许多母语为低地德语（Low German）的士兵来说从来不是问题，因为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22
 但在新尼德兰的瓦隆人和胡格诺派教徒很少有会荷兰语的。23
 在巴西的犹太人缺乏对荷兰语的了解有时处境尴尬，24
 而且荷兰语也给在新尼德兰以英语为母语的移民带来了困难。西印度公司扫地式地寻找该殖民地会讲双语的归正教会牧师，结果找到了1名英格兰的教会牧师塞缪尔·德里修斯，他甚至能用法语布道。25
 双语牧师非常受欢迎。伯南布哥当局要求2名牧师能说流利的葡萄牙语和英语，因为那里有很多英格兰士兵。26
 后来，在1647年，累西腓需要1位英格兰牧师以及1位可以用英语和荷兰语主持礼拜的牧师。圣尤斯特歇斯岛上也有1名荷兰牧师，他能用法语和荷兰语布道。27
 因为这种具有语言天赋的牧师很难替代，所以他们的离开可能会造成职位空缺。毛里茨城里服务于法兰西人的法兰西新教教堂，是为维护当地法兰西人群的利益而在1642年修建的，但由于唯一会讲法语的牧师返回了欧洲，仅仅2年后，该教堂便被停止使用。28


尽管语言可能会妨碍外国人与荷兰当局进行交流，但正如约翰·毛里茨和高级议会在1640年发现的那样，在荷属巴西的葡裔巴西人还有其他更严重的问题。那一年，他们召开了一次议会，听取来自伯南布哥、伊塔马拉卡和帕拉伊巴三地城镇代表的控诉。56名男子聚集在一起，其中大部分是糖厂主、糖仓库的所有者和商人。29
 令这位葡裔巴西精英尤其不满的是遭受一类人的毒手，他们是治安吏和检察官身份相结合的一类人，经常在收取罚款时向居民勒索金钱以谋取私利。更恶毒的是，他们还在未经质证的情况下任意给他人定罪。约翰·毛里茨一直在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建议不再让他们负责除伤害、偷窃或凶杀类案件以外的其他案件的量刑工作。30


荷兰当局时常对在荷属巴西居住的葡萄牙移民保持警惕，因为他们可能与荷兰人的敌人结盟。政治委员会委员扬·罗伯茨（Jan Robberts）谴责葡萄牙人向敌人运送油、奶酪、火腿和其他食品。很快，当局发布了禁止荷兰居民向葡萄牙人出售食物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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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后，十九人委员会进一步指示约翰·毛里茨和议会将所有对荷兰人怀有敌意的葡萄牙人驱逐出殖民地。32


1672年第三次英荷战争爆发时，苏里南对第五纵队的担忧也显露出来。一名移民在给尼德兰亲友的信中写道：“我们一直害怕英格兰人，无论是那些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还是外面的敌人。”33
 所有英格兰移民随后被软禁。34
 战争结束后，泽兰省唱起了不同的论调，他们认为安抚英格兰移民很重要。虽然政策委员会的成员全是荷兰人，但审判刑事案件的司法委员会里则有2名英格兰人。35
 在更早的时候，新尼德兰总督施托伊弗桑特信任其英籍顾问，他在1650年与新英格兰就边界争端进行谈判时任命其中2名为殖民地的代表。这一决定引发了荷兰殖民者的严厉批评。36


一个审判者不如两面橙色旗帜

与英格兰人不同，犹太移民从未引起任何怀疑。事实证明，葡裔犹太人是荷兰人的可靠支持者，他们曾帮助荷兰人建立了多个殖民地。在17世纪早期，因为受到伊比利亚宗教法庭的迫害，犹太移民成为许多荷兰人眼中的盟友。迪里克·鲁伊特斯在他1623年出版的那本指南手册中写道，看到在美洲各省有如此多的犹太人，他备受鼓舞，因为他们宁愿看到“两面橙色旗帜，而不是一个审判者”。鲁伊特斯认为，如果荷兰人入侵，想要打败西班牙国王并破除宗教裁判之轭，犹太人无疑会为此甘冒生命危险。据说在伊比利亚人的大西洋殖民地有很多犹太人。鲁伊特斯断言，在拉普拉塔河以及从那里一直到亚马孙河沿岸居住的大多数葡萄牙人都是犹太人。37
 安哥拉也被视为犹太人的避难所。征服罗安达后，约翰·毛里茨及巴西议会聘请了一名葡萄牙人来劝说当地居民服从管理，这名男子是犹太人。议员们在写给十九人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补充道：“尽管犹太人在居民中占大多数，但他们对此并未公开。”38


西班牙在美洲的宗教法庭证实了议员们的观点。卡塔赫纳地区的宗教法庭获得的供述和指控似乎揭示了一个犹太人组织的存在，该组织的成立是为了支持荷兰对西班牙的海战，以及赎回被柏柏里海盗俘虏的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相比之下此事不太重要）。39
 证明犹太人与荷兰人之间良好关系的另一个例子是征服萨尔瓦多（1624年）。根据一些人的说法，这是由于当地新教教徒背叛而成功的。西班牙剧作家洛佩·德维加在《巴西的再征服》（El Brasil Restituido）剧作中传播了这一观点。但是，实际上，只有少数背叛者是新教教徒。斯图尔特·施瓦茨（Stuart Schwartz）已证明，对新教教徒的犹太化指控使西班牙主教和士兵在第一次被荷兰人袭击后逃离该城市时得以免责（参见第二章）。40
 犹太人也因荷兰人成功入侵伯南布哥（1630年）而受到指责。在1634年埃斯特万·德阿雷拉·丰塞卡（Esteban de Ares Fonseca）上尉提交给马德里的西班牙宗教法庭的备忘录中，强调了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的作用——曾指导荷兰人如何组织入侵。41


荷兰共和国的犹太人所在城镇实行的对犹太人的宽容政策，为荷兰人与犹太人之间秘密关系的假设增添了可信度。犹太人在联合省的存在一直毫不起眼，直到16世纪晚期，经济因素与更强烈的宗教原因相互交织，开始使大批葡裔犹太人涌向阿姆斯特丹。在158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共主联邦之后的几年中，葡萄牙宗教法庭的活动有所加强，特别是对新教教徒的迫害。由于宗教法庭常常针对整个家族或宗族，因此这些新教教徒成群结队地离开葡萄牙。在阿姆斯特丹，许多新来的葡萄牙人逐渐恢复信仰犹太教，法律也承认了人们私下信仰犹太教的权利。42
 在这方面，荷兰人对待他们和对待罗马天主教教徒的态度没有什么不同。

实际上，许多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确实支持西印度公司的好战行为。在西印度公司成立之初，他们就明确地为入侵巴西进行游说。43
 犹太人的支持还体现在至少有40名伊比利亚裔犹太人和20名德裔犹太人参加了1629年至1630年对伯南布哥的入侵。最初，他们乘一艘船航行，后来又被分配到各个舰队。44
 1647年，1名犹太人代表向联省议会请愿征服伊塔帕里卡岛，以维持巴西的殖民地。45
 20年后，众多犹太商人和船东共同请求荷兰当局重新夺回新尼德兰。46


1629年，当局的行政指导方针将信仰自由扩展到伊比利亚半岛殖民地的犹太人，并适用于所有荷属殖民地。此举引起了一个问题，即西印度公司如何得知美洲（和非洲）有犹太人。由于17世纪早期，十几名葡萄牙人在阿姆斯特丹从事糖业贸易，他们前往阿姆斯特丹既是为了处理业务，也是为了恢复其祖先的信仰，因此董事们可能意识到了犹太人的秘密存在。47
 与在阿姆斯特丹一样，荷属大西洋世界的犹太人也从非基督教教徒的异族人的身份中受益。

尽管自伊比利亚半岛殖民时代开始以来，犹太人确实秘密地生活在新世界，但犹太人首先被允许居住在荷属巴西，并按照他们的信仰在美洲光明正大地生活。1636年在累西腓的犹太教堂开放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仅是美洲也是荷兰海洋帝国的第一座公共犹太教堂，比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堂早开放了3年。不久之后，其他犹太教堂在帕拉伊巴、毛里茨城和圣弗朗西斯科河岸［今天的佩内杜城（town of Penedo）所在地］纷纷建起。但是，只有累西腓和毛里茨城的犹太教堂与教会有联系。48
 当前来的犹太人找到可以自由表达宗教信仰的群体时，犹太人转信基督教的情况极为罕见，特别是与缺乏会众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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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阿姆斯特丹的移民戴维·阿布拉瓦内尔·多米多［David Abravanel Dormido，又名曼努埃尔·马丁斯（Manuel Martins）］是一位新教教徒，曾为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担任司库，但因信奉犹太教而被定罪。在1632年获释之前，阿布拉瓦内尔与其妻子和女儿一起在一座宗教法庭监狱里度过了5年。1640年，他经波尔多抵达阿姆斯特丹并定居于此。50


可以说，犹太人在巴西比在荷兰共和国生活更富裕。与在阿姆斯特丹不同的是，他们被正式赋予了居住权和零售权，这无疑是对他们为荷属大西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的认可。欧洲贸易的衰落迫使犹太人来到新殖民地碰碰运气，在巴西，他们找到了商机。51
 大多数犹太男性找到了征税、放贷、糖料出口以及零售和奴隶贸易的工作，为数不多的人经营糖料种植园——1637年卖出的44家糖厂中，只有6家被4名犹太人买走。52


1645年的巴西起义动摇了犹太人在荷属大西洋世界的根基。从经济和情感上讲，那个夏天发生的事件是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人们需要用很多年才能平复这种情绪。53
 起义开始后不久，当地的葡萄牙居民立刻杀害了3名在伊波茹卡（Ipojuca）的犹太人，其中包括一名富有的知名人士。54
 8月30日，另外2名犹太人被捕并被绞死。同一天，又有2名犹太人在鲍·阿马瑞洛（Pau Amarelo）被俘，之后受洗并被杀害。还有几个人被送往里斯本，宗教法庭在那里对他们进行了审判。其中有一个名叫艾萨克·德卡斯特罗·塔尔塔（Isaac de Castro Tartas）的被活活烧死。那些像佩内杜的塞缪尔·伊斯雷尔（Samuel Israel）一样可以证明自己生来就是犹太人的人最终被释放了。55


随着迫害的加剧，荷兰联省议会在12月7日给巴西高级议会的一封措辞明确的信中的命令远远超出了宗教宽容政策的适用范围，它要求留在殖民地的犹太人受到保护，其人身和财产安全也应免受任何损害。56
 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群体的领导人，通过其所在城市的市长联系到联省议会后，仅仅10天，海牙就发出了这封信。他们对巴西教友的命运表示担忧，后者对即将发生的起义已经向高级议会发出警示。由于这一消息的披露，起义军宣布绝不饶恕被捕的犹太人。57
 在导致1654年投降前的谈判过程中，荷兰的保护性承诺得到了保证。获胜的巴瑞托将军宣布，无论是谁伤害了犹太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将军还允许犹太人出售自己的商品，以及乘船前往联合省。58


无论是以信仰自由还是公共礼拜自由的形式，荷属美洲官方层面对犹太教的宽容政策都经常引起牧师们的抗议。在巴西的荷兰归正教会与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一起反对累西腓犹太人的宗教自由。教会会议称犹太人租两处房屋来举行宗教仪式的行为有失体面。据称在1638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有人说犹太人激怒了虔诚的基督教教徒，并使荷兰人失去了葡萄牙人对他们的尊重——葡萄牙人怀疑每个支持宽容政策的荷兰人都是半个犹太人。1640年11月，该会议在致西印度公司董事会的一封信中重申了他们的不满，并指出：“既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限制犹太人”，巴西也不应如此。59
 巴莱乌斯看过约翰·毛里茨的来信后写道，总督与牧师们意见一致，即坚持犹太人应尊崇基督为弥赛亚的原则。60
 换句话说，荷兰当局实行宽容政策，但他们的目标仍然是使天主教教徒和犹太人改变信仰。尽管并非所有荷兰官员都同意这项政策，但想要拒绝犹太人进入新尼德兰殖民地的总督施托伊弗桑特却与1652年（第一批犹太人抵达新阿姆斯特丹的前两年）给他写信的西印度公司董事们一样是反犹太者，信中说：“这个民族是狡猾而善于欺骗的，因此人们不应太过于信任他们。”61


对犹太人的偏见在荷属巴西殖民地也不例外。来自累西腓的66名“普通基督教教徒”指责犹太人撒谎、欺骗，并由此垄断了贸易和代理业务，在发现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必须戴红色帽子或佩戴黄色徽章之后，他们对犹太人的不满到达了顶点。究竟是什么阻止了地方当局做同样的事情呢？62
 这种情绪在累西腓的部分基督教教徒中持续蔓延，从而导致1651年的祖尔以色列（Zur Israel）圣会会众在诵经节（Simhat Torah）之夜关闭了犹太教堂的大门，其目的就是避免发生骚乱。63


传说荷兰投降后，一些犹太人留在了巴西。文纳韦尔（Venhaver，原文如此，疑误。——编者注）是位于北里奥格兰德内陆的一个小镇。这里最早的移民直到今天仍然保持自己的身份，在传统和信仰上与其他居民相区别，后者将他们称为犹太人或犹太人的后裔。实际上，他们可能是葡萄牙的新教教徒的后裔，曾由于巴西其他地方的宗教调查活动而在北里奥格兰德定居。64
 1654年荷兰投降后，荷属巴西的大多数犹太人仓皇出逃。一大批犹太人和荷兰人前往马提尼克岛，耶稣会的牧师劝说该岛的所有者雅克·迪尔·迪帕尔凯（Jacques Dyel du Parquet），称没有什么比允许异教徒和犹太教教徒进入殖民地更具有反抗国王的意味了。这批难民在被拒绝进入后继续逃亡，最后在瓜德罗普岛登陆，该岛的主人没有那么严苛。此后不久，另一艘载着包括奴隶和七八个犹太家庭在内共300名男男女女的大船停在马提尼克岛，迪帕尔凯热情友好地迎接了他们。由此，犹太人群体在马提尼克岛幸存下来，直到1685年被驱逐出岛。65


1654年9月，23名犹太人抵达了新阿姆斯特丹。同年，至少有另外7名来自巴西的犹太流亡者先逃往共和国，随后来到同一城镇。这23个人里没有人定居在新阿姆斯特丹。那年早些时候，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3名男子是第一批到达的犹太人。新阿姆斯特丹没有犹太教堂（尽管可能有举行私人的礼拜集会），并且如果总督施托伊弗桑特继续坚持己见，那么所有犹太人都将被赶走。当地的加尔文派牧师也持相同观点，但西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商会认识到犹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命令施托伊弗桑特容忍他们的存在。66


1654年离开巴西的大多数犹太人横跨大西洋返回了荷兰。在1646年至1655年期间，约有200个犹太家庭从巴西抵达阿姆斯特丹，67
 其中的一些家庭非常贫穷，以至于一次又一次地利用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人的犹太教堂制作的收藏品来改善自身的境况。68
 但新世界很快就吸引着荷兰犹太人返回，部分原因是阿姆斯特丹开始变得拥挤不堪。69
 1656年6月从波兰抵达的300名犹太难民在分到公寓之前，首先被安置在了2座仓库中。但是，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人，有一些人迁移到包括英格兰在内的其他地方。70
 而且不是只有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人口达到了临界点，奥利瓦雷斯伯-公爵（有势力的西班牙大臣和犹太人的保护者）的倒台，也造成了伊比利亚人的外流。失去了荷属巴西，建立新的犹太人群落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71


对犹太人移民来说，因为他们之前在巴西被认可的权利得以保留，所以巴西的犹太人社会得以在圭亚那重建。埃塞奎博（新泽兰迪亚）的一个农业殖民地的犹太组织者的要求，甚至超越了宗教自由和人身保护的范围。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求犹太人不必在安息日出庭，并且希伯来人的代表可以向政府提出建议，所有这些要求均得到了支持。这些自由权利为犹太人拓展到苏里南英属殖民地奠定了基础，苏里南显然在与邻近的荷属殖民地争抢犹太移民。72


荷兰和泽兰二省均采纳了上述关于犹太人权利的提议。戴维·科恩·纳西［David Cohen Nassi，又名约瑟夫·努内斯·达丰塞卡（Joseph Nunes da Fonseca），1612—1685］，在巴西投降前几年离开了那里，并于1657年与泽兰省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他和其他巴西的退伍军人在埃塞奎博进行殖民活动。73
 犹太人也定居在波默伦河附近。1658年到达这里的2个男人对这里温暖的气候非常满意，这与荷兰寒冷的冬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要感谢神，他将我们从冰雪地狱中解救了出来，并把我们安全地带到了这个美丽的国家，多年后我们将在此安息。”74
 1658年至1666年，波默伦的殖民点正欣欣向荣，英军入侵圭亚那西部并摧毁了荷兰对殖民地的统治。75
 荷属殖民地卡宴的寿命也同样短暂，1659年，西印度公司授予戴维·纳西更多的特权，这使人想起了犹太人在巴西享有的自由权。他们可以公开自己的宗教信仰、开办学校以及建造犹太教堂，并在殖民地的特定地区拥有管辖权。76
 纳西不时地往殖民地运送移民，但法兰西在1664年的征服行动终止了移民潮。77
 那时，大约有60名犹太人住在卡宴，拥有80名奴隶。78
 来自这些失败殖民地的一些难民（包括纳西）在1667年亚伯拉罕·克里金森征服成功之后，到达了英格兰在苏里南的殖民地，并正式成为泽兰省的臣民。79


葡裔犹太人留在了苏里南。在这里，其领导者在1785年写道，他们的祖先为了恢复因宗教法庭而失去的和平，带着源自葡萄牙尤其是巴西的财富而来。80
 为了维护和平，苏里南的每一代犹太人都必须与不愿履行其承诺的宽容政策的地方当局进行抗争。81
 另一个荷属殖民地库拉索岛的犹太群体就免于这种困扰。1651年，甚至早在累西腓沦陷之前，就有13名犹太先驱到达这里，8年后，又有一支更大的队伍到来，其中还包括曾在累西腓担任过公共领袖的人。犹太男性立即参与到区域贸易中来，后代也都以此为生。82
 之前住在荷属巴西的移民若昂·德伊兰（João de Yllán，1609—1696）是库拉索岛转变为转运港的重要纽带。在关于建立犹太人殖民地的谈判成功后，他很快面临被驱逐的危险，因为他从事了商业活动，而他只被允许在此种植水果和其他农产品。83
 实际上，德伊兰是在没有船东、造船、修理、装卸、财务或内陆运输设施的港口，从进口马匹和向西印度公司员工提供面粉和衣物开始创业的。84
 他开创的这一趋势为其他犹太人所延续，例如约书亚（Jeoshuah）和摩德凯·恩里克斯（Mordechay Enriquez）等人，在当代文献中将其描述为贩卖牲畜的小贩和商人。据说约书亚还鼓励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搬到库拉索岛。85
 这些犹太人及时地帮助当地与附近的西班牙殖民地建立了联系。然而，他们的成功掩盖了加勒比殖民地许多其他犹太人的贫穷。为了摆脱贫困，戴维·阿尔瓦雷斯·托雷斯（David Alvares Torres）不断地进行跨大西洋旅行。在1652年从巴西回到阿姆斯特丹后，他于1661年离开马提尼克岛，在1662年到1668年又返回阿姆斯特丹，并得到了葡萄牙人群体对他本人和他不断增加的家庭成员的持续不断的帮助。这个群体还为他支付了一些进入新世界的旅费。他于1668年乘船航行到巴巴多斯，1675年回到阿姆斯特丹，第二年又返回巴巴多斯，并在库拉索岛、牙买加和伦敦居住，然后在1681年再次返回阿姆斯特丹之前又回到巴巴多斯。他于1684年去世。86


曾经住在荷属巴西的荷兰人安东尼奥·德蒙特齐诺斯（Antonio de Montezinos）推动了犹太人在美洲定居点的发展。1644年，德蒙特齐诺斯到达阿姆斯特丹，向玛纳西·本·伊斯雷尔（Menasseh Ben Israel，1604—1657）讲述了他与南美洲的印第安人会面的故事，他认为那些人是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和失踪的以色列十支派人（Ten Lost Tribes）。玛纳西确信这是弥赛亚即将来临的信号，于是他开始计划在英格兰和美洲建立新的犹太人定居点，特别是为来自伊比利亚半岛和波兰的受迫害的犹太人建立定居点。他希望这种迁移将加速犹太人在全球的分布，这是弥赛亚来临的前提。玛纳西在《以色列的希望》（Hope of Israel，1650）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该作品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库拉索岛的犹太人群体以该书的希伯来文标题“Mikveh Israel”为名。布里奇敦（Bridgetown，巴巴多斯）、斯佩茨敦（Speighstown，原文如此，疑误。——编者注）、新阿姆斯特丹和纽波特（Newport）的会众也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散布在全世界的犹太人将大团聚。87


玛纳西的想法之所以能广为流传，是因为他居住在阿姆斯特丹——“西方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of the West）。那里发展成为美洲大多数犹太人殖民点的“母邦”。巴西、圭亚那、加勒比和北美的犹太人通过复制荷兰城市最近兴起的机构，恢复了完整的犹太式宗教和文化生活。1638年的阿姆斯特丹会众的章程（ascamot，bylaws）是17世纪新世界所有会众章程的原型。在巴巴多斯和库拉索岛，人们甚至紧随荷兰原版章程的条款数量——42条不变。88
 阿姆斯特丹的公共领袖花费了数千荷兰盾来赞助犹太人在1658年至1660年间向埃塞奎博的迁移——不仅提供了旅费，还为已经定居在那里的犹太人购买了46名奴隶；少量的钱花在了民众向卡宴和库拉索岛的迁移上。89
 阿姆斯特丹会众还向新阿姆斯特丹（1655年）、巴巴多斯（1657年）、卡宴（1659年）、库拉索岛（1659年）和马提尼克岛（1676年）捐赠了《摩西五经》。90
 此类举措符合1612年以来的阿姆斯特丹领导传统。在那年，阿姆斯特丹的葡裔犹太人群体派雅各布·佩雷格里诺（Jacob Peregrino）带着祈祷书和仪式器具，作为精神领袖前往西非的港口若阿勒港（Port of Joal）和阿雷港（Porto d’Ale）。佩雷格里诺抵达塞内冈比亚（Senegambia）的葡裔犹太人聚集地后不久便着手建了一座犹太教堂。91
 通过所有这些方式，阿姆斯特丹与比荷兰海洋帝国更加广阔的大西洋世界连接在了一起。

宗教宽容

大量犹太人和其他外来者能够在荷属美洲殖民地定居，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地推行宗教宽容政策。在现代世界早期，宗教宽容被理解为允许“不同信仰的人在一个社会中和平地生活”。92
 宗教宽容是荷兰共和国的标志，其创始基石是乌得勒支同盟（1579年）承认个人的信仰自由。在大西洋世界也是如此。1629年，在西印度公司征服或即将征服的所有荷属殖民地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施政原则，信仰自由原则被引入其中。

考虑到宗教宽容的受益者，很明显，该政策的初衷并非刺激欧洲人移民，而是为了在军事征服之后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当地人的信仰自由都会得到尊重，不论他们是罗马天主教教徒还是犹太人。”93
 1642年南部非洲（即安哥拉）政府的指示更为详尽：“葡萄牙人和当地人，无论是天主教教徒、犹太人，还是其他宗教信徒，都将保有自由，他们的信仰或私人住宅不会遭到干涉或调查，……前提是犹太人或天主教教徒避免丑闻”以及不亵渎基督教福音。94
 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会预计，荷兰入侵者在执行大战略期间在任何地方都会遇到天主教教徒和犹太人。扩大信仰自由的范围将有助于他们融入战后社会。但是，公众信仰自由是另一回事。例如，同样是给安哥拉的指示，特别规定禁止所有牧师公开传教。95


宗教自由的范围因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宽容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过不断协商而达成的。有些宗教享有比官方允许的宗教自由更广阔的自由，而另一些宗教受到的迫害则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因此，甚至天主教教徒也可以享受到一定程度的自由。跨大西洋殖民地的建立类似于联合省建立的初期，给天主教生活带来剧变。在荷兰共和国的所有宗教少数派中，天主教教徒是16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最被边缘化的群体，当时政府建立了新的公共宗教秩序，使罗马天主教教会的财产世俗化。教堂、修道院和教区的收入被没收，公众不得公开做弥撒、担任牧师、公开游行、戴念珠和唱赞美诗，这一切使虔诚的天主教教徒的生活变得艰难。尽管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官员们偶尔会默许牧师的存在，但没收圣俸让牧师几乎无法维持生活。尽管明显存在地区差异，但是在葡萄牙殖民地也推行了这些政策。在与天主教军队成功对抗之后，荷兰当局没收了用于宗教或民间用途的教堂，将圣俸用于建造和维系学校、教堂、孤儿院和医院的生存。96


与在荷兰共和国一样，在官方层面，在巴西的天主教教徒是不允许公开做礼拜的，牧师也不得公开露面，但实际上，僧侣的人数有所增加，而牧师“到处”做弥撒，这要归功于什一税的征收。圣人画像被抬着上了街，教堂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建了起来，归正教教徒抱怨游行是在葬礼的幌子下进行的，“圣像崇拜”在“喜剧的面纱下”也已经重新出现。97
 尽管是一名坚定的加尔文教教徒，但总督约翰·毛里茨把这一切看作宽容政策的体现，默许了这些行为。

尽管宽容政策有着显而易见的慷慨，但是这一政策本来的目标受益者却并不感激，他们遭受了迫害。历史学家查尔斯·帕克（Charles Parker）总结了天主教教徒在联合省遭受的各种形式的迫害：神圣财产被破坏，圣餐礼被破坏和禁止，牧师被逮捕、监禁、勒索和驱逐，信众被勒索财物：令人恐惧的骚扰，不得担任公职以及必须经过伪装后才能出行，只能在晚上秘密举行礼拜。98
 在殖民地也发生了类似的迫害行动。就像锡兰（Ceylon）执政者，根据荷兰殖民政府的秘密命令对牧师进行了骚扰。99
 在萨尔瓦多（1624年），西印度公司严密控制着天主教神职人员，这是耶稣会的大主教和其9名教徒发现的。他们从巴西其他地方筹款归来，对荷兰人的接管一无所知，一到萨尔瓦多就被逮捕，并与4名本笃会修士（Benedictine）和2名方济各会修士一起被送往荷兰。100
 同样，在1630年入侵伯南布哥之后，荷兰人俘虏了17名耶稣会会士并将其驱逐出境。101
 对耶稣会会士的迫害并非任意。自从耶稣会的领袖意识到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思想在神圣罗马帝国中传播到何种程度以来，就一直反对新教徒。102
 因此，1629年在巴西被征服地区的暂行规定将耶稣会列为危险组织，所有耶稣会会士都因此而被禁止进入由荷兰人控制的地区。103
 在实际操作中，直到1636年，耶稣会牧师鼓励美洲印第安人与荷兰人作战之后才开始被禁止。1639年和1640年初，在伊比利亚舰队对海岸的威胁下，其他牧师被西印度公司驱逐或受到了严酷的对待。104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反耶稣会的怨气并没有消退。在1673年荷兰重新占领新尼德兰之后，殖民地的新领导人想努力将耶稣会会士从易洛魁人的领土驱逐出去，但是并没有成功。105


通常情况下，当局应该根据当地情况来确定是否推行公共礼拜的自由。在新尼德兰，新瑞典的居民被授予了这项权利。在1655年该殖民地被施托伊弗桑特征服后，居民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荷兰的殖民地上。这些瑞典人和芬兰人不必放弃他们的路德教义，他们被允许公开信仰。考虑到帕拉伊巴的少数路德教教会、新阿姆斯特丹的150个信奉路德教的家庭以及无数在荷兰服役的德意志士兵不能公开表明其宗教信仰，这是荷兰政府采取的一个非常友好的姿态。106
 阿姆斯特丹则不同，路德教教会群体在阿姆斯特丹发展迅速，他们在自己的教堂（于1633年开放）进行宗教活动。107


公众信仰自由与个人信仰自由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晰。新瑞典的路德教教徒的自由仍然受到限制，而新阿姆斯特丹的路德教教会的宗教习俗则以各种形式被默许。这种默许的做法于1656年在新尼德兰暂时被终止。当时彼得·施托伊弗桑特及议会决定，新教教徒仅可获得在家中做礼拜的权利。他们不得与非亲戚的男女一起做礼拜。西印度公司并不支持这一单方面的决定，他们认为这是对既定惯例的破坏。阿姆斯特丹商会回应了这一尖锐的指责。108
 为了促进对路德教教会的同化，阿姆斯特丹商会引入了略有变化的洗礼方式，使路德教教徒能够在归正教会为其孩子施洗礼。109


荷兰的宗教宽容政策是为了应对宗教多样性，而非促进。110
 与新瑞典一样，宗教信仰自由旨在使当地人口而不是使那些仍需移民的人受益。另外，就像在新瑞典一样，受益者的宗教信仰和种族通常是一致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在巴西和后来的库拉索岛的允许天主教教徒自由地信仰宗教的情况，就等同于赋予罗马天主教教徒以宗教自由。来自共和国的天主教教徒不适用于这些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是否有由于这种特权而移居殖民地的天主教教徒。111
 令人震惊的是，1650年居住在法属圣克里斯托弗岛的荷兰商人非常希望有自己的牧师。这样的请求在荷属殖民地是不会被批准的。112


从1634年占领帕拉伊巴起，荷兰人的征服带来了巴西天主教教徒的宗教自由。在一项正式条约中，荷兰人允许他们进一步使用教堂和神圣的祭物，并承诺牧师和圣像会得到保留。虽然尚不清楚促使荷兰官员同意这些条款的原因，但这可能与1632年林堡（Limburg）被占领后在尼德兰签署的类似条约有关。他们的措辞几乎一模一样。113
 在荷兰人征服伯南布哥、里奥格兰德和戈亚纳（Goiana）之后，该条约的主要内容也适用于这些地方的居民。方济各会、加尔默罗会（Carmelite）和本笃会的修士组成了9个修道院，他们将获得完全的迁徙自由，并可以继续以传统方式维护其宗教秩序。114
 这些条约似乎说服了许多逃离战区的葡裔巴西人返回家园。115


如果说林堡的那些条约对荷属巴西人产生了影响，那么反过来巴西似乎也对荷兰人在亚洲引入宗教自由产生了影响。1641年，荷兰击败葡萄牙后，在马六甲的东印度公司官员于斯特斯·斯豪滕（Justus Schouten）立即开始考虑可以引入什么样的治理方式。当他考虑引入某种宗教自由措施时，没有以联合省的做法为模板。相反，他首先提到了西印度公司在巴西的做法，然后列举了过去几年里其他国家不同宗教和平共处的例子，例如前几年的德意志、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以及当时的法兰西和波兰。斯豪滕建议允许罗马天主教教徒公开信教，以增强他们与新统治者的联系，吸引葡萄牙商人，并诱使更多的敌对城镇投降。116
 这些为林堡和巴西的条约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当荷兰人在印度的科钦（Cochin，1663）和纳格伯蒂讷姆（Nagapattinam，1664）赢得战争胜利后，为天主教教徒在印度获得宗教自由发挥了作用。117


巴西的条约一方面造成了累西腓和毛里茨城之间的鸿沟，后者具有更强烈的加尔文主义特征；另一方面，导致了葡裔巴西人占多数的内陆城镇和正式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城镇的分野。118
 一段时间以来，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地区的人们和平共处，荷兰居民在加尔文教派牧师缺席的情况下邀请天主教神父为他们的孩子施洗礼和主持婚礼。119
 甚至每年都有神父来到一些荷兰人的制糖厂，为榨甘蔗季节的开始送去祝福。然而，归根结底，宗教自由并不是帕拉伊巴、伯南布哥和里奥格兰德的居民必然会拥有的。战争的加剧很快导致西印度公司拒绝天主教教徒进入他们的教堂和担任神职人员。120
 在卡尔沃港，所有神职人员在战争期间都被赶走。在约翰·毛里茨及议会于1640年召集的会议上，葡裔巴西人代表提出了附带4个要求的1项请求：允许人们向罗马请愿为荷属巴西派来代理主教或主教，允许新的牧师进入荷属巴西，允许牧师收受圣俸，以及允许天主教教徒在家中、街道和公共场所公开自己的信仰。121


但是，正如1642年1月6名嘉布遣会修士（Capuchin friars）的到来所证实的那样，事情没有任何进展。修士们在前往刚果时被一艘荷兰船上的人们逮捕。约翰·毛里茨决定在奥林达为他们提供一座修道院，并赋予他们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伯南布哥当地天主教教徒的欢乐表明了他们当时的处境有多糟糕。122
 那年晚些时候，当葡萄牙和荷兰共和国签署停火协议的消息传来后，天主教居民在写给荷兰联省议会的一系列信件中再次发泄了他们的不满。葡裔巴西发言人称，他们在战争期间一直保持沉默，现在他们应享有原始条约所赋予的权利。让他们感到恼火的是禁止神职人员移民，这意味着没有人来替代已故的神职人员。戈亚纳和伊塔马拉卡辖区的葡萄牙领导人透露，那里只有3名牧师活着且都已经胡子花白，因此人们正处在很快将成为异教徒的危险之中。123
 荷兰人拒绝接纳来自荷属巴西以外的神职人员，是因为担心新来者会与其敌人结盟。出于同样的原因，联省议会禁止联合省以外的僧侣进入林堡的修道院。124


同时，荷兰神职人员对罗马天主教教徒享有宗教宽容的大声抗议无异于火上浇油。他们对在公共教堂里布教传道、住在修道院里的僧侣以及建造新宗教场所感到震惊。此外，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他们强烈抗议他们认为的圣像崇拜。125
 牧师文森特·索莱尔（Vincent Soler，一位归附了加尔文教的西班牙人）可能表达了教会的普遍想法：“天主教教徒”在荷属巴西享有与在罗马一样的自由。126
 而神职人员并不是唯一妨碍双重信仰社会的人。在西印度公司的支持下，当地荷兰人在巴西的天主教教徒中积极传教，并分发解释其信仰错误的书籍。通过鼓励新教和打击天主教，西印度公司不仅希望铲除“教宗的迷信”，而且希望两个宗教群体之间能相互理解，促进通婚，从而培养出对政府有良好意愿的单一群体。在奉行这项政策时，高级议会没有羞于宣布天主教牧师主持的婚姻是非法的。然而，在1642年，约翰·毛里茨及管理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这种政策行不通。天主教教徒对自己的宗教信仰过于执着。127
 总督在离开殖民地2年后写下的“政治意愿”中选择了较为温和的语气，但他也明确表示宽容是暂时性的必要措施。128
 在较早时期，克日什托夫·阿尔奇谢夫斯基预测当地的天主教教徒不会留在荷属殖民地。葡萄牙统治下的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实在太诱人了。换句话说，宽容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129


尽管有约翰·毛里茨的崇高意图（支持在毛里茨城的天主教邻居们享有宗教自由，这意味着要恢复他们的教会），但一切都没有改变。这位总督认为，宗教自由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是起义。的确，不到3年后，毁灭性的起义在葡裔巴西居民中爆发。荷兰人拒绝遵守《帕拉伊巴条约》及其副本（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是这场起义的重要起因。起义开始1年后，伯南布哥的天主教教徒在安特卫普出版的小册子证明了这一点。文中说，荷兰人在签订条约后立刻信守了诺言，但最终他们还是无视了条约，逮捕了神职人员并迫使其流亡。130
 对于这些天主教教徒来说，确实容易将宽容误认为是迫害。131


在巴西的冒险之旅结束后，荷兰共和国逐渐接受公开信奉天主教的趋势在1648年之后扩展到一些殖民地。因此，总督和西印度公司于1661年允许天主教教徒在库拉索岛定居。随着当局接纳垄断的热那亚承包商，商业原因加速放宽了对天主教礼拜的限制。到17世纪70年代，每当有生意把商人们带去该岛时，带有祭坛的小教堂便会被使用。132
 在1680年至1705年之间，有不少于55名来自附近西属殖民地的牧师紧随其后赶来。当这些人有意愿时，苏里南总督邀请牧师来到其殖民地。他认为，如果罗马天主教种植园主被允许在此定居，他们就有权获得精神上的关怀。133
 3名身穿便服的牧师一出现就引起了骚动，泽兰省对此感到不安，要求将这些人遣送回荷兰。总督对这种干涉感到不满，依然自行其是。这些牧师在此期间过世，总督将其遗体运往泽兰。134


土著邻居

1629年荷兰共和国制定的关于宗教方面的指导方针规定，美洲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也应得到尊重，尽管此规定只针对天主教教徒或犹太人。在实践中，宗教问题很少会离间荷兰人和其土著邻居之间的关系，它甚至可能已经成为将双方团结在一起的纽带。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传教的努力是有限的，而且很少见效。在巴西以外的地方，接触点主要在经济而不是宗教层面。

殖民社会是在反复试错中形成的。在此过程中，荷兰殖民者通常依赖美洲和非洲本地人的援助和专业知识。在刚开始接触时，沟通与交流可能会很困难。南美洲的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Juan Fernández Islands）上的4名土著告诉我们，17世纪的最初10年间一支荷兰舰队的人想上岸。土著们还大声喊了一些话，但是荷兰人听不懂，正如其中一人后来提到的那样，“我们用西班牙语、马来语、爪哇语和荷兰语对他们大喊”。135
 在整个17世纪，尽管当地语言的习得对于建立持久的纽带关系至关重要，但是一些荷兰人继续使用手语。136
 实际上，至少在北美地区，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流经常混杂着各自的母语。137
 那些能流利地说当地语言的荷兰人变得不可或缺。在17世纪20年代，托马斯·扬森（Thomas Janssen）生活在加勒比人中间，并且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他提供了一些有关加勒比海岛屿名称的地形学的线索。138
 彼得·巴伦森（Pieter Barentsen）在1619年前往加勒比、圭亚那和佛罗里达的一次考察中，掌握了当地的语言和习俗。他的语言能力以及他与美洲印第安人打交道的老练程度对新尼德兰的殖民者非常有用，因此被总督彼得·米纽伊特任命为奥兰治堡的指挥官。139
 在奥亚波基河上的一个荷兰代理商被过分同化，以至于他在1627年遇到一名荷兰舰队的船员时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母语。140


最好的代理商不仅能促进双方的沟通与交流，还能赢得美洲印第安人的信任。阿尔特·阿德里安斯·格勒内韦根（Aert Adriaensz Groenewegen）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最初在奥利诺科三角洲担任西班牙的商务代理，后于1615年开始为来自泽兰的英格兰和荷兰商人财团工作。当埃塞奎博河上建立要塞后，他担任了数十年的荷兰高级官员，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与当地人的良好关系。141
 另一个例子是伦斯勒斯维克的代理商阿伦特·范柯勒（Arent van Curler，1620—1667），他被莫霍克人视为忠实的盟友。他去世后，当地人将“科拉尔”（Corlaer，他名字的一种变体）加入后来他们称呼纽约州州长的头衔中。142


事实证明，美洲印第安人是荷兰人可靠的代理商。在苏里南河上，一名年轻的美洲印第安人在17世纪最初的10年为一些阿姆斯特丹商人提供服务，代表他们进行贸易、陪伴出行，并为他们担任翻译。不知什么原因，一名荷兰代理商在1613年用燧发枪击中了这个年轻人并致其重伤。据一位目击者称，那年轻人后来去世了。143
 在北美，荷兰人还利用外国的“代理商”或贸易代理人与当地人民结盟，例如胡安·罗德里格斯（Juan Rodríguez），他可能是来自圣多明各的欧非混血儿，是一艘名为“蒂斯·沃尔克特兹·莫塞尔号”（Thijs Volckertsz Mossel）的荷兰船的船长，他在1613年作为下哈得孙河谷的商务代理商，用商品与讲阿尔贡昆语（Algonquian）的当地人交换海狸毛皮。144
 在非洲，荷兰人通过代理人（通常是商人或随从）与当地统治者进行交流。代理商的服务通常能换来一份高薪，但是他们经常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放弃一位雇主而转为另一位雇主工作。他们的背景千差万别。有些人与王室家族有关，而另一些人则是混血儿或生来就是奴隶。145


本土代理业务也可以传授。在1600年，迪尔克·格里兹·希纳（Dirck Gerritsz China）在智利被西班牙绑架者审问关于荷兰人的美洲计划时，他直接和盘托出。他说，这次探险的计划是寻找适合殖民的优质土地，并将一些当地男子带回荷兰，教他们荷兰语，并将其作为朋友对待。一旦他们坐上同时载有荷兰殖民者返回的船，贸易就开始了。他补充说，该模式是葡属印第安人的模式。146
 他们在联合省逗留期间，其主人般的力量和文明表现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将新的盟友转变为加尔文教教徒被认为是必要的。147
 但是，阿姆斯特丹商人迪奥戈·迪亚斯·克里多（Diogo Dias Querido）将几个非洲人带回家中的目的在一个方面与上述有所不同，除了教他们荷兰语，使之成为非洲海岸的商人们的口译员之外，克里多似乎还让他们转信了他自己的宗教：犹太教。148


新世界的荷兰代理商有时会与当地妇女发生性关系，她们愿意与来访的荷兰商人发生性关系，可能是一种巩固这些荷兰男子与本地人之间联系的公共策略。149
 荷兰人与当地的莫霍克和图皮的女子组成家庭的例子不胜枚举。150
 一名牧师在他的Brasyls Schuyt-Praetjen一书中将1645年的巴西起义归咎于荷兰人与本地妇女的交往。就像神把迦南地分给以色列人的条件是他们与异教的神或他们的女儿交往不造成任何罪过一样，神以同样的条件带领荷兰人来到巴西。但是，牧师认为：“我们与葡萄牙人的妻子和女儿交往时，我们对罪恶和财富的尊崇超过了神的诫命，甚至超出了与黑人女性、混血儿（欧非混血）、巴西（图皮人）和塔普亚妇女联系的界限。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受到了公正的惩罚。”这位虚构的牧师提到的是对本地妇女的虐待，这显然不是例外。教会反对基督徒与本地妇女发生任何亲密关系。西非一位牧师写道，只有与本地人虔诚地交往才能使盲目的异教徒进入基督的王国。151
 在美洲，西印度公司也禁止这些性关系，以免损害其与美洲印第安盟友的联盟。152
 尽管如此，在欧洲女性远远多于男性的任何地方，本地女性仍然很抢手。为了避免产生问题，西印度公司敦促德意志哈瑙（Hanau，1669）的男性移民将自己的妻子带到圭亚那。153


更为明显的是，荷兰男性倾向于与非洲黄金海岸的欧非混血妇女有密切的关系。西印度公司官员如果让当地妇女怀上了自己的孩子，他们的部分收入就会被公司扣下，然后转给孩子的母亲或监护人，从而与非洲领导人保持良好的关系。154
 葡萄牙人为欧洲人和非洲人的关系定下了基调。自1638年以来一直在埃尔米纳的路易斯·菲德勒留斯（Louis Fidelerius）少尉的妻子，是一个葡萄牙男人和一个欧非混血女人的女儿。155
 另一位欧非混血女性陪伴过埃尔米纳不少于3名西印度公司雇员。海伦娜·科雷亚（Helena Correa）是一名本地妇女和阿克西姆的葡萄牙总督伊曼纽尔·科雷亚（Emanuel Correa）的后代。海伦娜在阿克西姆与一名葡萄牙男子结婚，该男子于1642年荷兰人占领要塞后离开。随后，她与卡波·科斯（Cabo Cors，海岸角城堡）的荷兰工厂的副厂长扬·吉兰登克（Jan Gelendonck）结婚，后者是一名葡萄牙船长和一名黑人女奴的儿子。1650年前后，她与埃尔米纳的新任检察官扬·范瓦尔肯伯格发生了一段较长的婚外情，并生下了儿子。范瓦尔肯伯格在离开荷兰前就已经结婚了，但他在1656年被任命为总督时，让海伦娜成为埃尔米纳城堡的第一夫人。范瓦尔肯伯格于1659年前往荷兰，当他回到埃尔米纳时，海伦娜成了之前提到的未婚的迪尔克·威尔里的情妇，并为他生下了3个儿子。156


亲密接触为了解当地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在埃尔米纳上岸的第一天，迈克尔·海默萨姆［Michael Hemmersam，来自纽伦堡（Nuremburg）的西印度公司员工］惊讶于一名当地妇女的举动，她“跳向我，伸出手给我，想和我说话。这让我大为震惊，我问那些可以与她交谈并懂其语言的人，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或者结果会怎样。他们说，当其中一个人死亡时，他们以为他去了另一个地方。现在，这个穆尔斯人（Mooress）的丈夫不久前去世了，她说我就是她已故的丈夫。她的丈夫死去了，变成了白色，现在正与其他人一起去那个地方，这样就不会被认出来”。她的“丈夫”回来后，这个女人和其家人告诉海默萨姆，他是她丈夫的兄弟。“我不得不让她的幻想继续存在，”他总结说，“我以前也曾是一个穆尔斯人。”157
 与海默萨姆不同，在角山（今利比里亚）进行贸易的泽兰商人倾向于分享当地的信仰。一位瑞士医生在其船上报告说，这名男子“告诉我，他听到了恶魔的可怕声音，要求当地人为他献祭。我问我的代理商他在哪里听到的，他说：‘在森林里。但是那天除了国王塔巴·弗拉莫尔（Thaba Flamore）和他的顾问之外，没有人可以到那里去。’同一天，我几次听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我看到妇女和儿童以及那些不属于献祭群体的人出于对邪恶之灵的极大恐惧而逃回了自己的家园”。158


深刻理解当地习俗，荷兰人才能与美洲和非洲国家建立并维持商业和外交关系。优质和足量的互惠礼物是这些关系的黏合剂。例如，在与北美五国的人们会面时，荷兰人被建议赠送例如水壶、斧头、火药和铅这样的礼物来强化他们的承诺。同样，巴西的当地盟友也收到了帽子、亚麻布、斧头、刀、剪刀、罐子、鱼钩和镜子。159
 1598年，荷兰人与黄金海岸的萨布国王建立了同盟。在这个小王国，荷兰商人与阿肯人的黄金供应商进行贸易。该国还定期收到礼物，其中一些还是总督毛里茨送来的，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同盟。160


在那些荷兰人最终建立了长期贸易站的西非地区（例如穆里和埃尔米纳），他们需要依赖非洲当局的保护。为了得到非洲人的合作，荷兰人不仅要给他们送大量的礼物，还要表达出对其国民应有的尊重。荷兰人始终视非洲统治者为王公，并与他们缔结了同盟条约。双方对荷兰人根据此类书面协议寄给统治者的商品和黄金有不同的解释。西印度公司告诉其欧洲竞争对手，这是一个拥有要塞和贸易站的主权国家提供的礼物，而当地统治者则将自己视为出租沿岸土地的主权国家，因此他们收到了黄金和商品形式的贡物。在他们看来，这些协议也没有授予西印度公司专有的贸易权。161
 荷兰人与美洲印第安人的互动也是如此。门西人在将其土地“出售”给西印度公司时，并不打算将其领土永久地移交给荷兰人。他们从未放弃自己作为主权国的地位，只允许荷兰人共同占用该土地。162
 在当地人看来，荷兰人充其量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当时的易洛魁人也这么认为，他们似乎与荷兰商人达成了协议，该协议基于互惠互利和互不干涉的基础，确立了双方平等关系的原则。163


奴隶制

在美洲各地，荷兰殖民者和商人不仅与当地人进行贸易，而且还买卖他们。在圭亚那的殖民者从美洲印第安人的敌人那里购买本地奴隶，他们通常会把这些奴隶卖给沿海的欧洲人。164
 在17世纪40年代，与西印度公司无关的荷兰商人开始将来自多米尼克的当地人和马拉尼昂的巴西舰长作为奴隶出售到加勒比。165
 同年在巴巴多斯的英格兰人的情况也一样，这是一种间歇性的贸易，它是非洲奴隶贸易活动的补充。166
 在殖民地成立的最初几年，似乎有相当数量的美洲印第安奴隶被运送到圣尤斯特歇斯岛，他们是由荷兰人和外国的走私者提供的。本地奴隶也从同一岛上输出。1642年，一些殖民者以友谊和贸易为幌子欺骗了81名当地居民上船。这些居民随即被绑架，然后可能被卖到了其他地方。167


在官方层面，任何美洲本土居民都不能被强迫从事违背自己意愿的工作。他们应该与其他所有人一样被管理。1636年8月23日，联省议会决定，该国的本地人“应不受干扰地享有自由；他们绝不应该成为奴隶，而是要与其他居民一起享有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他们应该按照自己的法律被统治”。168
 但是，6年后，西印度公司确实授权，对那些向荷兰当地的盟友发动战争的美洲印第安人进行奴役。这些奴隶将被出售，或者为西印度公司服务7年。169
 此外，在马拉尼昂，本土的奴隶被给予完全的行动自由。由此，缺乏非洲奴隶使得十九人委员会不得不继续奴役曾经为葡萄牙工作的奴隶。几个月之后，因为荷兰与美洲盟国就这项政策而关系紧张，于是十九人委员会撤回了这一决定。尽管法律地位发生了变化，但马拉尼昂的许多印第安人仍处于准奴隶状态。170


正如历史学家洛德韦克·胡尔斯曼所指出的那样，印第安人自愿工作与作为奴隶而工作的界限通常很难确定。171
 尽管确切条件尚不清楚，但绝不是荷兰人在巴西雇用的所有美洲印第安人都是奴隶。一些美洲印第安人在种植园砍伐木材、种植甘蔗、清理甘蔗地、驾驶马车和放牧牲畜。172
 还有一些人是私人仆役，例如一个塔普亚男孩，他和荷兰军队的士兵彼得·汉森·哈伊斯特鲁普一起住了5年。荷兰战败后，哈伊斯特鲁普带他去了欧洲。173
 这种仆人是否为正式奴隶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没有关于荷兰人在第一次伊索珀斯战争中俘获的10个俘虏的法律地位的信息——这些俘虏于1660年被从新尼德兰送往库拉索岛。174
 在库拉索岛的拓荒期，西班牙战败后留在岛上的美洲印第安人也为荷兰人工作，但人数不多。1640年，1名本土岛民在加拉加斯被西班牙当局盘问时透露说，该岛上有10名男子在荷兰的堡垒里工作，另外12人负责割草、搬运草来喂荷兰人的马匹，还有2名女性帮助种植蔬菜。175


荷兰的2个殖民地圣尤斯特歇斯岛和苏里南在17世纪确实实行了大规模的本土奴隶制度。到1665年，斯塔提亚已是400多名本土奴隶的家园。176
 47名早期荷属苏里南的居民们估计，1671年苏里南殖民地共有500名被奴役的美洲印第安人奴隶，他们都是英格兰殖民时期的遗产。177
 在1684年这一数字迅速下降到106，部分原因是移居巴巴多斯的英格兰殖民者强行带走了本地人。178
 直到18世纪，苏里南的本土奴隶制才逐渐消失。

荷兰人开始奴役美洲印第安人之前，已经在印度洋积累了建立奴隶制度的经验。但是，他们起初并没有参与较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到1618年，在爪哇岛（Java）的荷兰总部居住着不超过70名奴隶。几年之内，这个数字就大大增加了，尤其是在1622年至1623年从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运来1,900名奴隶之后。179
 在阿姆斯特丹，人们对奴隶也并不陌生，葡萄牙人经常带着他们的非洲奴隶经过这里。180
 例如，一个5岁男孩在罗安达被购买后，于1618年前后到达这座城市。他受洗，被给予教名为安东尼奥，并由其主人加斯帕尔·阿丰索·马特尔（Gaspar Afonso Martel）教他背诵《主祷文》（Lord’s Prayer）和《圣母经》（Hail Mary）。大约1年后，2人前往巴西。181
 同样，安东尼奥·亨利克斯·阿尔文（Antônio Henriques Alvin）在1626年与8名奴隶一起在阿姆斯特丹住了几个月，此前这些奴隶被从巴西驶往葡萄牙的荷兰私掠船俘获。182
 1614年，针对葡裔犹太人群体的规定中也提到了俘虏，声称为“非我们国家的奴隶、仆人和犹太女孩”留出一块单独的墓地。183
 然而，在17世纪下半叶，奴隶制似乎已从犹太居民区消失了。于1654年打算离开巴西搬到巴巴多斯的一名商人的奴隶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没有义务为主人服务后，希望留在阿姆斯特丹。184
 来自西班牙的犹太居民亚伯拉罕·伊达尼亚（Abraham Idaña），在给一位西班牙朋友的信中证实，在阿姆斯特丹，自由是普遍的：“奴隶制在这里是不被允许的。来到这里的奴隶都会立即被释放。从巴西和其他地区来的许多黑人都在这里工作赚钱。”185
 尽管如此，即使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中的奴隶制可能已经消失了，但至少还有一个“奴隶”仍留在这座城市，那就是基督教教徒的财产。1694年，在非洲人的要求下，洛伦斯·德拉西埃（Lourens de Rasière）的遗孀阿莱塔·范胡图因（Aletta van Houttuin）释放了18岁的扬·皮克·范安哥拉（Jan Pick van Angola），这名奴隶服侍了她出生在巴西的丈夫许多年。186


在荷兰殖民美洲的早期阶段，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受到种族等级的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切萨皮克的英属殖民地在起步时期相对轻松的互动关系一样，当时非洲人很少，黑人与契约仆役及其主人一起种植烟草。187
 例如，简单的善意举动就标志着荷兰船员与新世界的黑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一位曾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短暂雇用了5名黑人的船长（这些人自愿为他工作以换取给养）打算按照对方的意愿让他们在托尔图加岛上岸。但是当他们担心在那里找不到食物而改变主意时，这位船长出于同情，将他们带到了阿姆斯特丹。188
 在新尼德兰，出现在法庭上的奴隶与白人嫌疑犯的待遇相同。他们甚至可以起诉自由人。189
 在殖民地黑人民兵中服役的一群奴隶为争取“半自由”进行谈判：以每年支付的赔偿金作为交换，他们将获得自由，而他们的孩子则继续作为奴隶为西印度公司服务。190
 尽管如此，荷兰当局还是挫败了白人和黑人试图融合的尝试。在给库拉索岛首任总督的指示中，西印度公司的权威人士不赞成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性接触，尽管基督教教徒被准许与受洗的非洲人结婚。191
 新尼德兰的白人也不被允许与美洲印第安人或黑人有性接触。192


在荷属萨尔瓦多（1624—1625）的黑人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本地的仆人，其法律地位并不总是很清楚。这些非洲人被命令执行危险的任务，例如从被围困的城市冒险采购木薯、香蕉、橙子、菠萝和其他水果。193
 身体强壮的男性被纳入荷兰军队，且在武装部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荷兰投降时，伊比利亚人统计发现其中共有2,000名欧洲士兵和590名黑人。194
 1630年，当荷兰人在伯南布哥建立据点时，700名黑人中有500名加入了他们。军方领导人决定利用这些男人来帮助建立堡垒与敌人作战，并以其他方式支持战争。195
 在持续的敌对行动造成的混乱中，许多黑人在接下来的5年中纷纷逃走，196
 到1645年至1646年，西印度公司的军队中仅剩下259名非洲人。197


尽管荷兰人在1635年之前对非洲人还未持有明显的种族主义的看法，但当荷兰人控制了巴西大片种植园时，他们的态度迅速发生了变化。面对一个已经存在种族隔离的社会，荷兰人在赶走伊比利亚人后没有采取任何消除这种氛围的措施。为他们的入侵提供理由的种植园制度意味着荷兰人主要将黑人奴隶视为一种投资而非人类。关于这一点，在1642年从德夫哈芬（Delfshaven）驶向罗安达的“布林维奇号”（Bruynvisch）奴隶船得到的指示就可以证明。西印度公司默兹商会（WIC Meuse Chamber）的董事局规定，该船将带着“黑人或其他商品”从罗安达航行到伯南布哥。198


并非所有在荷属巴西的非洲人都被迫在种植园工作。由于缺乏身价昂贵的荷兰工匠，在荷属巴西的非洲人接受培训成为木匠、瓦匠和铁匠，就像在新阿姆斯特丹和非洲的荷兰要塞的黑人一样，事实证明他们能够胜任这些工作。但是，即使他们通过每日的工作证实自己能够完成以前为荷兰人保留的工作，但是几乎所有在巴西的非洲人仍然是奴隶。新阿姆斯特丹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到英格兰征服该地时，375名黑人居民中有75名获得了自由，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居住在被解放时给予他们的土地上。199


奴隶在热带种植园受到的待遇经常是不人道的。巴西的种植园主不仅让奴隶们在星期天工作（至少直到政府禁止这种做法之前），而且以最残酷的武力镇压个人或集体的反抗。200
 殖民政府允许奴隶主实施某些体罚，例如用鞭子、棍子或皮带殴打奴隶以及将他们绑在铁链或木桩上，再铐住他们的脖子和脚。201
 所以难怪有人试图逃跑并成功了——他们或者走陆路逃到了帕尔马雷斯（Palmares）的黑人居住区，或者从海上逃到了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岛。202
 在1646年粮食短缺近乎饥荒的情况下，对待黑人的非人手段可以令巴西当局将奴隶与自由人区分开。黑人不得不忍受没有食物的生活，并承受着后果。203
 约翰·纽霍夫（Johan Nieuhof）表示，极度的饥饿使他们的眼神中透出一种可怖的空洞感，甚至能吓走最勇敢的人。204


荷兰在大西洋世界扩张的早期，荷兰知识分子和西印度公司之间就黑人奴隶制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没有达成共识。一些人否认有任何奴隶劳动的需要。Levendich Discours（1622）一书的作者认为，在荷兰接管巴西（仍只是假想）之后，黑人将成为自由劳动者，他们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购买精美的衣服并让自己变得更有教养。他说，（现在的）葡萄牙的奴隶只有被打才会工作。205
 威廉·于塞尔林克斯也认为，没有必要将奴隶运送到荷属殖民地。他想，由荷兰人来做这些工作更便宜，而荷兰人也会更加努力。206
 但他对奴隶贸易没有异议。他认为奴隶制给非洲人带来了生命的恩赐。如果没有人买他们，他们将因所犯的罪行而被杀，或被赢得战争的一方俘虏后处决。207
 后一个观点被牧师戈德弗里杜斯·乌德曼斯（Godefridus Udemans，1581/2—1649）在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书——《商船的精神舵》（’t Geestelyck Roer Van’t Coopmans Schip，1638）中回应了。这本书在埃尔米纳被征服（1637年）仅仅1年后重印。在这本书中，他为荷兰人参与奴隶贸易设计了全面的新教教义。208
 乌德曼斯认为，根据《利未记》（Book of Leviticus），如果异教徒或土耳其人在战争中被俘，或者被他们的父母或其他主人以合理的价格卖掉了，那么荷兰人可以奴役异教徒和土耳其人，如同被报道的安哥拉的情况一样。209
 哲学教授约翰尼斯·德梅伊（Johannes de Mey）认为，基督教教徒确实可以善意购买那些本来会被其敌人杀死或吃掉的人。这项交易不仅使其免于死亡，而且还能通过向他们介绍真理和基督的教义而使之更加幸福。210
 1637年来自巴西的西印度公司的公文写作者格德翁·莫里斯（Gedeon Morris；原文如此。——编者注）也提出了奴隶贸易避免同类相食的观点。他认为，在亚马孙三角洲相互交战的13个部族会吃掉敌方战俘，荷兰人不应该因为这样的交易拯救了自己而反对购买奴隶。211
 最后，1680年前后在西非的西印度公司工作的彼得·盖尔斯（Pieter Geyers）补充说，来自刚果的非洲人天生就是奴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想离开新世界回到自己的非洲家园。212


对许多荷兰土著来说，黑色似乎一直就很奇怪或令人恐惧，并且越来越多地与不文明联系在一起。在关于西印度公司的四卷本的历史书中，部分是基于与船长和船员的交谈，德拉埃特描述了1625年在塞拉利昂海军上将安德里斯·韦龙（Andries Veron）舰队中的荷兰水手与一只类人动物之间的遭遇。这是一种以前从未有人见过的动物。213
 他关于同一次远征的另一个说法描述了荷兰人是如何捕到一头巨大野兽的。它长了一副女人的面容，长发在头部的两边垂下，手脚像人类一样。它被带上了船……吃了面包，喝了水。当有人假装哭泣时，它也随之哭泣，而且哭得越来越厉害。它很痛苦，把爪子放在头下，悲伤地坐着。总之，当它在每件事情上都表现得如此“人性化”时……普通的水手们经过重新考虑改变了主意，想知道这实际上是不是一个被诅咒的女人，一直居住在灌木丛中直到被捕。他们多半被这种狂热所迷惑，就将那只巨大的野兽扔进海里——它被淹死了。214


韦龙舰队上成员的思想并不仅仅反映了他们的无知或想象力。德拉埃特的叙述和有关与人形怪兽（可能是大猩猩）遭遇的第三份报告都表明，这并不是欧洲魔法思想投射的简单案例，相反，荷兰人认为，当地的黑人相信自己死后，灵魂会安息在动物体内。215


然而，对非洲人缺乏了解确实导致了一些荷兰人求助于基于传闻和幻想混合而来的陈述。16世纪90年代的一份备忘录的作者写道，在非洲内陆，“很多人不说话只吹口哨，有的人长着山羊的脚，还有人像灰狗。这些人都没有房子，而是像野兽一样生活在田野里”。216
 最早的荷兰人对非洲黄金海岸的第一手描述（1602）呼应了外国旅行者的信息，即非洲人是一种较为落后的人类——他们是未开化的、残酷而肉感十足的野蛮人。217
 作家彼得·德马里斯称非洲人是有偷窃癖的贪婪的野蛮人，是只会对孩子进行严厉惩罚而不会对其进行教育的人。218
 但他继续指出：“（这个国家）的人都是出色的、正直的人。他们是好的工人，有着像树木一样健壮的身体。他们学得容易、理解得快，并且当他们看到某样东西被展示出来时，就会迅速地复制它……他们在贸易活动方面非常聪明，但他们仍然每天向荷兰人学习，因此，他们将来会比荷兰人更聪明。”219


由于在荷兰没有黑人，所以荷兰人将黑人视为异族也许是很自然的。在17世纪的前几十年中，联合省里只有不到几十个有非洲血统的人。220
 自从14世纪以来，通过欧洲人的画作，一些荷兰人可能已经了解到了非洲人的模样。到17世纪，荷兰人的绘画作品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描绘了非洲人。一些代表作品是积极的，但也有一些较为消极的联想。《三博士来朝》（Adoration of the Magi）这幅画中的黑人国王卡斯珀被描绘成一位优雅的男士，但是埃塞俄比亚宦官通常被描绘成下等人，其受洗礼是荷兰艺术家最喜欢的主题。221


诗人兼医生威廉·戈德沙尔克·范福克布罗克（Willem Godschalck van Focquenbroch，1640—1670）在埃尔米纳度过了自己短暂一生的最后2年，他观察到非洲人与犹太人习俗之间的相似之处。他写道：“非洲人从古希伯来人或以色列子孙那里继承了很多遗产，他们生活在没有书本和书写体系的时代，其中的一些习俗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消失。他们有许多相当符合《旧约》（Old Testament）的法律和仪式：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许多地方受了割礼。”222
 非洲及其居民的观念通常也源于《创世记》中诺亚（Noah）的故事。诺亚判定他的儿子哈姆（Ham）的后代被永久地奴役。在欧洲艺术中，将哈姆的后代描绘成黑人是惯常的做法。这种解释早在13世纪就已出现在荷兰。223


一旦荷兰人进入非洲奴隶贸易，对哈姆的诅咒——一种基督教教徒认为非洲人落后的常见解释——就开始在荷兰人的论述中有所体现。224
 例如，这个诅咒出现在库福尔登（Coevorden）的牧师约翰·皮卡尔（Johan Picart）撰写的Korte beschrijvinge van eenige vergetene en verborgene antiquiteiten（1660）中。皮卡尔承认哈姆及其后代在非洲建立了强大的国家。但他补充说，奴隶制一直是非洲历史上的核心元素。几个世纪以来，大多数非洲人都被自己的国王所奴役，许多人现在仍然被奥斯曼帝国奴役。诸如刚果、安哥拉和几内亚等地的居民被当作奴隶到处运送。他认为，这未必是一件坏事……225


乌德曼斯强调，荷兰主人必须善待自己的奴隶。他甚至建议在若干年后释放俘虏，以避免非洲人灰心，并促使他们归附。一些作者引用《出埃及记21：2》（Exodus 21:2）或《申命记》（Deuteronomy），其中规定了在第七年要解放奴隶。德梅伊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在6年后释放那些身为忠实的基督教教徒的奴隶。获得自由的希望将带来更多的自愿和忠诚的服务。此外，他坚持认为，尽管主人对奴隶的控制权很大，但主人作为一名基督教教徒的行为必须用公平和仁慈来调和。基督教教徒还必须认识到，他有个在天堂的主，与之相比，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仆人，比世界上最强大的主人的最卑微的奴隶更加微不足道。226


一些作家谴责奴隶贸易或批评奴隶制的某些方面。他们将奴役归类为盗窃人体，他们认为这是禁忌，正如他们所谴责的天主教国家绑架儿童令其进入修道院或加入宗教团体的习俗一样。其他作家并不反对奴隶贸易本身，而是反对将非洲人卖给天主教教徒。乌德曼斯特别警告荷兰人不要将奴隶卖给“残暴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荷兰人未来几年会做的事情。227
 另一些人知道奴隶主将女奴当作妾的习俗，他们反对与有非洲背景的女性发生性关系。在加勒比航海5年后，诗人兼剧作家扬·巴拉（Jan Bara）斥责自称是基督教教徒的“黑人情妇”，称她骨子里并非基督教教徒，她的欺骗行为亵渎了神的名字。228


“第二次改革”（Nadere Reformatie，Second Reformation）的几位代表人物发表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他们强调通过“改邪归正”和与神的个人关系，在生活中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敬畏神的虔诚行为。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是科内留斯·普德罗延（Cornelius Poudroyen），他用口语化的语言表达了著名的正统的加尔文派神学家和传教士希斯贝图斯·沃提乌斯（Gisbertus Voetius，1589—1676）的思想。普德罗延驳斥了这样的论点，即在没有奴隶劳动的某些地区不可能耕种土地。他指出，在共和国的采石场、矿场工作的人，像锯木工和挖沟工一样。这些人可以被雇到遥远的地方。但是，主人不应将任何强加给自己或他人做的工作转嫁给奴隶，因为奴隶是他们的同胞。229
 普德罗延还认为也不应购买战俘。被敌人出售的人们在一场不正义或正义的战争中沦为奴隶。但是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也有可能是非法奴役。基督教教徒陷入这种原始的、混乱的、危险的且不公平的交易之中，从而放大别人的邪恶，是不应当的。230


普德罗延的观点得到了其他神学家和牧师的支持，例如乔治·德拉德（Georgius de Raad）和雅各布斯·洪迪厄斯（Jacobus Hondius）。洪迪厄斯是霍伦的一名牧师，也是沃修斯的追随者，他在1679年的《一千种罪孽的黑名单》（Swart Register van Duysent Sonden）中谴责了归正教会成员，特别是参与奴隶贸易的西印度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洪迪厄斯写道，奴隶不是动物。他们也许是“悲惨的人”，但他们的本性与教会成员相同。犹太人、土耳其人、异教徒和所谓的基督教教徒可能会参与奴隶贸易，但“归正教会成员不应用这种无情的贸易来玷污自己的双手。相反，他们应该像敬畏神一般地行事，这样他们赚到的钱才会是一种祝福，而不是诅咒”。231


哲学家弗朗西斯库斯·范登恩登与第二次改革没有任何联系，他在1662年的一篇文章中赞扬没有基督教教徒参与奴役同胞的新尼德兰。232
 范登恩登可能受到了彼得·普洛克霍伊思想的影响，后者在新阿姆斯特尔的殖民地没有奴隶或契约仆役。233
 卡斯珀·巴莱乌斯也表达了一种反奴隶制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当时极不寻常。他的论点非常有趣。他写道，在中世纪，奴隶制在欧洲仍然存在。但是，它在那些因基督教教义和思想而被教化的人中间变得不受欢迎了，这也许是因为奴役了被基督之血救赎的基督教教徒，或者通过展现不寻常的人性迫使异教徒归附基督教的做法被认为是有罪的。结果，奴隶制在1212年消失了。但是现在，在归正教会的基督教教徒中，这种贪婪又滋生了出来。他们恢复了买卖人的习惯，即使人是按照神的模样造的并得到了基督的救赎。由于这种习惯，一个聪明人服侍一个愚昧无知的人，或一个好人服侍罪犯的情况并不少见。234


归附

尽管海外的荷兰人有时被描绘为只对贸易特别感兴趣，但在非洲和美洲，将福音传播给“盲目的异教徒”是归正教会传教士的既定目标之一。就其本身而言，这一目标与宗教宽容政策背道而驰。自1629年以来，十九人委员会就指示荷兰人要保障土著人的宗教信仰自由。235
 承担传教任务的一个原因是要阻止天主教教徒做同样的事情。236
 因为天主教传教士通常在任何一个有荷兰人出现的地方都很活跃，所以他们的出现经常会导致一场教义辩论，例如1641年在罗安达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237
 荷兰传教士的热情体现在对刚果的许多新教出版物的介绍中。刚果国王声称，荷兰人失去安哥拉后，他公开烧毁了“异端书籍”。这些书并没有让多少人归附。一位葡萄牙修士断言，没有当地人来听荷兰语，甚至当这些外来者来购买象牙时，当地人看着他们就像看到魔鬼一样。238


语言问题困扰着荷兰的传教使团。新尼德兰奥兰治堡的官员称，美洲印第安人每过两三年就会故意改变一次他们的语言。239
 黄金海岸的牧师劳伦修斯·班德留斯（Laurentius Benderius）在1633年写道，与当地人的语言鸿沟解释了为什么他为传教所做的努力无法奏效。阿姆斯特丹商会回应了他提出的派出能教荷兰语的男教师的请求，但这位教师很快就因缺乏非洲语言的书籍而放弃了。240
 在巴西，有几位牧师定居在传教的村庄。一位牧师撰写了三卷本的书以介绍新教。他的书用图皮语、荷兰语和葡萄牙语介绍了包括洗礼和圣餐礼的规则在内的许多教义，许多美洲印第安人以这些语言为他们的第二语言。作者承认，由于图皮语“未开化的”的特性，他无法将所有神学术语正确地表达，只能用图皮语的简单语言进行介绍。当事态严重时，这些教义问答书可能被搁置，部分原因是联合省的教会认为这位作者的神学立场可疑从而对其提出了抗议。241


基于在亚洲的荷兰人偶尔使用的一种方法（可能受到葡萄牙殖民者的启发），新尼德兰牧师若纳斯·米恰伊留斯（Jonas Michaëlius）建议让土著青年离开父母，并把他们安置在荷兰人家庭中，在那里他们会接受基督教教义的教育。但是该提议因当地成年人的反对而被终止。242
 在巴西的一项类似举措也没有取得更好的进展。1642年，3名牧师向殖民议会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他们提议将孩子与父母分开并送进寄宿学校，并在基督教教义、艺术与手工方面对他们进行培训。十九人委员会对此表示赞许，但伯南布哥和塞阿拉的美洲印第安人愤怒地拒绝了这一提议，数名荷兰人因抗议而被杀害。于是这一举措也被废止了。243
 尽管如此，荷兰人仍尝试通过土著中间人联系到更多土著。牧师若阿尼斯·巴克鲁斯（Joannis Backerus）用荷兰语和宗教基金指导了库拉索岛的一名美洲印第安人，而约翰尼斯·麦格波伦（Johannes Megapolensis）在新尼德兰做了同样的事情。在巴西，荷兰人甚至任命了图皮人做校长。244


巴西3名牧师的提议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有必要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进行文明教化活动。为了保持欧洲普遍的文化与种族融合，荷兰当局在国内和殖民地一直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假设，那就是美洲印第安人代表着野蛮和未开化。245
 因此，1636年针对库拉索岛的政策指导方针认为，应采取一切措施将美洲印第安人从野蛮状态中解救出来。对儿童的教育以归附基督教和道德生活为目标。246
 对于新尼德兰的牧师若纳斯·米恰伊留斯而言，野蛮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美洲印第安人已经沦为魔法和无神论的受害者，这导致了不自然的野性和性行为上的肆意。247
 巴西的图皮人被告知，文明意味着只能有一位妻子，不得有妾，不得找妓女。一个文明人也不应在身体上做彩绘和参加集体舞蹈。248
 此外，文明与市场相连。如果美洲印第安人拥抱文明并开始打扮自己，他们将成为荷兰纺织品的消费者。249
 尽管牧师们辛勤工作，但他们的传教使命依然没有达成。最终，巴西的牧师不得不得出以下结论：有2个恶习是无法根除的——醉酒和对婚姻不忠。250


总的来说，荷兰传教士的努力不是很成功。1654年，在新尼德兰，2名牧师只报告了一宗可能的本地人归附事件，但该人被证明并非真正改变了其宗教信仰。3年后，还是这2名牧师写道，那个人发生了改变：“他开始喝白兰地，典当《圣经》，变成了一头普通的野兽……”251
 牧师文森特·索莱尔在荷属巴西生活了7年，他在1636年到达巴西时指出，知道奥兰治亲王的美洲印第安人比知道神的人要多。252
 20年后，牧师们仍然没有接触到更多的美洲印第安人。在荷兰人声称享有控制权的非洲地区，成功率也同样很小。中非的嘉布遣会牧师报告说，当地的“异教徒”并不尊重荷兰人的宗教。他们说，荷兰人的所谓宗教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像他们一样有供物和献祭等行为表现。253
 我们可能还要补充的是，非洲宗教有着众多神和灵魂，它们与罗马天主教宇宙论（而不是新教）更加相似。罗马天主教认为，许多圣人在信徒和基督教的至高的神之间充当媒介。无论如何，荷兰牧师很难消除他们所遇到的许多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跟随其一起成长起来的天主教习俗和信仰。

我们也可以质疑荷兰传教士的热情。马克·莫伊维塞得出以下结论：“无论何时，当传教计划干扰商业或地缘政治目标时……西印度公司就会停止传教工作。”254
 归正教会也没有坚定地致力于传教的目标。在荷属大西洋世界的某些角落，牧师们显然不清楚谁可以作为受洗对象就到殖民地来了。1644年，库拉索岛上的约翰尼斯·巴克勒斯（Johannes Backerus）和安哥拉的雅各布斯·范德伯格（Jacobus van der Burgh）都在询问阿姆斯特丹的长老监督会应该做什么。基于多特会议（Synod of Dordt）的答案是：只有由归正教的成年人抚养的异教徒才能被选中受洗。255
 根据这项政策，一名由荷兰船长从非洲带到阿姆斯特丹的12岁男孩只要在之后受过归正教教义的教导就可以受洗。256
 普德罗延的沃提（Voetian）的教义问答书也强调那些犹太人、土耳其人或异教徒的孩子，其父母中至少有一位信奉归正教的，才有资格受洗。257
 正如长老监督会于1661年写信给库拉索岛的牧师范博蒙特（van Beaumont）说的那样，即使天主教早前就为父母双方进行大规模的施洗，这些人仍不算是基督教教徒。258
 换句话说，只有那些在归正教教导中长大的非洲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孩子奉行自己的归正教信仰，并且其父母也具有同样的信仰，这样的孩子才可以受洗。就像丹尼·诺兰德所说的那样，“教会为归附设定了极端而僵硬的标准”。259


在阿姆斯特丹，当地的葡萄牙犹太教会提出了一系列禁令，以防止非洲人后裔获得与伊比利亚人相同的地位。1641年，“混血儿”或黑人妇女在白人女性到来之前不准在教堂落座。260
 3年后，法令规定未行割礼的黑人犹太人不得诵念《摩西五经》或承担任何在犹太教堂中执行的荣誉职责。261
 在1650年，律法学校（Talmud Torah）通过确定只有拥有葡萄牙或西班牙血统的人可以行割礼或洗圣浴（这是举行犹太葬礼的前提），从而有效地将黑人排除在会众之外。262


在巴西的黑人没有被排除在犹太教会众之外，荷属美洲的黑人也没有被禁止进入加尔文教派的教堂。在1647年至1654年间，在巴西，受归正教会牧师洗礼的黑人和“黑白混血儿”（主要是国内奴隶）有199人。而在新尼德兰，到1656年，至少有56名非洲人后裔受洗。263
 当然，这些数字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传教士声称归附天主教的人数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与伊比利亚半岛的奴隶主不同，荷兰种植园主认为奴隶受洗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新世界，也存在类似问题。丹麦王室告诉在维尔京群岛的路德教传教士，“奴隶们不会因为成为基督教教徒而获得自由”，英格兰总检察长对英属西印度群岛也强调了同样的原则。让圣克里斯托弗岛的法兰西当局感到震惊的是，嘉布遣会传教士宣扬，黑人在受洗后不能再被当作奴隶。264
 位于好望角（南非）的荷属殖民地当局坚持同样的原则。265
 在新尼德兰，非洲人积极地为自己的孩子寻求洗礼，（但是根据一位荷兰牧师的说法）是出于错误的理由——他们想将后代从奴隶制中解救出来。对于这些非裔美洲人来说，洗礼意味着加入基督教群体，而基督教教徒不能成为奴隶。266


作为荷兰归正教会的最后一次全体大会，多特会议（1618—1619）决定，受过基督教教义教导、已经为未来做好安排、已经寻求洗礼并被施洗的异教徒子女，将享有与其他基督教教徒相同的自由。但是这一类人很少，仅包括被荷兰人从其父母手中夺走并当作奴隶的孩子。267
 因此，通常，荷兰牧师会小心翼翼地将洗礼等同于自由。在巴西，奴隶接受宗教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使他们接受自己的命运。268
 牧师们非常鄙视定居海外的非洲人而不是同情。新尼德兰的首位荷兰裔牧师若纳斯·米恰伊留斯在抵达后不久写道：“安哥拉的女奴们是偷窃、懒惰和不受欢迎的垃圾。”269
 没有一个牧师公开拒绝过为服侍他们而作为礼物被西印度公司送来的奴隶，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牧师约翰尼斯·波海缪斯（Johannes Polhemius）在巴西传教期间，甚至卖掉了至少9名非洲人。270
 唯一的例外是累西腓的牧师雅各布·达珀（Jacob Dapper），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基督教教徒买卖或拥有黑人奴隶是否合法。约翰·毛里茨并不是唯一认为那些都是不必要的顾虑的人。271


在失去巴西和新尼德兰之后，荷兰传教士的传教热情迅速消退。这似乎意味着刺激跨大西洋战争和引导加尔文教派在新海岸传教的宗教热情已经熄灭了。荷兰人在安哥拉战败之后，葡萄牙人仍然惊恐地发现，“无数的异端教义问答，会影响所有人”。272
 据耶稣会会士安东尼奥·德维埃拉（Antônio de Vieira）称，在伊比亚帕巴山（Serra de Ibiapaba）的巴西裔美洲印第安人中发现了相同的教义，他们将伊比亚帕巴山变成“当地的日内瓦”。273
 然而，到1660年，阿德里安·范博蒙特（Adriaan van Beaumont）牧师从库拉索岛向阿姆斯特丹的长老监督会报告说，教导当地儿童归正教教义的努力已停滞不前。他写道，他们生活在“没有神的世界里，像动物一样”，一名以前曾担任过他们老师的黑人教给他们的只有无神论。范博蒙特试图扭转这种局面，他为15个当地孩子施洗，但他不久后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在1664年告知长老监督会，他准备与美洲印第安人交往，但他的传教似乎并未起效。不久之后，荷兰的牧师们放弃掌控当地人和黑人的宗教信仰，将这项任务留给了从大陆来的天主教牧师。274
 国内对这种在荷兰其他殖民地也发生过的倒退毫无反应。尽管来自泽兰的西印度公司股东确实强调了公司教导“这些摩尔人”的必要性，但荷兰人现在很少讨论对奴隶传教的事情。275
 总的来说，有不少人以在“盲目的异教徒”中传播“真正的宗教”的必要性来为荷兰人在海外的存在进行辩护，但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676年，令乌得勒支的牧师约多库斯·范罗登斯坦（Jodocus van Lodenstein）仍感遗憾的是，启蒙异教徒的活动太少。他写道，应该派出成千上万的牧师来传播福音的光辉，但实际上，几乎没有足够的牧师到大洋彼岸去向当地的欧洲人传教。但是范罗登斯坦只是哀叹福音活动减少的少数人之一，而福音活动似乎一直是荷兰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位1645年出版的小册子的作者所做的噩梦成了现实。他说，如果荷兰人停止在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中间传播福音，葡萄牙人将他们等同于海盗就是正确的。276


在提到正式将信仰自由的范围扩大到其他宗教时，荷兰共和国在大西洋的政策与伊比利亚人明显不同。其他宗教的活动因此可以在个人的家中进行。此外，某些团体，例如犹太人，则享有公开的信仰自由。这两种形式的宽容政策都不是为了鼓励移民到殖民地，而是为了解决当地的宗教分歧。这些政策取得了成效，使殖民地的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口数量远远超过了（归正教会的）荷兰人。尽管如此，殖民地社会仍不稳定。巴西和新尼德兰这两个最大的殖民地，甚至也因其欧洲移民和当地邻居的紧张关系而表现出不确定性和军事脆弱性。无论如何传教，最终都未能使这两个群体团结起来。牧师们在美洲殖民地对非洲人及其后裔传教以使得他们改变宗教信仰的努力也没有取得太大进展。


尾声 战争、暴力、奴役与自由

乐观主义蒙蔽了大战略设计师们的眼睛。他们鼓励荷兰人加入西印度公司的观点被浓缩在了1622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其作者问道，我们的敌人给我们制造多大阻力呢？他自问自答说，几内亚不会有太大的阻力，因为我们的商人多年来一直在那里进行贸易，而且并未受到干涉。但是，西班牙人将不遗余力地保护美洲，派遣一支又一支舰队来挫败我们，并建造他们的防御工事。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过去因为害怕英格兰或法兰西入侵的所作所为，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大量装备精良的船、水手和士兵以及足够的资金。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我们擅长造船，只需要西班牙人一半的成本就能造出船来。而且，世界上还有哪里能像我们的土地上一样拥有如此众多英勇而富有经验的水手呢？我们也不必去别处寻找士兵。至于财政方面，我们所需要的只是那些拥有至少1万荷兰盾的有资格人员将2%～3%的资金投到公司里。这将产生1,000万荷兰盾的初始资本。西班牙的防御工事不足以使我们忧虑。只有七八座堡垒能配得上“堡垒”二字，其中一些曾在过去被荷兰和其他国家占领过。我们为出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美洲生活过一段时间，知道如何进攻那里。1


尽管西印度公司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能获得可流动的资金，但对大战略的追求却没有考虑其成本。很快，人们就发现这些投资的效益很低。在1626年发表的一篇两位西班牙绅士唐佩拉希奥（Don Pelagio）和唐波纳文图拉（Don Bonaventura）之间的虚拟对话中，后者注意到荷兰人在前几年以巨额成本向“西印度群岛”派去了100多艘装备精良的船。假设每艘载有3年给养的船的价值为10万荷兰盾，那么唐波纳文图拉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船将亏掉1,000万荷兰盾。2
 5年后，在入侵伯南布哥后，人文主义者阿诺尔德斯·布切里乌斯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直认为征服和维护那些地方对西印度公司非常不利。”他补充说，尽管萨尔瓦多沦陷了，但董事们还是在重蹈覆辙。通过在伯南布哥驻扎大量驻军，他们浪费了钱财，需要各省提供援助。3
 失去荷属巴西后，彼得·德拉考特（Pieter de la Court）写道，战争对于依赖贸易的荷兰省非常不利。他赞同并援引了荷兰诸省于1640年向总督弗雷德里克·亨利提出的请求，即不参与以后的征服行动。否则，这个国家可能像被侵蚀的山脉一样坍塌。4


皮特·海恩、米希尔·德勒伊特以及萨尔瓦多和伯南布哥的胜利者们都欢呼雀跃，这表明他们的跨大西洋开拓行动对建立一个荷兰人的国度至关重要，布切里乌斯和德拉考特言之有理。5
 夺取敌人的殖民地成本很高，维持它们亦如此。征服巴西主要产糖区带来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在正在发展的荷兰帝国的版图中增加了埃尔米纳和罗安达。然而，即使在西印度公司远征队前往非洲之前，以及在挥霍无度的约翰·毛里茨被任命为巴西总督之前，财政情况已经是灾难性的了。到1636年，其债务已达到1,800万荷兰盾，但西印度公司的财务状况从未恢复正常。于1638年失败的萨尔瓦多征服行动本来可以扭转局势，但即便如此，西印度公司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尽管人们应该在荷兰与西班牙休战期满后进行新的战争尝试的背景下来看待西印度公司扩张的野心，但这野心也是其他欧洲国家共有的。欧洲各国政府的战略野心与实现这些野心的能力之间的鸿沟从未像“三十年战争”期间那样大。6
 荷兰人的野心似乎主要是政治性的，但是我们也好奇：荷兰商人和他们的支持者是否以与伊比利亚人的战争作为他们向西扩张的借口；开辟第二战场，将敌对一方的人员和武器从国内撤出的想法是真的吗？荷兰扩张，不仅是在大西洋，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也可能是独立进程的结果。与德意志和意大利领导人相似，出于对自己国家统一的不满足以及希望获得殖民地，有影响力的荷兰人可能试图利用这一势头，使共和国在1609年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实现事实上的自治。

与其竞争对手不同，荷兰人并没有在国内，而是在大西洋世界遭受了他们不切实际的计划所带来的后果。然而，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拒绝承认过度扩张是荷兰海洋帝国垮台的根本原因。他们在1669年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殖民地缺少种植园主。如果有足够多的致力于耕种土地的人来美洲殖民地定居，那么巴西和新尼德兰就还会掌握在荷兰人的手中。此外，正如荷属卡宴的前总督5年后指出的那样，人口众多的殖民地可以抵御入侵者。那是他从1674年荷兰人对马提尼克岛发动的失败攻击中学到的教训。7
 17世纪30年代，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也曾提出同样的论点，即强有力的定居点可以产生民兵，无须再派遣士兵。实际上，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在17世纪60年代初向彼得·施托伊弗桑特做此提议，建议武装的定居者应在空旷的田野里攻击敌对的土著，新尼德兰的主管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他写道：“我们不记得公民和居民们在祖国会被扣押或被强迫”服兵役，应该派士兵去做这项工作。8


战争除开疆拓土外，还会通过私掠船和海军攻击港口的形式呈现，所有这些对于17世纪大西洋世界里荷兰政治势力的兴盛与衰落都是必不可少的。荷兰人针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只、殖民地和前哨基地早期取得的成功，使他们成为大西洋世界的玩家。反之，巴西在1645年后的命运逆转，开启了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衰落进程，这一进程被1654年巴西投降、1664年海岸角城堡的非洲前哨基地被夺、1674年西印度公司破产、同一年彻底放弃尼德兰所强化。同时，荷兰的商业实力通常与其军事自信无关。荷兰与法兰西和英格兰殖民地以及1648年以后的西班牙殖民地之间进行了大量的贸易活动，这是由众多未被西印度公司雇用的个体商人所引发的结果。

一些当代人认为，如果荷兰人继续在大西洋世界进行贸易活动，而不是发动战争和征服殖民地，他们本可以节省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他们认为西印度公司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1649年的一位小册子作者讨论了这样一个观点：西印度公司的衰落将意味着阿姆斯特丹的衰败，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坚持认为这是一个谎言。阿姆斯特丹不受来自巴西的糖料运输量下降的影响，因为这些损失都会从来自葡萄牙的大量糖料那里弥补回来。9


我们可能想知道，如果不部署海外部队，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基地是否会出现。的确，在1678年之后荷兰人留下的主要殖民前哨全都被军事远征队征服（库拉索岛、埃尔米纳和苏里南）或重新征服（圣尤斯特歇斯岛）。诚然，正如荷兰商人与英属和法属殖民地进行贸易往来一样，贸易本身也可能引发战争。他们之间令人印象深刻的贸易活动是英荷战争和法兰西与荷兰共和国战争的重要原因。但是作为大西洋玩家的丹麦的情况具有指导意义。在没有付出重大代价的情况下，丹麦人于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占领了3座加勒比岛屿，并将其转变为像苏里南那样的经济作物生产地，还有像库拉索岛和圣尤斯特歇斯岛那样的跨帝国走私基地。西印度公司的创始者则会反对这种分析思路。他们主要的目标不是开辟可存活的殖民地，而是建立第二条对抗西班牙敌人的大西洋战线。此外，西印度公司战争的捍卫者本可以举出威尼斯的例子，就像17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位小册子作者所做的那样。他认为，威尼斯人之所以失去了在黎凡特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是因为他们没有像葡萄牙人和荷兰人那样加入海外征服行动——只有征服才能保护海外贸易。10


这些作者没有预见到的是，暴力将不仅仅是与宿敌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暴力成为在宗教和文化意义上对作为荷兰人意味着什么的终极表达。在表面出现暴力的地方，荷兰人和其邻居之间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问题，正如当代文学作品里所反映的那样。1659年的《闲谈》里的一个人物提到了一些荷兰人惯常缺乏同情心的例子。他认为，虽然柏柏里海盗剥夺了荷兰人的自由，但荷兰人却通过将海盗背靠背捆绑在一起并扔入水中的方式直接夺去了他们的生命。他补充说，众所周知，荷兰人在巴西和其他地方对待他们的奴隶有多残忍，他还指出船长们对待自己船员的方式比对待奴隶还要糟糕。11


暴力也是荷兰征服者与伊比利亚半岛殖民地信奉天主教的居民之间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在多次征服行动中，荷兰士兵并不总会区分军事敌人和平民目标，对敌方城市和村庄的袭击常常伴随着洗掠。在荷兰人征服大西洋世界之后，发生了至少7次大型掠夺事件：萨尔瓦多（1624年）、尤卡坦的西沙尔（Sisal，1624年）、奥林达（1630年）、罗安达（1641年）、圣多美（1641年）、圣路易斯-迪马拉尼昂（São Luís de Maranhão，1641年）和黄金海岸的科曼廷（1665年）。12
 抢劫和掠夺行为与女性和酒精一样，都是非正式的“战争薪水”的一种。他们还能将个人和集体抗议相结合——士兵和水手在船上的匮乏生活与其在萨尔瓦多和罗安达上岸后的不良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3


但是其他行动，特别是那些沉浸在反天主教情绪中的行动，则是针对敌人的。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加尔文教派的军队（在巴西）进攻当地居民，他们正在庆祝使徒圣菲利普（St. Philip）和圣詹姆斯的节日。进攻者为了掠夺珠宝，割下了盛装打扮的当地妇女的耳朵和手指。”14
 真的发生了这些事吗？人们在17世纪的巴西出版物中很难将宣传和事实区分开来。1645年开始的起义完全改变了人们对前一时期的看法，这也许导致了夸张和虚构。例如，一位作者断言，1632年，迪德里克·范瓦尔登堡率领1,500名荷兰士兵进攻累西腓北部的伊加拉苏（Igaraçu）时，绑了方济各会修道院的所有修士，并杀死了许多居民。但是，因为这名作者出生于1625年，所以他不可能回忆起这些事件。15


荷兰人在美洲的军事行动似乎并未对个人过度诉诸暴力。相反，教堂是士兵们的首选目标。16
 他们的暴力行为延续了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在美洲开创的反西班牙传统，呈现出老式的破坏圣像的方式。17
 遭到破坏的大多数物品的详细信息已经被打破传统的人忽略掉了，破坏者们打碎它们只是因为它们是“圣像”。也许受欢迎的圣人的画像和雕塑是他们首选的目标，像归正教会初期所做的那样，但没有太多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结论。然而，一些天主教的物品（如从伯南布哥带到埃塞奎博的神龛）被人们注意到了。18
 荷兰人嘲笑把圣体放在令人崇敬的盒子里作为“圣像”的行为，试图证明它没有任何魔力。他们的行为与早期改革激进分子的行为相似，对传统礼拜的挑战体现在对天主教仪式的有意嘲弄中。除此之外，对敌对一方圣像的破坏被认为等同于削弱了西班牙政权或葡萄牙政权的力量。19
 其他的荷兰圣像破坏者似乎批评了天主教礼拜的媒介性质。20
 征服了巴西奥林达（1630年）的士兵用圣杯喝水，穿着礼拜法衣和兄弟会长袍离开教堂，或者用礼拜装饰品装饰他们的马匹。21
 在1641年入侵马拉开波潟湖期间，荷兰人亵渎了“圣像，将圣像切开并加以嘲弄，还以同样的方式破坏了圣杯、圣餐盘、圣灯和十字褡”。22
 在萨尔瓦多（1624年），荷兰入侵者用空瓶代替圣物，把圣像换成毛里茨总督与其亲人的肖像画。23
 他们一定意识到了天主教教徒对圣物多么的有感情。24


其他反传统者并不会肆意破坏画像。1626年，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荷兰入侵者洗劫了大教堂，偷走了教堂的钟（这座钟的钟声不久后便在新阿姆斯特丹的第一座荷兰教堂中响起）、风琴和大多数装饰品。他们烧掉了所有的圣像、祭坛的装饰物、精美的神龛和赞美诗集。1637年，荷兰军队在奥里诺科河上的圣多美的所作所为也与之非常相似。他们烧毁了教堂和所有祭礼用的装饰品，“以一千件恶行亵渎了神殿”，几乎将所有圣像都烧成碎片，并将神龛装进圣物箱里带走。25
 仅仅将此类行为自动贴上“故意破坏文物行为”的标签会忽视它们的象征意义，破坏者试图通过折断雕像的肢体或砍下圣像的头颅使之失去圣力。26
 然而，粉碎和燃烧画像不仅象征着新时代的开始和对旧时代的否定，它更意味着与过去彻底的不可逆转的决裂。27
 在伊加拉苏，一位观察家写道，荷兰人“将基督和圣母马利亚以及其他圣徒的形象打碎并疯狂地践踏，在他们看来，这样做似乎就是在消灭罗马天主教教徒的信仰”。28


值得注意的是，圣像被破坏的现象在荷兰消失很长时间后又重新出现，这揭示出士兵们面对天主教礼拜堂后被重新激发出来的对天主教持久的反感与憎恶。低地国家的圣像破坏活动是反哈布斯堡抵抗运动的第一种形式。如前所述，在1566年，通常由牧师和贵族精心组织的破坏圣像活动由安特卫普急速蔓延到荷兰北部。29
 在宗教改革的早期，伊比利亚半岛殖民地的荷兰圣像破坏者的行为与荷兰以及斯特拉斯堡、巴塞尔和苏黎世的圣像破坏者的行为类似，那里的攻击不仅针对具象艺术（如祭坛装饰和雕塑），还包括天主教的所有物质文化，包括圣灯和礼拜法衣。30
 圣像破坏活动在荷兰并没有完全消失，它在《明斯特条约》签订后立刻出现在大多数地区，以回应荷兰人在伊比利亚半岛殖民地所见到的同样“毫不掩饰地表现天主教感情”。不同之处在于，士兵们在执行移除圣像的命令时，明确地代表着荷兰当局。31


荷兰士兵在美洲的行为并没有背离加尔文主义教义的精神。圣像破坏活动使焦躁不安的男人们借机发泄他们的不满，同时能够巩固他们的团队精神。但是因为它是有选择地发生的，所以就会出现为什么会发生以及何时会发生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反天主教是根本原因，但引发圣像破坏活动的是对敌对行为的愤怒和沮丧。32
 当荷兰士兵的愤慨不是由敌人行为引起时，他们会选择逃走，而不是发泄在天主教教堂或教徒身上。这通常是遭遇无良对待的士兵的个人或集体反应，无论是缺乏粮食、辛苦劳动，还是不公正的待遇。在相对荒凉的新世界，逃亡通常意味着加入敌方军队。在经历了几个月的饥饿和不适之后，在巴西至少有8个荷兰士兵连队在1645年加入了敌方阵营。33
 促使许多士兵团结凝聚的动力是基本的反教宗主义，表现在针对教会和牧师的远征中。在圣像破坏活动的冲击下，这种流行的反教宗主义里混杂了个人动机。34
 这些破坏性活动中，不是所有参与者都是新教教徒。在圣像破坏者们严重破坏了奥林达的一座耶稣会教堂之后，至少3名荷兰人在主祭坛中央的壁龛用木炭题词承认了自己的罪恶，潦草写下了这一年（1631年）的时间并加上了自己的名字。35


巴西的士兵们表现出的赤裸裸的反天主教行为使葡萄牙殖民地的许多居民不悦。和反对荷兰统治起义初期发生的一样，雅各布·拉贝在教堂里的首次大屠杀使居民们更加反感这些外来的新教教徒。于是，一方对自身身份的强调更加巩固了另一方的势力。

在荷兰人与美洲印第安人的关系中，暴力同样无处不在。从入侵新世界开始，荷兰人就在当地土著的手中丧生，这常常（至少在最初）是因为他们被误认为是其他陌生人。1599年在智利遭受当地土著暴力侵害的荷兰人很可能被误认为是西班牙人。36
 在小安的列斯群岛，加勒比人为抵御北欧人的侵略竭尽全力保护自己，后加入皮特·海恩著名的1628年舰队的2艘船在格林纳达岛上总共损失了33人，均被美洲印第安人杀害。这些暴力活动似乎是为了报复一些法兰西人绑架大量美洲印第安人并计划在圣基茨将其出售的行为。37
 这些年来，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的加勒比岛上的人似乎袭击了多巴哥的荷兰定居者，这促使西印度公司泽兰商会的董事们指示海军上将隆克在他离开伯南布哥之前，“正如我们的敌人正在利用的那样，在与我们有友好关系的土著的帮助下”，抓捕尽可能多的格林纳达岛上的人。隆克打算在古巴出售他们。38


尽管如此，很明显，荷兰人本身经常犯下招致复仇的罪行。这发生在康涅狄格。1633年，荷兰人在那里建造了好望堡（Fort House the Good Hope），后来发展成哈特福德镇（town of Hartford）。目的是为了保护荷兰人与美洲印第安人的贸易免受新英格兰东部的英格兰对手的干扰。同年，荷兰人与他们的佩科特贸易伙伴签署了一项条约，允许佩科特人占领附近的土地，但同时也指出其他本地群体可以自由进入设防的贸易站。当几名佩科特人在好望堡附近杀死敌对的美洲印第安人时，荷兰人以谋杀佩科特的大酋长塔托贝姆（Tatobem）作为对这一违约行为的回应。暴力循环继续下去，佩科特人暗杀了船上的8名船员，因为他们被误认为是荷兰人。39
 这些人实际上是英格兰人，所以这场屠杀最终导致了英格兰人和佩科特人之间的佩科特战争。

同样，荷兰人在1644年的行动引发了巴西的土著人起义，导致荷兰人失去了马拉尼昂，并危及荷兰在塞阿拉的统治。荷兰人被认为（可能是正确的）对天花的传入负有责任，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在马拉尼昂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奴役、在塞阿拉的盐田对本地劳工的剥削引发了当地人起义。40
 在加勒比和圭亚那，荷兰人与当地人的冲突也引起了暴力反应。1668年，总督亚伯·提索（Abel Thisso）不明智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加勒比人对多巴哥的荷兰定居者的围困。41
 第一次小规模冲突并未导致流血，但冲突继续发展并在1670年变得更加暴力，美洲印第安人杀死了19名定居者。42


荷属苏里南的移民几乎从一开始就不信任美洲印第安人。1678年，一场以当地土著袭击种植园、欧洲人被杀以及被奴役的非洲人投奔美洲印第安人为标志的游击战爆发。43
 这给当时人口数量的变化带来的影响非常大。据总督海因修斯在1679年5月估计，欧洲移民的数量在12年内从1,500人减少到500人。来自尼德兰的军队与当地土著殊死搏斗，最终结束了这场战争。在一次冲突中，他们俘虏了82名当地男性并将他们全部绞死，其妻子和子女也全部沦为奴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奴隶是荷兰人与美洲印第安人之间战争的根源。海因修斯得出的结论是，前往当地村庄敲诈勒索居民的商人们挑起了这场流血事件。德梅拉拉（Demerara）的指挥官亚伯拉罕·贝克曼（Abraham Beeckman）说得更为具体，他说，这些贸易商在很大程度上参与绑架了他们找得到的美洲印第安女性，然后将其作为奴隶出售。44


荷兰人与美洲印第安人的互动方式类似于其他欧洲人与土著居民的互动方式。苏里南土著起义者的妻子和孩子所遭到的奴役，使人想起了西班牙在17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对智利参与起义的土著的奴役。45
 与海外的英格兰人相似，荷兰殖民者们认为，如果怀柔政策失败，武力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46
 实际上，荷兰与英格兰殖民主义的相似之处比比皆是。与在北美的英格兰殖民者一样，紧密的贸易关系、对当地食物供应的依赖、人际关系以及地域上的邻近，无助于消除荷兰人对新世界的美洲印第安邻居的猜忌，而猜忌滋生了暴力。因此，在殖民社会中，“冷战”与军事冲突交替出现，导致了欧洲殖民者数量的减少，从而直接危及殖民地本身的生存。对于想要为饱受战争之苦的欧洲寻找替代品的殖民者来说，新世界的暴力程度一定没有降低。

荷兰和英格兰关于奴隶制和自由的理念与实践方面的相似之处也很明显。作为伊丽莎白时期海盗的学徒和理查德·哈克卢特的学生，荷兰人认为西班牙是世界上最大的压迫者，正是美洲的财富使西班牙成了这样的威胁。因此，西印度公司的领导人和支持者认为，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长期战争的下一步计划是，通过军事扩张进入大西洋世界。为了国内战争的利益，他们打算放出大西洋的这头荷兰雄狮，解放甚至扩展欧洲以外的盟友，因为荷兰军队试图解放那些他们认为在“西班牙之轭”下遭受苦难的人们。拿骚舰队似乎是在17世纪20年代带着解放黑人的信件到达秘鲁的。20年后，布劳威尔远征队的目的是将智利的美洲印第安人从奴隶制和“西班牙暴政”中解放出来。布劳威尔的继任者埃里亚斯·赫克曼斯在对当地酋长演讲时，明确对比了当地土著自1555年以来就一直为从西班牙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以及荷兰与西班牙之间进行到第八十年的战争。47


就像他们的英格兰同行一样，荷兰的建设者们梦想着在新世界建立与西属印度群岛正好相反的殖民地，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后者是以罗马教会的暴政和对土著居民的残酷剥削为标志的。与之不同的是，在荷兰人的殖民地，真正的信仰将连同文明的原则一起得到保护，并提供给美洲印第安人。他们将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与欧洲人并肩生活。尽管鼓吹英格兰在北美殖民地发展的作家理查德·哈克卢特以及欧洲居民，谴责来自英格兰的殖民者，但荷兰人从未认真地考虑过这个想法。48
 确实，与英属大西洋上的殖民地发生的情况相反，从未有罪犯被送往荷属殖民地。自由的荷兰人也没有成群结队地进入新世界——荷属大西洋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外国出生的欧洲移民所占的比例很高。他们是否是受宗教宽容政策的吸引而来很难说，但商业机会无疑在他们的越洋动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整个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贸易活动一直比在荷属大西洋世界发展种植园更为重要。

荷兰人的商业自由植根于战争方面的努力。1585年，斯海尔德河道的关闭使阿姆斯特丹（以及其他受影响较小的港口）放弃了其在荷兰与欧洲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殖民地贸易中的辅助角色。因为这里的商人现在都自己去寻找这些商品，所以开始超过安特卫普。西班牙国王颁布的贸易禁令进一步鼓励荷兰商人绕过伊比利亚半岛。他们航行的目的地遍及整个大西洋流域，成为自由贸易的捍卫者。在法属和英属美洲，他们是当地居民们的天然盟友，他们反对具有强限制性的重商法律，组织了反政权的起义。1650年在巴巴多斯掌权的保皇党人并不惧怕克伦威尔或议会，因为他们“会找到保护的方法，也就是荷兰人”。同样，加入了培根阵营（Bacon’s Rebellion）并试图将自己从弗吉尼亚的航行法中解放出来的反保皇党，以荷兰人武装保护他们为假定前提，向国王提出了挑战。49
 1665年，荷兰人切断了对马提尼克岛的补给，没有了荷兰人用来运输烟草和糖料的据点，马提尼克岛上的法兰西移民发动起义，同时伴随着“荷兰万岁”（Vive les Hollandais）的呼喊。最后，在圣多曼格，为捍卫自己的商业自由，荷兰人在17世纪70年代插手了2次威胁法兰西统治的起义。尽管都没有成功，但移民们已经将荷兰人与自由贸易联系起来。正如一位法兰西官员所说，移民们有一颗“荷兰心脏”。50


正如戴维·埃尔蒂斯（David Eltis）所言，如此众多的荷兰人能够离开欧洲水域并建立新的贸易路线，是建立在欧洲西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之上的。这样的举措在当时的非洲或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是不可能的。此外，埃尔蒂斯还认为，同样的关系“暗示着奴役他人的自由”。51
 和英格兰人一样，荷兰人和当局也赞成黑人奴隶制，他们认为黑人奴隶制对荷属大西洋世界的种植园经济运作必不可少。因此，成千上万被奴役的非洲人从被运上船开始，一生就会在白种人主子的胁迫和折磨中度过。当苏里南被荷兰统治时，奴隶的待遇对前来的荷兰人来说已是奇观。刚从共和国出发完成航行的一艘船的船员在一封信中告诉他的兄弟他前一天目睹的一切：3名黑人被鞭打并被烙上了烙印，其中1人失去了1只耳朵，而另1人的2只耳朵都被割掉了。52
 然而，荷兰人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接受对非洲人的奴役。与他们的英格兰邻居类似，荷兰人对新世界的规划最初并不包括奴隶制或强迫劳动。在新尼德兰，如同在早期弗吉尼亚一样，黑人通常是该群体中的一员。相比之下，黑人奴隶制很快就在种植糖料的巴巴多斯成为一种常态，就像在荷属巴西一样。53


最后，在荷属和英属大西洋殖民地，非洲人（或美洲印第安人）并不是唯一被剥削和被剥夺自由的殖民地居民。大量加入英属殖民地的契约仆人同样过着悲惨的生活，并常常要忍受工作时间被延长。有些人将他们的境况与奴隶相提并论。苏里南的总督海因修斯写道，在荷兰是找不到仆人的，这使荷兰人除了接收士兵以外，没有其他可以增加殖民地人口的办法。他补充说，他将使他们成为良好的种植者。54
 实际上，在荷属大西洋殖民地从来没有士兵成为种植者。他们陷入悲惨的生活。他们被忽视，营养不良，受虐待，并且往往在服役期满数年后还无法返回家园。他们开始把自己视为奴隶，或者至少一些人这样认为，这给荷兰海洋帝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一位作家最近主张：“在因过度扩张和内部矛盾而衰落之前，历史上的所有帝国的繁盛期都不超过一个半衰期。”55
 但是，半衰期指的是什么呢？大西洋上的西班牙殖民帝国存在了3个多世纪。另一方面，荷兰萌芽于17世纪20年代，并在17世纪70年代最后一次跨大西洋战争之后终结，那时舰队和军队已经不再用于扩张目的。大都会的商人们也放弃了他们大部分的与其他国家在美洲殖民地的直接贸易。“荷兰时刻”已然成为过去。


附录1

荷兰与法属加勒比的奴隶贸易（1653—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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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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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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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http://www.slavevoyages.org）， 2013年6月25日。

注：这些航次中有16次将货物运送到法属与荷属殖民地（通常是库拉索岛）。上表并不是详尽无遗的。例如，“欧罗巴号”（Europa）于1666年从泰瑟尔岛出发，前往法属加勒比地区进行奴隶贸易，但关于其结果未见书面记载。参见［Abdoulaye Ly，La Compagnie du Sénégal（ s.l.：Présence Africaine，1958），97-98］。同时，根据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记录，“皇冠眼镜号”（Gekroonde Bril，第11590号）和“绿鱼篓号”（Groene Viskorf，第44254号）在1664年航行至法属卡宴，但其目的地是法兰西接管之前的荷属卡宴。

①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为编号11644（Vrede）和44285（Vreede）的船设立了不同的条目，但二者是同一条船，船长为亨德里克·布雷伊恩（Hendrick Breijhaen）。


附录2

荷兰直接与西班牙进行奴隶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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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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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mage: ]


来源：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http://www.slavevoyages.org）， 2013年6月25日。

①SAA, NA 905, fol. 603, Act of September 2, 1660.

②1668年，独立将军埃斯特万·加马拉（Esteban Gamarra）向西班牙皇室投降（AGI, October 2, 1663）。“恩卡纳西翁号”船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中未有记录。

③可能是“查格雷斯号”（Chagres, AGI, Panamá, 22 R.6, N.97, audiencia president to the Crown, April 24, 1661）。


延伸阅读

荷兰人对美洲的思想和视觉理解是本杰明·施密特所著《海外无辜者：荷兰的想象与新世界（1570—1670）》（Innocence Abroad: The Dutch Imagination and the New World, 1570-167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一书的主题；而米希尔·范格罗森的《阿姆斯特丹的大西洋：公共舆论与荷属巴西的制造》（Amsterdam’s Atlantic: Public Opinion and the Making of Dutch Brazil.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则聚焦有关这片令人垂涎的荷属殖民地的媒体报道。1630年之前巴西、葡萄牙和低地国家之间的三角贸易在以下著作中得到探讨：克里斯托弗·埃伯特（Christopher Ebert）的《帝国之间：早期大西洋经济中的巴西糖（1550—1630）》（Between Empires: Brazilian Sugar in the Early Atlantic Economy, 1550-1630. Leiden: Brill, 2008）；丹尼尔·斯特鲁姆（Daniel Strum）的《糖贸易：巴西、葡萄牙和尼德兰（1595—1630）》［The Sugar Trade: Brazil, Portugal, and the Netherlands （1595-163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杰伦·德维尔夫（Jeroen Dewulf）的《效仿葡萄牙模式：比较视角下荷属巴西（1630—1654）与新尼德兰（1614—1664）的西印度公司奴隶政策和荷兰归正会》［Emulating a Portuguese Model: The Slave Policy of the We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Dutch Reformed Church in Dutch Brazil （1630-1654）and New Netherland （1614-1664）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4 （2014）: 3-36］讨论的是葡萄牙人对荷属大西洋的影响。

亨克·登海耶的《西印度公司史》（Geschiedenis van de WIC. Zutphen: Walburg Pers, 1994）是对西印度公司的标杆性研究。吉斯·赞德弗利特的《为财富而制图：地图、计划与地形图以及它们在16—17世纪荷兰海外扩张中的作用》（Mapping for Money: Maps, Plans, and Topographic Paintings and Their Role in Dutch Overseas Expansion during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Amsterdam: Batavian Lion International, 1998）则聚焦于西印度公司绘制地图的目的。丹尼·诺兰德的《侍奉神与玛门：归正会与大西洋世界的荷兰西印度公司（1621—1674）》（Serving God and Mammon: The Reformed Church and the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 in the Atlantic World, 1621-1674. PhD diss., Georgetown University, 2011）描绘了荷属大西洋地区的神职人员。德博拉·哈默（Deborah Hamer）的《建造有序的社会：荷属大西洋的婚姻与性规则（1621—1674）》（Creating an Orderly Society: The Regulation of Marriage and Sex in the Dutch Atlantic World, 1621-1674.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4）的主题则是殖民地的婚姻。

科内利斯·C. 哥斯林格的《在加勒比与狂野海岸的荷兰人（1580—1680）》（The Dutch in the Caribbean and on the Wild Coast, 1580-1680. Assen: Van Gorcum, 1971）和乔纳森·I. 伊斯雷尔（Jonathan I. Israel）的《荷兰共和国与西班牙语世界（1606—1661）》（The Dutch Republic and the Hispanic World 1606-166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讨论了荷兰在大西洋世界扩张的政治背景。研究17世纪中叶之后的荷兰军事行动的重要作品包括：弗朗兹·宾德（Franz Binder）的《泽兰的私掠行动（1654—1662）》（Die zeeländische Kaperfahrt 1654–1662. Archief: Mededelingen van het Zeeuwsch Genootschap der Wetenschappen, 1976）；唐纳德·G. 肖梅特（Donald G. Shomette）和罗伯特·D. 哈斯拉赫（Robert D. Haslach）的《袭击美洲：1672—1674年间的荷兰海军征战》（Raid on America: The Dutch Naval Campaign of 1672-1674.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8）。

对荷属巴西的宝贵研究包括：查尔斯·拉尔夫·博克瑟（Charles Ralph Boxer）的《荷兰人在巴西（1624—1654）》（The Dutch in Brazil, 1624-165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埃瓦尔多·卡布拉尔·德梅洛的《重建奥林达：东北部的战争与糖（1630—1654）》（Olinda Restaurada: Guerra e Açúcar no Nordeste, 1630-1654. Rio de Janeiro: Editora Forense-Universitaria; and São Paul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1975）；米希尔·范格罗森主编的《荷属巴西的遗产》（The Legacy of Dutch Brazil.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研究新尼德兰最有洞见的著作包括：亚普·雅各布斯的《新尼德兰：17世纪美洲的荷属殖民地》（New Netherland: A Dutch Colony in Seventeenth-Century America. Leiden: Brill, 2005）；威廉·弗里霍夫的《履行神的使命：牧师埃弗拉德斯·博加德斯的两个世界（1607—1647）》（Fulfilling God’s Mission: The Two Worlds of Dominie Everardus Bogardus 1607-1647. Leiden: Brill, 2007）。对荷兰人在非洲的活动描写得最好的著作是：克拉斯·拉特尔班德《尼德兰人在西非（1600—1650）：安哥拉、刚果和圣多美》（Nederlanders in WestAfrika 1600-1650: Angola, Kongo en São Tomé. Zutphen: Walburg Pers, 2000）；菲利帕·里贝罗·达席尔瓦的《荷兰人与葡萄牙人在西非（1580—1674）：帝国、商人与大西洋体系》［Dutch and Portuguese in West Africa （1580-1674）: Empires, Merchants, and the Atlantic System. Leiden: Brill, 2011］。

罗伯特·D. 波特（Robert D. Porter）的《欧洲人在黄金海岸的活动（1620—1667）》（European Activity on the Gold Coast, 1620-1667. PhD diss.,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1975）和弗朗兹·宾德的《从黄金海岸到联合省的黄金进口（1655—1675）》（Die Goldeinfuhr von der Goldküste in die Vereinigten Provinzen, 1655-1675. in Precious Metals in the Age of Expansion, ed. Hermann Kellenbenz,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1）关注了荷兰与西非的贸易。英荷之间在美洲展开贸易活动的相关内容体现在如下作品中：克劳迪娅·施努尔曼的《大西洋世界：美洲—大西洋地区的英格兰人与尼德兰人（1648—1713）》（Atlantische Welten: Engländer und Niederländer im amerikanisch-atlantischen Raum 1648-1713. Köln: Böhlau Verlag, 1998）；克里斯蒂安·J.库特（Christian J. Koot）的《帝国的边缘：不列颠殖民者、英荷贸易与英属大西洋地区的发展（1621—1713）》（Empire at the Periphery: British Colonists, Anglo-Dutch Tra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Atlantic, 1621-1713.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维克托·恩托文和维姆·克罗斯特的《17世纪弗吉尼亚—荷兰贸易概况》（Contours of Virginia-Dutch Trade in the Long Seventeenth Century. in Early Modern Virginia: New Essays on the Old Dominion, ed. Douglas Bradburn and John Coomb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1）。所有有关荷兰奴隶贸易的研究都肇始于约翰尼斯·梅内·波斯特马（Johannes Menne Postma）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荷兰人（1600—1815）》（The Dutch 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600-1815.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荷属大西洋地区，尤其是荷属巴西的犹太人部分，是若泽·安东尼奥·冈萨尔维斯·德梅洛（José Antonio Gonsalves de Mello）的《国家的人民：伯南布哥的新基督徒和犹太人（1542—1654）》（Gente da Nação: Cristãosnovos e judeus em Pernambuco 1542-1654. Recife: Fundação Joaquim Nabuco and Editora Massangana, 1989）的关注点。研究荷兰与美洲印第安人关系的丰富文献中包括：阿里·布默特的《印第安人与欧洲人在多巴哥岛及其周边的交锋（1498—约1810）》［Amerindian-European Encounters on and around Tobago （1498-ca.1810）. Antropológica 97-98 （2002）: 71–207］；唐娜·默威克的《羞耻与哀伤：荷兰人与美洲印第安人在新尼德兰的相遇》（The Shame and the Sorrow: Dutch-Amerindian Encounters in New Netherlan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6）；保罗·奥托的《荷兰人与门西人在美洲的相遇：争夺哈得孙河谷主权》（The Dutch-Munsee Encounter in America: The Struggle for Sovereignty in the Hudson Valle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6）；苏珊娜·肖·罗姆尼的《新尼德兰的联络网：17世纪美洲的亲密网络与大西洋联系》（New Netherland Connections: Intimate Networks and Atlantic Ti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最后，马克·莫伊维塞的《战友，贸易伙伴：大西洋世界的荷兰—土著联盟（1595—1674）》（Brothers in Arms, Partners in Trade: Dutch-Indigenous Alliances in the Atlantic World, 1595-1674. Leiden: Brill, 2012）讨论了荷兰与新世界和非洲土著之间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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